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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

王跃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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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总　　序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研究队伍，他们多数是毕业于本院研究生院和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的曾出国求学。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知识扎实，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前，在经济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主要学科领域，正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承担起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新问题。其中一个急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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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

从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神，还能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才。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即是基于学术研究事业的考虑，也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帮助青年学者，解决他们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让青年学者辛勤所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让他们的成果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和学界的评判，以利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使他们尽快成才。繁荣学术，扶植青年，我想这是编辑（文库）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吧。

至于（文库）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有没有好的社会效果，就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和合作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胡　绳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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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１

前　　言

在人类社会中，由国家制订政策来调整人口的发展，可谓是很普遍的现象。

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人口政策是政治家们关注最多的政策。而人口政策又对人口的具体发展过程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中国当代的人口实践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的诸多方面，如人口基数过大，人口职业结构的畸形（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过大）

，以及人们对婚姻、生育、家庭乃至迁移所持态度等，均同传统社会人口政策的影响有关。当然这些历史上的人口政策已经不可能以行政的方式对现代人口的行为产生作用，但是它们却转化成一种社会积淀、一种浓厚的社会观念来显示其固有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要更深刻地认识今天的人口状况，筹措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良策，就必须对传统社会人口的兴衰变化以及当时政治家所制订的人口对策进行研究，以便从中获得借鉴。

中国古往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诸种社会形态。然而原始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更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所以，以诏令、谕旨、典章为表现形式的人口政策也就无从发布。因而这时的人口发展基本上以自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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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奴隶社会（在我国主要是夏、商以及周王朝的前期）虽然有完整的国家和中央政权的存在，并且也具备了发布政令的条件，然而，它留给后人的政策性资料十分有限（主要是年代久远）

，由此我们难以真正把握该时期人口政策的全貌。中国封建社会如从春秋时算起，在华夏文明史上延续二千五百余年，它所留下的浩瀚史料记载了这期间各个王朝对当时人口发展所采取的方针、策略；并且封建社会早期的人口政策也直接承继了夏、商、周王朝政策中的主要做法。

所以，我们认为，对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加以研究，既可了解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政策的基本脉络，把握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口盛衰变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这种政策在当代人口发展中的潜在作用形式有进一步的认识。

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说到底是从农耕文化中产生的。它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统治者的利益和要求，也与小农经济下人们的利益和要求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直到近代，甚至现代社会的不少地区，农耕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在全民中占最大比例。这种社会发展状态为传统人口政策的余绪继续产生作用提供了土壤条件。从这一点讲，我们更有必要审视传统人口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在一些方面与现代人口政策有大相径庭之处，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当代中国由于人口重负对土地、资源乃至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控制人口增长成为人口政策的中心；而在古代社会则相反，追求人多丁多几乎成为历代王朝的政策。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从封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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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此目的所采取的措施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试图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人口发展的诸多政策进行较全面的分析。这是因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人口的发展变化并非孤立的事件。它受到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封建社会政府为了达到人口增长的目的，不仅从婚姻、生育政策上做文章，而且注重在社会救济方面采取措施。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力图把人口发展状况放置在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中去认识。

最后有必要一提的是，到目前，无论历史学者，还是人口专家，对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探讨多停留在断代性的分析中，这对人口史研究的深入是不可缺少的。而我们认为，全面论述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盛衰变化同政策的关系，可使人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历史时期人口的发展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人不揣浅陋，尝试着做一下这项工作。由于从整体分析方面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不多，所以书中所作论述，所提观点的错谬恐难避免，还望方家予以指正。

著者１９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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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１。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人口从古迄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其间或盛或衰，迭宕起伏，过程又显得异常曲折。在华夏历史长河中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是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演变状况集中体现了传统社会人口发展的特征。我们认为，探讨这一时期人口的盛衰变化、既可以使我们清楚古往人口的发展轨迹，又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人口的状况，乃至未来人口变动的趋势。

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替不断，各个王朝的政治家面对本时代人口的盛衰形势，或采取措施试图将“盛”的局面维持下去，或制订章程着力使人口从“衰”

的低谷中振兴起来。

由此，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发展变化同各个朝代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是当时各朝政府治国理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这一历史时期人口的盛衰变化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其余绪一直影响到当代。对此加以研究，可以使我们明了这些政策的实施背景、内容及执行效果，同时将为我们制订现代人口政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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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第一节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盛衰概念之我见

人口本身是复杂的社会总体。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认识。谈到人口的盛与衰，其数量变化是首先要考虑的方面。然而，要衡量一个时期，并且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人口，仅用数量指标作为尺度是不够的。

这里，我们把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盛衰标志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自然数量的多少人口的自然数量是指一个历史时期存在的所有人口，不分性别、年龄。在中国历史人口统计中，一向有丁口之别。

“口”是指全体人口，而“丁”的含义则因朝而异，或指成年男女，或仅指成年男子（其中以后者居多）。因此，弄清“口”

的数量是了解一个时代某个阶段人口自然数量多少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人口的自然数量变化甚大。虽然，从总的趋势上看，我国人口的自然数量在不断增长。然而，在不少具体的历史阶段，人口数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加。西汉平帝元始二年（２年）

，全国人口为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

①５５年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５７年）

降为２１０７８２０人；②至桓帝永寿三年（１５７年）

升至５６４８６８５６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１０，户口１。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１０，户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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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人。

①西晋太康元年（２８０年）再降为１６１６３８６３人。

②导致人口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战乱。而和平的社会环境以及统治者注意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则是人口数量增长的最有力的保证。唐代太宗初年，战乱刚刚平息，全国户数“不满三百万”。

③如按每户５人计算，全国人口不足１５０。至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年）

便达到３７１４００人。

④玄宗开元十四年（７２６年）为４１４１９７１２人。

⑤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年）至５２９１９３０９。

⑥在这方面，清朝的人口数量更具代表性。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

，全国人丁户口为１０６０。

⑦这里的“人丁户口”实际相当于“户”的概念，平均１户按５口计算（下同）

，该年全国人口为５３０。康熙元年（１６２年）人丁户口达１９２０３０，⑧总户口为９６０５１０。康熙六十一（１７２年）

，人丁户口为２５３０９１９８，⑨总户口为１２６５４５９０。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

，清政府改变统计方式，“各省通共大小男妇１４３４１５９”。

A B 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

为２０４７２４６１人。

A C 嘉

①杜佑：《通典》食货７。

②杜佑：《通典》食货７。

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１０，户口１。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１０，户口１。

⑤《旧唐书》卷８。

⑥《旧唐书》卷９。

⑦《清世祖实录》卷６１。

⑧《清圣祖实录》卷７。

⑨《清世宗实录》卷２。

《清高宗实录》卷１５７。

A B《清高宗实录》卷７０１。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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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庆八年（１８０３年）为３０２５０６７３人。

①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为４０１０８５７４②。由此可见，从数量上讲，唐初至唐中叶和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是人口增长的时期，显示了人口“盛”的特征。而三国、魏晋南北朝则为人口减少的阶段，呈现出人口“衰”的迹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它时期都有表现。

二、封建国家直接控制人口的多少在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人口的自然数量同政府实际掌握的数量并不一致。从客观上讲，要使二者完全一致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统计中的误差不能完全排除，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代也不例外。不过，在封建社会的某些朝代，载入国家户籍的人口数量，即政府实际控制的人口与当时存在的人口数量之间相差甚大。而这又非一般的统计误差所造成。

封建社会政府统计人口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弄清人口实际数量的多少，而是为了获取能够承担国家赋役的人丁数量。

与此同时，百姓则以虚报、瞒报户口，甚至流往他乡作为逃避赋役的手段，这成为封建社会十分普遍的现象。

需要指出，封建国家实际控制人口的多少与当局的政策不无关系。一般来说，政府如果采取与民休息、薄赋轻役的方针，那么，百姓便会安居乐业，官方实际掌握的人口就多；反之，统治者穷兵黩武，竭泽而渔，百姓只好走逃亡之路。

这样，政府不仅不能便所控制的人口增加，而且对已在版籍上

①《清仁宗实录》卷１３８。

②《清宣宗实录》卷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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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的人口也难以获悉其去向。史载：“东汉明章之后，天下无事。”

①统治者“务在养民，人户滋殖”。

②其人口数从明帝永平十八年（７５年）

的３４１２５０２１增加到和帝元兴元年（公元１０５年）的５３２５６２９。

③而“建安之际，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

④我们认为，并非十之七八的人死于战火。其中绝大部分逃于山泽密林，寻求新的生存之域。明代也是如此。明初朱元璋指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⑤并且明政府大量组织百姓开垦战乱地区的荒芜土地，因而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从史书记载上看，这个时期国家实际控制的人口也较多。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

，全国人口为６０５４５８１２。

⑥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达６６５９８３７，⑦这个数字是明代人口数量的最高纪录（对此后人增提出异议⑧。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一时期是明代实际控制人口数量工作做得较好的时期）。

而自永乐后期开始，明代的流民问题便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朱棣（明成祖）分析其原因时指出：“比来抚绥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论贫富，一概烦扰，致耕

①《通志》卷６１，食货１。

②《文献通考》户口１。

③《文献通考》户口１。

④《通志》卷６１，食货１。

⑤《明太祖实录》卷２５。

⑥《续文献通考》户口２。

⑦《明成祖实录》卷２６。

⑧《续文献通考》户口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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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失时，衣食不给，不得已乃至逃亡“

①。明宪宗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

，仅从荆襄地区就清理出流民１４０余万。

②流民实际是摆脱封建国家口籍控制的流动人口。从统计数字上看，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变化很大。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年）全国人口为６２８５８２９，③弘治元年（１４９０年）为５０３０７８４３④，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又达到６３６５４２４８人⑤，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年）再减至５１６５４５９人⑥。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情况下出现这种数字上的悬殊之差，是不符合逻辑的。然而，这里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这时期封建国家所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与当时社会实际生存的人口数量间有很大的差距。在我们看来，封建王朝所能控制的人口多少也是当时社会人口盛衰的重要标志。

三、人口活动空间范围的大小我们中华民族今天所生活的这块辽阔的疆域，是在历史上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断开拓而形成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或者以冲突的手段来扩大彼此的区域，或者以交流的方式和睦相处，甚至融合，强弱互见，活动范围各有盈缩。因而对人口的空间分布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①《明成祖实录》卷２６。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２。

③《明宪宗实录》卷２５９。

④《明孝宗实录》卷４６。

⑤《明世宗实录》卷５１６。

⑥《明熹宗实录》卷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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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以中原王朝而论，春秋战国时期，汉族人口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华北平原）和长江中游地区，其中尤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多，战国时的七国（齐、楚、燕、韩、赵、魏、秦）中有六国建于此，只有楚国建于江汉地区。

因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汉族人口活动的中心。这以后，各朝政府拓疆的程度大小不一。与此同时，周边民族也不断进入中原地区，甚至建立起两个全国性的政权（元、清）。纵观历史，各个王朝的统治区域也有盈缩之别。明朝人王士性于（广志绎）中指出：“古今疆域，始大于汉，最阔于唐，复狭于宋，明朝过于宋，而不及于唐。”

①而清朝疆域又是“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②。实际上，秦王朝的拓疆移民活动更具先躯者的作用。

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

③。在北疆，根据《汉书》记载：“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

④。这些人也多为秦时所迁。汉代对西北的开发移民，规模更大。由此，大大扩展了中原华夏民族的活动空间，同时促进了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状况在中国封建社会并未持续发展下去，而是时断时续，从而使人口的盛衰在地理范围上显示出来。

四、人口的职业结构是否合理从人口经济学上讲，人口的职业结构状况与社会经济发

①《广志绎》卷１。

②《清史稿》卷５４，《地理志》１。

③《广东新语》卷７。

④《汉书》卷２８下，《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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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直接联系在一起。中国封建社会是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因而，奔波于南亩从事农业劳动成为百姓的主要职业。统治者也把农业视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因而，他们总是希望把全体百姓都驱赶到土地上。其最突出的政策表现就是：重农抑工商。

不过，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王朝也并不是不允许工商业人口的存在。中国早期的政治家就认识到：“‘斩木为耜，糅木为耒，耒（褥）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

①。并且他们还认识到：“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②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把“士、农、工、商”确定为社会不可缺少的四种职业。

我以为，人口盛衰在职业结构上的体现是，社会的基本职业，主要是士、农、工、商业得到相对合理的发展，并由此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农业人口的过分庞大，工商业人口微不足道，会加重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导致民众生活环境的封闭。反过来，如果从事以生产奢侈消费品为主的手工业人口和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人口过多，出现“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游食者众”

③的现象，也会促使社会危机的产

①《汉书》卷２４，《食货志》４上。

②《汉书》卷２４，《食货志》４上。

③《后汉书》卷４９，《王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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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生。对此，就要看封建时代各朝政府是如何采取政策加以调节了。

五、人口管理秩序的好坏我们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人口管理秩序主要表现为户籍管理，家庭和宗族的管理，婚姻的管理，老年人口的照料等。

在封建社会，人口的管理秩序同各朝的政治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王朝在政治经济状况比较有利时，能适时检核户籍，丁口的确立标准也较宽，逃户和漏籍现象比较少，因而百姓承担的赋役也比较轻。

而当王朝衰败之际，户籍混乱，隐漏户口现象严重，政府为了维持残破的统治局面，加重丁口负担。家庭和宗族的管理也是如此，社会秩序的稳定，轻徭薄赋政策的实行，会使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得以维系，并进而促进人口的增长。相反，如果政府通过降低户等的标准来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就会促使家庭的解体，这种情形在唐宋时代都曾出现过。

人口管理秩序也同封建时代的伦理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在婚姻管理上体现得最突出，在封建政府看来，婚姻须严格遵守等级秩序，否则便为大逆不道。然而，我们站在今天来反观封建时代的婚姻管理秩序，主要看当时的政策是否导致婚姻适时，进而对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所起作用。

六、小结由上可知，按照我们的观点，封建社会人口兴盛的概念是指：人口自然数量多，王朝直接控制的人口多，人口的活动空间大，人口职业结构比较合理，人口管理秩序好。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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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人口衰落的概念正好与此相反。

同时，我们又认为，封建社会人口上述盛衰表现与当时各个王朝所采取的人口政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发展变化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政府干预的烙印。这就是我把本书定名为《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的原因。

第二节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类型及产生方式

从一般意义上讲，人口政策是政府干预调节人口过程的各种立法和行政措施。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也是如此。

不过，同当代相比，封建时代的人口政策在类型和产生方式上又有自己的特色。弄清这一点，将加深我们对封建政府干预和调节人口方式的了解。

一、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类型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类型是指它的体现方式。由此可以表明人口政策的层次、作用范围等。

（一）

封建国家的典章制度是封建人口政策的总纲，即它包括了封建政府对人口行为总的管理原则。在封建时代，每个王朝建立之初，都要制订典章制度，以此作为其治国的总纲。如《唐六典》、《大唐律》、《清会典》等等。这其中包含着大量有关户籍、迁移、婚姻、家庭等原则性规定，以及对违犯这些规定者的处罚措施。可以这样说，典章制度是人口政策的总汇，或者说，它是高度概括的人口政策。

（二）

帝王所颁发的诏令谕旨。

与典章制度这种相对比较固定的政策不同，封建帝王往往根据所面临的人口问题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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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作出反应，发布诏令谕旨加以解决。由此显示出统治者的治国理民能力之高低。我们认为，有关人口问题的诏令谕旨是封建时代最典型的人口政策，因为它最直接地反映政府的意图。这也是由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体制所决定的。

（三）地方性的法令、法规。这主要是指各级地方官府根据本地的人口问题所制订的政策，具有区域性特征。譬如对当地溺婴行为的限制，对流民的驱赶，对游民的惩处等。需要指出，这些地方性法令、法规的依据还是基于中央的典章，在一定意义讲，地方性人口法则是中央人口政策的具体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封建时代的典章制度中有关人口行为的规定是体现封建统治者人口政策的总的原则，并且具有较强的连续性；诏令谕旨是封建人口政策的最高表现；地方人口法令、法规是最具体的人口政策。

二、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形成方式在此，我们想探讨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是通过什么方式制订出来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而中央之权又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作为一国之主，拥有发布政令的全权。

然而，在政策发布前却需要有一个酝酿过程，由此形成了人口政策不同的产生途径。

（一）皇帝采纳身旁官员、谋臣的建议，并将其作为政策向全国颁布。这是封建国家人口政策形成的重要渠道。封建时代，皇帝自称寡人。实际上，皇帝如果仅靠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发布政令，就会闭目塞听，无法真正行施对全国的统治。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帝王要依靠一批臣僚作为股肱，为其出谋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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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有许多重要的人口政策就是帝王根据臣僚建议而制订出来。西汉重要的移民实边政策是由谋臣晁错向文帝提出的。晁错指出：“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政府应首先“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牌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

①。此议被文帝采纳并加以实行，因而推动了汉代移民实边的进程。三国时曹魏的移民屯田政策的实行得益于羽林监枣祗的提议。

当时曹操“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枣祗的建议使曹操深以为然，“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②。对此曹操对枣祗之功铭感不忘，“祗死，魏武后追思其功，封爵其子”

③。隋文帝杨坚接受高颖建议，实行输籍定样制度，即将户籍确定标准式样，“遍下诸州”

，“每月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客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

④。此政有效地防止了隐匿户口的现象。

总的来说，臣僚在封建时代的人口政策制订中起到重要作用，从中也可反映出最高统治者对官吏的使用水平。

（二）地方官上奏有关人口问题，或请示，或提出看法，经皇帝批准后，形成人口政策。

①《汉书》卷４９，《晁错传》。

②《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③《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④《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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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如果说皇帝身边臣僚所言多是关于全国人口问题的建议的话，那么地方官所奏多为地区性的人口问题。南朝宋大明（４５７—４６４年）

初，山阴县人多田少，丹阳尹孔灵符上表请将该县无赀之家迁移至余姚，鄮、勤三县，宋孝武帝力排公卿异议，批准此奏，“徙人并成良业”

①。明代中期，流民问题十分突出。正统十二年（１４７年）四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史濡等上奏：“山东青州府，地瘠民贫，差役繁重，频年荒歉。

诸城一县，逃移者一万三百多户。民食不给，至扫草子、削树皮为食。续又逃亡二千五百余家。地亩税粮动以万计，请暂停征。“明英宗批示：”从之“

②。明末清初，四川由于受战乱冲击，百姓死亡甚重。因而清初出现“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状况。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

，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上疏：四川“招民开垦，洵属急务”

，建议开招民之例，“将候选州同、州判、县丞及举、贡、监、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之署职之衔，使之招民，不限年数，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愿垦荒地之人，统以三百户为率；俟三百户民尽皆开垦，取有地方甘结，方准给俸，实授本县知县。”

③此议被采纳，从而加速了四川残破经济的恢复。地方官上奏使下情上达，皇帝借此可以了解全国各地局势。因而，这种方式在封建社会人口政策制订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三）

中央和地方各职能部门都制订有有关本衙门所管辖

①《通典》卷１，食货１。

②《明英宗实录》卷６。

③《清圣祖实录》卷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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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人口政策。以清朝为例，中央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的户部有《户部则例》，内含户口管理等政策性规定；刑部有《现行则例》、《督捕则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人口违法行为。地方的总督、巡抚衙门和布政司衙门也制订有本地方人口法令条文。需要指出，各职能部门对有关人口法令的修改需报皇帝批准。

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真正制订和发布权在中央，集中于皇帝之手。不过，各职能部门，特别是地方职能部门对本行业、本区域人口事务的关心程度，将对已制定政策的贯彻以及完善起重要作用，同时对新的政策的产生会起到推动或延搁的作用。

第三节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特征

人口政策由不同时代的当政者所制订，它的内容和要求又受到本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打上强烈的时代烙印。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也不例外。

（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表现出很强的人身控制色彩。

一般来讲，无论什么时代的政策均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否则将不会称其为政策。然而，这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中体现得更突出。这是因为，中国封建政府更多的不是从经济角度来制订人口政策，而是着眼于政治形势；他们更多的不是出于对民生的关心而制订人口政策，而意在如何维持封建统治秩序。这种人身控制最明显的特征是控制人们的流动。封建时代，人口，特别是成丁，是封建国家赋役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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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要承担者。为了保障赋有人承，役有人当，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定时检核丁口，察看户等。

仅此还不够，又采取株连或连坐政策，让人们互相监视、牵制。

一户逃亡，其赋役由邻里承担。只有在大规模的天灾人祸发生时，这种束缚才会相对减轻。因为不如此，百姓或者坐以待毙，或者被迫走上揭竿而起、暴力反抗的道路。这两种结局对统治者来说均是危境。第二，把治安防范作为人口管理的又一主要目的。封建社会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因而，封建政府所制订的不少人口政策是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考虑的。如宋以后的保甲制、里社制就是这种政策的突出表现形式。清朝的保甲制规定，每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外注明所往，入则注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

；“月底令保正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

，①规定可谓严密。第三，加强对自由流动者的控制。

历代的流民实际是一种自由流动者。

当他们在本地谋生的条件发生困难时，便出外寻求生计。而封建政府往往把流民与反抗活动联系在一起，对此心存畏惧，特别是对那些遁入山林的流民总是想方设法加以驱赶、剿杀。

（二）

伦理色彩浓厚是封建时代人口政策的又一特点。

任何一种政策都是生活在一定时代、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来制订的，而人们又受到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并将这种观念贯彻到所制订的政策之中。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论。

在等级观念淡薄、经济意识强烈的当代社会中，人口政策中的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２，《职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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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色彩已经很少。而封建时代则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以儒家的人治学说作为治国理论，社会等级森严，从而使伦理色彩浓重地附着在人口政策之上。

具体来讲，在封建时代的生育政策中有奖励“一产三男”的规定。清代康熙帝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谕令：“民间一产三男俱存者，给布二匹，米五石；若男女并产及三女，不准行。”

①结合这些政策的背景可以看出，它们不仅包含着重男轻女的意识，而且带有夸耀其统治的目的。统治者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瑞兆，是其国家昌盛的标志。还有，封建社会有乡饮酒礼，每当举行之时，把年老者视为上宾。不过，统治者举行乡饮酒礼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尊崇老年人，照顾老年人，而在于让民间百姓树立对封建秩序的认同感。

此外，在婚姻政策中，严格上下尊卑秩序等都含有这样的意思。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对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时，不能仅着眼于人口学，还要注意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客观，更接近于封建社会的实际；才能对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特征认识得更明确。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承袭性多，变异性少。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虽然长达两千余年，但各朝代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互相承袭，实际是后一朝代多搬用前朝的政策；而变动、更改方面相对较少。如《大明律》就是以《唐律》为蓝本制订的。

其中对婚姻、户口等方面的规定内容基本一样，

①萧奭：《永宪录》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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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只是处罚的程度略有轻重不同①。

《大清律》在许多方面又搬用了《大明律》。这种状况也是封建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王朝虽然屡屡变易，而其面临的基本社会矛盾没有改变，由此派生出的人口问题也基本相同。因而统治者为此采取的措施也比较接近。掌握了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共性。但是，也要看到，封建社会尽管发展缓慢，各个朝代所遇到的人口问题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所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政策的特性也不能忽视。

（四）

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间接性特征比较明显。

从理论上讲，人口政策对人口过程的作用方式分直接和间接两种。

直接的人口政策指直接对人口过程进行干预和调节的政策；而间接人口政策指不直接对人口过程产生作用，而是通过其它政策间接作用于人口过程的政策。我们说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间接性特征明显，意指这些政策中有不少方面并非政府为了纯粹的人口目的而制订，而是它们在客观上起到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以“轻徭薄赋”而论，它本身并非人口政策。

但是，这项政策的实行，减轻了百姓的生活压力；相应地，人们维持生存的能力增强，生育率会因此而提高，而死亡率则会下降，进而促进人口数量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对封建社会人口政策探讨时，需将眼界放开，不仅要对直接的人口政策深入分析，而且要把间接的人口政策对人口发展过程的影响力充分挖掘出来。这是全面了解中国封建时代人口政策的最重要的途径。

①薛允升：《唐明律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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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封建社会人口政策具有上述特征，那么，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就应该注意加以把握，以便能够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四节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对当代人口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在我国尽管已结束了八十余年，然而，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一些精神仍然对当代人口的发展产生着影响。可以说这种政策成为一种文化溶进了我们的民俗，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精神所以还能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具有一定市场，这是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严格地讲，封建人口政策产生于农耕社会中，而主要作用于生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身上。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并存的社会。并且，在我国，还有８０％的人口生活在农业社会中，传统的耕作行为依然是他们的主要职业。这就是封建社会人口政策所倡导的生育观、家庭观、婚姻观、职业观等能够继续作用的主要原因。而这其中不少方面所起的是消极作用，如生育中的重男轻女意识，婚姻上的门当户对观念，职业上轻工商、安土重迁观念。从根本上讲，这些落后意识的消除，有赖于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７０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十几年前的轻工商观念在今天已荡然无存，反而成为人们改变经济地位的重要手段。

同时还要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中也有不少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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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的东西值得借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又灾害频仍的大国，灾害可能引起的饥荒和流民的出现这一历史事实在当代并未彻底成为陈迹。因而如何实行社会救济政策和解决可能出现的流民问题应该引起重视。游民问题在当今中国正变得越发严重，其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危害已经显现出来，需要筹措良策加以解决。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寿命的延长，将导致老龄社会的出现，养老问题也变得日益迫切。

不过，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政策更重要之处还在于，揭示这一历史时期人口变化的特征，以便更清楚地认识传统社会，或者说前工业社会，人口政策对人口发展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从理论上更深入地总结中国古往以来人口的发展变化规律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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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户口管理政策

户口管理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最受重视的人口政策。同时，在当时社会诸种人口政策中，户口管理政策的内容最为明确。

封建政府力图把全部人口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他们看来，这是保持国家强盛所必需的人力条件。因为只有如此，封建国家征收赋税、摊派徭役才有保证。

另一方面，户口管理也是对人口活动行为的制约，它对封建社会秩序，特别是治安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户口登记上报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各朝政府要定期进行自下而上的户口登记上报工作，以便使最高统治者周悉全国人口数量，并以此作为其制订赋役政策的依据。户口登记上报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各个王朝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得丁口数量，多长时间进行比较普遍的户口检核。

具体来讲则包含户口登记的时间、项目、程序以及户籍册的管理方式。

一、先秦时期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一个国家存在的真正基础是人口。这里的人口是指统治者实实在在控制的人口。中国古代自先秦时各个政权均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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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视对人口的登记上报工作。对此，《周礼》中有一定反映（主要指西周和春秋战国时的状况）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祠司命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①可见，当时的户口登记上报包括有人口的行政单位、居址、性别、死生状况、上报程序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并把这项工作提到“赞王治”的高度。此外，《周礼。地官》还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可以说这是另一条户口登记系统。但其作用明显不如前者，只限于婚配范围。

先秦时期如此详备的户口登记上报规定是否被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了。这一点现在还是一个疑问。因为当时的政治文献对此反映并不多。

《国语。周语》提出：“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

‘“从中可以看出，周朝在此之前并没有对人口进行统一的、大规模的检核。而对所辖百姓的数量是通过平时各种专业官员”分而治之“而获得，或者在耕作、狩猎活动中加以掌握。不过，这种方式在国家人口数量少，居住

①《周礼。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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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集中的条件下尚有可能实行，反之则有很大困难。

在春秋、战国时，“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的实行具有重要意义。书社制度的内容是，百姓２５家为１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

可以说由此建立起最基本的户口统计制度。

战国时，韩、赵、魏、秦诸国在“书社”基础上建立起“上计制度。”其方法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作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剖为两份，右券留下，左券发还地方。待下年年终，国君以右券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依据，以定优劣和赏罚。国家通过“上计”

之途得以对地方户口和财政状况加以了解。

当然还不是十分准确的了解。因为官员预算之数与来年实际数字并不一定会完全吻合。然而这种“量”化标准的建立充分显示了战国统治者对人口和财富的追求欲望之强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上计制度”为秦汉以后的王朝所效仿。

二、秦汉时期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就目前而言，秦汉时期户口登记上报的具体做法史载较少。

《册府元龟》中讲：“始皇十六年（前２１６年）初令男子书年”

①。然而它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不过，从有关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秦王朝的户口登记工作一直在进行。秦末，起义首领刘邦率部攻克秦都城咸阳后，谋臣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以此帮助刘邦建立霸业。史载“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

①《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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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萧何，著者注）具得秦图书也。“

①这表明，秦王朝的户口登记制度是健全的，并且各地户口数量终要汇集到中央。萧何所得秦国书中有相当部分是各地的户籍册。然而，户籍册中的具体栏目却不得而知。

如果我们结合秦国商鞅所提主张，可对秦王朝户籍内容有所了解。

《商君书。去强》云：“强国知十三数”

，其中有“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等。

汉代景帝二年（前１５５年）规定：“男子二十而傅”

②。何谓“傅”呢？颜师古对此这样解释：“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

③。我们认为，汉代的“男子二十而傅”与秦朝的“男子书年”具有一致性。另外，汉代还有八月案比之制。这实际是对全民户籍的检核。检核中所造之籍由上计吏呈报中央政府④。

《后汉书。皇后纪》序载：“汉法常因八月算人”。

“算”是向百姓征收人口税，称算赋。而征算赋的前提是先周知百姓数量。以此后来，“八月案比”和“八月算人”

是同一项工作。其程序是先检核户口，而后据此征收算赋。

汉代的正式户籍主要登载２０—６０岁的男子，载入者要承担徭役。因而百姓为逃避苛役，瞒报、虚报年龄。为此，东汉政府还特意制订了临时性的查察措施。东汉建武十五年和十六年（３９、４０年）

，针对百姓“户口年纪互有增减”

的状况，

①《史记》卷５３，《萧相国世家》。

②《史记》卷１１，《孝景本纪》。

③《汉书》卷１，《高帝纪》上。

④（日）佐藤武敏：《汉代的户口调查》，载《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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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刘秀两次下令复查。

①

秦汉时期还继承了战国的“上计制度”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字，即该年度全国户１２３０６２，口５９５９４９７８。

②而其获得途径正是通过各地上计数字汇总而来。

总的来看，秦汉以前的户口登记系统并不十分健全，而且显得粗略。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

严格来讲，魏晋南北朝（２０—５８９年）

和陆唐五代（５８９—９６０年）属于两个历史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多是对秦汉的沿袭。如果说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晋和南朝所实行的黄籍、白籍之制。按照《太平御览》所载：“郡国诸户口黄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

③这表明，黄籍所载并不是全体人口，而是已达到服役年龄的丁口。虽然如此，黄籍在当时的地位却十分重要。齐高祖建元二年（４８０年）下诏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

④白籍主要实行于东晋和南朝。

其编制对象是流亡于江南的北方人口，当时被称为侨户。政府试图以此与载录土著人口的黄籍区别开来。东晋咸康七年（３４１年）规定：“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

⑤此后，

①《后汉书》卷１，《光武帝纪》下。

②《汉书》卷２８，《地理志》。

③见该书卷６０６，《晋令》。

④《南齐书》卷３４，《虞玩之传》。

⑤《晋书》卷７，《成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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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白籍所录多为普通百姓，负担赋税和兵役；而黄籍多载官僚地主等免役户。

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户口管理也显得混乱。统一不久的隋王朝政府根据当时“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等状况，接受高颍建议，实行“输籍定样”之制。

即：“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客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此制实行后，“奸无所容。”

①“输籍定样”实际是由政府确定各户等的标准式样，然后让地方官吏与百姓家庭逐个对照，以便减少户等编查中的误差。

就现有资料来看，唐代的户口登记上报制度的健全程度要超过以往各朝。

《唐六典》中“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规定其职责为，“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足见其上报程序之明确。户籍簿的管理方式是，每簿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一般情况下，“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即户部）”。

②

需要指出，唐代户口登记上报的基础工作做得比较好。

“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方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

③这就为三年大比创造了条件。每当三年编制户籍时，“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通典》卷３，《食货》３。

③《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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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用县印。三月三十日纳讫，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

户口册编制费用由百姓承担：“所须纸笔装潢，并皆出当户内口，户别一钱。其户每以造籍年预定为九等，便注籍脚。有析生新附者，于旧户后以次编附。”

①

唐德宗（７８０—８０５年）时政府鉴于“丁口转死，田亩变易，贫富升降不实”

，改行主客统计法，因此“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

②。后晋开运元年（９４年）规定：“夏秋征科为帐籍，一季一奏。”

③

总之，隋唐，特别是唐代户口登记上报政策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户籍管理制度的成熟性。同时也反映了封建政府对人口控制的程度提高了。

四、宋辽金元时期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宋辽金元时期（９６０—１３６８）

各朝的户口登记上报与唐朝程序类似，在有些方面较唐代更细密。

宋代户口有主客户之分，二者均为国家编户，但在中央政府的户籍上，二者被分别登记，而在州县登记册中则通常把客户附于主户名目之下，作为一个地方的附籍之户。宋代户口编造的时间间隔也是三年。即每隔三年（逢闰年）

，重新编造一次五等丁户簿④。届时，“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等”

⑤。要确定某一户等第升

①《唐会要》卷８５。

②《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２。

③《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户籍。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１３，明道二年十月庚子。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５４，熙宁七年七月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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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降，“盖视人家产高下”

；评估者“须凭邻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实”。

①由此可见，宋代的户口登记上报工作基本上是以评估、确认户等为重点。不过，宋代同时还有侧重于“诸户口增减实数”的上报，实为“上计制度”。

即“每岁具帐四本，一本留县架阁，三本粘连保明，限二月十五日以前到州；州念实毕具帐连粘管下县帐三本，一本留本州架阁，二本限三月终到转司；本司念实毕具都帐二本粘州县帐，一本留本司架阁，一本限六月终到尚书部”

②。

金代的户口登记称为“计帐”

，三年进行一次。每值编审之年，“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金代一种行政组织，著者注）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

；检核“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这是第一步工作，即入户调查。第二步则是对上报时间作出规定：正月二十日基层调查者将本里或猛安谋克人口数报县。二月二十日县报州，二月底州上报地方最高长官。最后各地皆以四月二十日将户籍“到部呈省”。

③这种做法非常类似当代的人口普查。

元代基本上继承了金代的做法，“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并将其作为赋役征收的依据，“验其（指百姓，著者注）力之增减而轻重其赋役。”因而“黠吏奸民不能诡伪，一富一贫不待申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２３，熙宁四年五月癸卯。

②《庆元条法事类》卷４８。

③《金史》卷４６，《食货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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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如指诸掌，如此下无妄讼，官无繁文“。

①另外元代还设有一种鼠尾簿。虽然此簿主要是作为赋役征派的依据，却也有户口登记上报的作用。其使用方法是：“置军、民、站、匠诸色计各乡保村庄丁口产业鼠尾簿一扇，各户留空纸一面于后。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亡，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掌簿吏人即便标注”。

②可见，鼠尾簿是使用便捷的户口簿。它能较迅速地反映百姓户口、财产的变动情况。

宋元时期各朝虽然制订了详备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但实际贯彻同政策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宋代的“五等丁产簿”就“颇有不均”。

“盖有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其为等虽同，而贫富甚相远。”

③户口的三年一次编审制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元代户口编审时间往往拖延至五年七年，甚至三四十年。因而“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临事赋役，一出于奸吏，一听奸民之妄诉”。其中亦有“实事消乏，独夫寡妻孤子无产者，亦不能辩明。”

④这种现象并不是元朝所独有。

五、明清时期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较之前朝，明清的户口登记上报制度显得严格。明清王

①胡诋遹：《杂著》，载《吏学指南》。

②胡祗遹：《县政要式》。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７６，元祐元年四月。

④胡祗遹：《杂著》，载《吏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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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朝不仅把户口登记上报视作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且将此作为对百姓实施人身控制的重要手段。

（一）明代的户口统计上报政策明代以户贴代替了唐宋的手实。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

，朱元璋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

“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

，共四项主要内容。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发充军，官吏隐瞒者处斩”

①。

足见，明代初年对户口登记是十分重视的。其户口上报方式是：“每年各个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

，弄清“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总数”等项内容，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

②。并且，每逢郊祀，“中书省以新上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

③。这里继承了先秦的做法。

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户籍登记方式—黄册。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正月，朱元璋命天下郡县编制赋役黄册④。由此可见明代黄册的实施目的。因而，黄册中不仅登记丁口变化状况，而且还有田地等财产的增减说明。从这一点来讲，明代的黄册类似于宋代的五等事产簿。黄册编制前，先要确立

①万历《明会典》卷１９。

②《明会典》卷２０。

③《明史》卷７７，《食货志》。

④《明太祖实录》卷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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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其长。

“每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这种单位在城乡有所不同，“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

①。凡遇审之年，州县衙门“先将一户定式誊刻印版，给与坊长、厢长、里长并各甲首，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首。其甲首将本户并十户造到文册，送各该坊厢里长；坊厢里长各将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本县官吏将册比照先次原造黄册查算。如人口有增，即为作数。其田地等项，买者从其增添，卖者准令过割，务不失原额”

②。另外，一个里级或坊级编制单位称为一图，“图内有事故户绝者，于畸零内补辏；如无畸零，方许于邻图人户内拨补”。

③黄册的赋役功能是，将本里甲人户按上中下分成等次，“遇有差役以凭点差”。

④编成的黄册，“一以进户部，余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⑤其间隔时间为一年，不过这实际只是一种审订。

从上可知，明代户帖侧重于对人丁本身的统计，而黄册则以户等核查为主。

还需指出，明代一些地方官在户贴、黄册之外还制订了烟户册。对此，我们可以从王世茂所作《仕途悬镜》中得以更详细的了解。王在作县令时，要求各该图里长，督令各圩甲，造烟户册一本。其内容是：１、正户若干。不论士、夫、

①《明太祖实录》卷１３５。

②《明会典》卷２０。

③《明会典》卷２０。

④《明会典》卷２０。

⑤《明太祖实录》卷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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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举、监及有田人家皆是。而“虚立户名，实无田产者，不得混开”。

２、副户若干。

“凡官户数几，人家义男，有田别居者皆是。其与家主同居者，即附在正户男仆几人之内，不另开户”。

３、佃户若干。凡自己无田，佃人田种者皆是。其自己田少，兼佃人田者，亦以佃户论。止注本射有田，不得混开正户。

４、游户若干。凡无田工伴，或别作生理，异籍寄居，或开张铺面者皆是。若无业之人，不列名浮户者，仍入正户之内。

５、开户不照旧册，亦不依户名，须要的名、的字、的号、士大夫止书字号官衔。……又要见系其某人子，年几十岁，是何职务，作何生理，住居某地方，或瓦房或草屋几间，庄田几处。子几人，一名某、一名某，各年若干，各是何职分生理。不许遗漏，混添一名。男仆几人，名某名某，女仆几口，毋得错漏。

６、此册定后，本县坐即置之案上，出即置之行箱，词讼问理，一一查核。这种烟户册对当地百姓的人户划分之详备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地方官可以对当地人口的职业构成、身份、家庭结构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地方性政策的制订，纠纷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前提。

（二）清代的户口登记上报清代的户口登记上报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清王朝在其统治初年，基本上承袭了明代户口编审的做法。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

，清政府下令，三年一次编审天下户口，责成州县印官，照例攒造黄册（以百有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里，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各设以长，每遇造册时，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依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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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写）。其内容也是“原额，新增、开除、实在四项”

，称为“四柱”。从表面看，清代的规定与明代没有什么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清代黄册编审以人丁为主，不象明代仅是对户等进行考查：“每遇造册（黄册，著者注）之时，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长；该管甲长将本户并十户，送坊厢里各长；坊厢里各长将甲长所造文册攒造送本州县；该州县官将册照先次原册，攒造类册，用印解送本府；该府依式别造总册一本，书名画字，用印分申解本省布政使司”

①，最后解送中央。

明代赋役黄册的作用，至清代由《赋役全书》承担。

《赋役全书》“先开地丁原额，继开荒亡，次开实征，又次开起运，存留。”

“继有开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

存放方式是：“每州县各发二部，一存有司查考；一存学宫，令士民检阅”。

②

它与黄册具有互补性，即黄册“准于户口，详其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二者“相表里”。

③

清代的户口编审时间在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由三年一次延长为五年一次，“地方官届时造册具题，于编审次年八月内到部。如不照限题报者，经管官照违限制议处”。

④即使如此，各地方官对户籍的编审也并不认真。康熙帝曾指出：“朕览各省督抚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

其原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７，户部。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１，《田赋》。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１，《田赋》。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７，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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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因是，官僚“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

①。这里地方官不是替百姓着想，而是担心增加其工作难度。不过，其中也含有缓和官民矛盾之意。

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

，清政府对人丁编审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康熙帝认为，“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

，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因为“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所以他决定，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毋增毋减，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册题报。”

②这次改革的意义在于：户口登记与赋役征收有了一定程度的脱离。这表明清政府对人丁的控制有所松动。

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

，清政府对五十一年的政策又作了补充性规定：“新增人丁钦奉恩旨永不加赋，令以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除向系照地派丁外，其按人派丁者，如一户之内开除一丁，新增一丁，即以新增抵补所除，倘开除二三丁，本户抵补不足，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其余一人归入滋生册内造报”

③。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

，摊丁入亩制度的全面推行，标志着这一改革的完成。

自此以后，清政府对“滋生户口”的普查，仍以五年为限④。此外，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规定：直省督抚于每年十一

①《清圣祖实录》卷２４９。

②《清圣祖实录》卷２４９。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７，户部。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７，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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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将各府州县户口增减缮写黄册具奏，并将所奏明户口数目“报部察核汇奏”

①。

这是在五年普查之外增加的一项内容，成为一项例行登记上报制度，借以及时反映全国户口的变动情况，实际是一种户口上计制度。此项年度登记上报工作在实行中也造成一些不便。

一些官员指出：“造报民数，每岁举行，为时既近，而自通都大邑以及穷乡僻壤，户口殷繁。若每年皆照编审造报，诚恐纷烦滋扰。”所以清政府对此作了改进，以各地州县所设立的保甲门牌为基本登记依据。因为门牌上“土著流寓，一切胪列。原有册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将土著造报，即可得其数目。”所以此项政策变为“督抚于每年仲冬将户口实数与谷数一并造报”。由此可免“纷扰”。

②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２年）

，清政府进行了户口编审制度的第二次改革，即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乾隆帝对取消原因作了说明：“编审人丁”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永不加赋”

，因而，“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况且，“各省民谷之数，俱经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奏，付之史馆记载”

，因而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更无稽五年一次，另行查办。“所以他下令，”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

③。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岁计”来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不过“岁计”执行质量并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７，户部。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７，户部。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７，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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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不高。地方官“视为具文，大吏亦忽不加察”

；对“民数则量为加增，所报之折及册，竟有不及实数什之二三者”

①。近代学者冯桂芬也曾指出：由于推丁入亩，官吏对“烟户门牌，则以意造之，遂无从周知户口之数”

②。但我们却不能以此否定摊丁入亩制度的积极意义。

清代户口登记上报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将户口编审作为一项不带附加条件的数量统计，使政府通过户籍对百姓的控制力减小了。更重要的是，康熙五十一年后，户籍编审中增加的户口不再承担赋税，使人丁负担大大降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百姓的生育压力，由此推动了清代人口的增长（当然还有其它原因）。从政策上讲，清代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上长，与赋役制度和户口编审制度的改革有一定关系。

六、户口登记上报政策特征户口登记上报制度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反映了人口统计、管理在当时社会中地位之高。纵观这一历史时期的户口登记上报工作，我们认为其优点有以下几方面：１、编审时间合理。中国封建社会各朝户口编审时间，基本上以三年一次为主（五年一次只实行于清代）。

虽然较之当代的人口普查显得较短，但由于当时这项工作直接与赋役活动联系在一起，时间过长对封建国家和百姓都不利。

２、有为编审相配套的基础性工作予以协助。如手实、户贴、门牌等。这些簿证已经或基本具备了当代户籍册的功能，为数年一次的户口编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７，户部。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２５，《户口》１。

— 46

。

６３。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审创造了条件。

３、编审机构齐全，上报层次明确。中国封建社会城乡里、厢坊等民间管理单位一直存在（只是各个朝代的设置名称有所不同，其功能是一样的）。

这些组织及其管理者成为户口编审的基本机构和力量。并由此逐级汇总，直至中央政府。因而可使最高统治者能比较详细地了解各个级别行政区域的人口状况。

４、户口册、籍保管、存放有序。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册主要以三种方式存放：中央、地方衙门、社区或个人。这就为各级行政和非行政部门对辖区人口实施管理带来了便利。

同时也应看到，封建社会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１、登记上报内容粗略。大部分朝代的编审中，只有成丁、次丁才是登记上报的项目，至于性别、职业等不予反映，限制了人们对各个时期户口状况的全面了解。

当然，对于封建政府来说，仅此便已达到目的了。因为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赋役人丁。

２、户等与人口的统计常常混在一起，因而一个家庭人口的真实面貌不甚清楚。

３、编审质量不高。

由于大部分朝代的普查结果将意味着百姓所承担的赋役的变化。因而为了减轻或逃避赋役，虚报、瞒报人丁数量、年岁是各朝的普遍现象。

４、编审时间执行得不严格。虽然各朝都有固定的编审时间间隔，而拖延行为并不是个别情况。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落后的农业社会条件下，依靠比较健全的行政和社区组织，对人口进行了一次次大规模的登计普查工作，为各朝政府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同时也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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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发展过程提供了量的依据，更为当今的户口调查建立了参照系。从这些方面来讲，中国封建社会的户口登记上报政策有其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节　人丁统计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统计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以人丁为中心。以人丁为中心实际就是以劳动人口为中心。即在人口统计中，政府最为关心的是能够承担国家徭役负担人口的数量。在前一节户口登记上报政策中对此已有涉及，这里将重点对封建时代各朝人丁统计的标准作一分析。

我们说，中国封建社会人丁是户口的主要统计对象，意味着在“丁”之外，即劳动人口之外，还有“口”

，即不承担国家赋役的人口。那么，什么人是“丁”

，什么人是“口”

，各个朝代的标准并不一样，由此也反映在具体的人口统计上。

一、以成年男子作为统计对象先秦时期，这方面的记载较少。但我们可从《周礼》中睹其一斑。

《周礼。乡大夫》载：“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辩其可任者。

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那么六尺、七尺指多大年龄呢。

《周礼注疏》（卷１２，《地官》）中解释为：七尺指年二十，六尺指年十五。因而可以说，在两周春秋战国时期，国中男２０—６０岁、乡间男１５—６５岁，将被作为征发徭役的对象。

秦汉时期只有年满２０岁的男子才被载入户口籍之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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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给公家徭役”

①。另外，根据汉代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

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所以”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每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于官，以雇庸者。“

②因而可以这样认为，２０—５６岁的男丁是汉代户籍中的主要统计对象。

北齐在河清三年（５６２年）所确立的人丁标准是：“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同时将这种标准与授田、输租调、充兵三者的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即“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③。可见，北齐的赋役标准较之汉代提高了，因为男性人丁承担国家赋役的时间延长了，它是封建压迫加重的表现。这里需要指出，尽管北齐政策并没有明确指出上述“丁、中、老、小”是载入户籍的人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政府掌握和控制的重点是这部分人，因而对其年龄变化也会予以关注。

而了解的具体途径只能是户口簿籍。

宋朝对人口的统计上报也主要是成年男子。宋太祖乾德元年（９６３年）规定：“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④以男性，特别是成年男子作为人口统计的主要

①《汉书》卷１，《高帝纪》上。

②《文献通考》卷１５０，《兵考》２。

③《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④《文献通考》卷１１，《户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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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对象，反映了男子社会地位的重要。男人是社会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同时，这些规定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实行上述政策朝代的徭役负担并不十分沉重，因而没有殃及广大妇女。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不承担赋税之责。

汉如淳说：“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①。这其中就包含着对妇女的要求。但相对而说，男子的赋役负担更多、更重。

二、以成年和次成年男女作为统计对象这种统计方式将男女一并作为统计对象，西晋和南朝各政权采用较多。

西晋武帝灭吴后（２６５年）便作出这种规定：“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②这里所说的“正丁”实际是指成年男女，次丁则为半成年男女和那些年纪较大，不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人；如果与赋役法结合起来看，其差别在于“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③。妇女虽然在年龄标准上与男人一样，而其赋税负担较丁男减一等。在徭役负担上也是如此。就男女的纳税服役年龄而言，西晋税赋较之汉代要重得多。这时不仅范围扩大，而且年龄大大降低（如用次丁来衡量尤其如此）。

至东晋，取消正次丁之别，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

①《汉书》卷１，《高祖纪》注引。

②《文献通考》卷２，《田赋》２。

③《文献通考》卷２，《田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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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其统计标准放宽了，实际变得更严格了。纳税方式是，“男年十六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

①

北朝北魏没有明确的丁口标准，不过其均田令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②。赋税标准是，“一夫一妇帛二匹。

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

③。这表明，十五岁是北魏百姓享受某种待遇和承担义务的起始年龄。

总的来看，西晋、东晋乃至南朝各政权的人丁统计年龄普遍较低。这种规定与当时社会动荡，人民逃亡严重，人口数量减少的现实有关，特别是与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减少有关。统计年龄低的一个具体后果就是加重了百姓的赋役负担。这一点连统治集团中的人也承认，南朝宋元嘉时官僚王敬弘上书指出：“旧制（指晋时，著者注）

，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耳。循吏恤隐，可无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至今逃窜求免，昭孕不育，乃避罪宪，实亦由兹“

④。足见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苛政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之大。

三、全体人口与赋役人丁分别统计的方式。

这种方法把全体现有人口均作为统计对象，同时又在此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魏书》卷１１，《食货志》。

③《魏书》卷１１，《食货志》。

④《通典》卷７，《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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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进一步划分出承担赋役人丁的年龄标准。

其中，“黄、小、中、丁”被作为主要的统计术语。从史料来看，最早采用这种方式的是北周。它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

丁从课役，六十乃免。“

①隋王朝作为北周的继承者，其户口统计标准也沿袭了前者，只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５８３年）

，将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减少了人丁的服役年限。

隋炀帝即位初，“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岁成丁。”

②这说明，封建时代人丁统计年龄标准与国家人口总量的多少有密切关系。

唐代政府强调，“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武德七年（６２４年）规定，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为老。”

③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年）又作了调整：“民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

④天宝三年（７４４年）玄宗下令：“自今以后，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六以上成丁。”

⑤天宝九年（７５０年）又规定：“五十九者任退团貌。”

⑥这些改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轻徭薄赋、鼓励人口增长的愿望。唐代宗广德元年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唐会要》卷８５。

④《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⑤《通典》卷７，《食货》。

⑥《唐会要》卷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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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３年）

规定：“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以优民。”

①

这个标准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最宽大的成丁年龄。

“黄、小、中、丁”统计方式也为宋金王朝沿用。前面曾谈到，宋代对人口的上报主要是２０—６０岁的成丁，“女口不预。”

不过，它同时又有“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其男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的政策②。我们认为，这是宋代对户口普查时所采用的标准。金朝所制订的年龄标准较之隋、唐、宋都低，“以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

③这比前朝的标准提早了３－４年。

金朝征战活动较多，借此也可以缓解兵源、财源不足的窘境。

不过，金朝还有“无夫为寡妻妾、诸废笃疾不为丁”的规定④。

明清时期的人丁统计标准比较简单。明代丁有成丁、未成丁两种。

“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

⑤。清代实行丁口制，“凡民男曰丁，女曰口，未成丁（男年十六为成丁，著者注）亦曰口”。

⑥而载入户口簿的主要是成丁，“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

⑦。另外，清代人丁分为民丁、站丁、土军丁、卫丁、屯

①《通典》卷７，《食货》。

②《宋刑统》卷１２。

③《金史》卷４６，《食货志》。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１０。

⑤《明史》卷７８，《食货志》２０。

⑥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部。

⑦王庆云：《熙朝纪政》卷３，《纪停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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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丁，“总其丁之数而登黄册”

①。

以上可见明清人丁所负徭役的年限是较长的，由于清代逐渐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丁和役分开了，这样，在用保甲计算人口时，常以男女大小口名目来进行此项工作。

四、人丁统计政策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丁统计政策主要表现了各个朝代人丁确立的年龄标准和性别范围。

人丁年龄标准的高下直接反映一个朝代国力的盛衰，百姓负担的轻重。一般来说，国家偃武息兵，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人丁的年龄标准就高，即服役纳税年龄缩短；反之，统治者穷兵黩武，疆域蹙小，国势衰弱，人丁的年龄标准则低。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有为的封建统治者常把人丁年龄标准放宽作为调节社会关系，促进人口增长的手段。

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情况来看，１６岁是各朝代成丁年龄的最低标准。而其中间年龄是１８岁，高限则在２１、２２岁之间，多数王朝的成丁年龄处于低限与中限标准上。从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成丁年龄标准并不很低。

（１６岁或１８岁）

因为它已达到了封建社会民间和政府所规定的婚龄标准。是一个人成家立业的阶段。以现代眼光来看，这个年龄也是人们进入青年时期的低限年龄。因而在成丁的起始年龄上，封建王朝并没有留下“残酷”的痕迹（个别王朝设立“次成丁”除外）。然而，人丁退出服役过程的年龄，大多数王朝确定为６０岁。站在当代角度来看，似乎不高。但如结合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户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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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人口的平均寿命较现在为低这种事实，就不难得出当时人丁役龄之长、服役之重的结论。更何况封建社会的劳役有相当部分是从军、修城、濬河等繁重体力劳动。而封建社会政府没有把人丁退役年龄调整得更低，可能因为在农业社会中，对于耕作者来说，他们终生将与田野活动为伴，直至死亡。

那些已活到６０岁的人丁，即使被国家免去徭役负担，仍要胼手胝足于田间，以养活自己及其家口。

中国封建社会有些王朝虽然也把妇女作为人丁来统计，而其目的主要是让妇女承担赋税。男性人丁是国家徭役的真正承担者，当然也是赋税的主要承担者。这也是由男子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将人丁作为人口的统计重点反映了封建社会政府控制、管理人口的真正目的。人丁是人口群体的骨干，是国家能够直接利用的力量。

如果说人口是国家借以存在的基础的话，那么人丁则是国家得以维系的支柱。同时，以人丁作为统计户口的主要内容也可减少统计的难度，因为人丁较人口范围大大缩小了。

第三节　户等划分标准

户等的高低取决于一个家庭的人丁多少，财产高低。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国家对于一个家庭赋役征派的标准主要取决于人丁或人口的多少。户等制的实行则将家庭财产作为划分等级的一个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丁多产薄家庭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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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一、“九品混通”和“三等九品”之制这一户等政策主要实行于北魏和隋代。

北魏拓跋焘于太延元年（４３５年）下令：“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还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

①由此可见，财产在“九品混通”制中所起作用。

“三等九品”制实际是对“九品混通”制的简化。北魏献文帝在皇兴年间（公元４６７－４７１年）要求地方，“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②。很明显，户等越高、生活越富裕的家庭，为国家承担的赋役越重。

然而，也应看到，并不是这项政策实行之后，就实现了赋役均等。

因为富裕户中有不少是社会上具有特权的家庭。

他们与地方官和社区首领有较密切的关系，因而常在户等审核中高下其手。

隋文帝时根据高颍建议实行的“输籍定样制”

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弊端而采取的措施。

二、九等户籍制九等户籍制的刍形在隋朝。隋文帝“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③

唐代对此加以完善。不过，“九品混通”和“三等九品”

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实际是由后者演变过来，如唐武德

①《魏书》卷４上，《世祖纪》。

②《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③《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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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６２３年）高祖下令：“天下户量其赀产，定为三等。”至武德九年（６２６年）高祖又下诏：“天下户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

①或言：“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

②从中可见其继承关系。差异主要表现在“品”与“等”的称谓上。

唐代的户等每隔两年审定一次③。

其方法是“每至定户之时，宜委县令与村乡对定，审于众议，察以资财，不得容有爱憎，以为高下，徇其虚妄，令不均平。使每等之中，皆称允当。”然后“仍委太守详覆定后，明立簿书，每有差科，先后高等，矜兹不足，庶协彝伦。”

④这表明户等确立是一个“民议”与“官审”相结合的过程。

唐德宗贞元年间（７８５－７９３年）实行两税法后，户等的确立标准有所变化：“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⑤或称：“两税之立，则异于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⑥因此，两税法中的户等审定，财产为主，而人丁为辅。贞元四年（７８８年）正月，德宗敕令：“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元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仍令三年一定以为常式。”

⑦由于户

①《唐会要》卷８５。

②《大唐六典》卷３，《尚书户部》。

③《唐会要》卷８５。

④《唐会要》卷８５。

⑤《唐会要》卷８５。

⑥《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⑦《陆宣公奏议》卷１２，《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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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等划分中打破了主客界限，政府因此扩大了纳税户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政变了此前百姓“弃于乡井”而出现的“户部版籍，虚系姓名”的状况。

①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唐代中后期的户等制与前期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多地与赋税联系起来，而与徭役的联系则较少。

由于户等与赋役相关联，所以，在唐代，有产者、产多者为少纳赋税，采取分居、析产的方法来逃避负担，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为此，武则天于万岁通天元年（６９６年）下令：“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继别籍者，所析之户，等第并须与本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役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于等级，不得以析生蠲免，其差科各从析户祗承，勾容递相影护。”

②这就是说，析生后的家庭并不是户等划分的依据。即官方不予承认，而仍认定其析生前的财产等级。

同户口编审一样，户等考核在唐代也存在失时、拖延等弊端。唐宪宗元和六年（８１１年）

，衡州刺史吕温上奏指出：“昨寻旧案，询问间里，随前征税并无等第，户又二十余年都不定，存亡孰察，贫富不均。”

③可见，在这些地区，户等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三、五等户制五等户制是宋代户等的划分方法。

宋人言：“本朝经国之

①《唐会要》卷８５。

②《唐会要》卷８５。

③《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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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县乡版籍，分户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日供力役。“

①

在宋初，九等制仍被采用。

宋太祖建隆（４６０—９６７年）

中，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此建议被采纳。

②

这显示了唐宋户等制的连贯性。不过，仔细看来，两朝也有区别。宋代的九等户制强调将其与“给役”结合起来，并主要由上四等户承担，而唐代则主要体现为赋税征收，并且没有可以豁免的户等。宋朝淳化五年（９４年）还规定：“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

③。这表明，一、二等户是宋代社区权力的主要掌握者。同时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项额外的社会负担。

宋代五等户制的明确提出是在神宗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当时判寺邓绾、曾布指出：“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廓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居而定，降其等。”如果是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并且政府皆用所输钱“募六等以上税户代役，随身重轻制禄。”神宗对此予以肯定，并令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产，考其

①《乐全集》卷２６，《论率钱募役事》。

②《宋史》卷１７，《食货志》上５。

③《宋史》卷１７，《食货志》上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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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如”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

①

我们认为乡户五等制的实行是对原有九等制的简化（不过，在坊郭仍保留了九等制）。不仅如此，这也是役法的重要改革。

按照此制，“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同”值“

，著者注）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不过，”虽增毋得过二分“

，此谓之“免役宽剩钱”。

②概括起来，五等户制与役法改革要点是：符合户等要求的百姓根据国家所制订的等级标准交纳税钱，曾经享受免役待遇的各类民户交纳助役钱。政府如果有征派徭役之举，用这些钱募人代役。

五等户制对百姓负担的减轻起到一定作用。同判司农寺官曾布指出，五等户制和代役制的实行，“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是乡手、手力、承符、户长等杂差的主要充当者，“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

这些政策的实施，“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

③当然，实际执行情况并不一定会象曾布所说的那样好。然而这一政策客观上为各户等徭役的减轻提供

①《宋史》卷１７，《食货志》上５。

②《宋史》卷１７，《食货志》上５。

③《宋史》卷１７，《食货志》上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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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能却是无疑的。

四、通检、推排与三等制通检、推排是金代采取的评估户等的政策。金世宗针对当时贫富变更、赋役不均的状况，实施通检法。其意在于仿照《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蓄、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

①不过，此法收效并不好，所以金世宗又于大定二十二年（１８２年）

实行推排法。

即让地方官，“会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牌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

②另外还有具体规定：“百姓已典卖物业，止随物推收；析产异居者许令别籍；户绝及困弱者减免；新强者详实增之”。

③这项措施显得比较客观。但它对编审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如果没有平时对百姓家庭变化状况的及时掌握以及适时的评审，也会使之流于形式。

明代实行的也是三等户制，即上中下三等，主要体现在黄册编审上。这一点已在前面论及，此处不再赘述。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规定：“有司第民户上中下三等为赋役册，贮于厅事，凡遇徭役，取验，以革吏弊”。

④然而开始于明中后期的赋役制度改革，使户等评估的重要性降低了。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清代。清初，“直省丁徭多寡不等，率沿明代之旧，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

最后，

①《金史》卷４６，《食货志》１。

②《金史》卷４６，《食货志》１。

③《金史》卷４６，《食货志》１。

④万历《明会典》卷２２，户部，诸司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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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清政府均改作役随地派①。由此，户等的确立无甚必要。吴振棫在《养吉斋余录》中指出：“雍正四年，以各色丁粮均派入各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

②因而可以说，至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等制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五、户等制变化评价中国封建社会户等制的变化，直接反映了赋役征收方式的变化。同时，封建时代的赋役征收、摊派由以人丁为主到以户等为主；再过渡到以田亩为主，又映现出封建社会本身人口与国家关系的弱化。其具体表现为百姓人身依附于封建国家的状况得到削弱。

秦汉时期，统治者把人丁统计作为主要的户口管理目标，国家直接从人丁身上获取税收，并向其摊派徭役。没有任何家庭财产的民户也不能例外。因而这是人身控制最为严厉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国家失去人丁就意味着失去了财富。

隋唐及其前后，国家则把户等作为控制重点，实际强调了对家庭户的控制，加重了有产者的负担。当然对人丁的征派并没放弃。不过对于那些少产和无产家庭来说，赋税负担则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的实行使国家对人口特别是人丁控制的强度减弱了。

至明清时期，国家愈加重视对不动产——土地的控制，即谁拥有田产，谁就须承担国家的赋税负担。而人口本身所受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户口１②见该书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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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束缚则被大大放松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性控制的减少。

封建时代户等制的实行在某种情况下使人们免除了家庭和自身所受双重压迫。

这里的家庭主要指拥有财产的家庭。

从根本上讲，人只有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相结合，才具有生存和再生产能力，因而也才具备为国家提供劳务、交纳税收的能力。中国封建社会的私有制特征决定了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劳动力同财产相脱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如果完全以人丁或人口作为赋役征派的对象，那么就会使那些无财产者遭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剥削，即他们为生存而不得不去充当有产者的雇工和佃农，又要承担作为国家公民而须承担的义务。而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将使其难以忍受。最后他们会以逃亡的形式来自我解脱。这将导致封建国家户口管理的混乱，减少国家的维系条件。户等制的实行以财产这种相对稳定的和完全不动的土地作为国家评估百姓是否具备承担赋役能力的基本条件。这不仅易于管理，而且具有客观可行性。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户等制和赋役，特别是和赋税的结合包含有当代财产收入所得税的特征。

第四节　户口种类的划分

在中国封建社会，划分户口种类是人口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同户种的待遇、社会地位有很大不同。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等级性所决定的。封建社会政府对不同种类户口所采取的政策可以直接反映各个朝代人身束缚的强弱。对此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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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该社会阶级特征的认识。

一、按职业划分的户种职业是封建社会户种划分的主要方法。而这里的职业又多是指世袭性的职业。所在说以职业划分的户种又带有一定的身份性。如“军、民、匠、灶”

，是封建社会不少朝代载籍人口的基本户种。然而，户种的身份性规定并不表现在户籍上，而多体现于各种政策性规定上。

（一）军户军户，顾名思义，就是军人及其家属。而这里的军人并不包括那些国家临时征发的兵士，而是职业军人。

先秦和秦汉时期，严格意义上的军户并未出现。管子曾提出过“制国为二十一乡”

，士乡（主要是兵士）占十五①。而这仅是一种思想，并没有被真正付诸实施。秦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

：“汉兴，循而未改。”

②显然这时的兵士戍守只是被加派到百姓身上的临时性徭役。

１、军户的产生东汉末和三国时可能是封建社会兵户出现的最早时代。

这一时期战乱连年不断，各个割据政权视兵如命，加上当时地方行政机构的瘫痪，所以统治者只好将士兵家属控制住。

从有关史料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军户与封建政权有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政治地位比一般编户齐民低。

军户子称为士息，女

①《国语。齐语》。

②《汉书》卷２４上，《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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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被称为士女。

士息世袭为士，士女只能在军户范围中嫁人，成为士妇。三国时，凡属兵户子弟，均称为“兵家子”

①。

军户的待遇注定了国家必须用特殊的管理系统对其加以控制。所以三国时，军户由军事系统的营署来负责，而不隶属于州县等地方行政部门。魏国为防士兵逃亡，把其家属集中于邺、洛阳等统治基础稳固的地区。同时也要指出，军户并不是无所事事和享受国家特殊照顾的户种。三国以后的军屯实际就是由军户来进行的。由此他们籍以自给和向国家交纳租税。

而一旦有征伐活动，军户又成为兵源的主要提供者。

西晋咸宁五年（２７９年）为伐吴，司马炎下诏规定：“今调士家（即军户）有二丁、三丁者一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六至五十七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②。足见其负担之重。

军户的来源又多为以俘获为主，当然也有招募、掳掠等途径。曹操镇压黄巾起义时，“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税者，号为青州兵”

③。这成为他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力量。

２、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军户南北朝时战乱更多。当时普遍存在的营户就是军户的一种。置入营户成为对普通百姓和俘获者的惩罚手段。南朝宋政权（４２１年）规定：“自举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

①《晋书》卷４９，《王尼传》。

②《文馆词林》卷６６２。

③《三国志》卷１，《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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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押领①。北朝北魏延兴元年（４７６年）

，沃野、统万二镇勅勒叛乱，魏帝令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剿，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

②南朝宋元嘉（４２４—４５３年）

中，沈庆之征讨缘沔诸少数民族，“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

③。当然也有招募者。北魏时刁雍受命“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

④。这些营户除了具有军事征伐使命外，还被用作营田进行生产活动，处于封建政权的严格控制之下。

从北魏开始建立的府兵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军户。府户之名与拓跋硅时建立的军府制有关。

北魏“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虽曰府户，役同厮养。”

⑤这些府户子弟，“少年不得从师长，长者不得游宦。”或谓“籍贯兵伍，地隔宦流，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

⑥。由此表明其世袭性。

北周太祖于西魏掌政时，采用苏绰建议，仿照西周六军之制，“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

⑦。

与北周府户不同之处在于，

①《宋书》卷３，《武帝纪》下。

②《魏书》卷７上，《高祖纪》。

③《南朝宋会要》，民政。

④《魏书》卷３８，《马雍传》。

⑤《北齐书》卷２３，《魏兰根传》。

⑥《魏书》卷９４，《阉官传》。

⑦《文献通考》卷１５１，《兵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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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六军士兵及其家属要参与农耕。不过由于战争频繁，军户“居处无定，家无完堵”。所以隋文帝于开皇十年（５９０年）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①但这并不等于军户的消失。

唐代军户仍然存在，其地位有所变化，并且形成一些人的特权。唐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

“而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与之”。这些兵号称“元从禁军”。他们以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

②另外，唐贞观六年（６３２年）

，“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不久又恢复，“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③。这表明，每一军仍是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军户组织。

３、宋元以来的军户宋朝鉴于府兵制所带来的政治弊端，没有建立庞大的军户组织，兵源基本上取之民。

但宋代隶属军伍之人也有军籍。

宋仁宗于嘉祐六年（１０６１年）

下诏指出：“良民子弟或为人诱隶军籍，自今两月内，父母诉官者还之。”

④但这里的军籍与军户是有区别的。

辽金由于其早期部落组织的特征和以征战拓疆域的经历，军户大量存在。

辽代，各契丹部族“凡民年十五以上，五

①《文献通考》卷１５１，《兵考》３。

②《新唐书》卷５０，《兵志》。

③《新唐书》卷５０，《兵志》。

④《宋史》１２，《仁宗纪》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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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下，皆籍为兵。“

①从某种意义可以说，这些早期部落的民户也都具有军户性质。即他们随时可被政府征召入伍。金代初年，“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乃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粮皆取备焉”

②。金代的猛安谋克即是具有军事色彩很浓的军户管理组织。

元代的户籍政策是：“兵自兵而农自农，肥瘠不相救助。”

军户往往由国家根据需要，在平民户中签发。其签发原则是“取上户富强丁多有力之家”

③。而元代以蒙古族为主组织的探马赤军则是不折不扣的军事组织。

其管理原则为：“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

；“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

④

明代的军户来源初期有三种：“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

“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者为从敌对政权所俘获及归降之卒；谪发为犯罪所贬谪者。这三种军户皆世籍⑤。另外，“军户死若逃者，于原籍勾捕”

，⑥即补充缺额。

明代平时对军户管制颇严。

“在营官军户丁舍余不许附近寄籍，原籍丁尽者许摘丁发回”

⑦。还有，“军户不许将弟

①《契丹国志》卷２３，建官制度。

②《金史》卷４４，《兵志》。

③《吏学指南》杂著。

④《元史》卷９８，《兵志》。

⑤《明史》卷９０，《兵志》２。

⑥《明史》卷７８，《食货志》２。

⑦《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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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侄过户与脱免军伍。“

①“军户子孙畏惧军役另开户籍，或于别府州县入赘寄籍等项，及至原卫发册清勾，买嘱原籍官吏、里书人等，捏作丁尽户绝回申者，俱问罪”

②。

清代军户包括，“原编屯卫或归并厅州县，或仍隶卫所官，其屯丁皆为军户。凡充发为军户者，其随配之子孙及到配所生之子孙，亦为军户”

③。而与清王朝的兴灭相伴随的八旗军及其家属实际上也是一种军户。

八旗军户中，年１６岁以上的子弟要被挑补为旗兵。由政府发给其银粮维持家属生活。其管理系统为八旗都统衙门，都统的职责是，“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旗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

④。

综上所述，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各朝几乎都存在军户。统治者设立军户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具有稳定的兵源，并加强对职业军人的控制。从总体上来说，除了一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以本民族人口为主组成的军户给予特殊优待外，大多数王朝的军户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均较平民为低，并且受到繁重军役、征发的摧残，军需物资供应的包袱也主要落在他们肩上。而各种身份性的束缚又使其活动受到限制。由此积聚起来的不满情绪促使军户以逃亡作为反抗的手段。

所以尽管各朝均制订了对军户脱籍的严格处罚措施，

①《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２。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２。

③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部。

④光绪《大清会典》卷４，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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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能阻挡这种趋势。每当王朝的中后期，军户组织便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甚至陷于土崩瓦解。

此外，封建政府设立军户，以便让军户子弟耳濡目染战阵兵械，培养习武之风，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而这也与人们普遍的志趣相违背。对此，王夫之指出：“秀者必士，朴者必农，彪而悍者必兵，天与之才，习成其性不可移也。比之谓天秩。此之谓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唐之府兵著于伍，垂及百年，而违其材质，强使即戎，于是中国无兵，安禄山以蕃骑渡河如入无人之境。”

①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违其材质”是导致唐府兵制崩溃的主要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说，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成就一种事业具有很大作用。而世袭不变的格局则将这种能动性桎梏住了。

３、军户的免除军户既然是世袭或者终身的，为什么还存在免除的问题。

实际上，军户的免除往往是统治者的一个手段，或者是一项对人心笼络的策略。并且其数量十分有限。

鉴于军户地位低下，东晋和南朝的统治者有时以免军户作为激发士兵斗志的措施。南朝刘宋时，刘邵杀父夺权，“焚京都军籍，置京郡县，悉属司隶为民。”他以此相号召，激励兵卒追随其反叛之行②。还有一种情形是借此对有功者予以奖赏。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４５８年）正月，诏先帝奉迎文

①《读通鉴论》卷２２，唐玄宗。

②《宋书》卷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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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军户可免平民”

①。

第二，免单丁和贫乏、残废军户为民户。政府对军户的一般要求是其成丁较多。

这样，当一丁或几丁被征派入伍后，其家内的生活、生产仍可组织。

而单丁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故一些王朝只好将其免为民户。

元代多行此令。

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二月，元世祖下诏：“免单丁贫乏军士一千九百余户为民”

②。明代也有类似规定：明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８９年）七月建文帝下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县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

③。贫乏者被免也有其道理。

军户家庭要为其子弟充军准备兵械、马匹和生活用品，贫因家庭则难以承担这些开支。元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年）敕令，“军户贫乏者还民籍。”

④不过，这个标准难以掌握，恐怕非特别困难者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第三，个别时期改朝换代之际，新建王朝统治者也令将前朝军户免除一些。清初就曾将一些明代遗留下来、军事作用不大的军户免为民户。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清政府批准，“四川利州卫皆系军籍，未征丁徭，令改入民籍，一体当差。”

⑤。

二、匠户匠户主要为各种手工业者。需要指出，从作为一个职业

①《宋书》卷１，《武帝本纪》。

②《元史》卷６，《世祖纪》。

③《明史》卷４，《恭闵帝纪》。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⑤嘉庆《四川通志》卷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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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角度来讲，各种工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然而，手工业工匠被作为一个与平民一样的户种列入户簿之中，却是较晚时期才有的。

可以这样说，至迟在秦汉时，官方对户种的设立安排上就有手工业户这一项（当然具体名称因职业而有不同）。

然而史籍上明确记载的匠籍不多。

晋代，江右负责掌冶铸者有卫尉１人，丞２人，其下“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

①南朝宋元嘉六年（４２６年）

，始兴郡有“官银户三百余户。”

②北朝时有绫罗户、淘金户等。对这些专业匠户一般隶属于官府专门机构。

唐代政府对在官手工匠户的世袭性已作了规定。

“工巧业作之子弟一人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

③对这些世袭匠户，当时称作番户。因为他们要轮番赴官服役，“番皆一月”

④。但“请纳资者亦听之。”即允许匠户出钱免役。

宋代的工匠户范围更大，其中以冶户和炉户为众。主要从事各种金属开采和冶炼活动。福建长溪一带政和（１—１７年）以来“铁冶特多”。官府“抽收拘买之数外，民得烹炼，于是诸县炉户籍于官者始众。”

⑤绍兴十二年（１４２年）

间，信州铅山产铜之地，招集坑户开采。

“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

①《宋书》卷３９，《百官志》上。

②《宋书》卷９２，《循吏传》。

③《大唐六典》卷７。

④《大唐六典》卷７。

⑤梁克家：《淳熙云山志》卷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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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十余万人。“

①宋代对匠户的使用虽带有招募性质，却也包含着强制色彩。岳珂《愧郯录》载：“今世郡县官府，营缮创缔，募匠庀役，凡木工，率计在市之朴斲规矩者，虽店楔之技无能逃。平日皆籍其姓名，鳞善以俟命，谓之‘当行’。”

②

元代匠户甚多。史载，元“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当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

③元初一次就“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

官僚张惠从中“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余悉奏还民”

④。

可见元政府对工匠的搜括带有一定盲目性。另外，元政府还将俘获的手工匠人充作匠户。元军侵入西域时，将当地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连同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织局⑤。根据元代法令，匠户具有世袭性：“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⑥。这表明元代匠户所受人身禁锢是很强的。

明代的匠事身份较元代自由一些。明初将匠户规定为两种，即住坐和轮班。

“住坐之匠，月上二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

⑦。轮班匠，其最初来源是：“工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

②见该书《京师木工》卷１３。

③《经世大典序录》卷４２。

④《元史》卷１６７，《张惠传》。

⑤《元史》卷１２０，《镇海传》。

⑥《元史》卷１０３，《刑法志》。

⑦《明史》卷７８，《食货志》。

— 73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３６。

部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正式规定，”工匠轮班，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赍至工部听拨。免其家他役“

①。工匠之役“率三年或二年一轮，使赴工者各就其役而无费日，罢工者得安家居而无费业。”

②不过工匠户的负担却不轻。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宣宗命行在户部：“凡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余皆放加回”

③。可见在此之前，工匠户应役之年，基本上是成丁者全部出动。

因而导致工匠逃亡。

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

一次逃亡工匠就达五千余人④。

景泰时明政府规定：“军、匠、灶役冒民籍者，发遗。”

⑤不过，明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对“单丁则视年久近，次第放免。残疾老幼及无本等工程者，皆放免”

⑥。需要指出，这里只是将其赴班之役暂时免除，而不是免除其匠籍。

清初，匠户政策继承明代，“原编丁册，各省皆有匠户轮班供役。”后改为“按户征银，解京代班，日匠班银。”再往后，匠班银“渐次推入地丁征收，惟于赋役全书仍存其目”

⑦。

由此可见，匠户之名在清代逐渐消失。

①《明太祖实录》卷１７。

②《明太祖实录》卷２３。

③《明宣宗实录》卷２１。

④《明宣宗实录》卷１３。

⑤《明史》卷５３，《食货志》。

⑥《明宣宗实录》卷２１。

⑦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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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中国封建社会，匠户作为国家户籍中的一种是宋元代以后的事，而明代对其管理更为完善。

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各种隶属于官府的手工业户，但政府只是在有关册籍中标注其所具有的手艺特长，以便在兴役时向他们摊派；或者这些手工业户到官府兴办的某个手工、矿冶工场去应募，而被记录在册，以便管理。在国家数年一次的户口编审中，他们并不被单独列目，而只是充当一般民户的角色。还有一点需要清楚，即工匠户是否被载入户籍，主要看其在官府备案与否。或者说，手工业者只要在官府册籍备案，那么就成为官手工业者。而在此这外，还有许多手工业者未被冠以工匠户，他们是身份相对自由的手工业者，国家人口册籍对其一般不作单独反映。

因此，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人口的状况，特别是数量有多少，通过官方文献，人们很难作准确的统计。

三、灶户灶户为煮盐之户。承办国家所交予的食盐生产任务。盐的生产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而在盐铁官营时代，煮盐之业完全是官府之事。

灶户基本上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即国家组织私人生产食盐，然后予以收购。

宋代的灶户称为畦户。其来源是：政府“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

①还称之为亭户，“或谓之灶户”，因为他们“鬻海为盐。”

②元代的灶户最早确立于元成宗时。当时

①《宋史》卷１８１，《食货志》。

②《宋史》卷１８１，《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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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河间税课所，置盐场，“拨灶户两千三百七十六隶之。”以后又在河东、四川填置灶户（煮井盐）。

①

明代的灶户由盐运司管辖，负责“核实丁口，编册在官，每岁验其老壮，以为增减。

其有死亡事故者，即为除额。“

②明初灶户待遇较优，官府“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

“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一石。”并且灶户杂犯死罪以上达予杖“

，可以“计日煎盐以赎。”后来，政府设置总催负责灶户管理。他们“多朘削灶户，”至正统时，“灶户贫困，逋逃者多”

③。清代对灶户的管理袭用明代，有些地方显得更严格，“盐场井灶，另编排甲，”

④以便专门管理。

四、铺户铺户实际为商业人口户。秦汉时期称为市籍。这里需要明确，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户口登记中，铺户或市籍却很少见到。可能统治者都将其列入民户中了。不过，我们从封建政府的有关政策性规定中，还是能够发现其被作为一个职业户来对待的痕迹的。

秦国在发遣戍卒时，曾将贾人、本人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分批送边⑤。这里的“市籍”显然是和商籍有关的身份说明，并在官府的掌握之下。否则，政府对其三代身份不会了解得这么清楚。

汉代的授田政策有规定：“贾人有市

①《元史》卷９４，《食货志》２。

②《明太祖实录》卷１９。

③《明史》卷８０，《食货志》４。

④《清史稿》卷１２０，《食货志》。

⑤《汉书》卷４９，《晁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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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①。这说明，尽管秦汉王朝对商人予以了压制，市籍制度仍然存在下去了。但并不是每个商人著市籍，那些亦农亦商者并不一定住在市中。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著市籍者主要是城市商人，是固定居住者，而非流动人口。

市籍户或铺户的发展依赖于城市的发展，隋唐以后城市的较大规模发展就产生了大量的坊郭户。坊郭户中主要是铺户或有商籍者。宋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的诏令规定：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市不及五十千并输役钱②。

这是依据城乡不同的收入水平所定标准。

明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年）规定：“税课司局巡拦，止取市民殷实户应当，不许点佥农民。”

③景泰元年（１４５０年）明政府下令：“各处有司马夫二十丁买马，十丁养马，俱于市民内佥充。”

④这里所提到的“市民”无疑为户籍在城镇之民。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真正明确把商籍作为一个户种载入户籍的是清朝。清代商籍是当时四种主要户种之一（其它三种为民、军、灶）。清政府对商籍所下的定义为：“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份，是为商籍。”

⑤

除了上面几种职业户外，中国封建社会还有酒户、图户（生产茶叶之户）渔户、猎户、园户、海户等。实际上，无论

①《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９，元丰二年七月甲戍。

③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

④万历《明会典》卷２２，户部，诸司职掌。

⑤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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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是否承认，是否载入典籍，作为一种谋生的行业，这些职业户种总是具有客观存在价值的。而某种职业者一旦被官府令典所承认，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将成为国家专项赋役的征发对象，失去了社会活动的一些自由。

五、以财产形式划分的户种财产形成主要指财产的所有形式。唐宋，特别是宋代的主客户，基本上依据的是这一标准。

唐代这一特征尚不明显，或者说是以财产形式划分户种这一标准形成的初期。唐代流往他乡的百姓称为客户，于本地生产、生活的为主户。而在当时的户籍上体现不出来。杨炎所订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

①在临时性的查核户口中则予以分别。唐德宗时，“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

②客户如果在他乡置有财产也会逐渐转化为主户。唐代宗宝应元年（７６２年）敕令：“客户若住经一年以上，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编附为百姓，差科比居人例，量减一半，庶填兆散。”

③这实际是一种过渡，显示出财产所起作用。

宋代主客户可以说完全以财产（土地）来划分。有田者为主户，失田者为客户，无论在本地，还是流落外乡。这从当时官僚的奏疏中可以反映出来：“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

①《新唐书》卷１４５，《杨炎传》。

②《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

③《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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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

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

①。

客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佃户，他们是“不占田之民，借人之本，受人之土，庸而耕者。”

②从地位上讲，客户也是国家具有平民身份的编户。因而封建国家对其权利也给予一定的保护。北宋仁宗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年）

，针对一些地方田主对客户过分限制，下诏指出：“江淮、两淮、荆湖、福建、广西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离开田主）

，如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

③。南宋宁宗开禧九年（１２１６年）也规定：“为客户者，许役其家，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

；“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

④或者可以这样说，主客户在宋代实际成了地主与佃农的同义语。

六、几种主要的贱籍在中国封建社会各朝，均有一定数量的贱籍，贱籍者的身份是与平民相对而言。贱籍的存在是等级和私有社会的产物。

（一）隶户。北朝时的户种。北魏将掳获的西凉人没为隶户。魏武入关，隶户皆在东魏，后齐因之，仍供厮养。隶户

①《宋朝文鉴》卷１０６。

②《徂徕集》卷下。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一之二四。

④《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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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实际是一种官奴婢户。另外，北魏还有一种与隶户处于同一地位的贱籍——厮养户。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

下诏说：“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听之”

①。

（二）杂户。杂户名目北朝至唐宋时均有，不过内容有一定差异。北朝时主要为拥有各种伎能、伎巧的专业户。他们要为国家服各种杂役，其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②。

在一定情况下，杂户身份可以改变。

北齐天统三年（５６７年）

，规定：“诸司署所绾杂保户姓高者，天保之初，虽有优放，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

③

另外，北周建德六年（５７７年）平齐后，武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

“自是无复杂户”

④。这只是北周一朝而言。

唐代，“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可见是指犯罪者及其家属。他们“亦附州具户贯，赋役不同白丁。”

⑤显然其赋役要重于平民。宋朝仿效唐朝。而金代在一个时期曾规定：“汉人及契丹为杂户。”

⑥这显然是一种歧视。

（三）官户。官户在隋唐财主要旨那些“配隶没官，唯属

①《北齐书。刑法志》。

②《魏书》卷７下，《高祖纪》下。

③《北史》卷８，《齐本纪》下。

④《隋书》卷２５，《刑法志》。

⑤《唐律疏议》卷１２，户婚律。

⑥《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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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司，州县无贯“

①者。较之杂户地位还低。金代规定：“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者为官户。”

②而在宋代官户则演化为一个特权户种。

（四）乐户。乐户顾名思义就是弹奏乐器、演戏、唱曲之辈。隋唐时这是一个主要供统治者享乐的户种。隋代，在裴蕴建议下，皇帝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

“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

，最高时达三万余③。从中可见，隋代乐户的地位并不算低。不过需要指出，虽然被招入者可能有“六品以下至于民庶”家庭出身者，而作为一个职业整体，乐户仍不能与平民相提并论。唐代，“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

④管理方式同隋一样。另外，唐代一些教坊女乐并未形成户种，唐顺宗即位时“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

⑤。

以此作为一项善政。这也从侧面表明他们原处地位之低。

而明清出现另一系统的乐户，即民间乐户，或称乐籍，主要在山西。其产生方式，说法不一。或认为这些人“原属忠义之后，其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篡立被害，遂遭荼辱，编为乐籍。”并且其“世世子孙不能自拔为良民也。”至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

，世宗下令将乐籍“严行禁革，令其改业，得为

①《唐律疏议》卷１２，户婚律。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③《隋书》卷６７，《裴蕴传》。

④《唐律疏议》卷３。

⑤《旧唐书》卷１４，《顺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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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

①因而，雍正所为是一项化导风俗、解放贱籍的有积极意义的举动。

（五）惰户，或称丐户，明清时的贱籍。主要分布于浙江宁、绍、温、处、台、金、衢、严八府。明人叶中甫《贤博编》认为：惰户是“国初不治生理，游手游食之人。”他们被“著于版籍”

，政府以此作为一项贬斥措施。他们“不齿于庶民”。

“民间吉凶事，率夫妇服役，鼓吹歌唱，以至舁轿、蓖头、修足，一切下贱之事”

，皆由此辈担当。至于“不得与良人为婚”

②更是对他们的基本要求。

惰民的改籍也是雍正元年（１７３年）清世宗所下“削除其籍，俾改业自新，与编民同列”

③之诏后实现的。

（六）蜑户。蜑户分布于粤东一带。这些人“以船为家，捕鱼为业”。该处“通省河路，均有蜑船。”

④从史册上看，元代就有蜑户，或许更早。元泰定帝于元年（１３２４年）下诏：“罢广州、福建等处采珠蜑户为民，仍免差税一年。”

⑤明清蜑户仍大量存在，并且“生齿繁多，不可胜计。”

⑥而其地位却极低。当地平民“视蜑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

；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争执，“畏威隐忍，踞蹐舟中，终身不得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⑤《元史》卷２９，《泰定帝纪》。

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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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之乐。“

①清雍正帝认为：“蜑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理，且被输纳鱼课，与民相同，妄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遂令飘荡靡宁。”

这表明蜑户的产生与维持同当地民俗有关，而官府又对这种局面加以认可。最后雍正帝下令：“凡无力之蜑户，听其住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

②

细分起来，中国封建社会各朝的贱籍远不止于此，如东晋南朝的吏户、金代的监户、元代的驱口等都属于典型贱籍之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中国封建社会的贱籍绝大多数是政府靠行政命令确立的，而在维持贱籍者身份过程中，民俗的力量又参与进来。

贱籍的存在更深刻地显示了封建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五、僧道之籍僧道被确认为国家籍簿上的一种是南北朝以来的事。东汉佛教的传入和中国传统道教兴盛的结果，就是一大批职业信徒的产生。统治者要对其加以利用和控制，就须在户籍上有所反映。

僧道之籍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僧道本人之籍，一种是服务于寺观、庙宇的百姓。

僧道本人之籍中又尤以佛徒为多。

北魏世祖时规定：“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令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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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其郡遥远者十人。“

①唐代对僧尼册籍管理较正规：“两京度僧尼，御史一人涖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州县，一以上祠都”

②。并且唐代将国外来僧也编于僧籍：“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者，九年不还者，编诸籍。”

③

宋元之后，僧人之籍或称度牒，有度牒就意味着在官府备了案，对僧本人来讲则可作为身份证明。

明代“寺有僧，观有道士”

，同其他民户一样，“毕以业著籍”

④。清代也是如此。

供寺院役使的户口北魏称之为“僧祗户”和“佛图户”。

当时的沙门首领昙曜深受北魏文成帝敬重。

他上奏建议：“平齐户及诸户，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同时他还请将“民犯重罪及官奴”作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此奏得到批准。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⑤。因为寺观拥有大量土地，所以寺存在于以后各朝中。不过名称有所变化，宋元以来耕作寺庙所属土地者也称为佃户。

六、具有特权的户种封建社会作为阶级社会，统治者享有诸多特权是无疑的。

①《魏书》卷１１４，《释老志》。

②《唐会要》卷４９。

③《唐会要》卷４９。

④《明史》卷７７，《食货志》。

⑤《魏书》卷１１４，《释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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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全社会明确地将特权者划为一个户种来对待，在宋代才出现。其中尤以官户为突出。

前面已经谈到，官户在宋之前是贱籍的一种。即供官府役使之户。

宋代则将其内容予以变更。

宋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８４年）

，司农寺言：“诸族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帝王子孙于法有荫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

①《庆元条法事类》中说：“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荫同。”那么何谓品官之家者？它是指“品官父、祖、子、孙及同居者。”

②南宋还规定：“在法，进纳或保甲，并以妻之家阵亡，遗表恩泽授官，并祗应有劳，进颂可采，及时旨与非泛补官。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非军功、捕盗，转至大夫，方合理为官户”

③。这是对品官以外官户的规定。官户可享受以下特权：１、荫补，实际指做官之资格。

２、减免某些税役。熙宁八年（１２８５年）

，宋政府规定：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毋过二十千。“

④这说明对其免税是有条件的。另外，南宋绍兴二十六年（１５６年）规定：民间市物，官户、势家与编氓均科。“

⑤３、差役免除，“品官及有荫子权，当户差役例皆免之。”

⑥４、减免刑罚。

“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

⑦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５６。

②《庆元条法事类》卷４８。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十四之三二。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５６。

⑤《宋史》卷３１，《高宗纪》８。

⑥《直讲李先生文集》卷２８。

⑦《宋史》卷２０，《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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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形势户不过是官户的另一个名称。

在以后的王朝，官户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户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官僚之家庭及其子弟所享受的特权消失了。

第二个享受有限特权的户种是儒户。儒户可以说初步形成于隋唐时，即与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相伴随，是指那些从事科举之业，并获得科举功名的人。不过，真正把儒户作为一个户种是在元朝。元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规定：“儒户免差事。”

①元皇庆元年（１３１２年）下诏：“中原凡业儒者，试通一经，即不同编户。”

②明代也有儒户名目。

《明史》（卷７）载：“凡户有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从字面上来看，儒户已没有什么特权，然而，其户内部分子弟（一般为二人）的免役权仍被保留。清代则没有儒户之分。

七、中国封建社会户种的特征以上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户种的介绍与分析只限于这期间出现过的主要户种。仅就此而言，我们已发现封建社会户种复杂之一斑。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在封建社会本身。封建社会是一个有产与无产、贵族与平民、自由身份者与无自由身份者等诸种阶层并存的社会。这一时期户种的设置也适应了这种社会构成的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种具有较强的民族性特征。比如贱籍中有不少是战败民族人口的转化。

另外，同样名称的户种，由

①《庙学典礼》卷２。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９，《征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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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的人口填充，其待遇就有很大不同，如同为军户，元代的探马赤军户与其它军籍，清代的八旗军户与绿营军户，在政治、经济、社会待遇上有悬殊之差。

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种存在着开放与封闭的两极，所谓开放是指各户种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这种转化又多是在封建政府强力推动下产生的，如民籍与军籍之间，民籍与匠籍之间，统治者可以根据需要决定二者的扩大或缩小。而百姓完全主动的转化也有，如一般民户与儒户，儒户与官户。所谓封闭则是指官方限制户种转化的发生，把一个户种置于一种封闭状况下。这种特征在贱籍中比较明显。不过，中国封建社会中永久封闭的户种却不多见。明代的丐户、乐户还是在政府的作用下实现转变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户种的开放性是主流。

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种构成在各个时期并不一样，和平的历史时期户种构成比较简单，而持续战乱，特别是民族冲突加剧的阶段，户种则显得比较复杂。总起来讲，秦汉时的户种除了民籍，就是贱籍。当然民籍中也有若干以职业划分的户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各政权互以对方人口作为掠夺俘获对象，并将其置于可以任意蹂躏的贱民地位。户种多，特别是贱籍多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唐宋时期的人口流动加剧，主客户之分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主要载籍人口。元代民族矛盾升级，户种划分又趋繁琐。明清时期户籍上所反映的户种主要为军民匠灶。

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种虽然复杂，然而其主干户种则是民籍。民籍实际是指平民之籍。我们认为，除了军户、僧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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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户以外，封建社会的各种户种都可以包括在民籍之中。而民户家庭及其成员是封建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八、中国封建社会户种构成实例为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户口政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在此，我们特举几个朝代、地区的户种统计例子。

表１宋代江西赣州主客户构成。

①

年代主户客户太平兴国６７８１０１７３８元丰８１６２１１６５０９熙宁８６１００１６５０绍兴７１２７０４９７１５淳熙２５８４２５３４９１９宝庆２８７８０３３４７６

表２明代安徽徽州户种构成②（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

户种户口军户６６１４５７２匠户６０３８３６５０１民户１０３９１０４５３６０医户４３２２８儒户５９２５僧尼户３４８６３１道士户５１７８共计１１７１０５３６９２５

①嘉靖《赣州府志》卷４。

②弘治《徽州府志》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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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明代福建建平县户口构成①（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年）

户种数量户种数量民１４５２４阴阳３４军７２９铺兵９６匠６５０祗禁１７儒１弓兵９０校尉１水防夫２０力士１猎１医４僧４４道３合计１６２１５

第五节　户口的社区管理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是户口的主要管理者。然而，如果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地方官员来实施对人口的具体管理，那么王朝政府就难以达到对人口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在人口的社会活动方面尤其如此。历朝统治者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建立社区组织系统，就是各个王朝对其行政机制的缺陷所采取的弥补措施。

社区管理系统在我国出现很早。从历史记载来看，西周时便有了严密有序的里党制。

《周礼》载：“周制，大司农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

①嘉靖《建平县志》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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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①郑玄对此解释说，“使之者，皆谓立其长而教令使之，保犹任也；救，救凶灾也；宾，宾客其贤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赒者，谓礼物不备相给足民”

②。

可见，周代此制带有一定的自然血缘性，其意在建立和睦的民间社会秩序。不过，如此整齐的社区组织系统在当时社会恐很难得到完全的落实。

然而，它却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当然，各朝也会依据其情况有所变通。

一、乡里之制乡里之制主要实行于秦汉魏晋时期。

其具体规定为：“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

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

县大率百里，其民稠则减，乡、亭亦如之“

③。由上可知秦汉的乡里制是里、亭、乡三级。在乡一级设置准官府机构，官方任命有职责明确的三老、啬夫和游徼。可见这种社区组织并非完全是自我管理性质的。

这一点在东汉政策中看得更清楚。

东汉乡置有秩、三老、游徼。颜师古作注指出：“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

④。大乡的“秩”享有“百石”的俸禄待遇，这表明其已进入官吏阶层，小乡的“啬夫”未予说明，想必也有一定报酬。

①《周礼。地官》。

②《周礼注疏》卷１０，地官，大司徒。

③《西汉会要》卷４７，民政２。

④《后汉书》卷２８，《百官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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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的乡里之制，将秦汉里、亭、乡中的亭废除，只有里、乡两级。其设置方式是“县五百（户）以上皆置乡，三千（户）以上置二乡，五千（户）以上置三乡，万（户）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上，置治书吏一人；千户以上置吏、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吏一人，佐二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千户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①。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封建时代正规的行政机构（州县以上）是“官”来充当主管者的话，即么，乡、亭、里的负责者则为“吏”。后者是行政官员的主要协助者。

需要指出，隋代曾于地方设置乡正，负责处理词讼，而实施时间很短。当时，民部尚书苏威上奏请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间词讼。”另一官员李德林认为：“本废乡官刺事”

，原因是“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吏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

他进一步指出：当今吏部“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铨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才；乃欲一乡之内选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难得。”

②由于当权者高颍支持，苏威之议得以实行。开皇十年（５９０年）

，一些御史发现，“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于人。”并且其“党与爱僧，公行货贿，”因而上奏，结果此制废除。

③

①《晋书》卷２４，《职官志》。

②《通典》卷３，《食货》３。

③《通典》卷３，《食货》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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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二、里党制里党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时间较长。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社区管理系统中的基本形式。然而其具体构成各朝也有分别。

（一）三长制三长制实行于北魏时。孝文帝太和十年（４８６年）

，根据给事中李冲建议设置。其内容为：“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充当各长者享受优惠待遇：“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

①。三长制的原型与《周礼》所规定的田野民户之制有关。按照该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

②北魏三长制实行之前，政府“惟立宗主督护”

，带有家族色彩。由此导致“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

③国家因而难以获得准确的人口数字，影响了赋税收入。很明显，北魏三长制的确立是着眼于户口管理的。史称三长制实行之后，“公私便之。”

④或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⑤这意味着它起到了政府管理户口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

①《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②《周礼。地官》遂人。

③《魏书》卷５３，《李冲传》。

④《魏书》卷５３，《李冲传》。

⑤顾炎武：《日知录》卷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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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

①的目的。然而由于三长皆由豪门家庭出身者为之，也不可能彻底制止原有弊端。

（二）邻党制、保党制邻党制的实际内容与三长制接近，而形式上有区别。北齐等朝实行过。

北齐河清三年（５６４年）规定：“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

②一党之内则有“党正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

，总共１４人，共领其中百户之家③。从户数上讲，三长制中党这一级为１２５家，较邻党制多２５家。

其管理者为三人（即三长）

，而邻党制则设１４人之多。

可见，北齐此制加强了对社区人口的控制。另外，北齐城邑也有管理组织，“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

设“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吏四人。”

④城邑的管理者虽较少，但这些人已是国家特派的“吏”担任，是专职管理人员。

北周的社区组织初为党、闾、里三级。杨坚掌握北周政权后，“制人五家为保，保为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比族正，以相检察。”

⑤北周“保”的作用和地位同“邻”基本一样，都是最基层的组织。

不过从字面上看，其互保、监督的作用增强了。杨坚建立隋

①《魏书》卷５３，《李冲传》。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文献通过考》卷１２，《职役考》。

④《文献通过考》卷１２，《职役考》。

⑤《文献通过考》卷１２，《职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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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后，继续贯彻这一政策。

（三）乡保制唐代所实行。其构成为：“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

①共为三级，只是“邻”

、“保”的功能有所不同。最大社区单位为乡，管户５０家，较前朝的管理范围扩大了。

不过，里长的作用最突出，其职责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

并且，里正在城乡的职责重点有差异。

“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

；在乡间为村，置里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庄。”

②

五代社区组织多沿袭唐朝。

周世宗显德五年（９５８年）

有所变化：“诸道州府，合团为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三年一更换③。足见其在维持地方事务中的作用。

（四）村社制村社制基本以城乡人口的自然居住单位作为编制基础。

金代规定：“京府州县郭下置坊正；村庄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坊正、里正的职责是：“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家桑。”乡以下为村社，其中３００户以上设主首４人，２０

①《通典》卷３，《食货》３。

②《通典》卷３，《食货》３。

③《五代会要》卷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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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以上３人，５０户以上２人，以下１人，其职责为“佐里正，禁察非违。”此外，还置壮丁，“以佐主首，巡督盗贼”

①。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村社制中的里正完全充当了地方官社区管理代理人的角色。

元代的村社管理直接继承了金代的做法，而较金代更严密。其内容为：“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无论什么身份的家庭，“并行入社。”然后由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

②并且社及其社长设置还有变通办法。

如一村５０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一员。

“如不及五十家，与附近村庄相并为一社；若地远人稀不能相并，可酌情各村庄自立为社，或三村、或五村并为一社。”

并于“适中村庄选立社长。”总之，无论如何，官方是要设法将分散的民众纳入村社这一管理组织中。担任社长之人，官府不得将其“差占别管余事。”社长具体职责为：“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业，不致惰废。

如有不肯从教劝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彼，对社众责罚。所立社长，与免本身杂役。年终考较，有成者优赏，怠废者责罚“。

③

由此可知，元代的“社”成为一种以劝农为主要任务的组织。不过，社也具有某些教化职能。

“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

，社长有权予以劝戒，并“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

①《金史》卷４６，《食货志》１。

②《通制条格》卷１６。

③《通制条格》卷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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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乃毁于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

①通过这种精神刺激与体罚相结合的方式，想必能收到惩恶扬善的效果。

这里有一点需要明白，元代的“社”

不包含治安功能，那么这项职责交给哪种组织了呢？中统五年（１２６４年）所设立的马步弓手担当起此任。元制，“验民户多寡之额数”

（即马步弓手数）

，“郡邑设弓手，以防盗也。”其设置方式为：“州县城相离五七十里有村居及二十户以上者设立巡防弓手，不及二十户者依数差捕，若无村居处或五七十里创立。”

巡防弓手选自本路“诸色人等户内，每一百户取中户一名”

，②轮流充当。

（五）里甲制里甲制为明清所采用，明政府规定，社区“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

甲凡十人。

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由其负责”一里一甲之事。“这表明，明代里、甲长成为充当者的一种徭役。服役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１０年为一周，称之为”排年“。同时，里甲在城乡有不同的名称，”在城曰厢，乡都曰里。“每里将所辖人户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等被免除徭役者，“附十里后为畸零。”每隔１０年重定一次，官方“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

③里甲内的民户要互相了解丁口职业，互相作保。

①《续文献通考》卷１６，《职役》２。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６，《职役》２。

③《明史》卷７７，《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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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里甲制完全继承了明代做法，里正、坊厢长负责调查田粮丁数，编制赋役册。社区治安职能由保甲负责。摊丁入地后，由于赋役制度变化，里甲的职能逐渐趋于消失。

综上所述，里党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中实行很普遍。

其功能各朝有所侧重，而维护社会秩序、督察农桑、征收徭役是其主要职责。

三、都保制、保甲制宋朝的都保制和清朝的保甲制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也是里党制的内容。然而在职能上，前者更注重治安方面。

（一）宋朝的都保制宋朝的都保制实行于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

，它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王安石变法时将宋朝的募兵制改为都保制。所以我们认为，都保制在实行之初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都保制的组织方式是：“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户；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长，另选一人为其副”

①。后来都保制的形式被整理为：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余及三保并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②其意在于，１、如果一个地方民户数量能够达到标准水平，就实行“五五相保，十大保为都保”的模式；２、不及标准水平，但达到三保、五大保的社区，也可降低要求设置保长、都保正

①《宋史》卷１９２，《兵志》６。

②《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上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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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３、没有达到第二种情况者，将成为其它保、都保的附属。宋代无论主客户都被编入这种体系之中。保内居民所需承担的义务是：“无论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家庭（指单丁、老幼、病患、女户等不论户数多少一律就近作为某保的附属）

两丁以上有余力而壮勇者亦附之。“

每一大保夜派五个保丁于本区内巡视，防止盗贼。

①此外，都保法还对保内户口变动情况作了规定：“如有逃移户、死难户，同保不及五家，并入他保；如有从外地迁入本保者，收为同保”

；如果本保户数已达到标准，则将迁入者作为附加户，待其“聚及十家，则别为一保。”并且保内还设置有挂牌，以书其保内户数姓名②。

不仅如此，宋代的保甲制已经深入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

，“令近阬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　”者，“并相为保；保内及于阬冶者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③这些都表明，维护各地区的社会秩序是宋王朝设置都保的最终目的。

（二）清代的保甲制我们认为，清代保甲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代都保制的仿效，不过，其形式有不小的变化，或者说清代保甲制较宋代都保制更为严格，功能更多。

清代规定：“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给印牌一张，备数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

①《宋史》卷１９２，《兵志》６。

②《宋史》卷１９２，《兵志》２。

③《宋史》卷１８５，《食货志》下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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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其所来。“

①这就是说，１００户是一个基本单位。从内容之明确这一点来看，清代保甲制当为各朝之冠。另外，“户有迁移，随时报明，换给门牌”

；“牌头、甲长、保正，皆令士民公举诚实识字有身家者充之，限年更代。”其职责是：“稽其犯令作慝者而报焉，如盗窃、邪教、赌博、制造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跴麯、贩卖硝黄，并敛钱聚会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皆令牌头、甲长、保长查报”

②。由此表明其管理范围之广泛，同时也反映了清政府把治安秩序管理所放置的地位之高。

按照保甲制的要求，各种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这个系列。即：“城市乡屯，自五城所属屯庄以及各省府厅州县所属城厢市镇乡屯所土著军民，自缙绅以至商贾农工吏役兵丁，皆换户编审。

其旗民杂居之屯庄亦一体编入。

将旗分户名并所隶领催屯目，注明牌册“。

③此外，各种专业生产行业及流动人口集中之地也须编入保甲，如灶场、矿厂、寺观、店埠、山居棚民处、寮民生活地以及出海之船均不得例外。

“客民在地方开张贸易，或置有产业者即与土著一律攒编，其往来无定之商贾，令客长稽察，至客商投寓店埠，皆令店主埠头询明来历并骑驮伙伴去月日，循环册报”

④。

这表明，清代保甲制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束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８，户部。

②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部。

③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部。

④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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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在一起的治安网络。这也成为清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

，户口编审停止。

因而保甲制以后更受清政府青睐。雍正四年，直隶总督李线所上“改编审、行保甲”一疏中指出：“编审五年一举，虽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

请自后严饬编排人丁，自十六岁以上，无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进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簿籍不烦而丁数大备矣。“

①由此保甲制的作用与户口登记联系起来，扩大了其功能。

四、什伍之制什伍之制的核心是连坐，即编入什伍组织的百姓互相监督、制约。一户犯禁，本什伍其它户要受到牵连。上面所谈里党、保甲组织有不少具有上述特征。

什伍之制可以追溯到先秦之时，不过那时的这种组织多与军事活动有关。并且不只与处罚相连。

《周礼。地官》族师条载：“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②其自然色彩十分明显，赏罚、喜庆、殡葬事宜均互相关连。不过，从对什伍之人的牵连作用来看，不在于庆赏，而主要体现在刑罚上，因为后者会使人有后顾之忧，进而产生心理压力。因而，秦汉以后什伍组

①《清史稿》卷１２０，《食货志》１。

②《清史稿》卷１２０，《食货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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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刑罚色彩明显了。

秦献公十年（前３７５年）

，制定“户籍相伍”之政①。秦王朝的什伍连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

“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②

东晋南朝的什伍制主要强调其社区组织职能，即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为什，什长主之。“

③唐代的什伍政策则直言不讳：“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其意为一家犯死罪，保内他户知而不纠则须徒一年（下同）。但“其家准有妇女及男年十五以下者，皆勿论④。

宋代的都保制也带有连坐性质。

同保中如发生“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等案，同保诸家“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

⑤。

然而什伍之制所规定的“知而不告”是一个有很大伸缩性的提法，这很容易出现诬告、甚至地方官屈打成招的现象。

不过，在专制皇权下，对此考虑则在其次。当然在天高皇帝远的时代，即使有此严苛规条，百姓相互容隐也不在少数。

五、中国封建社会社区组织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社区管理方虽然很多，而其目的归根结

①《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

②《东汉会要》卷２０，职官。

③《宋书》卷４０，《百官志》。

④《唐律疏议》讼律。

⑤《宋史》卷１９２，《兵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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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只有两个。

１、从治安、教化上对人口实行控制；２、把社区组织作为封建国家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保证力量。

社区组织的建立使全体人口被纳入封建统治秩序之中，从而保证封建王朝民众基础的相对稳定。中国封建社会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这种集权主要表现为对地方行政权力的集中。然而中央的决策作用也只能影响到州县一级。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没有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权力真空”。

而社区组织使政府的控制力量得以延伸，起到了官方“代理机构”的作用。通过这个组织，广大民众与集权中央的联系得以显示出来。

虽然有些朝代曾将社区中最高层的一级建成“准官府”

，而大部分朝代的社区组织是统治者“以民治民”

政策的结果。

这既可使政府减少行政支出（因为不少社区首领之职带有徭役性，对政府来说则是一种义务）

，又减少了政府工作的盲目性。如保甲之设，“所以使天下之州县复分其治也”

；“州县之地广，广则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众，众则行之善恶有未详，保长、甲长之所统，近而人寡。其耳目无不及，善恶无所匿，从而闻于州县，平其是非。”更进一步，“则里党得其治而州县亦无不得其治。”

①此可见社区组织所起辅政作用之大。的确如此，一个方圆几百里，人口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县份，仅靠一名县令和其身旁有限的吏胥，是无法实现对辖区的控制的。因而社区组织之设，也是势所必然。

就中国封建社会来看，中央集权愈是加强的王朝，对社

①《日知录集释》卷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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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织的重视程度愈高。这从另一方面证明，社区组织是中央集权维系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很明显，中央集权需要地方财政、人力的支持，而社区组织正是赋役征派事务的主要贯彻、执行力量。同时它对抑制人口的流动起到了作用。

还需指出：社区组织的强化使人口的社会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因而导致整个社会环境的封闭。

社区组织的民间性就决定了它不会象官方行政机构那样，畅通有序地运作；甚至很容易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这是因为，当出任社区职务有利可图时，地方豪门大户会竞相把持，舞弊营私，渔肉普通百姓，使这种组织的正常作用难以发挥；而当此职成为一种徭役时，这项负担则常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社区征收赋税的任务未完成，需要里长、社首代交。这种苛政迫使人们逃亡、躲避，出现社区职务的空缺。

由此我们认为，社区组织只有和行政机构相结合，并受到官府经常而有效的制约；同时，政府不把建立社区组织作为推卸责任的手段，而是视为对其职能发挥的协助或补充，那么，社区组织就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第六节　查核漏籍、整顿户口秩序的政策

封建时代，政府掌握户籍的真正目的是保证其赋税的征收，徭役的摊派；而赋役的沉重常使百姓难以承受。为了保护自己，人们一方面少报丁口、隐瞒服役人口年龄，并以此减少户等；另一方面，他们以逃亡的方式来摆脱国家户籍的羁绊，躲避赋徭的压迫。同时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势豪、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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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利用其特权任意荫庇户口，减少政府直接掌握的人口数量。

因而，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漏籍现象，在有些时期则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历朝政府制订了各种政策去查核漏籍、整顿户籍。

一、对漏籍者的整顿措施漏籍者主要指那些仍于原地生活，但其户口却未登录在国家版籍上，成为不纳税、不服役的人口。

对漏籍者的查核，封建时代最常用的办法是由中央派出户籍大使，配合地方官检察。

北魏延兴三年（４７３年）

，孝文帝遣使者１８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其仍有隐而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

①１８年后（北魏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

，孝文帝再遣使者与州郡“宣行条例”

，规定“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独，罪有常刑。”

②

而在战乱和灾异之后，特别是王朝建立之初，原有户籍遭到很大破坏，漏籍甚多。所以这时察核任务最多。东魏自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役不均。”孝静帝派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

③隋王朝建立后也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户口检核，结果共查出隐漏者４４３００丁，新附１６４１５００口④。明朝初年则

①《魏书》卷７，《高祖纪》上。

②《北史》卷３，《魏本纪》。

③《资治通鉴》卷第１５８，梁纪１５。

④《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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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各处军户凡有未占籍而不应役者许自首”

①。

对漏籍之户实行严厉的处罚，是封建社会政府试图抑止此现象的又一措施。

北周时规定，“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皆至死”

②。

唐代有所减轻，不过涉及面却大大扩展。它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二等。”另外，脱口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③。不仅如此，还要追究乡里长的责任。

“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④该地行政官员对此也负有责任：“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过杖一百；五十口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

⑤这实际是一种脱漏连坐制度。更有甚者，还有一种严厉的处罚，即里正官司“妄脱漏。”其条文为：“诸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二年，二口加一等；脏重入已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入官者，坐脏论。”

⑥由此反映了唐代脱漏户口现象之严重。唐代这一做法成为后来王朝效法的样板。宋朝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照搬。明朝只是在此基础上稍作变更，处罚措施减轻了一些，即“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

①《明会典》卷２２。

②《北史》卷１０，《周本纪》。

③《唐律疏议》卷１２。

④《唐律疏议》卷１２。

⑤《唐律疏议》卷１２。

⑥《唐律疏议》卷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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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八十，附籍当差。“若隐漏自己成丁人口不附籍者，”一口至三口，家长杖六十，每三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未成丁三口至五口笞四十，每五口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入籍当差。

若里长失于取勘，致有脱户者，一户至五户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漏口至十口笞三十，每十口加一等，罪止杖五十。本县提调正官首领，官吏脱户者十户笞五十，每十户加一等，罪止杖八十；漏口者十口笞二十，每三十口加一等，罪止笞四十。知情者并与人同罪。受财者计脏以枉法从重论。若官吏曾经三次立案取勘，已责里长交状叮咛省谕者，乃发罪坐里长“

①。需注意，明代的脱户与漏口是两个概念。

《明律》规定：其现在官役办事者虽脱户止依漏口法，减轻一等处理②。清代则又承袭了明代的此项律令。

另外，元代政府在宪宗时所定法令不仅严厉而且显得残酷。

“时朝廷初料民，令敢隐实者，诛；籍其家。”

③即使封建政府采取了这些苛刻的政策，也并未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并且有的朝代漏籍仍十分严重。宋代崇宁时（１０２—１１０６年）

，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尝立法比较钩考，岁终会其数，括籍隐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而计德、霸州户口之数，率三户四日，则户版讹隐，不待校而知。”

④明代中期户口总数不及明初，也是漏籍所造成。由此我们感到，只要丁口数量

①《唐明律合集》卷１２。

②《唐明律合集》卷１２。

③《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１。

④《宋史》卷１７，《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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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赋役水平相关连，那么，漏籍就不可避免。严厉的政策只能对其作一定程度的抑制，而不能从根本上杜绝。

二、对逃户的整顿及处罚逃户主要指逃出本地（原籍）到外地谋生的人。其数量也因朝而异。如果说漏籍是百姓的一种含蓄的脱免赋役的行为的话，那么，逃户则表现为一种坚定的、彻底的摆脱赋役压迫的举动。逃户之于国家的危害较之于漏籍更为严重。因为他们不仅使封建政府失去纳税服役人口，而且容易对封建社会秩序形成威胁。

所以统治者对这批人口的整顿更为重视。

（一）勒还本籍。即将逃户迁还原籍，附于版籍之上。多数王朝是招抚逃户归还本土。

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４２０年）

，“开亡叛赦”

，规定：“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

①梁太清元年（５４７年）

，武帝下诏：“所讨逋叛，巧籍隐年，闇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流移他乡，听复宅业，蠲课五年。”

②有的朝代在检核户口时，发现逃移户也要令其回原籍。北朝西魏时，“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役。”高欢令大使察核。

“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

③后唐时甚至禁止营田官吏使用逃户作为垦田之丁。

后唐长兴二年（９３１年）规定：“凡置营田，比召浮客，若取编户，实紊常规。如有系税三人，宜令却还本县”

④。这也

①《宋书》卷３，《武帝纪》下。

②《梁书》卷３，《武帝纪》下。

③《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④《五代会要》卷１５，户部。

— 107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７９。

表明政策对州县行政系统的重视。同时这也是保持本籍人心稳定的需要。

（二）

逃户户籍的处理方式。

宋代政府要求地方官对逃户要及时上报、查核。

“诸逃户，县限三日令佐亲诣检视（两户以上相去遥远及户口数众多者量展日限，共不过十日）。”检视后，“具帐限六十日申州”

，并注明查核日期。同时，逃户邻居也负有上报责任。

“诸税租户逃亡”

，厢耆邻人即时申报县官，第二天还要将逃户“田宅四至，家业什物，林木苗稼”报县，然后“县录状并具本户丁口及应轮纳物数申州。”

“如逃户限满不归，其宅什物卖入官。”

①

（三）

逃户的处罚。

唐宋王朝对逃户的处罚类似对漏籍者的处罚。

金朝规定（世宗大定二十一年，１８１年）

，“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

②金泰和年间（１２０１—１２０８年）

以后实行首出法：“课役全户逃者，徒二年，赏告者钱五万；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免罪。”

③

明初也有严格的规定：“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仍令复业。”

④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遣派监生同各地府州县官“拘集各里甲人等审知逃户，该县移文差亲邻，里甲于各处起取；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４。

②《金史》卷４６，《食货志》。

③《金史》卷４６，《食货志》。

④《明会典》卷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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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县，给行粮，押赴原籍。

州县复业。“

①朱元璋为了让逃户还籍，可谓煞费苦心，简直要搞一个全国性的抓逃户运动了。

《明律》还对逃户制订了具体处罚措施：“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故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已者与罪。若里长知而不逐，遣及元管官司不移文起取，若移文起取而所在官司占　不发者，各杖六十。”

②宣德年间（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年）

规定，不回原籍逃民及窝家俱发所在卫所充军，照例拨与田地耕种，办纳子粒。“

③

（四）

逃户的就地附籍政策。

就地附籍就是政府允许百姓于逃亡地定居，并将其编入当地户籍册中。

一般来讲，经过大的战乱，百姓逃亡严重，并且其原籍户口册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新政府只好承认其对逃亡地的生活选择。统治者对这时的逃亡百姓的态度是只要其附籍当差，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明代初年就曾规定：“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年）十月以前流移他郡，曾经附籍当差者，勿论；限外逃者，论如律。”

④

然而百姓的大批逃亡，并且时间较久，政府要将其遣送原籍，也很不容易。

因而一些王朝也会采取一些变通办法。

唐代对浮客的处置就是如此。浮客实际就是一种逃户。唐中叶

①《明会典》卷２２。

②《唐明律合集》卷１２。

③《明会典》卷２２。

④《唐明律合集》卷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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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特别是广德年（７６３—７６４年）后，天下兵起，残瘁百姓“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十年。”

①所以广德二年（７６４年）

，代宗下诏：“如有浮客，情愿编附，”

政府准式据口给授“田地②。明代对逃户虽有严格的遣返政策，不过主要针对那些原籍有税粮、军役者。其余人口则予以适当放宽（永乐以后尤其如此）。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规定：”原籍有司覆审逃户，如有户有税粮无人办理，及无人听继军役者发回；其余准于所在有司收籍拨地耕种，纳粮当差。其后仍发回原籍，有不回者勒于北京为民种田。“

③如果说这是一项权宜之策的话，那么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的规定则显得更宽了，即：“逃户已成产业，每丁种有成熟田地五十亩以上者告官寄籍。”同时，“见当军民匠灶等差及有百里之内开耕田地，或百里之外有文赁分房趁田耕作不误原籍粮差，许所在官司取勘，见数造册送部查考。”

④由此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然而从总体上讲，封建社会对逃户的处置政策，还籍是主流，附籍则为支流，并且附籍多是有条件的。

三、冒籍者政策冒籍顾名思义为冒充、造假。在中国封建社会，冒籍的形式很多，由此也促使统治者制订应付政策。

①《旧唐书》卷１１８，《杨炎传》。

②《唐会要）卷８５，逃户。

③《明会典》卷１９。

④《明会典》卷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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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身之冒的规定封建社会，户种众多，等级森严。特别是贵族享有特权，一些卑贱户种出身者为免受徭役之累并跻身官绅之列，常常冒充出身。

南朝齐时有“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

，“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

等情形。“

①

齐高帝萧道成接受虞玩之建议，“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息，”

借以整顿户籍。

此政收到一定成效。

不过由于限定令史察核数量，出现了“货贿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等弊端。并且，“将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所以齐世祖下诏指出：“衅（指窃注现象）起前代，过非近失，既往之愆言，不足追究。自宋大明（４５７年）

以前，皆听复注。“但”此后有犯，严加翦治。“

②这实际等于放宽了标准，以避免打击面过大。

北朝北魏对冒出身者也曾予以惩治。神龟元年（５１８年）

下诏：“以杂役户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令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

③北齐时元氏为贵族，军人纷纷假冒，北齐天保十年（５９年）

下诏：“诸军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携从，妄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

④

①《南齐书》卷３４，《虞玩之传》②《南齐书》卷３４，《虞玩之传》③《北史》卷４，《魏本纪》。

④《北史》卷７，《齐本纪》中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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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明代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

①清代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也作了同样规定②。

出身之冒行为是对封建社会户种贵贱政策的反抗和嘲弄，也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它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是不奇怪的。

（二）身体之冒的规定身体之冒主要是指人们在年龄大小、是否残疾等方面作文章，以图免除徭役。

这在历朝的户口整顿中均是重要内容。

隋初，“山东（指关东地区）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定租赋。”隋开皇五年（５８５年）

，杨坚采纳剌史裴蕴建议，在全国大索貌阅。

③就是将户口上登记的年龄、相貌内容与被登记者本人对照。

“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处罚可谓重矣。同时还让百姓互相监督，“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这一政策贯彻的当年，各地上报计帐中，“新进丁口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④唐代对擅改年状的户主所作处罚标准与脱漏户户主一样，即“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二等。”

⑤由此看来，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因为到服役年龄时更改为“不及”

，实际就是

①《唐明律合集》卷１２。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户口》１。

③《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④《北史》卷７４，《裴蕴传》。

⑤《唐律疏义》卷１２。

— 112

。

２０１。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一种脱漏行为。唐代武则天延载元年（６９４年）八月敕令：“诸户口计年将人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形状以为定簿；”确定之后，“不得更貌，”以防“有奸滥者”

；并听“随时貌定以附手实”

①。足见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赋役的征收，对人丁的控制也是煞费苦心的。

宋代为防止成丁冒充残疾人，专门制定了“笃疾”的标准：“诸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满下重瘿瘇.如此之类，皆为残疾癡痖；侏儒腰瘠折一支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疾癫狂贰支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

②

明代对“增减年状妄作老幼废疾”者同“隐漏自己成丁人口无附籍”属于同一档次的处分。

③清代顺治三年规定：“增减年状妄作老幼废疾者分别罪之。”

④以后由于逐步实行了摊丁入亩之制，对成丁的控制有所减轻。

（三）荫冒户数的整顿。

荫冒户数就是一些官僚、贵族及其它特权阶层，将其亲属及其百姓（主要是其佃户和奴婢）

荫冒在自己户籍之下，由此减少了国家的赋役人口。

为防止官僚、贵族无限制地荫庇人口，一些朝代作了限制性规定。南朝齐实行给客制度，即以此对官僚、贵族占有

①《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

②《宋刑统》卷１２。

③《唐明律合集》卷１２。

④《清续文献通考》卷１９，《户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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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佃客等私附人口作一个大致的数量限定。因为当时“国下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

给客制规定：“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大家量分。”

①隋代规定：百姓亲缘关系在“大功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

②这意味，三代以外的亲属居住在一个户头下，须分家各立门户。

明朝也规定“禁数姓合户附籍”。

③明朝政府对隐蔽行为还制订了处罚性规定：“若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有赋役者亦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若将别居亲属隐蔽在自己户内不报以及相冒合户附籍者各减二等。所隐之人并与同罪，改正立户，别籍当差。”

④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元代社会民族歧视严重。所以汉人及其它民族人口纷纷投充享有特权的蒙古贵族门下，以避差徭。元宪宗元年（１２５１年）敕令：“诸王不得擅招民户。”

⑤至元三年（１２６５年）

，世祖又下诏：“成都新民为豪家所庇者归之州县。”

⑥元武宗于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要求将已投充户加以分拣，“今后除正当怯薛歹蒙古、色目人外，毋得似前乱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１。

④《唐明律合集》卷１２。

⑤《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１。

⑥《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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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属；其怯薛歹名杖，官员亦不得妄自收系，违者并治罪。

监察御史廉访，严加治罪。“

①清代也有类似情况，所以清政府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规定：“汉人投充旗下永行禁止。”

②

四、户等假冒之整顿户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成为征派赋役的重要标准。因而假冒户等，减轻或免除赋役也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现象。

隋代初年所实施的“输籍定样”就是对当时存在的户等不实现象所采取的整顿措施。

唐代这种现象并未消除，唐玄宗开元十八年（７３０年）

敕令说：“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第。”他要求：“自今以后不得更然。

如有嘱请者由牧宰录名封进，朕当处分。“还规定：”京都委御史，外州委本道，如有隐蔽不言，随事弹奏。“

③可见玄宗对此事的重视。不过，求居下等者不仅是“富商大贾，”恐怕各种身份的人都有虚报财产、减少赋役的欲望。而单靠几次核查也难以解决问题。所以史载，“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④

宋代的“诡名户”或称“诡户”。

“诡名寄产”

、“诡名成丁”成为假冒户等的特色。绍兴二十九年（１５９年）

，南宋政

①《元典章》２，圣政１。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０，《户口》２。

③《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户籍。

④《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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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下令：“许各家将子户诡名寄产，限三月从实并作一户拘籍。

如出限不首并，许诸色人告，不以多少，一半充赏，一半没官。其见立户各官员或品官子弟，并取者重者行遣。如出首不实，并依条断罪“

①。金世宗针对当时“贫富变动，赋役不均”的状况，遣信臣张弘信等１３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然而效果不佳。

②

明清时期的户等编审不甚重要。

不过，在田地、丁口，甚至户种上作文章以免差徭者仍不在少数。

所以景泰二年（１４５１年）明政府下令禁“隐丁换户行为”

，规定：“凡攒造黄册，如有奸民豪户通同书手或诡寄田地，飞走税粮，或隐瞒丁口，脱免差徭，或改换书籍，埋没军伍匠役者，或将里甲那移，前后应当者，许自当改正，入籍免罪。”

③

五、流移百姓户籍的整顿流移百姓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对流者，统治者往往视其为逃户或流民，而驱逐回原籍。不过，在大规模的流移者面前，封建政府也常作出让步。即承认其在流移地的存在，并对其户籍予以整顿。

我们认为，南北朝对流移百姓户籍的整顿具有典型性。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北方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渡江进入南方地区求生。晋皇室也于其时南下，所谓“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拨南奔者，并谓侨人。”他们“皆取旧

①《宋会要辑搞》食货六之三。

②《金史》卷４６，《食货志》。

③《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１。

— 116

。

６０１。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①而这些流移者并未入官籍。此种状况对民心的稳固和国家赋役的征派非常不利。

东晋哀帝于兴宁二年（３６４年）三月庚戍日，发布“天下所在土断”之令，②史称麦戍土断。所谓土断就是对流移百姓现居地的承认，并将其纳入国家户版之中。或者说是对流移者的大普查，即“大阅户人，严法禁。”

③对此杜佑评价说：“庚戍土断以一其业，于是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④因而可以这样认为，土断就是为了使统治者获得足够的赋役人口。然而并不是庚戍一次土断就将所有流移者都编入户籍之中。兴宁以后约五十年，即安帝义熙九年（４１３年）

，刘裕上书指出：“自兹（上次土断）至今，弥历年载，划一之制，渐用颓弛。

杂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所以未张，人瘼所以犹存，自夫改调，无以济理。“根据其建议，东晋又一次”依界土断，“

“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⑤此后东晋政府又进行过数次土断。这样，不仅使大批流民入籍，而且还将官僚、贵族隐占的人口清理出来，统一了行政区域的管理秩序。

南北朝时南朝各政权将土断政策继续下去。宋永初元年（４２０年）

下诏：“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听以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通典》卷３，《食货》３。

③《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户籍。

④《通典》卷３，《食货》３。

⑤《通典》卷３，《食货》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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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为号。“

①梁高祖天监元年（５０２年）

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

②

天监十七年（５１８年）规定，百姓流寓他境，“若有不乐还者，即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

③。陈文帝天嘉元年（５６０年）规定：“自顷丧乱，编户播迁……其亡乡失土逐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④

土断是东晋南朝政府在特殊环境下采取的特殊政策。北方战乱使大批百姓渡江求生，并难于再度返回故乡；处于初期开发阶段的江南一带，未垦殖区域甚多，因而为流移者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而当时于江南所建各个政权，惟有顺应这种潮流，承认业已形成的人口分布局面。同时土断也是增加人口、稳定统治基础的最好办法。

土断这种做法虽然没有被此后的王朝直接继承。而在类似的大规模百姓流动中，当统治者无法将其驱逐回原籍时，也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流民政策和迁移政策中作进一步探讨。

六、户籍整顿政策评价中国封建社会户籍整顿的核心是，政府设法减少户版人口的损失，并将已经脱离户籍的人口，特别是赋役人口重新加以控制。

①《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户籍。

②《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户籍。

③《梁书》卷２，《武帝纪》。

④《册府元龟》卷４８６，邦计部，户籍。

— 118

。

８０１。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封建政府的户籍整顿政策是消除或减少漏籍、脱户、冒籍、逃民等现象的存在。而封建国家赋役繁重，又是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因而可以说，只要百姓与政府存在着这种利益上的对立，那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上述现象。

不过，轻徭薄赋则会为人口的安居乐业创造较好的生存条件。

应当看到，中国封建社会政府所采取的安抚与高压相结合的户籍整顿措施，对于人口流失的减少起到了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新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通过制订区别于旧政权横征暴敛苛政的绥抚政策，让在限期内返籍者享受赋役上的照顾。

由此使新政权在较短时期内聚集了大批生产人口，为经济从残破萧条状态下迅速恢复创造了条件。而高压手段，特别是严厉的惩治措施对于抑制百姓脱漏户口行为会产生一定的镇慑作用。不过，一当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基础受到削弱，官场腐败，聚敛无度，众多的百姓失去生活的保障，那么高压政策的抑制力就将失去作用。

因而可以说，封建国家整顿户籍的努力只有同赋役整顿相结合时才能收到更为积极的效果。

第七节　人口行政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建制设置变化同人口数量变化有密切关系。

一个地方地位的高下，官员多少与其品位的高低，都与该地户口多少直接关联。因为户口多意味着该地区行政管理上的难度大，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为促使一个地区户口的增加，各朝统治者均制订了以户口增减为内容的地方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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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政策。由此构成了封建社会人口行政的重要方面。

一、以人口数量为标准的地方行政机构调整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分布变化很大。

人口稠密、经济富庶地区会因战乱而变成荒郡，而人烟稀少之地也会因前往开发者的增加而繁荣起来。这种状况直接反映了一个区域人口的盛衰变化，行政地位的高低差异。有鉴于此，封建政府也会将原行政单位予以升贬，以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需要。

《隋书。地理志》对西汉、东汉行政单位设置政策作这样的描述：西汉“昭、宣之后，罢战备农，户口既其滋多，郡县亦有增置……光武中兴，承王莽之余弊，兵戈不戢，饥疫荐臻，率土遗黎，十才一二，乃并省郡县四百余所。明章之后，渐至滋繁，郡县之数，有加曩日”

①。封建王朝所以要对行政单位以人口为基础加以调整，在于人口增多，行政事务也随之增加；特别是刑名案件、钱粮征收与人口多少存在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将大州大县予以拆分，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而当人口减少时，行政单位过多，人浮于事，增加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开支，不利于经济的恢复。所以我们认为，根据人口数量设置行政单位，是统治者有作为的表现。

东汉建武六年（３０年）

刘秀下诏指出：“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

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于是东汉政府根据地方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②

①《隋书》卷２９，《地理志》上。

②《东汉会要》卷２２，职官４；《后汉书》卷１下，《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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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太元中（３７６—３９６年）

，范宁上疏孝武帝司马曜，也对当时行政单位废置提出了意见：他说：“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金，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因而“山湖日积，刑狱愈滋”。所以范宁建议：“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

①此建议被晋武帝采纳。当时封建国家以州县作为赋役征派单位，而人口少的行政单位，并没有作相应减少，导致少数人口负担的沉重，百姓只好以逃亡来躲避。在范宁看来，州县的减省，是稳定现有人口的措施。

隋代文帝“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郡县”

②。这也是对先代政策的继承。

元代至元二年（１２７１年）世祖下诏规定：“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多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县城。其散府州郡户口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侯司。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根据这一原则，至元二年共省“二百二十余所。”

③足见裁并数量之多。

二、以人口数量作为行政机构等级的标准在封建时代，政府往往根据地方府、州、县所处地理位置、物产、人口、赋税收入来确定其行政等级，并进而决定

①《晋书》卷７５，《范汪附子宁传》。

②《隋书》卷２９，《地理志》上。

③《元史》卷６，《世祖纪》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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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官员的品级。在上述诸项条件中，人口数量处于中心地位。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２６５年）

大封诸王，诸王所就封地称为国。共标准有以下区别：“为国一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另外还有公侯之国。

“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

①

唐代州县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重点。

其等级分为：“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不满万为下州。”县以上、中、中下、下为尺度：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②。这是唐政局处于稳定时期的设置标准。唐初武德、永徽时的标准则较此为低。

武德时（６１８—６２６年）

规定：“诸三万户以上为上州。”

县标准是“户五千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

③。此外，唐代还有对“镇”这个行政单位所作规定：“每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不及三百者为下。”

④

五代由于版图缩小，人口随之减少，其标准也有所变化。

后周广顺三年（９３５年）规定：“除赤县、畿县、次赤、次畿

①《晋书》卷１４，《地理志》。

②《旧唐书》卷４３，《职官志》。

③《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中华书局。

④同治《湖州府志》卷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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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余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紧县，一千户以上为上县，五百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中下县。“

①由此也反映了后周政权国势的衰弱。宋代作为五代割据局面后的统一王朝，版图和人口都因此增加，因而其最基本行政单位——县的标准也有提高。即“四千户以上为望县，三千户以上为紧县，二千户以上为上县，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千户为中下。”

②元代对州级行政单位较重视，县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即可升州。

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年）

，元政府升江南平阳等县为州。州的标准也是“以户为差”。

“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

③元代由于人口总数量提高，所以对州的人口标准也较前代大大提高。

行政等级的不同，不仅意味着设官品级的高低差异，而且还与官府其他官员及胥吏的使用数量有关。金世宗在大定七年（１６７年）下令：“京府州县及转运司胥吏之数，视其户口多寡增添之。”

④另外，唐代在代宗时，“连岁治戎，天下凋瘠，京师近甸，烦苦尤重，比屋流散……人寡吏多”

，百姓“困于供费”。所以代宗下令：“京兆府长安、万年宜各减丞一员、尉两员，余县各减丞、尉一员。”

⑤

三、户口在官员考核中的地位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视人口增长为国家强盛的首要条件。

①《五代会要》卷２０。

②《宋史》卷１５８，《选举志》４。

③《元史》卷１８，《成宗纪》。

④《续文献通考》卷４４，《选举考》。

⑤《旧唐书》卷１１，《代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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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而人口能否增长，特别是政府直接控制的户口数量能否增长，取决于地方官的努力。所以各时代的中央政府往往把一州一县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政绩考核的首要条件。

这项政策一直为秦汉以来王朝所奉行。不过，唐宋以来政府所作规定更明确。

唐代，“州县岁上户口登耗，采访使覆实之，刺史，县令以为课最。”

①这是唐玄宗时期的政策。

唐代还没有廉访使，负责上奏地方“吏之能者。”其对县官的考核内容有四项，而“户口增加”居首②。对此唐玄宗还指出：“朕以百姓为心，固非一人独理，委以牧宰，辑宁兆庶。若考论政绩，在户口有存亡，不有甄明，何凭赏罚？”所以他要求，对天下诸州户口或刺史县令自离任者，并宜分明交付。州县每至年终，各县存亡及增加实数同申。

并委采访使重覆报省，所司明为课最，具条奏闻，随事褒贬，以旌善恶。“

③唐宣宗时更将这项规定具体化了，或者说是量化了。其政策是：“刺史交代之时，非因灾沴，大郡走失七百户以上，小郡走失百户以上者，三年不得禄使，兼不得更与理人官。”反之，增加一千户以上者，“超资迁改”。为防止虚冒，对所上报户口数量，“仍令观察使审勘，诣实闻奏。如涉虚妄，本判官重加惩责。”

④

五代时，战乱频繁，户口损失严重。因而这一时期政府

①《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②《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２。

③《全唐文》卷３５，唐玄宗：《令诸州年终申报户口实数敕》。

④《全唐文》卷７９，唐宣宗：《刺史以户口增减定赏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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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户口在官员考核中的作用更为重视。晋天福八年（９４３年）

规定：“诸道州府令、佐，在任招携户口比初到任交领数目多百户以上”

，并“量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一阶，主簿减一选；多二百多以上并使租税相应增加，”县令加两阶，主簿减两选；多三百户以上，增加租税者，“县令加两阶，减选，别与转官，主簿加两阶减一选；多四百户和五百户以上，增加租税者，”县令加朝散大夫阶，超转官阶，罢任后许非时参选，仍录名送中书；如已授朝散大夫，及已出选门者，即别议奖酬。主簿加三阶。“如增户口不到一百户，”据户口及添租税数，县令加一阶，参选日起一资注官；主簿加一阶，参选日超一资注官。“同时，还对社区组织及民户有奖励性规定。如一乡增加３０或５０户以上，一村增加３户、５户以上，”其本乡村节级等与免本户二年诸杂差使科配。“如一乡增加１００户以上，一村增加１０户以上，”本乡村节级等，与免本户三年诸杂差徭。“

①由此可见，后晋政府对人口增加的渴望心情。后汉则以人口的现存与增加比例作为标准，即“罢任县令、主簿抬添到户口，其一千户以下县，每增添满二百户者，减一选；三千户以下者，每三百户减一选；其四千户以下县，每四百户减一选；万户以下县，每五百户减一选。”若减及三选以上，“更有增添户数者，县令与服色；已赐绯者与输官。其主簿与加阶转官。”

②只要能使所在地户口增加，政府奖励可谓不惜代价。

①《五代会要》卷２０。

②《五代会要》卷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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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初年的考核政策与五代有继承关系。即“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①

太祖建隆三年（９６２年）又规定：“诸州县凡千户以下能增百户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进阶，能归复逋亡之民者，亦如之。”

②与此相类似。宋开宝三年（９７０年）又在全国实行“州县以户口差第省员加禄”之制③（最先实行于四川州县）。大中祥符四年（１０１１年）

，宋政府为避免官员以虚假手段增添户口来邀封赏的弊端，规定：“有析客户为主户，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者，禁止。”

④此外，宋政府对地方官政绩考核有“四善四最”。而“四最”中第一最就是“生齿之最”。其内容为，“民籍增益、进丁、入老、批注收落不失其实。”

⑤南宋时户口流失严重，统治者更重视户口考核的作用。绍兴十三年（１４３年）高宗下诏：“淮东、京西路州县，逐考批书，若增添户口，劝课农桑，增修水利，岁终委监司覆实比较”

⑥。嘉定二年（１２０９年）宁宗明确规定：“两淮荆襄以户口多寡为殿罪。”

⑦

元代政府在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规定：对各地方“核实

①《宋史》卷１６０，《选举志》６。

②《宋史》卷１６０，《选举志》６。

③《宋史》卷２，《太祖纪》。

④《宋史》卷１７４，《食货志》上２。

⑤《庆元条法事类》卷３。

⑥《宋史》卷１６０，《选举志》６。

⑦《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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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户户口，增者赏之，隐匿者罪之。“

①并且很快见诸实施。西蜀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赛音谔德齐沙木斯鼎在任三年，使其辖内“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结果被中央赏银“五千两。”相反，太原总管伊埒蒙古岱“坐匿户，罢职为民。”

②

清代政府只是初期注意考核地方户口。如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规定：“州县编审户口，增丁二千石以上者各予纪录”

③。顺治十七年（１６０年）规定：“以户口消长定州县官殿最例。”

④由于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实行“续增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所以清政府将增丁州县官停止议叙⑤。由此也可见，政府考核官吏借以增加户口，进而达到使赋税增加的目的。

中国封建社会把户口增减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并以此作为对官员升降、奖惩的依据，最终目的是通过这一途径使国家所控制人口数量得以增加，加快经济恢复速度，从而可收赋税增长之效。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有助于促使地方官员积极采取措施，吸纳外来流动人口附籍，安定本地已有人口。而要增加百姓附籍的能力就需要政府为他们创造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政策的实行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的生存条件。

①《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３０。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３１。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户口》１。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户口》１。

⑤《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户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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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行政政策评价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行政政策充分反映了人口、特别是人口数量在封建国家政区建设、官员地位评价中的作用。一句话，人口行政政策是对人口政治地位的强调。

依据人口数量来对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进行调整，既是封建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对人口管理的需要，也是想借此改善并充分发挥行政机构职能。由此更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的中心职能是对人口的管理的特色。

需要指出，封建时代人口行政政策始终把人口数量与赋税征收数量联系起来考察。

即人口增长要伴随着赋税的增长。

这是封建国家对人口数量增长关注的实质目的。一旦封建国家在不依赖人口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对赋税的征收，那么，他们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兴趣便会大大降低。清代摊丁入亩后这方面政策的变化就是明证。当然对大部分王朝来说，赋税增加是人口增长的结果。

或者说人口增长是赋税增长的前提。

因而他们把人口变化作为对官员考核的主要项目。

同时也要看到，封建政府所以对官员在当地人口变化中的作用予以奖罚，也说明封建社会户口管理的困难之大。政府以把百姓束缚于户籍作为头等行政大事，而百姓则为避免赋役负担而设法躲避。由此形成在封建社会各个王朝都严重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

第八节　小　　结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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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有比较健全的户口管理政策。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即使从世界封建社会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王朝政府对户口管理的重视程度也是最高的。

而由此也反映出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即人们受户口管理政策的约束最多。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这种特征在客观上会给户口的管理带来困难。然而，中国封建政府通过体系完备的社区组织、行政网络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点，为自下而上的户口管理创造了条件。通过这些组织，各个地区、各种职业、各个户种的人口，从年龄、性别到婚姻、财产等状况都能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统计出来，成为封建政府征收赋役的依据和标准。虽然这种统计手段较之现代显得很落后，然而在人口统计的组织上并不亚于当代社会的做法。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通过官方的机构与民间的组织实行了对全体人口的有效管理。而由此所实现的人口控制（特别是行为控制）并不完全是封建政府的目的。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为国家的生存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一句话，就是向各辖区百姓摊派徭役和赋税。因而可以这样说，被封建政府所建立起的各级官方机构与社区组织控制的人口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而从人口身上所获取的人力和物力则成为封建国家维系的条件。正因为这样，各朝政府往往以其对人口控制的多少作为衡量其国力盛衰的标准。追求对更多人口的控制也成为几乎每个帝王的愿望。人口与土地的结合又成为社会财富的来源。我们认为，从某种程度说，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出现过多次分裂割据的局面，而统一的要求成为社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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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这其中固然有大一统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从统治者看来，其对更多人口、土地的追求，进而对财富的索取愿望又成为整个华夏不断凝聚成一个地域辽阔的强大王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口与赋役，赋役与国家生存联系在一起，所以政府要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因此加重了人身束缚，使社会各区域内的联系受到限制。在封建社会中，农业人口占全体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对人口流动限制的特征或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则又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这就是说，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封闭。

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管理政策不仅体现出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而且体现出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不过也要指出，这种职业、等级的流动限制主要体现在贵贱等级和贵贱职业上；在同属良民等级和职业的范围中，人口流动所受限制并不是十分严厉。这也可算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

最后，我们认为，从统计上看，封建社会政府在统计人口时，更注重对人丁的统计。在不少王朝对户口调查时，女性人口，未成年人口，奴婢人口往往没能得到全面的反映，因而使我们很难了解这一历史时期各个阶段人口的整体状况。

第二，由于人口，特别是人丁与赋役的紧密结合，因而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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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瞒口隐丁带有一定普遍性。再加之具体的负责者多为社区人员，互相隐冒行为更是不可避免。第三，虽然当时政府对户口管理工作的重视非常高，然而户口的具体统计手段毕竟以手工汇总为主，因而误差很大。第四，封建政府虽然重视对人口的占有，而对人口的核查、统计工作却并非总是真正认真地对待。拖延调查时间、敷衍应付等是官员中很普遍的行为。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当时社会户口统计数字的准确性。这种情况连各朝统治者也承认。明代户口编审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

，户部上奏：“天下郡县所进赋役黄册丁粮之数类多错误，请速问之。”

朱元璋对此指出：“里长或不谙书算致有错误耳。若罪之，则当逮者众，且以郡县之广，人民赋役之繁，其间岂无误者，令官府给钞市纸笔再造以进，复有错误，然后罪之。”

①至隆庆年间时问题更多。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年）南京湖广道试监察御史陈尝奏言：“国制十年犬造黄册，凡户口、田赋之役、新旧登记之数，无不备载，”

“今沿袭故套，取应虚文，奸吏得以挪移，豪强因之影射，其弊不可胜穷”

②。清代同样存在这种状况。乾隆帝指出：“编审之制已停，直省所报民数，大率以岁造之烟户册为扰，行之日久，有司视为具文，所报多不详核，其何以体朕欲周知天下民数之心乎。”他还说，“据陈辉祖称：从前所办民数册，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

③这种状况实际也

①《明太祖实录）卷２６。

②《明穆宗实录》卷６８。

③《清史稿》卷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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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降低了封建社会户口管理政策的质量。同时也给我们今天利用这些资料来认识封建社会的人口发展变化状况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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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婚姻政策

在人类社会中，婚姻一直被作为社会性行为来对待，并受到各个时代政治力量的制约。中国封建社会也不例外。历代统治者都把婚姻行为放置在人口繁衍、人际关系的建立、等级制度的维持等大环境中去认识，以此作为制订婚姻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第一节　婚姻年龄规定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人口婚姻年龄所采取的政策既适应了农耕经济条件下，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即满足人们以婚姻来增加劳动力的欲望；同时也以此来服务其政治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讲就是，历代政府制订了鼓励早婚的政策。

一、强制性早婚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强制性早婚政策的内容是，国家限定一个较低的婚姻年龄标准。在这个标准期限内不婚配者，政府要对其实施处罚。这种处罚的对象既包括应婚配者本人，也有其家长。一般来讲，强制性早婚政策多实行于王朝（或一个政权）内外战乱频仍阶段，或国家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劳动力短缺，战争兵员不足促使政治家通过鼓励人们早婚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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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由此显示出国家对百姓婚姻行为的强烈干预。

中国历史上强制性早婚政策在先秦时代即已出现。墨子言：“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

①。这个圣王时代具体为哪一朝代，墨子没作说明。而墨子本人生活于春秋时代，他所说的圣王我们只能推断为商、周，而很可能是西周。因为这一时期是春秋思想家包括孔子在内最为推崇的历史阶段。而史载先秦政权中最早实行强制性早婚政策的国家为越国。越王勾践在其“十年生聚”期间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同时还特别强调，男女婚配年龄要相当，即“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

②。

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早婚来达到早育、多育的目的，加速人口增长，进而增强国力。这一政策把未婚配男女的父母作为处罚对象是因为统治者考虑到当时社会的婚姻是建立在“媒妁之命、父母之言”这一基础之上。此规定也并非越国所独有。

南朝宋也有类似政策，“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③

汉代则从税收上对婚姻加以调节。汉惠帝时（前１４—１８８年）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④。

“算”是当时的一种人头税，一般每人一算，折合１２０钱。而对违反此政策者课以正常标准４倍的罚金，可谓重矣。

不过，

①《墨子。圣王篇》。

②《国语。越语》。

③《宋书》卷８２，《周朗传》。

④《汉书》卷２，《惠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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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期限定在１５—３０岁之间，也显得太宽。

因为即使当时没有这种早婚政策，民间的早婚习俗也会促使人们早婚。至３０岁不婚者为数想必已很少。

因而这个限制实际上没什么意义。或言这个规定是针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女方及其家庭向男方家索要彩礼过重，甚至待价而沽，以至女子婚姻失时的现象而确立。

这种现象即使存在，超过３０岁而未婚者也不致很多。但该政策对人们婚姻的制约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另外，中国封建社会还有对过龄女子实行强制性择偶的政策。晋泰始九年（２７３年）十月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①北齐曾要求：“女子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悉集省，”由官方强配，“隐匿者家长处死。”

②官方强配，就等于使女子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这较之父母包办严酷得多。封建时代，父母在包办婚姻时或多或少也要征询一下子女的意见，并且包办父母也会考虑到子女的一些要求。

而官方强配就意味着不顾及婚配者的愿望。这无异于把他们作为一种生育机器来对待，可谓中国封建社会最无道的婚姻政策。当然，封建政府执行此令的前提是，在规定年龄未嫁娶。

实际上，在这种政策的恫吓下，绝大多数人是不敢冒此风险的。因而，此类政策实行的最终结果就是普遍的早婚推行开来。

在强制性早婚政策中，封建政府强调对女子及其家长施加压力，也是因为女子在生育中的角色地位所决定的。

由此，

①《晋书》卷３，《武帝纪》。

②《北史》卷８，《齐本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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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政府鼓励早婚的目的更加明确了。

二、一般性早婚政策一般性早婚政策是指封建国家制订了年龄较低的婚姻标准，但没有进一步对超龄者作处罚性规定。

《韩非子。外储》中说：齐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这个规定与勾践的男２０，女１７婚配政策比较接近。

如果再结合墨子所言圣王之法，则可以断定：男２０，女１５或１７是先秦时期比较普遍的婚姻年龄。

北周建德三年（５７４年）

武帝下诏：“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十三以上，所在军民须依时嫁娶。”

①这项政策是目前所见年龄标准最低的早婚规定。而其中所定“依时嫁娶。”也包含着某种强制性色彩，只是不够严格罢了。

唐代贞观元年（６２７年）二月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

②对此太宗指出：“其庶人之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并且，“若贫寒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哀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

③《新唐书》将这项政策记载为：“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

④可见，唐代这一规定中没有强制性语言，并要求官方对适龄者“以礼聘娶，”

①《周书》卷５，《武帝纪》。

②《唐会要》，《婚嫁》。

③《唐大诏令集》卷１１０，“政事，诫谕。”

④见该书，卷２，《太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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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抑取。”

显然这给婚配者本人及其父母更多的选择自由。

同时，对其中贫寒者，鼓励社会力量帮助他们婚配。唐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年）

，政府又将婚嫁年龄向下作了调整：“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

①恢复到了北周的水平。不过也有不同，即唐代为“听婚嫁。”即到了这个年龄进行婚配即为国家法律所认可。这条法令既是对早婚的鼓励，又为民间一些希望更早结婚的家庭开了绿灯。就在这项调整政策实行的同年，唐政府规定：“州县岁上户口登耗，采访使覆实之，刺史县令以为殿最。”

②所以该政策的实施也同鼓励人口增长的目标相关。

宋代以后的王朝对唐代的政策作了调整。宋代的婚配年龄为：“男十六岁以上，女十四岁以上。”明清时与宋一样，“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

③同时为保证男女及时完婚，明政府要求社区之内民户互相协助。洪武年间朱元璋指出：本里人户要“互相周给”

，“且如某家子弟婚姻，其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人户一百便是百贯；每户五百，便是五十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以此法，轮流赒给。”

④朱元璋这里所言带有较强的理想色彩，很难付诸实际。不过它却可以起到某种引导作用。同时在一些宗族集聚的地区，婚嫁费用的互相协助

①《唐会要》，《婚嫁》。

②《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③万历《明会典》卷６９，庶人纳妇。

④万历《明会典》卷２２，户部７，诸司职掌。

— 137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７２１。

也是可能的。

三、早婚年龄特征分析以上可见，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基本执行的是一条鼓励，乃至强制早婚的年龄政策。纵观封建社会各个王朝，其基本的婚姻年龄标准为男１６—１７岁居多，女则为１４—１５岁，即在男１６岁，女１４岁的水平上徘徊。

女最低为１３岁，最高为１７岁；男最低为１５岁，最高为２０岁。可以说，男１６岁，女１４岁的婚姻年龄标准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主导地位。

按照中国传统的人体发育观：“男子年十六精通，女子年十四而化。”

由此可知，中国封建社会普遍的婚龄标准刚刚达到这个水平。这表明历代统治者在制订全社会的婚龄标准时参考了这一认识。不过，从现代生理科学角度来看，这个年龄并不是人身体发育成熟的时期，只是具备了基本的生育能力。在传统社会，在人们刚达到这个低限生育年龄之时就被推上了婚姻乃至生儿育女之路，可见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对人口增长追求的迫切心理。

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政府所制订的早婚政策既是为了满足国家对人口的需求，也是对传统社会中普通百姓生儿育女愿望的适应。二者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悠久的传统社会中形成了非常浓重的早婚习俗。

同时也需要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中，除了强制性早婚政策确定了婚配的截止年限外，一般性早婚政策只规定了婚配的最低年龄，而没有制订截止年龄。这就意味着社会中达到这个年龄的男女并非绝大多数已经婚配完毕，而只是刚刚开始。在当时社会，特别是科举时代，那些为了功名而推迟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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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至２０岁以后，甚至３０岁以后者大有人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一般性早婚政策实际是对民间普遍具有的早婚愿望的迎合。

或者说为民间的早婚行为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

因而那些有早婚习俗的地区，在达到婚配年龄前就开始了准备工作；达到这个年龄，就基本上完成了婚姻过程。这样下结论是不过分的。另外，由于当时社会对法令执行的监督机制没有建立起来，那些没有达到法定婚姻年龄（即使这个年龄标准已经很低）而婚配者也非个别现象。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早婚政策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和发展水平的产物。这种政策与民俗相表里，政策是早婚行为的推进剂，而民俗是早婚行为产生的土壤。民俗中的早婚愿望被政策大大强化了。

四、皇帝是早婚政策的直接实践者中国封建社会的早婚之习与皇家、特别是皇帝本人的直接倡导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皇帝是早婚政策的直接实践者。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一旦登基，无论年龄大小，即须选择皇后。西汉昭帝（前８６—７４年）始立时年８岁，而上官皇后年刚达６岁。汉平帝即位时年９岁，王莽之女为平帝后时年也９岁。

①这种情况在未成年继位的皇帝中具有普遍性。

由此皇帝在早婚方面成为天下的以身作则者。当然这也有服务于当时政治、礼仪方面要求的内容。

另一方面，皇帝为体现其九龙之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广

①《汉书》卷１２，《平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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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三宫六院，纳诸嫔妃。为达到这个标准，有关官员需先从民间广选低龄女子。

因而这在民间直接倡导了一种早婚风尚，对女子的影响尤其大。

在东汉，一当每年八月核查户籍时，皇帝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她们的年龄在１３以上，２０以下。上述官员将其中“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视可否，乃用登御”

①。如果皇帝奢侈荒淫，所选量常很大。

后赵石季龙时，“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六以上，三万余人”

，“入宫侯选，”

②或留用，或分与诸亲信。北周宣帝（５７９年）嗣位之初，“方逞其欲，”

“采择天下女子，以充后宫。”

③这种行为一方面在民间煽起早婚之风，另一方面直接促进了百姓早婚行为的发生。明代，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

，江南一带“民间讹言选宫人。”

百姓担心子女入宫，所以纷纷提前嫁女，以至当时该地“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一时间“虽宦家往往摇动。途中轿相接，贫不能赁轿，则徒步投婿，未聘者无暇采择。”

④一个“讹言”就在民间激起如此波澜。足见，皇帝于民间选宫女对人们婚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之大。

五、对早婚不利的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各朝基本上采取的是鼓励早婚的政策。或者说，对直接的婚姻行为（当然指那些符合封建礼教的婚

①《后汉书》卷１０，《皇后纪》。

②《晋书》卷１０６，《石季龙载记》上。

③《北史》卷１０，《周本纪》下纪。

④（休宁）叶中甫：《贤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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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封建政府并没有在年龄上设置障碍。然而需要指出，在这一历史时期，一些王朝的政策，如赋役政策却对早婚行为起到了抑止作用。不过这种“抑止”并非统治者的本意，而是其所具有的副作用。

北魏时对夫妻家庭所征税调要超过未婚者许多：“其民调一夫一妇，泉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

“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

①这里，一夫一妇的负担要高出１５岁以上未娶者一倍以上。

因而对贫穷之家的男女来讲，他们的婚配时间选择点就有可能后移。

隋代规定：“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

②

为丁就意味着要承担国家赋役，而当时的早婚政策是女１５以上即可以结婚。

在这里，未婚女子的为丁年龄却可延至２０岁。

因而它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晚结婚。《隋书。食货志》载：“旧制未娶者输半床调，汤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

当然这里数万人并非都未婚配，因为其中不少人可能是为了躲避赋役而隐瞒婚配事实。但这从另一角度告诉我们，类似的赋役政策是会对人们的婚姻行为产生影响的。

这种以夫妇为征税单位，或者以是否嫁娶作为成丁标准的做法，在隋代以后的王朝就很少采用了。但是有些特殊的户种，仍受到重役的困扰，进而对其婚姻行为起到阻滞作用。

明代，武陵“多戎籍，民家虑兴婚姻，徭役将累己，男女至

①《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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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十尚不婚。“

①在户籍、徭役控制严格的王朝，这种现象是会产生的。

第二节　婚姻范围规定

婚姻范围实际是对婚姻对象的选择范围所作政策性界定。不同社会制度的政府总是依据该社会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价值法则等来确定人们的婚姻范围。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秩序森严、伦理观念深厚的社会。由此直接影响和制约了统治者对婚姻范围所作规定，进而成为制约人们婚姻行为的重要因素。

一、婚姻中的等级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是人们社会地位的反映，等级的确立和不紊乱是封建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而婚姻作为结两姓之好的行为，从社会等级这一角度对其限定是保证贱不逾贵、贵不降等、贵贱有别的重要手段。从而它使贱者不存非分之想，做到安分守己；贵者不因贪图某种利益而忘却身份。

（一）良贱为婚的限制封建社会对人口的等级划分从大的方面来看就是良与贱两极，良民是指有人身自由的平民，而贱民则相反。二者的婚姻被严格禁止。

１。奴婢与良人婚姻之禁

①《明史》卷１５８，《黄宗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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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这是良贱婚姻限制政策中最基本的一种。

而限制的重点在奴婢身上，即他们不得与良人子女为婚，以防止其借此改变自己的贱民地位。显然这种婚姻限制重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唐代所作规定具有典型性。

因为它的政策既继承了前朝，同时又一直影响到以后各朝。

其具体规定为：“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

因而上籍为婢者，亦流三千里“

①。唐代这一政策成为其后政权制订类似政策的基本思路。宋代不仅继承了唐代的政策，而且在仁宗时规定：“士庶之家，毋得与常佣之人为婚，违者离之”

②。明代政策为：“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即女方家不知男方为奴婢身份，可以不对女方施以处罚）”

；“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从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

③。显然，明代对违犯律令的处罚程度有所减轻，而基本思想没变。

从上可见，封建社会对奴婢与良人为婚的处罚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不许奴仆家长为自家奴娶良人女为妻；第二，不许奴仆自娶良人；第三，不许主人将其奴婢擅改为良人而嫁娶与良人。关于第三点，唐代规定：“奴婢嫁女与良人，为良

①《唐律疏议》卷１４。

②《唐明律合集》卷１４。

③《宋史》卷９，《仁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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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妻妾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

①。不过，在封建社会，奴仆娶良为妻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而良人将奴婢之女纳为妾者却不在少数。

２、良贱户婚姻之禁在封建时代，奴婢不入官方户籍，只附属于其主人名下。

而封建社会却有特定的贱民户种，其子女与一般平民子女的婚姻行为也受到限制。不过，在有些王朝，其严厉程度较奴婢与良人的婚姻之禁为轻。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规定：“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

，只有那些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听之。”

②这里所说的第二种情况表明，他们实际已由贱户晋升为良民，即户种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因而不受良贱为婚之禁的限制。

唐代的杂户、官户低于良民地位，所以唐代规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

③宋代继承了唐代这一政策。杂户和官户所以被禁止与良人婚姻，是因为“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

“官户亦隶诸司，不属州县，亦当色婚嫁，不得辄娶良人。”

④

元代以来，贱籍虽仍存在，而国家在法律上对贱户与良

①《唐律疏议》卷１４。

②《魏书》卷７，《高祖纪》下。

③《唐律疏议》卷１４。

④《宋刑统》卷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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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婚姻所作限制较少。

不过，在民间，这种风气仍有表现。

明清时的乐户、蜑户、惰户仍有不得与良人为婚之禁。

此外，优伶乐人也不得娶良人子女为妻妾；“违者杖一百，知情嫁卖者同罪，媒合人减等，财礼入官，子女归宗。”

①

封建社会对贱户所作婚姻限制，目的在于：以此作为禁锢贱户职业的手段。贱户不完全与奴婢相同。奴婢在封建社会不能单立户籍，即国家版籍对他们不予单独反映。他们隶属于其主人名下。而贱户有单独户籍，但他们所从事的是贱业。通过婚姻来改变社会地位，脱离贱业恐怕是贱户子女所渴望的，而在官方看来这是良贱逾制之行，所以要予以禁止。

不过，与奴婢相比，贱户家庭在封建社会并不是一个数量很大的群体。因而所受限制的范围也不会太大。

３、官僚与为贱业者婚姻之禁平民与贱民的婚姻尚在禁止之列，官僚则更不能例外。

需指出，这里的贱业并非指一般的奴婢或贱户，而是指那些操持卑贱职业的人。

元代规定：“诸职官娶娼为妻者，笞五十七，解职，并离之。”

②娼妓作为最贱之业，官员与之婚姻，所受处罚最重。明代法律对官僚娶乐户之女有专门限制：“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附过侯荫袭之日，降一等，于边远叙用。”

③这意味为此婚姻的官员虽

①《明会典》卷１４１，刑部。

②《唐明律合集》卷１４，《户婚》。

③万历《明会典》卷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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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免职却也失去了政治前程。清代也有此规定。而清代雍正年间对乐户的废除，此律令从法律上讲当然就失去了效力。

我们在此特别提出政府对官僚此项婚姻的限制，意在表明它对一般平民的限制并不很严格。

４、贵族与卑贱职业者婚姻的限制在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人们在身份上的划分只有良贱两种，然而站在世袭贵族和达官显宦角度来看，人们在身份上不仅有良贱之别，而且还有贵贱之分。这里实际将贱者的范围大大扩大了。一些平民家庭、工商家庭也往往被他们作为卑贱之户，并在婚配对象上将其排除在外。当然这并非各个王朝所普遍推行的政策。

北魏规定：“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贱为婚，犯者加罪。”

①这些法令下达的背景是，当时“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赂，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在统治者看来，由此导致“尘移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

②从北魏政府一再发布律令禁止这一点来看，贵贱为婚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太和二年（４７８年）孝文帝下诏指出：“皇族贵戚及士庶之家，不惟氏族高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记，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

朕念宪章旧典，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

③

①《魏书》卷５，《高宗纪》。

②《北史》卷２，《魏本纪》。

③《魏书》卷５，《高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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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规定：“宗室娶沿街卖唱之女为妾，比照官吏娶乐人妓者为妾律，杖六十，不准折罚”

①。从封建法律上讲，卖唱之人并未被贬入贱籍，只是在民俗上她们被视为从事不甚体面活动的人。所以清政府这一政策完全是其对习俗的认同。

二、婚姻的伦理限制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婚姻所用伦理限制主要表现为在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的人群中实行某种限制，以防止人伦关系的紊乱。

（一）有直系血缘关系或有形式直系血缘关系婚姻之禁。

其中主要是指与同父异母姊妹或娶前夫所生之女为婚之禁。

唐代规定：“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及娶同母异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处罚方式是：“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年；强者，流三千里；折伤者，绞。”

②这一规定几乎为被以后王朝原封不动地照搬。

至明代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年）

，对其中有些内容作了更动，即“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

③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娶同母异父姊妹这类现象容易禁止，而娶前夫之女则在民间有一定普遍性。明代正统时（１４３６—１４９年）

，福建闽县知县上奏指出：“近见世俗之人，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者，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男为

①《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８１，刑１３，户律婚姻。

②《唐律疏议》卷２６。

③《明史》卷９３，《刑法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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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者，不惟兄妹男女之别不明，亦与父母舅姑之名不正。“

所以该知县建议：“今后若此，依娶同母异父姊妹律减等科断。”结果被英宗批准。

①

对同母异父姊妹婚姻行为的禁止，虽然统治者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伦关系的紊乱，可是站在今天来看，它也有可肯定的积极意义。

那就是在客观上抑制了这种近亲结婚现象。

而对娶前夫之女所下禁令则完全在于保持社会名分关系的正常化。

（二）同姓为婚之禁同姓为婚之禁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

《通典》载：“殷以上而婚隔同姓。”周代则不娶同宗族。

《礼记》说：“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其别也”。

“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②可见周代是我国正式禁止同姓为婚的朝代。

当时的统治者已认识到“同姓为婚，其生不繁”

③的道理。然而其中所孕含的伦理成分更多。孔子指出：“同姓为宗，有合族之义，故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昏（同婚，作者注）姻不得通，周道然也。”

④这是孔子对周代同姓不婚政策的解释。而秦汉时人们又把这一认识上升到更高的程度。

《白虎通。姓名篇》指出：“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畜，别婚姻也。故礼别异类，使生相

①《典故纪闻》卷１１。

②《通典》卷６０，礼６０。

③《左传》喜公二十六年。

④《孔子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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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不娶同姓者何？

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

可见，如果说同姓为婚之禁在最初制订时尚有为了保持种族繁盛不衰的目的话，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则更多地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伦理规范上。

不过，对此秦汉以来的王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西汉时吕后妹嫁吕平，王莽娶宜春侯王成女。

①而这些人在当时可谓都属贵族阶层。晋刘颂为汉广陵王后代，而临淮陈矫本为刘氏子孙，与刘荣为近亲，只是“出养始改姓陈。”因而“颂（刘颂）女适陈氏（陈矫子）

，时人讥之。“而当事者也为自己开脱，”若同姓得婚，论如虞陈之类，礼所不禁，同姓不殖，非此类也，难者不能屈。“

②即对这种婚姻他人无可奈何。

显然当时没有明确的处罚法令。甚至还有人为自己的同姓婚姻行为辩解。晋代濮阳太导刘暇与同姓刘畴为婚，受到旁人指责。司徒把此事交与太常司汉博士评议，众博士“非之”。

而刘暇认为：“同姓有庶姓，有正姓；有复姓，有单姓。钟云出于钟离之后，胡母与胡公同本。复钟单钟，复胡单胡，今年共婚，不以损一字为疏，增一字为亲，不以共其本为悔，取其同者为名，宜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之别，故婚姻不疑耳。”

③刘暇所言是有道理的。

如果以同姓作为婚姻的分水岭，那么限制范围太大了。

同时这也说明，晋代出现这种争论，正

①《通典》卷６０，《礼》２０。

②《通典》卷６０，《礼》２０。

③《通典》卷６０，《礼》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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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当时法令上没有明确开列同姓为婚之禁，所谓“同姓不婚”

只是处在一种习俗状态，或由民间组织如宗族来维持。

而北魏以后的王朝对此规定严格起来。

从资料来看，北魏孝文帝是较早把同姓为婚之禁载入律令中的统治者。太和七年十月（４８２年）文帝下诏：“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政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旧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釐改，自今悉禁绝之，有犯者以不道论”。

①北周武帝于建德六年（５７７年）

所下诏令更严格：“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氏之族，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②这显然扩大了同姓为婚姻之禁的范围，由父族延至母族。

唐代以后则将同姓为婚之禁载入典章。

唐代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③。金朝天辅元年（１７年）五月规定：“自收宁江州以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

④天会五年（１２７年）太宗下诏：“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新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

⑤元朝在至元年间始有同姓为婚之禁。

《元典章》规定：“同姓不得为婚，截自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正月二十日为始，已前者，准已婚为定；

①《北史》卷３，《魏本纪》。

②《周书》卷６，《武帝纪》下。

③《唐律疏议》卷１４。

④《金史》卷２，《太祖纪》。

⑤《金史》卷３，《太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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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后者依法断罪，听离之“。

①这说明，当一个王朝尚未完成其政权建立过程时，对此也顾及不到；一旦其统治稳定之后，则把婚姻这种与礼义有关的行为看得重要起来。

明代规定：“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离异”。

②并且，明代还对皇族特意作了规定。

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年）

“禁诸王府与亲属为婚姻”

③。宪宗指出：“婚姻，人道之始，礼之大者，不可不谨。矧藩府朝延亲属，宜为朕遵行，以先天下。”

④清代的政策与明代基本一样。

“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

⑤主婚者被包括在处罚范围，实际是针对男女双方家长、媒人等有关者。

我们承认，上述王朝所作同姓为婚之禁政策，具有抑止近亲结婚的客观效果，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伦理关系。

其对近亲结婚只在于限制同宗族的婚姻行为，或者说只在父系方面作了限制，而对母系方面的影响很小。

同时，还要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的同姓为婚是难以彻底禁止的，并且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要求。这是因为，以姓氏为标志的人口群体在数量上的分配相差悬殊。中国姓氏中，大小姓人口之间的数量差异非常大。在隋唐以后的社会中，张王李赵始终是民间大姓。

第二是分布不一样。

在一个地区中，有的姓氏常常聚连一村、数村乃至一乡，人口

①《元典章》卷１８，户部４。

②万历《明会典》卷１４。

③万历《明会典》卷１４。

④《皇明宝训》卷２，正风化。

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７５６，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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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而有的姓氏则只有几户，几十户。如果硬性地按照同姓不婚的政策去要求，那么就会出现人口婚姻对象比例上的失调。所以，这种政策在民间失去了推行的条件。清代大官僚张伯行指出：“古人娶同姓，犹讳言之，而人仍指摘之；今则公然结婚矣，亦无人告之以不当然者”。并说他的家乡，“张姓为多，又均系大族，结婚者，往往而有。”

①清代甘肃不少地方，“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过此则不论也”。

②由此可见，现实社会的客观状况使这一政策的强度被软化了。

三、对无服远亲的婚姻限制这一限制主要在于防止尊卑关系发生混乱。

该政策的最早实行者为唐王朝。

唐时规定：“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

③。我们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唐代的这个禁令在永徽年（６５０年）以前尚未颁行。永徽二年（６５１年）

，纪王慎等倡议：“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婿，姊妹堂外甥，虽并外姻无服，请不为婚”

，得到高宗批准④。

而这次倡议产生的背景是御史大夫李乾祐所上奏疏。

他指出：郑州人郑宣道先聘少府监李元又妹为妻。

元又妹即宣道堂姨。

元又认为这与情“不合”

，“请罢婚。宣道经省陈诉，省以法

①《正谊堂文集》卷９。

②赵翼《簷曝杂记》卷４，７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

③《唐律疏议》卷１４。

④《唐会要》卷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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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禁判，许成亲“

①。有鉴于此，纪王慎等才上奏请定新令。而唐代这一政策又成为此后王朝的范本。明代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明会典》载：“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若女婿及子孙妇之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若娶已之上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

②对此，清代完全予以继承。

无疑，中国封建社会对远亲婚姻行为所作限制重在维持亲属间的尊卑关系，而它在客观上也是对近亲婚姻行为的限制。

（四）中表婚姻之禁明确的中表婚之禁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较晚。因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同姓为婚和尊卑为婚所作限制上了。而中表之间的婚姻属于异姓，并且是在同辈之间进行。因而它长期没有受到统治者的禁止。

据记载，金元时已有中表为婚之禁。而明代则有了具体的限制。明洪武时规定，若娶已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

③。

《明史。刑法志》也载：“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是皆缌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为婚姻”

④。

然而，这一政策至明时也受到动摇，一些官僚要求放松限制。朱善指出：“民间姑舅及两姨子女法不得为婚。仇家诋

①《唐会要》卷８３。

②万历《明会典》卷１４１。

③《大明律》户律。

④《明史》卷９３，《刑法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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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或已聘见绝，或既婚复离，甚至儿女成行，有司逼……。

按旧律，尊长卑幼相与为婚者有禁，盖谓之母之姊妹，与已之身，是为姑舅两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属。若姑舅两姨子女，并无尊卑之嫌。“

他还举出先王朝中表为婚之例来支持自己的意见：“‘成周时王朝相与为婚者不过齐、宋、陈、杞，故称异姓大国曰伯舅，小国曰叔舅。列国齐、宋、鲁、秦、晋亦各自为甥舅之国。后世晋、王、谢、唐、崔、卢、潘、杨之睦，先陈之好，皆世为婚媾。温峤以舅子妻姑女，吕荣公夫人张氏即其母申国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愿下群臣驰其禁’。帝许之”

①。不过，明律对此更动并不予以反映。从朱善之言也可知，即使在驰禁之前，民间社会也没严格按此行事，中表为婚者不在少数。只是在有人纠告之时，官府为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才出面干预。

至清代对此明确规定：“其姑舅两姨娣妹为婚者，听从民便”

②。

从封建社会对中表婚不作限制，到予以禁止，再至解禁这一过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并没完全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尽管先秦时已有人提出“同姓为婚、其生不繁”这一观点，但只是他们直观的感觉。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这种“其生不繁”并非由“近亲”所引致，而或许是种种蕴含于其中的精神因素、道德因素以及某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力量所造成。正

①《明史》卷１３７，《朱善传》。

②《大清律例》，尊卑为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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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所以在先秦社会，政府不会对中表此类近亲婚姻行为施以禁令。相反，统治者本人往往成为中表婚姻的实践者。因为这样可以亲上加亲，保持上层统治队伍的稳定，进而形成皇亲、国戚互相交织的亲缘网络。由大及小，民间社会普通百姓以此作为互相依托的手段。而后来一些王朝所下禁令也并非从近亲关系，而是从服属关系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即从两者为“缌麻亲”这种伦理上去看待。由于缺乏对此种婚姻在后代身上产生危害性的认识，所以即使有禁令也难以落实，最终又被解除。这种法令维系时间可谓短暂。

四、皇族婚姻限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族是社会各群体中等级最高的阶层。

为保持其特殊地位，最高统治者也对其婚姻范围作了某种规定。

在皇族子女婚姻中，最受统治者关注的是公主、宗室之女的婚姻。因为皇族男性成员婚配时，是将社会身份低于自己的女子娶进来，其本身所处环境、地位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而皇族之女的婚姻在当时被称为下嫁。即她们在社会上所选择的任何婚配对象的地位都高不过其现有地位。所以，对皇族来说就需谨慎从事，否则将会败坏皇族名声。唐代甚至连皇族之女的婚姻称谓也有专门规定。

唐高宗于显庆２年（６５７年）规定：“县主出嫁者称适，不得称降；取县主者称娶，不得称尚”

①。由此表现出皇族婚姻的特殊性，进而体现其尊贵特征。

①《唐会要》卷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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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皇族之女的婚配范围多在士族中选择。而士族在当时社会主要指士大夫之子。

宋代规定：“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

①仁宗嘉祐五年（１０６０年）下诏指出：“自今白身人娶宗室女，须三代有官；或父祖尝升任朝官，而告敕见存者，仍召京师官委保之。其已在任者，三代虽不尽官，亦听”

②。

可见，为皇族之女选亲之家并非指一般士大夫家庭，而是世代为官者，至少其父祖有现任官职。宋徽宗崇宁二年（１０３年）规定：“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之孙为婚姻”

③。这又给其婚姻打上政治烙印。

当然这也是对社会地位重视的反映。

“奸党”

之家已被列入受压制和打击的范围，那么就不能让皇室之女受此委屈；同时也以此防止“奸党”借这种联姻来改变境遇。

对已嫁之皇室女子在夫家的地位，宋仁宗时（１０２３—１０６３年）

作了改动。

当时，“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之以避舅姑之尊”。仁宗认为这种状况甚不得体，“朕尝思此，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也”。固而让有关衙门负责改正过来④。也即让家室女在夫家尊奉舅姑。

与宋代相比，明代公主婚嫁时对夫家的社会地位要求并不严格，而强调未来附马本人条件的重要性。即“凡选附马，礼部在京官员子弟年十四至十六，容貌齐整，行止端庄，有

①《宋史》卷９，《仁宗纪》１。

②《宋会要辑稿》礼部。

③《宋史》卷１９，《徽宗纪》１。

④《宋史》卷１３，《英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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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者报名“。然后，”司礼内臣于诸王馆会选“。但如果在这个范围中没选出来，有关官员则博访于畿内、山东、河南，选中三人，钦定一人，余２人送本处儒学，充廪生”。

①对此，《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本朝（即明朝）公主，“俱选庶民子貌美者当之，不许文武大臣子弟得预，为虑甚远”

②。可见，前面所说“在京官员子弟”只是指一般官员子弟，而非大臣衙内。所谓此举“为虑甚远”

，我们认为主要是为了防止大臣借此婚姻树威群臣之中，干涉朝政。

以上是对公主的婚姻要求。

那么一般宗室之女又如何选择婚配对家呢？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规定：“宗室子女年十五以上，奉行本境内官员，于军民之家及居官入籍年久者，选择婚配。虽系重结王亲，亦必服属无碍，方准题请授封成婚。”

③

清代皇族有其特殊的规定：“国初创建定制，近派及岁宗室之女，将年岁相当之蒙古世族子嗣选指额附”。

④“额附”即宗室女的婚配对象。如果说这是一种族外婚的话，那么，宗室女还有另一系列，即族内婚。清政府规定：“宗室女不得与八旗另记档案人户结亲”。

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

高宗下令八旗都统：“凡另记档案之人，皆造具清册，送府存案。嗣后宗室女许婚，除勋旧世家外，令将现欲婚姻之人、族姓、官职预报族长，呈府（即内务府）查对，果非另记档案之人，方许

①《明史》卷５５，《礼志》９。

②见该书、补遗，卷１，公主。

③《明会要》卷１４，礼９。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宗人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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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亲“。

①这里的另记档案之人显然与其在八旗中的地位有关。

关于皇室男性成员的婚姻，各朝所作明确规定不多。实际上，只要非贱人家庭出身者均在其选择范围。不过一些王朝也有一定限制。明代规定：“凡亲王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之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

但是娼妓，不许狎近“

②。明代在宣德以前，“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选择”。后因“宗室蕃盛，选之难悉得人”。所以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

，宣宗下诏：“诸王婚娶悉自行选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之冠服册诰仪物，诸王便之”

③。万历时又规定：“宗室奏选正配，仍奏请封号，俟有成命，方许成婚。若成婚在未封之先者，谓之擅婚。所生之子，止许请名，不许请封”

④。清代宗室王公等嫁娶，“候旨指配者居多。”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

，高宗指出：“凡人嫁娶，理宜及时，今宗室繁衍，若不分别远近，一概候旨指配，不能无逾时久旷之虑”。所以他认为，“世系近者，若年已长成，婚姻结定，令其奏闻；若尚未结定，令其请旨。世系远者，当各听其便。”

⑤显然，明初和清初对宗室王公及其子弟实行由“朝廷选择”或“候者指配”制就意味着将平民之女排除在外。

不过，这种“官办”也只限于其为其选择正房嫡妻，至于诸妾之纳则恐怕没在朝廷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宗人府。

②《明会要》卷１４，礼９。

③《典故纪闻》卷９。

④万历《明会典》卷５４，礼部１３，婚姻。

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宗人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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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范围之中。

总之，从社会地位上看，皇族对其女之婚嫁格外认真，因为这是保持皇家尊严所需要。而明朝对公主婚配对象的选择表现出一定特殊性。至于对皇族男性成员的婚姻，统治者只是在管理程序上予以限制，而具体选择目标更多的是由其自己决定，而未作社会地位上的诸多限制。这是因为皇帝本人尚且以天下平民之家作为其选妃择嫔的对象，对皇室诸王公贵族的限制也就没有必要了。

五、婚姻范围政策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对婚姻范围所作规定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和伦理基础上的。

按照封建政府和当时社会观念的要求，同一等级的人群只能在其本等级内互为婚配对象，而不得在高于或低于其等级的群体中去选择。统治者试图以此来防止产生社会关系混乱的现象。同时需要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在婚姻上所表现出的等级并不十分复杂，即没有三六九等之分，其基本成份是贵贱或良贱。而社会中毕竟良民阶层所占比例远远大于贱民阶层。所以，这种规定，对大多数人的婚姻行为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限制。特别是中国的皇族也以平民作为其婚配对象选择范围，因而更简化了婚姻中的等级层次。另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等级制度对平民男性成员的婚姻限制并不很大，在他们不能娶贱性女子为妻时，却可以以其为妾。而这种情况则不在政策禁止之列。由此更淡化了婚姻中的等级色彩。

中国封建社会中婚姻范围中的伦理政策，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尊卑关系上，其中也包含着某种名分。这种尊卑间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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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行为的限制又是为了维护亲缘关系的不逾制，从而为封建文化中所倡导的礼制的维持打下基础。婚姻的伦理限制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亲结婚行为产生了抑止。

第三节　婚姻秩序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秩序更多地体现在一个家庭之中。

政府试图通过其某种干预来保持婚姻行为的严肃性。在他们看来，“夫妇之道，王化所先，婚姻之礼，人伦所尚，所以承绍家业，嗣续祖妣，静而思之，安可不敬”

①。

一、限制有妻更娶有妻更娶是指在正妻之外再娶。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在形式存在着一夫多妻制，而实际上它奉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即一个丈夫只有一个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妻子，这就是正妻。除此之外，只能纳妾。妻子故逝之后才能续娶，而不允许“有妻更娶”。

这是统治者维护婚姻秩序的重要措施，由此可避免引起家庭关系的混乱。

唐代规定：“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②。元代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

世祖下诏：“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

③

①《唐会要》卷８３。

②《唐律疏议》卷１３。

③《通制条格》卷４，户令。

— 160

。

０５１。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其态度可谓严厉。明代规定：“若有妻更娶者，杖九十，离异”

①。

清代除了对明代政策继承外，还特别对官员提出要求：“官员有妻再娶，杖九十，私罪，降四级调用”。而对民间存在的“肩祧两房”

现象却予以宽容。

清政府认为：“承祧两房，各为娶亲，冀图生孙续嗣，是愚民固知嫡庶之礼，与有妻更娶不同，止宜别先后而正名分，未便律之离异之条”

②。这可谓是一种让步，从本质上讲，“肩祧两房”

具有一夫二妻性质。

不过由于两房并不生活于同一院宅，加之这类婚姻在当时社会也不普遍，所以统治者未予严厉限制。

二、纳妾规定及对更动妻妾顺序的限制对纳妾之行，在封建社会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而更动妻妾顺序则是关系到嫡庶地位的问题，是上下逾制的表现。所以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这一点着眼，政府给予了限定。

（一）有关纳妾的具体政策在封建社会，纳妾是人们为了达到多育目的和满足某种腐化生活而采取的特殊婚姻行为。在官僚和富裕阶层中，纳妾是极普遍的现象。

因而统治者不会去制订政策来作茧自缚。

不过有些王朝作了有条件的限制。

数量上的限制。金代天眷２年（１３９年）规定：“庶官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许置妾”

③。元代曾规定：“诸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离之。在官者，解职记过，不追财

①万历《明会典》卷１４。

②《刑案汇览》。

③《金史》卷５，《海陵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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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①。不过这一政策甚不明确。我们这里只能这样理解，即它只是控制妾的数量。当然也有禁止有妻更娶之意。

限制纳妾者的年龄。

明代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可娶妾，违者笞四十”

②。而这一政策又来源于元代。元代《通制条格》载：“州县人民有年及四十无子，欲图继嗣，再娶妻室，虽令可离。或已有所生，自愿者，令无断罪，议改为妾”。即这是对那些“欲图继嗣”者的照顾。

手续上的限制。元代有这样的要求，“若娶妾，许明立婚书”

③。

封建社会在纳妾问题上所作限制并没有多少作用。因为这不象有妻更娶，不仅受到政府法律约束，而且也受到家庭、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干涉。

特别是官僚可以不受限制地纳妾，对一般百姓在年龄上所作规定就更不会使人俯首遵命了。

（二）禁止更动妻妾秩序在封建社会，更动妻妾秩序是对等级、名分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侵犯，所以为封建政府所不容。

唐代开此政策之先河：“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

④。

由此可见，唐代的这一政策包括多项内容，其中心是妻妾顺序不可互相颠倒，同时也不得将贱人娶为妻妾。但是，“若婢

①《元史》卷１０３，《刑法志》２。

②万历《明会典》卷１４。

③《元典章》卷１８。

④《唐律疏议》卷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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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

①。

明清时期实行同样的规定：“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

②。这里第一种情况是把正妻降格为妾，而第二种情况则与有妻更娶属于同一性质。

三、收继婚之禁收继婚就是在一家之中，弟将兄死后所遗妻子收继为己妻，甚至有将庶母收为己妻者。严格地说，这是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婚姻习惯。不过，随着民族间的交融，唐宋以来逐渐流行于全国。

蒙古族是保持这种遗风最重的民族。

而其入主中原后，作为全国性的统治者，对此也加以限制。元至顺元年（１３０年）

，文宗敕令：“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③，但没有规定处罚方式。

《元史。刑法志》记载有这样的律条：“诸兄收弟妇者杖一百七，妇九十七，离之，虽出首仍坐”。可见，前者所受处罚也不会低于这个标准。

不过，即使如此，元代这种现象并没有禁止住。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把革除此俗作为国初一项重要任务。

他说：“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同，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④。因而明初对此所定律令颇为严厉：“若收父祖及伯叔母者，多斩。

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

①《唐律疏议》卷１３。

②万历《明会典》卷１４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７５６，刑部。

③《元史》卷３４，《文宗纪》３。

④《明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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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绞，妾者减二等“

①。宣德四年（１４２９年）又强调：“五刑之属三千，莫大于不孝，有蒸父妾，收兄弟妻者，送京师治之。

武臣及子等犯者，失职毋袭，著为令“

②。当清（或后金）在关外时期，满族中弟娶寡嫂，兄纳亡弟妻，以及婚姻中行辈混乱之事是很常见的。至今仍在引起争论的顺治初太后下嫁小叔摄政王多尔兖事，从满族习俗来看，那是完全允许的。

后来由于接受汉族伦理道德的薰陶，才严禁收继婚。

不但如此，对少数民族中凡有此类习俗者，清政府亦持反对态度。雍正时曾为青海藏族立禁约：“父没不许娶继母及强娶兄弟之妇。”

③

封建政府对此如此重视，主要是这种收继形式悖乱了家庭中的长幼秩序，并有乱伦之嫌，淡化人们的廉耻观。

而在不少地区，这种风气仍未煞住，尤其是偏僻之域，明代湖北一些郡邑，“其弟配孀嫂，兄收弟媳，亦视为常事”

④。

清代甘肃“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颇阔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比比皆是”。

⑤但收庶母之事则得到控制。

第四节　离婚及再婚政策

结婚与离婚是人们婚姻行为的两个方面，而再婚是婚姻

①《大明律。户律》。

②《国榷》卷２１。

③《清世宗实录》卷２０。

④（明）包汝楫《南中纪闻》。

⑤《簷曝杂记》卷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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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补充手段。在婚姻过程中，这些活动本应该带有较多的自然色彩。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同婚姻的缔结一样，原有婚姻关系的结束与此后新的婚姻行为产生也同样受到政府的干预。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重结婚而轻离婚和再婚的社会。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习俗上都是如此。

一、离婚政策严格地讲，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健全的离婚政策。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离婚过程中，政府赋予男性更多的权利，而妇女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接受被丈夫休弃的结果。

按照唐律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疏议”对此解释说：“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虽见兄弟，送迎尚不踰阀。若有心乖唱和，意在分离，背夫擅行，有怀他志，妻妾合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故云‘加二等’”


①。这就是说，妻妾即使对现时的婚姻不满意也无权提出离婚要求。

更为严重的是，“七出”

制的实行将妇女完全推到被动的地位。

“七出”理论的出现很早。

《大戴礼记。本命篇》有：“女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盗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妒去。”而这一理论成为律令的依据和内容，至少在汉代就存在。

只是史籍的缺佚，我们尚没见到具体规定。

唐代律令是现在所见最早的记载。

《唐律疏议》“婚律”指出：“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嫉，七恶疾”。这一规定被后代所沿袭，只是顺序

①《唐律疏议》卷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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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遣词有不同。元代为：“一不顺父母，二无子嗣，三犯淫乱，四妒忌，五言语无定，六窃盗家财，七有恶疾体臭”

①。妇女只要被丈夫家认定有以上七种过失中的一种，即可被正当地驱逐出门。

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宽容：“有所取无所归投，不去；守翁婆三年孝服满，不去；先贫贱后富贵，不去”

②。

为了防止丈夫及其家族任意休弃其妻子。唐宋以来的王朝也作了一些限制。

唐代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出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

③。

明代律令与唐内容几乎一样：“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

明代还有一补充性规定：“若犯义绝应离而不离者，亦杖八十；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

④然而由于七出包括的内容如此广泛，丈夫及其家族要想找出其中一条理由出妻，是很容易的事。从这一点来讲，政府所定保护为人妻子利益的政策本身具有的力量也显得很微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封建社会由于有“七出”之条，而导致家庭结构很不稳定，出妻现象非常多。实际上，我们认为，“七出”之条不在于赋予丈夫任意抛弃妻子的权利，而在于借此对妻子形成一种压力，产生威慑作用。因为“七出”中除第二条“无

①《吏学指南》。

②《吏学指南》。

③《唐明律合集》卷１４。

④《唐明律合集》卷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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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嗣“和第七条”有恶疾体臭“非妻子主观所有外，其它五条都是对妻子行为的限制，以此让妻子在家庭中俯首听命，而不敢有所妄为，并借以保持家庭的和睦。而丈夫在这些方面则没有限制。这也表明，在封建社会，妻子并没有被丈夫家族作为主人来看待。不过妻子一旦生子养女，乃至熬成婆婆之后，其家庭地位就会大大改变。

那么在封建社会，妻子是否被彻底剥夺了离婚的权利？

并不是。在以下情况下，他们可以提出离婚要求。

１、夫家虐待妻子。唐宋时即已有规定，而载入令典是元代以来的事。元代规定：“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罪以本殴伤论，并离之。

若妻不为父母悦以致非理殴伤者，罪减三等，仍离之。“

“诸职官殴妻堕胎者，笞之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官品一等，往边远一任，妻离之”。

“诸舅姑非理陵虐无罪男妇者，笞十七，男妇归家，不追聘财”

①。这意味着，发生上述几种情况，官府即可判离。不过，前提当然是受害妻子告发于官府。

明清时与元类似，然而处理结果与元代有差异。

按照明律：其夫殴妻，官府“先行审问，夫妇如愿离异者，断罪离异。不愿离异者，验罪收赎”。

②方式比较灵活。

２、夫卖妻为奴婢者。

夫卖妻为奴实际等于将良人贬为卑贱之人，同时和这夫妇之义不相符合。

所以政府要予以干预。

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即天灾人祸时，鬻妻卖子现象并非个别。对此，政府也无力干涉，往往动用官

①《元史》卷１０３，《刑法志》２。

②《大明律。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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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将平民被卖之妻赎回，归之原夫。

以上表明，妻子只有在人身受到伤害，或良民地位受到威胁时，才有离婚的可能。

即当此时官府才受理其离婚要求。

可见她们这方面的权力是很有限的。然而，这种对妻子的保护性规定是很重要的。

二、对妇女再婚的限制及不再婚的鼓励再婚虽然是男女都可能面临的问题，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对男性再婚，政府一向没有限制，甚至采取鼓励政策。所以，总的来说，封建社会的再婚主要指夫死妇女或称寡妇的婚姻。

隋唐以前，政府并没有对妇女再婚设置过障碍。一些王朝为了鼓励人口增加甚至强迫妇女再婚。

北齐天保七年（５６年）

，高洋遣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军士”

①。这显然是对军士的笼络。

但从中也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观念。

北周时，武帝要求鳏寡要“以时嫁娶”。

②

但无论在隋唐前，还是隋唐后，都有对夫死而守志妇女的保护和鼓励政策。北魏均用制规定：“寡妇守志者免课，亦受妇田”

③。唐代，“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斯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

④。唐太宗曾下诏指出：“其鳏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以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者，并任

①《北史》卷７，《齐本纪》中７。

②《周书》卷５，《武帝纪》。

③《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④《唐律疏议》卷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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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愿，无劳抑以嫁娶“

①。而这里显然主要指妇女而言。至元明清时更颁布律令予表彰“守志”者。明代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②清代对此予以继承。

雍正时又有补充性规定：“节妇年逾四十而身故，计其守节已逾十五载以上者，亦令该地方官据实奏报，一例旌表”

③。这种措施对于加强寡妇的“守志”观念，提高其社会地位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封建政府的旌表、免役之政意在宣扬这种风气，而不是为了普遍推行这种“守志”做法。

在封建社会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政策，即禁止再婚。特别是禁止贵族之妇和命妇的再婚行为。宋代仁宗时开始对宗室妇女再嫁作出限制：“宗室大功以上亲之妇，不许改嫁，余夫亡而无子者，服除听还其家”

④。辽代开泰六年（１０１７年）明确规定：“禁命妇再醮”。

⑤元仁宗时强调：“妇人因夫子得封者，不许再嫁”

⑥。元代在一个时期内曾规定：“寡妇夫死，不许再改嫁”

，以此来倡导“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道德“。

⑦

明代的政策是：“夫丧而身自嫁者，杖一百。

若命妇夫亡再嫁，亦如之，追夺并离异。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

①《唐律疏议》卷１１４。

②万历《明会典》卷２２。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３，礼部，风教。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５１。

⑤《辽史》卷１５，《圣宗纪》６。

⑥《元典章》卷１１，吏部。

⑦《元典章》卷１８，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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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坐“。

①明代所规定的禁寡妇“身自嫁”

，主要是指妇女未返回母家而私自嫁人。统治者对命妇的再婚的限制，主要出于其政治需要。

在他们看来，命妇应该是天下妇女行为之仪表，想通过她们以身倡导封建礼教。而命妇一旦改节，则将使封建礼教的尊严因此而丧失，政府施加于其身上的神圣光圈也会因此不复存在。至于一般平民，即使在实行严格限制再婚的时期也不会产生多大作用。

如元代虽有禁妇女再婚之制，而至大年间（１３０８—１３１１年）以来，“妇人夫亡守节者甚少，改嫁者历历有之”。甚至“齐衰之泪未干，花烛之延复盛”。

②此说可谓形象。因为对她们来说生存是第一需要。但同时也应看到，通过政治家和思想家对贞女、节妇行为的表彰与宣扬，民间社会妇女的再婚行为受到极大抑止。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第五节　具有积极意义的婚姻政策

所谓积极意义的婚姻政策，是我们站在当代来反观历史时，对某些婚姻政策在当时所具有的可肯定成份而给予的评价。这些政策确实对抑止当时的婚姻弊端产生过作用。

一、禁止指腹和割衫襟为亲在我国传统社会，指腹和割衫襟为亲是民间的一种陋习，是父母包办婚姻的极端表现。宋代司马光对这种定婚形式的

①《明律。户律》４。

②《元典章》卷１８，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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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曾作过论述。由于男女双方尚未降生即被其父母确定为婚配对象，而“及其既长，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官远方，遂致弃信负约，连狱致讼者多矣”。

①这种定婚形式秦汉以前即在民间流行，然而唐宋以前未见到明确的禁令。

最早载入典章的禁令为元朝。它规定：“诸男女议婚，有以指腹割衫者禁之”。

②明清时也有禁令，然而，如何处置却没说明。

实际上，指腹和割衫襟定婚主要是成人之间加深私人间关系的手段，同时包含有父母担心子女长成时婚姻出现困难而未雨绸缪之意。因而，即使有禁令，也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制止。在偏远乡野尤其如此。

二、禁止婚姻纳财婚姻纳财是中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历史时期，它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即贫穷之家常因拿不出钱财来聘娶使婚姻失时，而富贵之家常以财富作为与社会等级高的家族结亲的方式。在封建政府看来这些都是对社会风尚和秩序的干扰。

明代政府对第一种情况比较重视。即禁止纳财过重而使男女婚配不能及时进行。

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

，朱元璋下诏：“婚姻勿论财”

③。

而在具体贯彻中起作用的还是地方官员。

王

①司马光：《家范》，载《大学衍义补》卷５０。

②《元史》卷１０３，《刑法志》２。

③《明史》卷２，《太祖纪》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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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任南赣巡抚时所制《南赣公约》指出：“男女长成各宜及时嫁娶。往往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中，遂致愆期”。所以该乡约要求：“乡长等其各省谕之老人，自今其称家之有无，随时婚嫁”

①。况钟在苏州太守任上，针对“各县有等人民，先年将女儿聘定，续因贫穷，勒要财礼等物，年已长成不能毕婚”的现象，要求各县官吏，“仰乡都邻县老人取勘现数，再三叮咛，从宜相助，定限完婚”

②。浙江诸暨县令陈毅轩任内曾规定：民间嫁资分上中下三等，“议婚时即定，夫家不得争厚薄，所以民甚便之，其俗遂化”

③。

对此，清代一些地方官也很重视。道光初年浙江地方官曾发布告示要求：“嗣后民间嫁女不许用重金珠、玉翠、绣被、绣衣；总以银器数事，布帛数件为度，即富家不得过银百两，中户不得过四五十两，下户不得过二三十两，最少之户即三两五两亦可嫁女”

，“彼此不得争竞”

④。

可见地方官员既是国家法令的执行者，又是地方具体法规的制订者，通过他们的主观努力，政府法令的实施效果将更明显。

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禁止婚姻纳财，在明清时期有防止溺女婴的目的。明成化二十一年（１４８４年）

，宪宗指出：“人命至重，父子至亲。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败义，俗之移人

①《王文成公全书》卷１。

②《况太守集》卷１３。

③吴云：《得一录》卷２。

④吴云：《得一录》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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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于此，此实有司之责。自后民间婚嫁妆奁，务称家有无，不许奢侈。“

①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

规定：溺女必与严惩，归娶务从俭约“

，以“正其本原，籍挽薄俗”

②。

另外，隋唐宋以前，政府对婚姻中以财争胜的限制虽主要在防止逾礼越分行为，然而这对民间纳财风气也会起一定抑制作用。

三、早婚之禁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年龄的主流政策是鼓励早婚或放任早婚，因而要找出早婚的禁令则显得很困难。

西魏大统十二年（５４６年）

，文帝下诏：“女年不满十六以上，勿得以嫁”

③。而对违禁者却没有作出具体的处罚规定。

明代，蜀中“俗尚缔幼婚，娶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

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

，张士佩任该地巡抚时采取限制措施。

其方法是：“每五里则立一穹碑严禁之，每朔望阖邑报院，邑中婚娶者干家，其家男女若干岁，犯禁者重罪之”

，可谓措施严厉。然而由于“俗染渍已久，不能遽复”。

④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禁早婚的政策如凤毛鳞角。因为从总体上讲，在当时社会中这种现象并不是统治者所非常关心的政策。

①《北史》卷５，《魏本纪》５。

②《皇明圣训》卷２，正风化。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６９，户部。

④王士性：《广志绎》卷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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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小　　结

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政策可以被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婚姻的年龄规定，二是婚姻的伦理等级要求。前者反映了官方、民间在人们婚姻起始时间上的态度，自然属性较多一些，而后者则表现出婚姻社会性较强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人口婚姻年龄所作限定是基于当时社会多种因素的反映。当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统治者本身的利益，即通过人口的婚姻所引起的生育来促使人口的增长。

同时这也是对百姓愿望的遵从，即满足农业社会人们对劳动力的要求。

另外，在统治者看来，婚姻也是人们欲望所需，而适时的婚姻能把青年男女纳入家庭秩序之中，特别是增加其心理上的稳定程度，而又可进一步达到社会的稳定。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封建政府制订了年龄较低的婚姻政策。

因而，我们觉得，绝不能把早婚政策归结到封建政府试图增加人口这一个原因上，虽然我们承认这是一条重要原因。

封建社会婚姻政策对伦理等级的要求是整个婚姻政策的核心。在此，统治者特别强调婚姻的社会性。封建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繁琐的礼仪规范就决定了当时的婚姻不是简单的两性结合。而封建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不紊乱，首先从婚姻上来加以防范。这就决定了封建社会婚姻的当事者（主要指男女双方）对其婚姻没有发言权，而只能成为一种社会联系和结合的工具，即婚姻所带来的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的结合。从等级角度出发，封建政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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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两个家庭所处社会地位的一致，即门当户对才符合要求。在这一点上，家庭的财富状况是不能掺杂进去的。而从伦理角度着眼，导致亲缘关系混乱的婚姻被严格禁止。

我们把整个封建社会的婚姻政策结合起来就可发现，这一政策既要促使人口的繁衍生息，又要维护封建秩序这个大局。在某种情况下，统治者对后者的维护更重视。因为在封建社会，早婚政策容易被百姓所接受，并易能收到预期之效，而伦理、道德等级的约束却带有对人性抑制的特征，因而这种政策实施的难度较大，所以需要政府去不遗余力的宣扬。

封建政府对节妇行为的提倡，对亲死守孝期禁婚的规定等等，就是这一政策特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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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育政策

人口生育是自然属性非常突出的行为。

在中国封建社会，生育同其它人口活动一样，受到政府的干预，因而使其成为一种社会性行为。

当然，这一点在人类社会中也有其共性。

中国封建社会对人口生育的干预，主要体现为各个王朝通过其所制订的政策来促使人们的生育过程朝着自己理想的目标发展；最重要的是，以此来服务于其统治利益。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生育政策实际包括“生”和“育”两个内容。

“生”指人口的具体孕育出生过程，而“育”则包括对婴幼儿的养育和保护。

第一节　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

可以这样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生育政策的主线是鼓励人口增长。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不曾有过节制生育的政策。尽管这期间也有极少数思想家曾提出过生育节制的观点，然而它只能是鼓励人口增长大潮中的一点儿微澜，不会左右政府的政策。

一、鼓励人口增长政策产生和维系的根源一种政策能够被维系和贯彻两千余年，就表明它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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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生产水平发展的要求，而不是统治者随心所欲而为。

中国封建社会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是与农耕条件下的生产水平相适应的。

农耕文明的最显著特征是手工劳动。

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农业工具的改进很少，牛耕、铁犁一直从战国使用到近代（现代社会中仍没有彻底将其淘汰）。

因而，靠工具改进来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数量的扩大，几乎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选择就是人力投入的增加。

所以，在拥有基本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一个家庭生产规模的大小，收获物的大小乃至家庭的经济实力与其劳动力的多少有直接关系。而劳动力的状况又取决于家庭人口的多少，人口状况又与生育数量不可分离。由此更进一步，一个农耕水平下的国家也是如此。国家的实力同农业的发展，同人口、同生育等等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以人力众寡作为国力盛衰的标志早在战国时就为统治者所强调。

把追求人口增长作为目标的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所以能长期维系下去，同这一时期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战乱之多，肆杀规模之大，人口死亡之众，为世界各国历史上所少见。

在每次血腥浩劫之后，常常出现尸骨盈野、千里丘壑、满目萧条的景象。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带来的人口损失使封建国家田亩不得垦殖，力役无人承担，社会经济的恢复受到极大限制，发展更无从谈起。这种窘迫的形势和处境使统治者深刻地感受到人口的宝贵。因而制订出鼓励百姓生育的政策也就成为非常自然之举了。

天灾是阻碍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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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天灾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往往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乱。

并且，天灾又往往与战争相伴随而产生，由此中断了人口的增长过程，促使统治者采取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来弥补这种损失。

中国封建社会与世界各国的前工业化时期一样，其人口的发展也受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一规律的影响。尽管我国历史上有些王朝的人口增长较快，但从总体上看，这种增长却是非常缓慢的。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王朝政治家时常有人口不足之虞。或者说，人口的不足是困扰大部分王朝统治者的问题。

因而，设法摆脱困境、鼓励人口增长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各政权的基本国策。

二、以鼓励生子为中心的生育政策中国封建社会政府虽然希望人口能够普遍增长，然而在其具体的鼓励政策上，却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好。

那就是，他们更热衷于对生子家庭的鼓励。这种政策也和我们前面所分析人口增长政策产生根源时所列述的原因有关。即在农耕社会中，男子是繁重田野劳动的承担者，因而也是封建国家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子是国家徭役（包括战争兵役、宫殿修筑、河渠开挖等工程）的承担者，因而男子能够给统治者带来最直接、最实际的利益：男子是封建文化的掌握者，还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或者是这种管理者的后备军）。所以，中国历朝统治者把对生男家庭的奖励作为鼓励生育的重要政策。

（一）免除生男家庭的徭役最早实行这一政策的是西汉王朝。汉代初年，承秦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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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人口死亡严重。或言当时“户口减半”。因而增殖人口、发展经济的任务异常繁重。

刘邦于七年（前２００年）

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①。东汉元和二年（９０年）

，汉章帝又重申了这一政策。所谓“勿事二岁”主要是免除生子家庭父亲的徭役。在当时社会徭役繁重的条件下，免除这项苛政实际是一种很大的优待。

由此可见汉政府鼓励人口增长的用心之重。

南朝齐永明七年（４８９年）的政策继承了汉代的做法。

“若产子者，复其父”

②。但所复年限未予说明。建武四年（４９７年）明帝又下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

③。这种照顾包括父母，同时又是赋、役双项免除。

因为在当时“调”实际相当于“赋”。

免生子家庭徭役的政策主要实行于这些朝代。以后王朝未见颁布。

（二）赋税的免除赋税的免除各时期不一样。

有的指免除婴幼儿的赋税，有的则指免除生儿家庭之税。

汉代有人口税，即算赋。对初生之子，汉武帝时规定：“三岁之内勿算”。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惠政。

汉初元五年（前４４年）

，御史大夫贡禹上书指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始出口钱。

故民重困，至于生子就杀。“所以他建议：”宜令儿七岁去齿

①《汉书》卷１，《高帝纪》下。

②《南史》卷４，《齐本纪》。

③《南齐书》卷６，《梁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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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此议获元帝批准①。可见赋税征收对人口生育所起调节作用。

南朝梁天监十六年（５１７年）

，武帝下诏：“若民产子，即依格优蠲”

②。

在封建社会，向婴幼儿征税实际是向其家庭征税。问题很简单，婴幼儿不具有劳动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所以，这种政策的结果只能导致人们杀婴、溺婴。而只有免税才能使民众家庭的生育要求与政府增加人口的目标相一致。

（三）赐赏政策南朝一些政权对生子家庭有固定的赐赏。齐建武四年（４９７年）武帝下诏：“民产子者赐米十斛③。这个标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已不算低。

另外，对灾民中生子者还有特别优待。

南朝宋文帝（４２４—４５３年）让官僚在赈济时，注意对生子家庭救济，“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这一政策可谓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所赐之米实在有限。北朝这方面的政策不太明确。不过从一些散见的记载中也可看出，当时北朝也有对生男家庭的赏赐。

《北史。邢邵传》云：“旧格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

唐代只是偶然实行此项政策。贞观六年（６２９年）四月，太宗李世民“始御太极殿”

，下令：“妇人正月以来产生子者

①《汉书》卷７２，《贡禹传》。

②《梁史》卷２，《武帝纪》。

③《南朝齐会要》，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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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一斛“

①。就是只对在此之前四个月内生子之家予以奖励，并且这仅是当时诸种赐赏中的一种。目的是为了增加某种吉庆气氛。

南宋王朝没有普遍的赐赏政策，但对贫穷百姓予以适当照顾。当时“闽人生子多不举”。所以孝宗于轨道五年（１６９年）下诏：“福建路贫民生子，官给钱米”。

②

总的来说，大部分王朝并没有把这种对生子家庭的赐赏作为一项固定的政策，多为偶然行之。然而，这种赏赐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使生子家庭得到多少物质照顾，而在于借此表现出统治者的关心，显示出其兴趣在此。生子家庭因而受到鼓舞。其消极后果是，社会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得到强化。

（四）对一产三男的奖励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生子家庭最重要的奖励项目。虽然封建统治者采取这一政策的动机是把“一产三男”视为祥瑞之兆。而该政策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对人口多、特别是男丁多的重视。他们将一产三男看作人丁兴旺、国泰民安、物运昌盛的标志。

因而对其奖励也包含着鼓励人口增长的目的。

１、以免役作为奖励手段。元代多采用这种方式，免役年限一般为３年。

元代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

，河南邓州军户张二妻一产三男，“都省拟免三年徭役”

③。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八

①《新唐书》卷２，《太宗纪》。

②《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③《通制条格》卷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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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凤翔宝鸡县刘铁妻一产三男，政府下令“复其家三年”。

①

这种免役减轻了该家庭的徭役负担，也可使夫妻能够有时间照顾、抚养其子。

２、赐赏物品。元明清各朝都曾以此作为鼓励方式，而明清时实行最多。元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九月，河南民王四妻靳氏一产三男，世祖忽必烈命有关衙门“量给赡养”

②。明代的政策更优惠。

永乐七年（１４０９年）

，灵邱县一民妻一产三男，官府“循例给粮至八岁”。成祖则下令延长至１０岁③。这种照顾对生三男家庭抚养负担的减轻将会有很大帮助。清代明确规定：“一产三男俱存者，给布十匹，米五石”

；“若男女并产及三女，不准行”

④。客观上讲，一产三男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稀少的生育现象，况且它是由先天因素所决定的。所以对此予以奖励在当时社会只能起到一种宣传作用。不过，这种赏赐中的排女政策，是对人们崇男心理的刺激。

３、其它。春秋时越国国王勾践所定政策是：“民间生三男者，公与之母（即乳母，著者注）”。此外，“生二人者与饩”

⑤。这也是一种生活照顾政策。我们虽未从史籍上见到后赵石勒政权所实行的奖励生育政策，但从具体事例中可断定它也有这方面的政策。

《晋书。石勒载记》载：黎阳人陈武妻

①《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②《元史》卷４，《世祖纪》。

③《典故纪闻》卷７。

④萧奭：《永宪录》卷１。

⑤《国语。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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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三男一女，政府“赐以奴婢一口，谷一百石，杂綵四十匹”。当阳人陈猪妻产三男，官方“赐谷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这个优惠标准，后世的明清王朝也难达到。金代明昌三年（１９２年）

甚至作出这样的规定：“民或一产三男，内有才行可用者，可令察举，量材叙用；其驱婢所生，旧制官给钱百贯，以资乳哺。尚书省请给钱四十贯，赎以为良”

①。

这种做法直接体现为对生三男者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即平民之家的家长有可能被授以官职，而奴婢则可由贱民阶层提升为良民。

三、普遍的生育鼓励政策这是指不分生育子女的性别，普遍予以奖励。此种政策在封建社会实行较少。

春秋时越国可谓最早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权，不过，它对生育家庭的赐赏虽面向全体，但却也有区别。即：“生男孩家庭赐二壶酒，一犬；生女孩家庭赐二壶酒，一猪”。另外一胎生二子者官府为其雇乳母，一胎生二女者给予食物补助。

②这表明其鼓励重心仍在男孩身上。

东汉政府通过对婴儿家庭的救助来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东汉元和三年（８６年）章帝下诏：“其婴儿父母亲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

③。其中也包含着重男色彩。

而晋代的政策比较特殊。当时为缓解男女失衡状况，使

①《金史》卷９，《章宗纪》。

②《国语。越语》。

③《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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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士婚姻得以解决，晋政府制订了奖励生女政策。咸宁元年二月（２７５年）

，司马炎下诏：“家有五女者给复”

①。

南宋实行过对家庭困难者给予资助的政策。绍兴八年（１３８年）

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

以此作为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政府同时要求“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罪之首”

②。

四、对孕妇及其家庭的照顾政策孕妇是生育过程的承担者，在物质上予以适当照顾有助于孕妇生活条件的改善。

东汉元和二年（８４年）规定：“今诸怀妊者，赐贻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

③。对其丈夫的免赋役则含有让其照顾妻子之意。

南宋时有胎养令，即从官仓中支付粮食发予孕妇家庭。

孝宗乾道五年（１６９年）下诏：“诸路提举司置广惠仓，修胎养令”

④。

光宗时，福州知州赵汝愚括绝没之田产，“召佃客输租，仍发籴本，建仓收储，遇受孕五月以上者，则书于籍，逮免乳日，人给米一石三斗”

⑤。

封建时代孕妇所享受的另一个照顾就是刑法上的宽容。

这一政策可谓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此类照顾实际并非针

①《晋书》卷９，《武帝纪》。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１９，绍兴八年五月。

③《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１，《国用》３。

⑤《续文献通考》卷３１，《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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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孕妇本人，而在其后代身上。三国魏政权规定：“孕妇人当刑而孕，产百日乃决”

①。唐朝的政策是：“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如有关官员对孕妇“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

②

这种政策也为各朝所沿用。宽限一百日在于让产妇喂养其子女。另外，对孕妇的体罚也予宽免。后梁有此规定：“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

③。隋代政策为：“孕者、育者，当械系时，非槛征者，并颂系之。”

④。唐代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

⑤这是对滥施刑法官役的限制，也是保证胎儿正常发育的必要措施，因而它也被以后王朝所袭用。

五、封建时代鼓励人口生育政策的特征综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对人口生育的鼓励政策是建立在重男轻女基础上的。生男家庭受到政府较多的关注，辅之以物质赏赐与精神激励。这种政策进而对民间的重男轻女意识起到强化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从总体上讲，封建政府对生育的奖励政策并非一贯和始终如一的，而显示出很强的实用性。即当国家出现人力短缺、人口增长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特别是不能

①《魏书》卷１１，《刑法志》。

②《唐律疏议》卷３０。

③《隋书》卷２５，《刑法志》。

④《隋书》卷２５，《刑法志》。

⑤《隋书》卷２５，《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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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时，鼓励生育的措施才会实行。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生育行为往往被作为百姓自己的事情来对待，政府所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很小。有些政策虽然对百姓很优厚，然而却只是一种特例。或者说统治者仅以此来表明一种愿望，并不打算也无力普遍予以推广。

但是，作为一种倾向，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以鼓励人口增长作为其方针。即使在清代中期出现人口膨胀之时，政府也不曾放弃这一政策，只是在寻找食物来源和调剂各地区粮食分配上做文章。

我们总的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生育政策在以下两方面所起作用最明显：１。

对于战乱和灾祲之后的人口恢复有很大推动。

２。

对于生子为中心的重男轻女意识予以加强。在这一点上，民间风俗与政府规章形成合力，从而将这种不良的生育观推向极端。

第二节　婴幼儿保护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对婴幼儿的保护政策主要体现对溺婴行为的限制、处罚和鼓励官方、私人对遗弃婴儿的收养。这种保护对于减少婴幼儿的死亡，促进人口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一、封建政府禁止溺婴行为的原因制止溺婴当然有防止人口因此减少的目的，然而，封建政府的目的却不限于此。

伦理和道德因素是封建王朝对婴幼儿实行保护时考虑最多的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纲常伦理受到统治者最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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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这种伦理的中心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其基本要求是父慈子孝（当然也包括母慈子孝）。

而溺弃亲生子女则是对这种伦理的最大冲击。在封建政府看来，这种行为如不予以制止，就会助长整个社会的好勇斗狠、残酷暴虐之习的滋生和蔓延，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汉代新息地方官贾彪对当地百姓“多不养子”之习非常愤怒。他说，“母子相残，违天逆道”

①。三国时，吴国百姓因官府征役而贫困，所以民间“非居处小能自给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大臣骆统上疏认为：“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干逆和气，感动阴阳”

②。统治者将此与天道联系起来，足见其此行为的严重程度。

第二，溺婴行为直接导致人口数量的减少，这使政府感到不安。在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平均寿命较低，固而人口的增长不能靠延长寿命、降低死亡率来取得，而只能通过提高出生率来实现。溺弃婴儿实际使生育率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会因此放慢。更重要的是，新生儿是未来的劳动人口，是人口中具有发展潜力的部分。这一部分人口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人力资本的强弱。对此，统治者中一些人也有明确认识。三国时吴国大臣骆统针对当时的溺弃婴儿现象上疏指出：“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疆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域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

①《东汉会要》卷２８，民政上。

②《三国志》卷５，《骆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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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历远年，致成功也“。

①所以保护婴儿也是国家长治久安所必需。

二、对溺弃婴儿家长及有关人员的处罚政策政府以行政手段来制止溺弃婴儿是其保护婴幼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隋唐以前，由中央政策来发布政令对这种行为予以制止尚不多见，更多的是地方官对其辖区百姓采取限制措施。这可谓是地方性法规。东汉时，新息一带百姓“困食”

，即缺乏食物资料，所以“多不举子”。贾彪担任该地长官时“严为其制”

，公开宣布“杀子与杀人同罪”。他曾同时遇到两个案件：“城南有盗贼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对此贾彪认为：母杀子较之盗贼更为恶劣，应该尤先予以处罚。史载自此以后新息地方数年间，“人养子者以千数”。

②东汉地方官还对民间一些杀子恶习加以引导。在河西一带，“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张吴任该地太守时，“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百姓生为立祠”。

③三国时，天下不定，民众“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郑浑在任下蔡、邵陵长官时，“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儿，多以郑为字”

④。可见官员对此重视与否，效果大不一样。

①《三国志》卷５，《骆统传》。

②《东汉会要》卷２８，民政上。

③《后汉书》卷６５，《张吴传》。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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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中央开始制订全国性的政策加以禁止，同时辅之以地方官的得力措施。

南宋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三月，政府“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但却没有处罚规定方面的内容。元代《通制条格》（卷四）规定：“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对此，《元史。刑法志》记载更明确：“诸生女溺死者，没其家财之半以劳军；首者为奴，即以为良；有司失举者罪之”。

在此政府把对溺婴家庭的惩罚，告发者的奖励，失职者的治罪等方面结合起来，甚至将主动前往告发的奴婢的身份免为良民。这可谓一种重赏。因而此种纠告系统对溺婴者会起到一定镇慑。值得指出的是，元代甚至有禁止娼妓堕胎的规定：“诸娼妓之家所生男女，每季不过次月十日，会其数以上于中书省；有未生堕其胎，已生辄残其命者，禁之。”

①

明清时对溺婴的重视程度较前代都高，而且是中央、地方共同制订对策。

明永乐八年（１４１０年）

，太宗对皇太子监国、南京礼部尚书吕震说：“人情相爱则祝以多男，而民庶者国家之祥。近谓京师愚民有厌子息，多生辄弃之不育者，伤天地之仁，失父母之道，宜严禁止之，再有犯者两邻加罪”

②。以株连来向百姓施加压力。浙江温、台、处三府百姓“所产女子虑日后婚嫁之费，往往溺死”。而且此风遍及福建、江西、江苏等地。

①《元史》卷１０５，《刑法志》。

②《皇明宝训》仁宗卷，卷２，正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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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１。

明宪宗下令：今后“所产女子如仍溺死者，许邻里举首，发戍长远方”

①。明代福建贵溪县令钱邦伟为制止当地溺婴之习制定“保甲、乡约兼禁溺女法”。

违犯者，“五家连坐”。

因此，“所活无算”。后人评论该法较官法为好。原因是：“以官法相治，恐有多事小人从此籍端诬陷，转滋扰累”

；“惟有地方绅士力行于乡必有实效，预先请官出示，集诸老公议酌定。同姓者出族，异姓者出约”。

“溺女不纠集者，左右邻连坐同罪，则保甲不行于上犹行于下，斯真能翊赞王化者矣”。

②我们认为，溺婴行为采取百姓互相纠监的方式比较容易收到效果。

因为一个妇女的怀孕、生育状况，其乡邻最清楚。由此互相劝导于前，则可减少这类现象的发生，进而逐渐扭转某种不良社会风气。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清政府规定：凡旗民有贫穷不能抚养其子者，许送育婴儿之处，听其抚养；如有轻弃道途，致伤生命，及家主逼勒奴仆抛弃者，令五城司坊官严行禁止“。

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年）因溺女“相习成风”

，所以清政府再次下令：“五城司坊官严行禁止，违者照律治罪”

③。不过这主要是针对京城一带而言。在全国，清政府在乾隆年间也采取过制止性措施，史载当时将溺婴者以“故杀子孙律治罪”

，“例禁綦严”

④。

①《皇明宝训》仁宗卷，卷２，正风化。

②吴云：《得一录》卷２，保婴。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０３６，都察院，禁止遗弃婴孩。

④《东华续录》卷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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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朝政府制订了禁溺婴的政策，然而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风予以限制，不可能将其彻底扭转。

在封建社会，溺婴的原因很多，而其中最主要的无非是贫困。特别是人们溺女婴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家庭认为女儿将来不但不能给家庭带来财富，而且在其出嫁时还需家长为之置办嫁资，以至成为一种负担。所以他们试图通过溺女婴来减少后顾之忧。更一步，这些家庭通过溺毙女婴来加速下一个生育过程的到来，达到生育男婴的目的。因而在清朝直到近代，即使有政府的严苛之令，“广东、福建、浙江、山西等省仍有溺女之风”

①。

三、鼓励对弃婴的收养封建社会对遗弃婴儿的收养可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直接参与收养，设置收养机构；二是对各种民间收养行为予以支持和协助。

（一）官方直接组织的收养活动。

官府组织对遗弃婴儿的收养是社会救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于常平仓下附设慈幼局。此局专“为贫而弃子者设”。不过，“久之，名存实亡”

②。至南宋淳祐九年（１２４９年）

，理宗下令给官田５００亩，由临安府负责创慈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

③。另外，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

，宋政府令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０３６，都察院，禁止遗弃婴孩。

②《宋史。儒林传》。

③《宋史》卷４３，《理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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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月给钱米收养弃婴”

①。

一些地方官也积极倡导。

刘彝任处州知州时，江西荒歉，百姓“多弃子于道上”

，刘彝“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惠仓米二升”。同时，为防止虐待行为，他规定：收养家庭“每月二次抱至官中看视”。刘彝还将此法推行于所辖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字养，故一境生子无夭阙也”

②。可见收养成效之大。

明清时政府所建育婴堂成为收养遗弃婴儿的主要场所。

清朝最早于康熙元年（１６２年）

，在京师广渠门内建育婴堂，“遇有遗弃病废之婴儿，收养于堂；有姓名年月日时可稽查者，一一详注于册，雇觅乳妇，善为乳哺抚养。有愿收为子孙者，问明居址姓名，方与之，仍记于册籍。至本家有访求到堂认识者，亦必详细问明，与原注册籍无讹，方许归宗。

③至雍正五年间（１７２３—１７３５年）

，“数十年来广渠门育婴堂成立者颇众”

④。到乾隆时，育婴堂在全国有普及之势。所谓“由京师达郡县，育婴堂乃遍天下”。

⑤所以乾隆六年（１７４０年）为加强管理，清政府提出：“申严育婴之令，各省所设育婴堂饬有司择乡之富厚诚谨者董其事。官为钩稽，岁终具册收养及支存各数册，申上司官察核”。

⑥江西省会所设育婴堂至光绪年

①《宋史》卷３８，《宁宗纪》。

②《救荒活民录》卷３。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５，礼部，风教。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５，礼部，风教。

⑤《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８３，《国用》２１。

⑥《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 192

。

２８１。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间，每年收养女婴“多则千余口，少则数百口”。

①足见其成效之显著。清代官僚阮元在任浙江巡抚时为防止民间溺女婴现象，采取未雨绸缪之策。他“自捐廉俸，贫户生女者许携报郡学，学官注册给银一两为乳哺之资，仍育一月后按籍稽查，违者惩治”。为什么限一月核查呢？

“盖婴儿匝月，愿养情深，不忍溺矣”。

②这倒是一种从心理上感化百姓的策略。

我们承认，封建王朝所采取的对婴幼儿的保护性政策对减少婴幼儿死亡现象的发生起到了作用。

但也要看到，无论慈幼局，还是育婴堂均设于都城之中。这种过分集中的设置状态并不能使僻乡遗弃婴儿获得救助，并且此类机构的收养能力仍然显得有限。在江西就出现“距城较远村庄，初生之婴不能抱赴省局”

；堂内“亦不能收养如许之多”

③的问题。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弃婴行为之多。

（二）鼓励民间收养遗弃婴儿这一做法在清代尤为显著。清代政府面临当时比较严重的弃婴现实，深感仅靠官方力量，不仅财力有限，而且所收养的范围也有限。所以清中期以来，清政府及其地方官注意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这一活动。

道光（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年）初年，浙江巡抚“通行各府州县劝谕绅士商民各于本乡、本土捐资积谷”

，设育婴堂。

④湖北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６９，户部，蠲恤。

④吴云：《得一录》卷２，保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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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

学政王霞九，“闻其地溺女恶俗最盛，出示劝化”

；刊刻有关劝俗之文６００本，“发各学给各绅士转相劝化”。他规定：“有能倡举育婴会及救溺女实事者，准令学官保举优行，例加奖赏”。

①一些地方官身先士卒实力奉行，湖北大冶署知县易振元捐廉５００缗为倡，“谕城内及四乡分作权兴，聚资设育婴堂”。

②江西省因省城原设育婴堂“岁支公费数百金，限于经费不能广为收育”。历任抚臣刊刻章程，通饬各属并行，并率同官绅倡捐，“晓谕殷富，共成善举，先后集款发商生息籍以济用”。

③光绪时该省又鼓励乡村社区设置育婴堂，巡抚两次派专人赴各乡，劝谕上中下各户分都分图，“各立六文会，举绅耆为首，给钱自养，各有条规”。

④

中国封建王朝对弃婴所采取的收养措施尽管力量有限，却也使一批濒临死亡婴儿获得新生。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措施对弃婴行为也可起到一定阻止作用。因为这种收养工作本身就具有感化意义。

第三节　生育政策评价

以鼓励人口增长为目的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生育政策扎根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服务于中央集权王朝的政治、经

①《大冶县志》续编，卷７。

②《大冶县志》续编，卷７。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３，《国用》１３。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３，《国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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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军事等诸种利益。在促使人口从短缺的低谷中回升出来的过程中，这种政策通过利益调节，引导百姓的生育（更确切地说是多育）

，进而解决了劳动人手不足的困难。

而鼓励人口增长中的两项重要内容是，在具体照顾措施中倾向于生男孩家庭；同时又对遗弃婴儿，特别是弃溺女婴的行为大加谴责和制止。前者导致了全社会重男轻女观念的强化，而后者则试图对这种观念予以矫正。由此表现出政策上的矛盾性。

同时前者表现出统治者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后者则包含着更多的道德伦理因素。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重男轻女完全是政府引导的结果。

这在前面已经谈到了。

但是，我们却认为，如果统治者在其生育政策中不对这种观念予以强化，不使后者的地位过分低下，那么其结果恐怕会大不一样。然而，在男性一统天下的封建社会，让其政策发生这样大幅度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所起促进作用时也要看到，这种政策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因而在许多王朝，即使政府鼓励生育，人口增长也并没有大幅度提高。

１、繁重的赋役导致人们杀婴。

这种现象在隋唐以前更为严重，因为赋役所依据的主要对象是人丁而不是田产。它意味着人丁多的家庭要承担更多的徭役和赋税。所以人们只好用杀子来免除苛政的威胁。

汉武帝时，“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

①。东晋时，

①《汉书》卷７２，《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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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１。

力役负担“殆无三日休停”

，至有“生儿不复举”

①。南朝宋时，“急政苛刑”与“天灾岁疫”并举，百姓贫者“生子不敢举”

②。

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加之战争、赋税繁多，也促使百姓杀婴。

当时“丁盐油绢最为疾苦，愚民宁杀子而不愿养，生女者又多不举③。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敢举“。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

④上述这些事例并不是说百姓不养子，主要恐怕是不敢多养子。孟子尚言：“苛政猛于虎”。在促使百姓杀婴问题上，“苛政”真可谓是猛兽。

２、生活条件的制约迫使百姓减少养育子女数量。

封建社会是一个多生多育的时代，然这也是相对而言。具体到一个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受制于其生活状况。那些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往往抑制其生育。在当时社会由于没有有效的避孕手段，人们只有采取杀婴来达到这个目的。

宋代，福建、建、剑、汀、郡、武等地百姓“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虽士人间亦为之”

⑤。

“此风惟顺昌独甚，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

⑥这显然是担心生育过多降低家庭经济水平而致。广西一带风气，“自唐宋时颇多不美，如民之贫者，生之不举，溺之于水，名曰淹儿”。

⑦这也表明，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从经济角度来抑制

①《晋书》卷７５。

②《宋书》卷８２，《周朗传》。

③《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卷１３，户口部。

④韩元古：《南涧甲乙稿》卷２１。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一之一九。

⑥杨时：《黾山集》卷３。

⑦民国《陆川县志》卷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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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行为并非个别现象。而在溺女行为中，人们更多的也是从经济角度着眼的。汉代陈蕃说：“盗不过五女之门”。颜之推为之感叹：“女之为累，亦以深矣”。因为当时（北魏）

“世人多不举女”。

①而这种风气可谓源远流长。

战国时韩非子指出：“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他进一步分析道：“此俱生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②在当时人看来，女性不能给家庭带来多少收益，相反还要在出嫁时花去家中不少钱财，这就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溺女之风。

这种状况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生育政策发生效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同时也表明生育政策只有伴随着其它政策的调整才能真正对全社会的生育，乃至人口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①《颜氏家训集解》卷１。

②《韩非子。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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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庭及宗族政策

家庭是人口的基本生活单位，也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

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一个以自给自足小农生产为经济特征和以血缘纽带为人际关系特征的社会，家庭的地位更显重要；进而，家庭的扩展体——宗族，也成为不可缺少的社会组织。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和宗族的建设直接关系封建国家的人伦、道德乃至社会秩序。对这一点，封建统治者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要按照其治国需要来维持家庭和宗族固有的状态，并阻止其中对社会不利因素的产生。

第一节　家庭的维系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的维系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以父母为中心的传统家庭结构的保护。

按照当代家庭理论，家庭形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１、复合家庭，由一对夫妇和他们的诸个已婚儿（或女）及其配偶、孙子及曾孙等组成；２、直系家庭，由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一个已婚儿（或女）及其配偶、孙及曾孙等组成；３、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妻和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还有的家庭理论在上述三种之外，再加上一种独身家庭。即未婚者家庭。这一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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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很少。可以说，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

在中国封建社会，对家庭的维系政策更多地体现在对复合家庭和直系家庭形态的保护上。不过无论哪一种家庭，封建政府都强调子女对父母为中心的家庭结构的认同，并生活于其中。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所谓以父母为中心，包括祖父母。

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祖父母往往是家庭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是家庭中地位最高的成员。在某种意义可以说，他们代表该家庭的过去和现在。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以父母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实际是指以直系长辈为中心的家庭形态。而长辈又是指那些既有对晚辈家庭成员拥有监护权、又掌握家庭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的人。

一、维护以父母为中心的家庭居制这种维护主要表现为祖父母、父母健在时，子孙要与之同居共财，不得异地而居和分财另食。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不使祖父母、父母失去赡养，而深层用意则是借此实现父母等长辈对子女的直接管理，减少家庭成员的越礼犯分行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除了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实行过“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居者，倍其赋”

①的政策外。其它王朝基本上制订的是维护祖父母、父母为核心的复合家庭、直系家庭的政策。因而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政策。

（一）严格限制父母在而分家异居的行为

①《史记》卷６８，《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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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父母尚在，子孙分家异居，就意味着这些长辈要自己照顾自己。在封建政府看来，这是子女对其赡养责任的逃僻，同时会使家庭成员间的感情疏远，影响社会和协气氛的建立，所以要加以制止。

唐代规定：“诸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但同时对长辈也有限制：“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

①。很明显，这是一种双向惩罚。它说明，封建政府不仅强调子孙对祖父母、父母的照料，而且也要求长辈对子孙的管教之责，以此达到在全社会维持家庭形态（特别是复合家庭）的目的。唐代还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

②。

这完全是从赡养角度出发而采取的措施。

为了减少同居共财者的赋役负担。

唐天宝元年（７５０年）

，玄宗下令：“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合，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

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

③。唐乾元元年（７５８年）

，肃宗又下诏规定：“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沾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

④可见，以同居共财来维护风俗淳朴、民心向善是唐政府的又一重要目的。

①《唐律疏议》卷１２。

②《唐律疏议》卷１２。

③《通典》卷６，《食货》６。

④《册府元龟》卷５９，帝王部，兴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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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认为：“厚人伦者莫大于孝慈，正家道者无先于敦睦，况犬马尚能有养，而父子岂可异居”

；并且视异居之行“有伤化源，实玷名教”

①。宋乾德年间（９６３—９６８年）

，西川管内及山南诸道地方官上奏说，当地有百姓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居等现象。为此太祖下诏要求该管官员对百姓“明加告谕，不得反习旧风，如违者并准律处分”

②。宋开宝年间（９６８—９７６年）

宋政府对别籍异居行为的处罚更为严厉。

开宝元年（９６８年）六月，太祖下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９６８年）八月又规定：“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

③。但是鉴于此令过分严酷，所以不久，即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年）太宗下令“除川陕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弃户律。”

④宋初为什么对局部地区作出这种限定？

这表明在宋政策控制的腹心地区，如华北、中原，同财共居行为具有一定基础，而相对边远的地区则受此束缚较少。所以，宋政府只好予以反复强调。还需指出，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９年）

，甚至扩大处罚范围：“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

⑤另外，宋淳化元年（９０年）太宗还下令“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

⑥。这显然也是从对父母照顾这一点考虑的。

①《宋大诏令集》卷１９８。

②《宋大诏令集》卷１９８。

③《日知录》卷１３，分居。

④《宋史》卷４，《太宗纪》１。

⑤《宋史》卷４，《太宗纪》１。

⑥《宋史》卷５，《太宗纪》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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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对分财异居行为所以一再下令禁止，正说明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而具有一定普遍性。同时也可看出，这些规定中的一些方面显得苛刻。唐玄宗时五丁、十丁之户还被要求共财同居，显然没有考虑到当时社会的小生产特征。

如果说唐宋以前所采取的是较严格的维持同财共居家庭结构的政策的话，那么，元明清时期的政策则表现得比较温和。主要是其处罚手段较前轻微了。这也是统治者对当时异居越来越多趋势的认可。否则将有更多的人受到株连，激化社会矛盾。

元代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

，中书省御史台针对各路居民有父母在堂，兄弟往往异居等现象制定章程：“父母在堂之家，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著为定式”

①。

而如何处罚则没有规定，显然已有了很大伸缩性。并且这里主要强调“父母在”这一前提，而未提及“祖父母”。

所以这实际是将控制范围缩小了。

明代的变化更大。虽然其处罚条件没有大的更动。但由于加上了某种附加条件，而使处罚对象大为缩小。

《明会典》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财产者，杖一百。”但“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②。这就是说，父母、祖父母不告，官府不以为非。因为许多分财异居行为是家庭成员（当然包括父母、祖父母）共同协商的结果。所以与此适应，明代律令中还有如此政令：“其父母许令分析者，听”。

③

①《通制条格》卷３。

②见该书，卷１６３。

③《明会典》卷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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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对明朝的这一政策完全予以继承。

二、限制家庭成员拥有私产和使用共产在封建社会，一个家庭中的财产只有家长才能处置。这里的家长则为一家之主，或者说是父家长。同时为了防止一个大家庭中可能产生的分裂倾向，其成员不得私自买卖财产。

这一点，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伦理上的约束。

《礼记。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礼记。内则》云：“子妇无私贷，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这也是为了在财产权方面树立家长、父母的绝对权威。而在以后的王朝中更从法律上对这一原则加以维持。

《唐律。户婚》规定：“诸同居卑幼，私擅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以上，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宋代对此加以继承。元代延祐三年（１３１６年）申禁：“民有父母在者，不得私贷人钱及鬻墓木”

①。明清时期对此规定得更明确，即强调只有一家之长才具有动用家产的权利。

《明律。户役》中有：“同居共财，孰非已有，但总摄于尊长，卑幼不得自专也。私自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可见其基本精神同唐宋一样。

《清律。户役》中也有类似规定：“户以内所有地粮家主为之，所有钱财家长专之”。

“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②。

由此可见，唐宋以来诸王朝，在维护家长以财产处置权

①《元史》卷２５，《仁宗纪》２。

②《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９，刑１１，户律户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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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谓一脉相承，所不同的只是对私擅用财数量的衡量标准不一样。

我们认为，家庭成员对财产的任意支配权既会成为原有家庭离析的开始，也会从根本上否定原有家庭的存在。而以政策上加以限制，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家长的权威和地位。因为家长惟有将财产权控制住，才能使其对家庭成员所具有的支配权更牢固；或者说由此具有了某种物质保证，而不仅限于伦理和道德方面。

三、以倡导孝子行为作为维系手段孝子在封建社会实际是“孝行”的代名词。它包括孝子、孝女乃至贤顺之孙等。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孝子行为的表彰、鼓励可谓不遗余力。我们说，从政策上对孝行大张旗鼓地宣扬，就包含着维护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形态，并进而达到稳定社会、崇善遵礼的目的。具体来说，孝的核心首先是对父母、祖父母孝；而孝最基本的体现是与父母同财共居。

那些分财异居者则被排除在孝行之外。当然并不是说分财另居就是不孝。在传统社会中，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将人们联系在一起。那些不同灶共食的子女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长辈。

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已没有资格成为典型的孝子了。

关于孝子、孝女的基本概念，封建社会政府并没有作明确的说明。

但我们可从封建政府的表彰对象上对此有所认识。

这就是，孝子首先是服侍父母尽心尽力。而要被列入表彰之列，还需有一些异行。如为赡养父母，放弃做官机会；不娶妻，或者娶妻后仍将照料父母生活放在首位；有些人为疗父母疾病而毁伤身体，代父母服刑等。关于孝女，清代律令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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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下说明：“以父母未有子孙，终身奉亲不嫁者，以孝子例”

①。

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对孝子的表彰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徭役免除这是对孝子最基本的鼓励政策。唐宋以前徭役较多。因而这种免除具有实际意义。

汉代惠帝四年（前１９１年）

正月规定：“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②。唐朝建中年间（７８０—７８３年）要求：“诸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行闻于乡间者，申尚书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③。这里免除的不是孝子、顺孙一人的课役，而是其全家。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免役是同其它奖励一并进行的。上述唐代对孝子顺孙“表其门闾”就是一种精神性鼓励。

金代章宗明昌三年（１９２年）下诏赐棣州孝子刘瑜、锦州孝子刘庆绪绢粟，“旌其门闾，复其身”

④。

（二）以物质赏赐和旌表为主的奖励方式封建社会对孝子最普遍的物质赏赐是授予其绢帛、粟米等物品。不过，这种措施也都包含着精神性因素，因为孝子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因此得以提高。

汉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

，武帝下诏指出：“朕喜孝悌力田，其遣谒者巡行天下，赐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人三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０，吏部，官制。

②《汉书》卷２，《惠帝纪》。

③《通典》卷６，《食货》６。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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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

①。昭帝元凤元年（前７９年）

“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汲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

②。东汉人毛义以孝行而著名。建初年间，章帝下诏褒奖，“赐谷千斛”

；并常在八月派地方官“问起居，加赐年酒”

③。奖励数量可谓大矣。从中也深刻反映了汉代对孝行的重视。

北魏延昌元年（５１２年）规定，“孝子顺孙旌表门闾，量给粟帛”

④。唐代贞观六年（６２９年）太宗下诏：“赐孝义之家粟五斛”

⑤。较之汉代，这种赐赏显得寒酸。不过这是一种对全国孝义之人的普遍奖励。然而说到底，物质奖励只是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借此对这种风尚予以倡导。

南宋规定：“民有以孝悌闻于乡者，守令其具名上闻，将旌异劳赐焉。”

⑥元明清政府对孝行者重在旌表，赐物较少。

需要指出，名誉性旌表较之赏物的社会效应更大，其教化色彩更浓。

《明史。孝义传》对此指出：“旌劝之典，贲于闾阎，下逮委巷。布衣之甿，匹夫匹妇，儿童稚弱之微贱，行修于闺闼之中，而名显于朝廷之上”。并且其行为“足以扶树道教，敦励末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以维持。

是以君子尚之，王政选焉“

⑦。可见，旌表由教化宣传变

①《册府元龟》卷５９，帝王部，兴教化。

②《册府元龟》卷５９，帝王部，兴教化。

③《东汉会要》卷２９，民政４。

④《北史》卷４，《魏本纪》４。

⑤《新唐书》卷４。

⑥《宋史》卷４６。

⑦《明史》卷２９６，《孝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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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政治宣传，被旌表者成为男女、妇孺、老幼效法的典范。明代，“有司上礼部请旌者（即旌表孝子）

，岁不乏人，多者十数“。

①清代对以下孝行，即“亲存，奉侍竭其力；亲殁，善居丧，求庐于墓；亲远行，万里行求，或生还或以丧归；友于兄弟，同居三五世以上”

等行为，“皆礼旌。”

②在封建社会，“亲病，卦股刳肝；亲丧，以身殉，皆以伤生有禁”。然而在清代，“有司以事闻，辄破格报可”。

③可见，旌表孝行被清政府引导到极端之途。

（三）以官位相劝以官位相劝可以说是对孝行最高的奖励。这表明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官职可以被统治者拿来服务其任何目的。

汉代的孝廉就有不少人被授以官职。汉武帝元光三年（前１３２年）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④汉和帝时举孝廉的方式为“郡国二十万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不满二十万，二年一人，不满三十万，六年二人。”

⑤可见其比例之低。而封建政府主要在于以此起到某种感召作用。另外汉代对孝悌都还以爵位相赏。如成帝建始六年（前３０年）赐孝悌爵二级，东汉建武中元二年（５６年）刘秀下令赐孝悌爵六级。

⑥这种赏赐贯穿整个东汉王朝。

①《明史》卷２９６，《孝义传》。

②《清史稿》卷４９７，《孝义传》。

③《清史稿》卷４９７，《孝义传》。

④《汉书》卷６，《武帝纪》６。

⑤《后汉书》卷３７，《丁鸿传》。

⑥《册府元龟》卷５９《帝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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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宣政元年（５７８年）宣帝下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宣申荐”。

①唐代贞观十一年（６３７年）

，太宗下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习时务”等类人给傅，诣京洛阳宫“

，以便授予官职②。唐代雍州人唐元让，“弱冠明经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亲药膳，承侍致养，不出闾里者数十年”

，直至其毋去世。因其“孝悌殊异”

，武则天擢拜他为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后又召为“太子司仪”。武则天让他“以孝道辅弼”太子（即后来的中宗）。

③

北宋开宝三年（９７０年）太祖下诏：“民五千户举孝悌彰闻、德行纯茂者一人，奇才异行，不拘此限：里闾郡国递审连署以闻，仍治装诣阙”

，④优者予以官职。宋代此举较之汉代孝廉的选举单位小得多，五千户基本上是一个县的人数。

在授孝子以官职上，金代政府显得尤为重视。金大定十三年（１７３年）

，以地方官荐举，特授洺州孝子刘政为太子饮丞⑤。

另外金初西北路人温德亨鄂口罗以孝行被擢为护卫。

⑥这可能是因为孝子能精心服侍父母，那么“移孝作忠”

，也会对皇帝忠心耿耿。金世宗把巡狩作为“举善罚恶”的途径。遇到

①《周书》卷７，《宣帝纪》。

②《旧唐书》卷３，《太宗纪》。

③《旧唐书》卷１８，《孝友传》。

④《宋史》卷２，《太祖纪》２。

⑤《金史》卷７，《世祖纪》中。

⑥《续文献通考》卷３８，选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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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士民之孝弟婣睦者举而用之”

①。金章宗不但注意任用孝子，而且为孝子行政上的无能辩解。明昌三年（１９２年）

，在对几位孝子赏赐官职之后，章宗问宰臣：“从来孝义之人曾官使者几何？”左丞守贞回答道：“世宗时有刘政者尝官之，然若辈多淳质不及事”。章宗认为，“岂必尽然，孝义之人素行已备，稍可用即当用之。

后虽有希觊作伪者，然伪为孝义，犹不失为善。可检勘前所申孝义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闻“

②。

元成宗于大德九年（１３０５年）

六月下诏：“孝子顺孙堪从政者，量才任之”

③。

明代朱元璋于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

，下诏，地方举孝廉及孝弟力四之士，并有多名位至高官。如肃宁人刘敏举孝廉而累官至刑部侍郎，连山人麦至德举孝弟力田，任职至工部尚书；涞水人李德成举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

孝廉，官至陕西布政使；东阳人李希明举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７年）

孝廉，位至江西参政、权刑部尚书。

另外，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

，朱元璋再次下令举孝悌敦行者。

并征孝义之家浦江郑氏、王氏两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悉赴京”

，从中擢郑济、王懃为春坊左右庶子。

④史载明洪武年间以后，“遇国家覃恩，海内辄以诏书人事，有司以孝行上礼部请旌者岁不下数十人，实录所载莫可殚述，而显擢者概未之闻也”。

⑤由此可见，明代

①《金史》卷８，《世祖纪》７。

②《金史》卷９，《章宗纪》９。

③《续文献通考》卷３８，选举５。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８，选举５。

⑤《续文献通考》卷３８，选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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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孝子的殊遇只限于洪武年间。清代则干脆不作这种规定，但对那些举孝廉方正者，清政府也有任用之举。福建南靖人王麟瑞“八岁丧母，事后母如所生”

，雍正初，被县令举孝廉；雍正四年授山西道监御史。

①

实际上，对孝行者任以官职，封建政府并不在于让其在行政事务中发挥什么作用，主要是为了提高其地位，进而将孝顺父母之行发扬光大，以使此种举动成为民间的风气。

（四）对不孝之行的限制和处罚在封建社会，对孝行的倡导与对不孝的惩罚可谓相辅相成。统治者表彰孝子正说明这种行为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普遍的行为；同时还存在诸多不“孝”之行。而对不孝的处罚与限制则是统治者从另一角度来框正孝这种观念形态所发生的倾斜。那么不孝都包括什么内容呢？孟子对此所作概括成为后世政治家制订不孝标准的依据。即：“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以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戳，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②。在这五项中，“不顾父母之养”方面的内容占了三项。可见如何赡养好父母在孝行中所占比重之大。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规条中，不孝是主要的惩罚内容。

在统治者看来：“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北齐政府“列重罪十条”。其中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这

①《清史稿》卷４９７，《孝义传》。

②《孟子》正义卷１７。

— 210

。

０２。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后四条都与家庭生活有关。它还规定：“其犯此十条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①。隋代设置“十恶之条”。其中“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后五条均与家庭有关。即“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进而有“除十恶及故杀人者，虽会赦，犹除名”的严法②。即“十恶不赦”。

这一政策被后来各朝所采用。此外后来王朝还作出了更细的规定。

《唐律。斗讼》条有：“诸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六年”。宋开宝四年，太祖下诏：“蜀郡敢有不省父母疾者罪之。”

③宋政府太平兴国元年（９７６年）申戒全国臣庶：“自今子弟有素怀凶险，屡不悛者，尊长闻诸州县，锢送阙下，配隶远处，隐不以闻，坐及期功以上”。

④这实际是赋予家长对子孙除刑法之外的管理权。元代规定：“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

，社长要“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

⑤。清代刑法更具体：“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

子孙贫不能营生养赡父母，因致父母自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⑥。另外唐以后的王朝对养子的责任也予以规定。根据唐代法令，“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

⑦。

清代对此稍作变更：“若养同宗

①《隋书》卷２５，《刑法志》。

②《隋书》卷２５，《刑法志》。

③《宋史》卷２，《太祖纪》２。

④《宋史》卷４，《太宗纪》１。

⑤《元史》卷９３，《食货志》。

⑥蹇冼辑：《齐民录》。

⑦《唐律疏议》卷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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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之子为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杖一百，发付所养父母收管；若所养父母有亲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者听“。

①

佛教传入我国后，出家修行现象开始出现。为了防止子女出家给家长生活带来影响，不少王朝强调父母对子弟出家拥有允许与否的权利。后周显德二年（９５６年）规定：“今后僧尼不得私剃头，应有人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听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其师主须得本人家长听许文字，方得容受。”

②同时它规定：“如男子有父母、祖父母在，别无儿息侍善，不听出家；如违，其本师主重行科断”。

③这一点也在成为以后王朝的政策。明朝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８年）规定：“出为僧道者年龄须在二十岁以下，父母皆无，方许陈告有司”

；“若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

④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在，不远游”成为孝行者的信条。不过，这一点多体现于那些孝子典型身上。对于一般民众没有多大约束力。

因为他们要出外谋生，要为功名而奋斗。

这都需要人们去外面闯世界。为了加以限制，有些朝代也制订了惩处措施。金代泰和六年（１２０６年）

，章宗指出：“祖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其伤风化，虽旧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轻，所以令尚书省考前律，再议以

①《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９，刑１１，户律。

②《五代会要》卷１２，杂录。

③《五代会要》卷１２，杂录。

④万历《明会典》卷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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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①。因出行一年未归而处二年徒刑，已经够重了，章宗还不满意。这也表明当时社会这类现象并非个别。

还有，科举制度实行后，对不孝、不悌者也加以限制。

宋代命士应举时实行“什伍相保”制，“诸不孝、不悌”之辈不得参加。

②

（四）其它子女尽孝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对子女孝养父母的鼓励政策涉及到各个方面。这一点也是统治者考虑到当时社会中的家庭中，子孙在赡养父母，特别是年老父母方面具有特殊责任。

鼓励官吏迎养父母于任所。所谓迎养是指官僚任职于外乡时，为使其父母的赡养无缺，一些王朝允许他们将父母接至为官职地；有关地方当局将提供方便。这也是为了让作父母官者在百姓中树立榜样。隋大业五年（６０９年）规定：“父母听随子之官”

③。这说明在此前没此政策。北宋咸平二年（９９年）二月真宗“诏群臣迎养父母”

④。宋仁宗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年）则要求对有高年父母的官僚在任职地区上予以照顾，即“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权注近官”

⑤。明洪武十七年规定：“百官迎养父母者，官给舟车”

⑥

刑罚上的照顾。子女犯法，当处极刑，而父母却因此陷

①《金史》卷１２，《章宗纪》。

②《宋史》卷１５，《选举志》。

③《北史》卷１２，《隋本纪》下２。

④《宋史》卷６，《真宗纪》１。

⑤《宋史》卷９，《仁宗纪》。

⑥《元史》卷２５，《太祖纪》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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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

入无人赡养的境地。这使统治者也感到为难。元代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

，晋宁民侯喜儿兄弟五人，“并坐法当死”。仁宗为此慨叹，指出：“被一家不辜而有是事，其择情轻者一人杖之，俾养父母，毋绝其亲”

①。清朝规定：“凡犯罪有兄弟俱拟正法者存留一人养亲”

，但须“仍照例奏闻，请旨定”

②。这表明对这种特殊情况照顾与否，最终由皇帝决定。嘉庆六年甚至有这样的规定：“杀人之犯有秋审应入缓决，应准有存留养亲者，查明被杀之人有无父母，是否独子，于本内声明。如被杀之人亦系独子，但其亲尚在，无人奉侍，不论老疾与否，杀人之犯皆不准留养。若被杀之子平日游荡离乡，弃亲不顾，或因不供养赡，不听教训，为父母所摈逐及无姓名、籍贯可以关查者，仍准其声明请留养”

③。与此相对应，清政府在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还制订了这样的律条：“曾经触犯父母，犯案并素习匪类为父母所摈逐；及在他省获罪，系游荡他乡，远离父母，俱属忘亲不孝之人，概不准留养”。

④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的法律有一定的绅缩性。但我们认为，这个标准是在传统伦理、道德的框架中摆动。

将罪犯以养亲为条件而宽容，既减少了社会的负担，也可激发罪犯感戴皇恩之心。这又变成一种教化手段。

四、封建社会家庭维系政策的特征及其实施效果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维系政策贯彻整个封建社会。从中

①《明史》卷３，《太祖纪》３。

②《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１。

③《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１。

④《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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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其如下几点特征：从家庭结构上，这种政策主要是维系三代家庭的完整性。

其具体措施则涉及到诸多方面，而其中心是财产的使用权和日常生活中晚辈对长辈的照顾，并进而衍生出孝与不孝的道德规范。

中国封建社会家庭的维系虽然受到历代王朝的干预，但从总趋势上看，这种干预，特别体现在家庭结构方面的干预力，是在不断减弱的。而其背后的原因是，小农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越来越发展，由宗法制维系的大家庭逐渐减少。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生活领域，靠强力维系和占有财产的力量也在削弱，而代之以租佃制、契约制的流行。由此使家庭财富的更迭速度加快。这就为众多小家庭的存在，特别是脱离父母的核心家庭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时封建政府要继续用行政手段来保证三代家庭的存在，就将激起社会矛盾的产生。

因而，政治家们不得不在这些方面使其控制政策有所放松。

我们认为，导致封建政府家庭维系政策不能得到切实贯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当时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既体现了一种分工，又表现出对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男耕女织所用工具又是最原始的。因而生产的提高不是靠技术的投入（从总体上讲）

，而是有赖劳动强度的增加。可以说谁勤劳、身体好，那么谁的收获就大。即这种生产力水平对个人能力、体力的要求最高。因而可以说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更适应于个体经营，或者说只有在个体状态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才最高。

所以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小农家庭，具体来说就是直系家庭、核心家庭始终是占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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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形式。政府对复合家庭的保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比例，而不能使其形成主流。

我们觉得，有一点还要指出来，那就是，中国历代政府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制订了各种维系家庭凝聚的政策；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有些政策又对大家庭直到离析作用，出现一种矛盾现象。其中尤以徭役制度为典型。唐宋时的户等制，人丁多少成为编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子弟分财以减少户等成为普遍现象。宋时，“县邑以衙前为重役，一当其役，则破家竭产，民至有嫁祖母与母而析生异居以避役者”。

①明代的黄册以丁产簿为基础来登记，分上中下三等，成为征发徭役的依据。因而出现“父子兄弟析产分户籍”的状况②。而有些政策则直接鼓励离析之行。隋初，为增加国家控制人口而大索貌阅：“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

③。唐代贞元年（７８５年）间，朱泚等藩镇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

，地方有为使人户增加而邀功，鼓励析户，“张虚数以宽责”

④。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封建政府对家庭的维系政策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作用，但不能估计过高。

第二节　家庭财产的分配和继承政策

财产是家庭存在并维系的物质基础。前面曾经谈到，中

①《宋名臣言行录》五集。

②《明世宗实录》卷３。

③《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④《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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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封建社会对复合家庭的维系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分异不可避免。那么，这就存在一个原有家庭财产再分配问题。同时，代际的变化，也必然会反映在财产的继承关系上，这也有一个如何继承的问题。财产的分配和继承直接关系到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因而这是较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这也是容易导致家庭成员矛盾的问题。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依据传统的人伦关系原则，对这一过程也进行了干预。

一、维持子女均分财产的政策子女均分家庭财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现象。

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在制订这一政策时直接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依照这种观念，家庭聚居的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人际间的和睦气氛。

而在实际生活中，大家庭又是难以维持的，兄弟分异不可避免。对于诸兄弟来讲，既然合灶共食的局面不能维持，那么分异时也不应使兄弟骨肉情义受到伤害。而均分财产是达到这种状态的主要手段。另外，这种均分方式也集中体观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从目前来看，唐朝是较早把均分财产载入律令的王朝。

即“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

①。这一政策被以后王朝照搬过去。

需要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的等级制度在家庭中也有深刻的反映，特别是在一些富裕家庭。妻子有嫡庶之分，因而子弟也以此为区别。

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一样，

①《唐律疏议》卷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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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财产分配上却表现得并不明显。有的朝代嫡庶之间在所得财产份额上稍有差别，有的则根本没有差别；有的王朝私生子也可得到家庭一份财产。这深刻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对血缘关系的重视。

元代规定，“应分家财，妻子之子各四份，妾之子各三份，奸良人及婢子各一份”

①。明代则打破了嫡庶子的差别。洪武二年（１６３９年）规定：“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嫡长子孙。

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

；而“奸生之子依子数量半分”。

清代又继承了明代之法，只是对奸生子作了进一步规定。

即家庭中“如别无子，立应继之人为嗣，与奸生子均分；无应继之人方许承绝全分”

②。这里奸生子虽然不如嫡庶子地位高，而在某种情况下却能取得均分、甚至全分家产的资格。这种做法则是封建政府在伦理与血缘关系上所持谨慎态度的反映。

中国封建社会子女对家庭财产以均分为主的政策，并不表明封建政府对嫡庶子女间不同地位的忽视。不过，封建政府将财产分配与嫡庶地位是分开处理的。在封建社会，嫡长子是一个家庭未来地位的正统代表。对这一点，封建政府不仅没有否定，而且还大力扶植。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秩序的维护，而且关系到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整个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维护。因而，他们不断以法律手段来强化立嫡制度的重要性。唐代规定：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同时，“嫡

①《元典章》卷１９。

②《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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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以长，不以长者亦如之，“即徒一年。后世将此沿袭下来。明代改为：”凡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无子者，得立庶长子；不立长子者，罪亦同“

①。

可见，政府对家庭立嫡的要求如同皇家立太子一样，必须按章行事。

封建社会以子弟均分为特征的财产分配制度，意在减少家庭矛盾的产生，使每个人都获得基本的、以物质条件为依托的生存权利。而嫡子继承制度则重在一个家庭正统地位的延续上。特别是在贵族和官宦家庭。这种正统地位意味着官爵，意味着对外交往权利，更意味着某种威严。这是大家庭乃至宗族不致紊乱的保证。

二、立嗣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立嗣同立嫡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区别在于，立嫡是在户主子弟中选择；而立嗣则是在非户主子弟群中确定，前提是户主没有自己的男性子弟来承担家业的继承使命。而被立嗣者不仅要继承该家庭的财产权，更要继承该家庭的一切社会关系。实际是作为该户主的“儿子”

，进而成为其未来的全权代表。

立嗣在封建社会往往以亲缘关系的远近而依次进行。即在该家庭所属宗族圈中选择。

其原则是，如果嫡妻年５０以上无子，“得立庶长子，若无庶出，先尽亲房；无则许立远房以及同姓”。然而，“不得乞养异姓之亲子”。甚至收养之子也不得立嗣。即如果有“遗弃小儿，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可收养，

①《唐律疏议》卷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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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本姓。但可为义男，不得遂立为嗣“。原因是如将这些义男立为嗣，那么，”必会从姓，或又居丧承服，去之似恩难遽绝，存之又与律不符，于是宗族有起而争之者矣“

①。

清代政府把立嗣置于“辩其宗系”的高度去认识，并作了具体规定，“民人无子许立同宗昭穆相当姪为嗣；先尽同父周亲，次及五服之内。如俱无，准择立远户，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于昭穆伦序不失”

②。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王朝政府在立嗣问题上特别制订了防止宗族势力过分干预的政策。

明代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年）

规定：“凡无子立嗣，除依律令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

③。清代规定：“无子立嗣，若应继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则于昭穆相当亲族内择其贤、择爱，听从其便。

如族中希图财产，勒令承继，或怂恿择继以致涉讼者，地方官立即惩治，仍将所择贤爱之人断令立继“。

④这种政策反映了封建政府对家庭继承关系的关注。

对立嗣违法者有处罚性政策。

明代规定：“若立嗣系同宗而尊卑失序者，杖六十，”

“其子亦归宗，改立应继之人”

⑤。清代规定：“如非同姓者及尊卑失序者，独子出绝者，本生父母

①《牧令书辑要》。

②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籍。

③万历《明会典》卷１９。

④《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９。

⑤万历《明会典》卷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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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所后之亲无子而舍去者，皆论如律“

①。

总之，封建社会的立嗣是对财产和社会关系的双重继承。

不过其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对社会关系的继承。这种继承关系到该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或者说是对“香火”和“名分”的继承。

三、无继承人家庭的财产处置政策所谓无继承人是指该家庭中既没有自己的男性子女，也没有确立继嗣对象。这种家庭即使有女儿，也不能参与财产的继承。在不少王朝往往视为户绝家庭。对于这种户绝家庭的财产，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处理方式不尽一致，有的甚至还让出嫁女儿参与一部分财产的分配，但不是继承。

唐代律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亲以本服，不以出降）转易货卖，将营丧事及量留功克之外，余财并与女。

无女均与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

若亡人存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

②。这里将女儿的继承权剥夺了，但其却能得到部分货买后的资财。宋代则变为，除营葬费用外，剩余财产一分为三，“女儿得一份，其余入官”

③。金代太和元年（１２０１年）

，“户绝者田宅以三分之一付其女及女孙”

④。元代中统五年（１２６４年）

有此令：“该随处若有身丧户绝，别无应绝之人，其

①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籍。

②《唐律。丧葬令》。

③《宋刑统》卷１２，绝财产。

④《金史》卷１１，《章宗纪》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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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宅、浮财、人口、头匹尽数拘收入官，召人立租承佃“

①。这里的人口显然是指奴婢。

明清时的政策与前朝一样，即“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

②。

实际上，在封建社会，真正的户绝财产是因战乱和灾害而逃离家乡并长期不归者的旧财产；或者是户主在兵燹中死亡，无人认领的财产。在正常情况下，各个家庭总要设法为其财产找好继承人，以避免“香火断绝”惨状发生。

不过，我们可以从户绝财产的处理政策中发现，封建政府的政策对女性地位的歧视，即她们不具有对父亲家庭财产的完全继承权。这一政策实际也是政府对封建宗法制度的保护。因此，社会中重男轻女的观念更加强了。

第三节　对大家庭的表彰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究竟什么是大家庭？官方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从封建政府的政策来看，大家庭实际指四世以上同居共财，以至共饮共食的家庭。可以说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复合家庭，也有别于宗族。

一般说来，封建社会在家庭的维系政策上主要强调父母、祖父母在世时，诸子孙要做到同财共居。除此之外的分异行为，法令上不予以限制。而四世以上同居共财大家庭则是其

①《元典章》卷１９，户部５。

②万历《明会典》卷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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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在封建政府规定外，由于传统宗法制度和人伦道德的影响，以自愿的形式结合起来并维持下去。这不能不使统治者感到激动、兴奋。在他们看来，这是该家庭良好家风所促成，是家庭成员和睦关系的典范，因而也是对全体百姓进行教化的有力素材。所以他们要予以大力表彰。

同时，也要看到，对四世同堂大家庭的表彰与奖励正好反映了实行这些政策的王朝，家庭离析比较严重。但同时政府也有重视教化的目的。

从史籍上看，南北朝以来的王朝对此项表彰较重视。

南朝宋时，邵荣兴“六世同爨”

，武陵内史刘悛前往“表其乡里”

①。

南朝齐建元三年（４８１年）

，中央派大使巡行天下，对四世以上同居者，“诏表门闾，蠲租税”

②。义兴陈玄子四世１７０口同居，蜀郡王绩祖、华阳郝道福“并累世同炊”。对此，齐建武三年（４９６年）

，明帝“诏表门闾，蠲调役”

③。这种表彰涉及到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

唐朝对此类家庭的表彰则形成了制度。

即“数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其门闾，赐粟帛，州县存问，复赋税”

，甚至授予官爵④。

唐高宗于显庆六年（６１年）

下令：“诸州举孝行尤著，及累叶义居可以励风俗者”

⑤，上报中央政府以便给予嘉奖。

载入《新唐书》中的“数世同居”者有３６家。唐代瀛州饶阳

①《南朝宋会要》，民政。

②《南齐书》卷５５，《孝义传》。

③《南齐书》卷５５，《孝义传》。

④《新唐书》卷１９５。

⑤《旧唐书》卷４，《高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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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刘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犹同产”

，“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

，“六院共一庖”

，受到政府表彰①。山东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隋、唐各朝“皆旌表其门”。唐高宗巡幸途中至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张公艺书‘忍’百余以进”。高宗大加赞扬，赐其缣帛若干②。一个堂堂国君能亲临世居之普通百姓家，足见其对此类家庭的重视程度。宋代的表彰措施与唐代相类似。至道年间，太宗听说南康建昌人洪文抚，“子孙众多，以孝悌著称，六世义居，室无异爨”

，于是派内侍持书百轴赐其家③。

洪文抚让其弟洪文举至京师“贡土物为谢”。太宗又飞白一轴曰：“义居人”

，赐文举，并命其为江州助教。此后，洪家每年遣子弟入贡，皇帝“必厚赐答之”

④。由此可见皇帝将义居大家庭的地位抬举之高。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此类家庭非常欣赏。

辽代开泰元年（１０１２年）

，辽州禄事张庭类六世同居，仪坤州刘兴胤四世同居，圣宗令“各给复三年”。

⑤金代甚至降低了同居代数标准，即“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

，并免杂役⑥。元天历元年（１３２８年）

，蒲城县民王显政五世同居，被“旌其门”

⑦。清代把对累世同居者的奖励载

①《旧唐书》卷４，《高宗纪》。

②《资治通鉴》卷２０１。

③《宋史》卷４，《太宗纪》１。

④《宋史》卷４５６，《孝义传》。

⑤《辽史》卷１５，《圣宗纪》６。

⑥《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⑦《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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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典：“凡屡世同居、和睦无间者，督抚题请旌表，礼部专题，给银建坊，题名忠义”

①。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

，湖北省黄冈县邓一隆八世同居，“家逾百口，阖门雍睦”

，世宗令给建坊银３０两。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

，湖南源江县生员谯衿七世同居，“孝友敦笃”

，除给３０两建坊银外，世宗令于忠孝节义祠内立碑，并特赐书“世笃仁风”

四字②。

乾隆元十一年（１７６年）陕西三水县民赵资“一家和顺，八世同居”。乾隆帝听说后，亲制诗一章予以赞扬，并书匾额赐予。

此外还赏缎匹，给银建坊，并认为这是“民风淳厚，伦纪懋敦”的表现，因而“宜推旌淑之恩，益广型仁之化”

③。

一些帝王甚至把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也作为旌表的依据。

《隋书。孝义传》载：太原文水人郭儁，“家门雍睦，七叶同居，犬豕同乳，乌鹊同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州县上报其事。皇帝派平昌公宇文弼至其家“劳问之”。并州总管汉王琼闻而感叹，赐其兄弟二十余人衣“各一袭”

④。

客观地讲，数世而居，几十、上百口共食的宗族式大家庭即使在当时社会也为数有限，记入各朝正史中的“义居之家”也不过数十例。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王朝数十年、上百年以至数百年历史时期此类家庭的全部，然而却是其中影响大的部分。

奉行教化政策的历代政府试图以此激励当事家庭，感

①《元史》卷３３，《文宗纪》。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４，礼部，风教。

③《清高宗圣训》卷２６４，厚风俗。

④《隋书》卷７２，《孝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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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其他百姓。虽然这不可能使人人效法，家家模仿，而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起码对一般直系家庭、三代家庭的维系会起到作用。

同时也应看到，大家庭在封建社会条件下并不利于生产的组织。必须承认，封建社会的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大家庭所维持的是其成员表面的和睦气氛。除了父家长外其他成员对财产没有支配权，因而他们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很难激发起创造财富的欲望。这也是此类家庭不可能广泛推行的重要原因。

而说到底，封建政府对大家庭的表彰是对他们实践传统伦理道德的奖励。虽然在表面上统治者看重这些形式，而实际上更注重这些形式中的内容。

第四节　宗族人口政策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深厚的国家。而宗族说到底是家庭的扩展形态，或者说宗族是若干个相同血缘的诸个家庭的联合体。从社区管理这一角度来看，宗族又是社区中最基本的人口管理组织，特别是我国农耕社会条件下，村、庄、社等自然聚落实际就是一个或数个宗族的集合。正因为这样，宗族人口群体理所当然地引起封建王朝的重视。

一、对宗族组织的利用（一）借助宗族组织对宗族人口进行管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是最基本的社区组织。各朝政府很注意对宗族组织所具有的管理职能加以利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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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识到，“族长、房长，均为一族之尊，于通族之贤否，所行之顺悖，耳目既真，稽查自易，专以责成，使之化导于平时，约束于临事，实为事简而法周”。

①

不过，在明清以前，各朝政府主要通过将宗族组织与社区组织结合起来的形式来实施管理。北齐政府令“居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

一党之内则有党正一人，付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十有四人“

②。隋文帝要求“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

③。我们认为，这里所提到的“族”

，虽不完全是指一个宗族。但至少可以说是以宗族为主的组织。

如果再结合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为主聚居的形式，那么说社区组织实际上是建立在宗族组织上，就更不该有什么异义了。通过下面事例，我们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浙江天堂县，“所到之处……俱聚族而居”

④。江西赣县，“其乡聚族而居，六乡一姓，有众至数千户”

⑤。安徽歙县“邑俗聚族而居，各村一姓或数姓”

⑥。更有甚者，安徽石埭，“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

即在城中者亦各占一区，无他姓杂处“。

⑦

而这种情况可谓遍布全国。冯桂芬在《显志堂稿》（卷１）中指出：“今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多聚

①凌燽：《西江视臬纪事》，载《清史资料》第３辑。

②《文献通考》卷１２，职役２。

③《通典》卷３，食货３。

④戴兆佳：《天台治略》卷１。

⑤乾隆《赣县志》卷１。

⑥民国《徽县志》卷１。

⑦光绪《石埭桂氏宗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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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而居“。

以上材料虽多出自明清人之手，但它们却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口聚族而居的特征。在这种人口环境中所建立的社区组织不可能与宗族组织脱离联系，只能与其结合起来以实现对社区人口的管理，同时借此达到对宗族人口管理的目的。

然而，最善于利用宗族组织管理宗族人口的政府是明清统治者，清代尤其突出。其特点是，清代政府不仅要利用已经具备管理职能的宗族组织；而且帮助那些组织不甚完备的宗族建立有关组织，选择管理者。其目的当然是要为统治服务。乾隆初年，任江西按察使的凌燽，鉴于当地社会秩序不好，而百姓又“率皆聚族而居”的状况，要求地方官“凡有世家大族，丁口繁多者，即令该族于尊长内无论是否族长、房长，择有举贡生监品行素优，实为合族所敬惮者，公举一人，委为族约；无举、贡、生监，即选人品端方，足以服众者一人为之”

，然后地方官“给以牌照，专用化导约束，使之劝善规过，排难解纷”。

宗族子弟中有不法者，“轻则治以家法，重则禀官置处”

；“至口角忿争，买卖田坟，或有未清事涉两姓者，两造族约即会同公处，不得偏袒；族内如有孝弟节义及赒恤义举，族约即为投官请奖”。族约如果任职“两年之内，化导有方，约束无事，地方官给匾奖励；五年无犯，详宪请奖；十年之内，能使风俗还醇，浇凌胥化者，详请具题奖叙，以示鼓励”

①。

可见，族约俨然成为清政府地方的一级官吏，宗族中的任何事务都可交其处理。只是在处理不了时才上报官

①《西江视臬纪事》，转见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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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

，清政府更普遍地推行这一政策，“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查举”

①。除此之外，清政府为防止宗族成员争产谋继现象的发生，要求宗族组织负起协调、纠举责任。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年）

清政府规定：“凡争产谋继及扶同争继之房分，均不准其继嗣，应听合族另行公议承立”

②。

但同时也要看到，封建政府赋予宗族组织以一定的权力，重在让其协助官方对社区人口进行管理，即宗族组织必须向官府负责，而不得借宗族负责人之位来制造本宗族与其它宗族对立的局面。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８６年）

，御史张宪奏请设立大姓族长，结果被乾隆帝视力“甚属乖谬，于事理毫无裨益”。乾隆认为，“民间户族繁盛，其中不逞之徒每自恃人众，滋生事端”。并且“向来聚众械斗各案，大半起于大姓”。他还说：“若于各户专立族长名目，无论同宗桀骜子弟未必受其约束，甚至成立非人，必致籍端犯持，倚强徂弱，重为乡曲之累，正所为救弊转以滋弊耳。”

③这表明，清政府对宗族组织也有防范的一面。即它对宗族组织在官府所赋予的职责之外的活动感到不安。

（二）

赋予宗族组织以一定的治安权，以便对宗族人口的活动予以限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什伍、保甲都是对社区人口实行治安管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②《皇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９，刑１１，户律，户役。

③《高宗圣训》卷２６４，厚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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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组织。而至明清时期，政府更注意利用宗族组织来发挥治安防范功能，以便将宗族人口的越轨行为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清代雍正时，广东肇庆的地方官将保甲制与宗族组织结合起来，规定：“州县有巨堡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者，官选族中品行刚方之人，立为族正，以察族之不肖，徇情者治罪”

①。凌燽在江西按察使任上要求各地官府“通饬各属，如地方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阖族敬惮者，立为族正；”

“若有匪类，令其报官究治，倘徇情容隐，与保甲一体治罪。”

②陈宏谋在初任江西巡抚时，利用当地“聚族而居、族各有祠”的特征，赋予宗族长以治安权：“族房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

名分即有一定，休戚原自相关，比之异姓之乡约保甲，自然便于觉察，易于约束“

③。清代地方官所制订的上述措施，是基于辖区的宗族人口的居住特征，因而也是很具体的宗族人口政策。

值得指出的是，清代还赋予一些宗族组织以司法权。雍正皇帝于九年（１７３１年）指出：“从来凶悍之人，偷窃奸宄，怙恶不悛，以致伯叔兄弟受其累，其本人所犯之罪，在国法虽不至于死，而其尊长、族人，翦除出恶，训诫子弟，治以家法，至于身死，亦是惩罚防患之道，使不法子弟知所儆惧悛改，情非得已，不当按律拟之抵偿。嗣后凡遇凶恶不法之人，经官惩治，怙恶不悛，为合族所共恶者，准族人鸣之于

①道光《肇庆府志》卷２２，《事纪》。

②《西江视臬纪事》，转见同前。

③《清朝经世文编》卷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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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或将伊流徙远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处治，至于身死，免其抵罪“。

这里虽然并非很明确地给宗族组织以司法权，但宗族组织实际获得了任意处罚族人的权利；乃至惩罚至死也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三）宗族人口管理政策评价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族人口管理政策实际只是利用宗族组织来为统治者的社区管理服务。这是封建政府在充分认识到各地宗族组织实际具有的作用后采取的措施。

对宗族组织的作用，近代人魏源曾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朝廷复以大宗法联之，俾自教养守卫，则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水旱凶荒有所恃，俗有所稽查。余小姓附之，人心维系，盘固而不动，盗贼之患不作矣”

①。即借宗族组织来管理人口，可收纲举目张之效。

同时，在统治者看来，宗族组织还能起到化导风俗、敦亲固谊的作用。清代雍正皇帝指出，“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勿薄，宁亲勿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诚使一姓之中秩然蔼然，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雍睦昭而孝弟之行愈敦”

②。

然而说到底，封建政府的宗族人口管理政策是想将宗族

①《清朝经世文编》卷５８，《礼政》。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７，礼部，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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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作为其对全体人口实施控制的补充，并进而达到加强人口控制的目的。

宗族人口的活动在受到行政力量干预的同时，又受到血缘力量的制约。这种束缚的迭加对宗族人口造成高度的压抑，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因此更加重了。

二、政府对世家大族的扶植与贬抑在封建社会，世家大族实际是特权家族，同时，他们又是人数较众的宗族。在当时政治生活中，世家大族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对世家大族的扶植世家大族作为特权家族，他们与最高统治者有较多的利害一致之处，或者说是帝王的依靠力量。所以，封建政府也对其采取了诸多扶植手段。

１、政治上的扶植。

这是世家大族所拥有特权的最集中表现。严格来讲，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帝王及宗室成员可以享受世袭的权利和地位外，其它宗族一般不具有这样的权利。不过，每当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继位掌政的皇帝为了酬谢跟随其赴汤蹈火的将帅谋臣，也常常赐封他们享受某种世袭权利的资格。这往往是世家大族产生的重要途径。同时那些与帝王结亲的后族也往往成为大族。另外，一些世代聚居的大姓常会成为帝王扶植的对象。这些大族的代表者及其子弟是当时高级官位的垄断者。在隋唐以前科举制度未产生之时，这种现象尤其突出。

南朝的政治特征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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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名“

①。北魏天赐元年（４０４年）

，大选官僚，道武帝公开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

因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

②。唐代在建国近１５０年后的大历十四年（７９年）

仍不忘对功臣后代的照顾，代宗下诏：“武德、至德将相有功者子孙”授于官③。北宋在靖康二年（１２７年）

，宋钦宗诏求累朝勋臣曹彬等三百人子孙，以备录用。

④此外，宋代望族在做官上也有很大优势。宋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

，孙沔指出：“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和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无定数”

，“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问才愚都居禄位”

，甚至“未离襁褓，已列缙绅”

⑤。

由此可见，世家大族政策上所拥有的特权是建立在对一般庶族和平民家庭出身者排挤的基础上的，是财产的私有制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当然更是专制中央集权下的普遍现象。

２、婚姻上的扶植婚姻在封建社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皇帝也常常把世家大族子女作为婚配对象。这也是世家大族巩固其地位的方式。

东汉时，邓、窦、梁、马诸功臣之家，“婚姻帝室，世为名族”。

同时，帝王也把与名门望族联姻作为稳定统治基础的手段。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指出：“往昔帝王之治天下，

①《廿二史札记》卷１８。

②《北史）卷１，《魏本纪》１。

③《新唐书》卷７，《德宗纪》。

④《宋史》卷２７，《高宗纪》４。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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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阴教聿修“

①。北魏皇帝（孝文帝）

“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滎阳郑仪、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

②。唐代高祖也以其家族在前朝与帝王联姻而津津乐道。

他尝对尚书右仆射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他还以此为满足，自称“无愧前修矣”

③。

可以这样说，皇帝通过与大族联姻更增加了婚姻的正统、庄重色彩，使社会的等级特征更突出了。因为皇帝处于政治权力的巅峰，而大族则位于群民之冠。同时大族子女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耳濡目染，也使帝王感到其“母仪天下”的形象容易被树立起来。而对世家大族来说，则试图以这种联姻来缩短他们与最高权力者的距离，为其子弟乃至整个家族掌握国家权力，铺平道路。

（二）对世家大族的抑制世家大族与政治关系之密切就决定了他们在得到帝王扶植的荣光的同时，也会遭到被排挤乃至杀戮的厄运。改朝换代中旧的世家大族也往往会从令人称羡的高位跌落下来。即使在同一王朝，君主的更迭也常使大族地位发生逆转。

另外，

①《蔡中郎集》，《司马袁公夫人马氏悼）。

②《资治通鉴》卷４０，《齐纪》卷６。

③《唐会要》卷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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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地方上势力过大的宗族，往往也会被帝王视为应削弱的对象。

１、对政敌家族的打击对政敌家族的打击可谓是累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秦汉时对六国贵族的迁移是这方面最典型的政策。新政权的建立者对旧贵族的担心最大。以迁移来削弱其基础，不使其复辟的希望变为现实。

这种做法为以后许多王朝所效仿。

后族也常在国君更换之中成为打击的目标。

唐代人指出：“自古后族能以德礼进退、全礼保名者鲜矣”。其原因是，他们往往“恃宫掖之宠，接宴私之欢，高爵厚禄骄其内，声色服玩惑于外，莫知师友之训，不达危亡之道。故以中才处之，罕不履败”

①。

在同一王朝的权力角逐中，失败者常成为杀戮对象。西汉昭帝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而尊崇其宗党，摧抑外戚，结贵据权至坚至固”。而其死之后，“受祸灭门”。

②北齐天保十年（５９年）五月高洋诛始平公元世、东平公元景式等魏贵族２５家，前后共杀“六千人”

，“并投漳水”

③。

对政敌家族的杀戮，禁锢以至贬谪性措施可谓在中国史册上俯拾即是。这也是封建社会胜者将相、王侯，败者为贼、为寇、为阶下囚、刀下鬼这种政治斗争的产物。

①《旧唐书》卷１８３，《外戚传》。

②《后汉书》卷６８，《霍光传》。

③《北史》卷７，《齐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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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世家大族的打击参加政治活动的世家大族会因政治失败而受到镇压，那些未曾直接卷入政治风波的大族，也会因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干扰而受到打击。

汉代对一般的大族为非一方曾予坚决打击。西汉时济南瞯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章帝任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至则“诛瞯氏首恶，余皆股粟”

，使该地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居岁余，郡中不拾遗”

①。颖川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其“宾客犯为盗贼，前两千石莫能禽制”。

循吏赵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诸首恶，郡中震栗”。

②王緼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

，“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偿臧”

③。这些宗族的行为干扰了封建地方秩序，并且影响了官府权力的发挥，所以中央政策要予以镇压。南朝梁时余姚大姓虞氏“千余家”

，“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绝”。沈瑀令长时，“以法绳之”。该县南有豪族数百家，“子弟骄横，递相庇廕，厚自封植”。沈瑀以徭役来惩罚其族人，即“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

④。

唐代初年，山东世家大族尽管失去了在北朝时所拥有的特殊政治地位，而社会地位仍很高。

所谓“山东士尚阀阅，后

①《西汉会要》卷４９，民政。

②《西汉会要》卷４９，民政。

③《西汉会要》卷４９，民政。

④《南史》卷７０，《循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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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无不多取资，故人谓之卖婚“。唐太宗因而令大臣”重编氏族志“

，“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梁，左寒畯”

①。大族虽然没有因此彻底败落，但却在社会地位上不能与皇族、外戚抗衡了。

总的来看，两晋至唐代以前，政治参与往往是世家大族的专利。这同时意味着他们容易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造成互相残杀的局面。特别是中央政权及其辅佐者常把削弱世家大族地位作为稳定政局的措施。不过在这种世袭政治中，一个大族被镇压的同时，意味着另一个大族的兴起。直到科举制度实行以后，才使世家大族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被瓦解。

三、宗族的刑法株连政策用刑法株连宗族可谓封建社会最严厉的刑法，是当时连坐政策的极点。上面所谈到的对世家大族的镇压就是株连政策的典型。不过，那种情况也可谓是特殊的株连政策，或者说是株连政策的扩大化。那么，比较标准的株连政策是什么呢？

汉代高祖曾令肖何作九章之律，其中“有夷三族之令”

②。

三族的范围，比较多的解释是父族、母族和妻族。这个规定不仅包括了当事者本人所在的宗族，而且包括亲族。北魏昭帝规定，“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

③。这里的亲族没有指明内容。

①《新唐书》卷９７，《高俭传》。

②《后汉书》卷５２，《崔寔传》。

③《魏书》卷１１，《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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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犯大逆者主要是本宗族人受株连。唐朝的政策是：“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

，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

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

①明代虽继承了唐法，但较唐法更严：“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居；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②。清代则完全继承了明代之法。

刑法株连政策既反映了封建法律的残酷性，同时也是统治者借以威胁民众的手段。

第五节　小　　结

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与宗族政策是统治者对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所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要通过家庭与宗族秩序的稳定来达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

一、家庭、宗族政策的积极意义封建社会的家庭与宗族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

（一）

封建政府强调在家庭和宗族中晚辈对长辈生活的赡养、照顾，以维持家庭的养老功能，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方

①《唐明律合集》卷１７。

②《唐明律合集》卷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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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封建社会作为私有制社会，并且又是小农经济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主要在家庭中进行，养老也不例外。虽然封建政府也建立了养济院之类的社会性组织，而它只限于对个别特困者的救济。更为普遍的养老行为主要由家庭来实施。政府通过法律性措施和孝行的宣扬，试图减少家庭在分异时对养老责任的舍弃，以免使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后处于无人问津的地步。我们认为，如果从对老人生活照顾这一点上提倡“孝”

，是值得肯定的。

（二）

封建社会以均分财产为特征的财产继承制度有助于减少家庭的冲突。这就是说，在家庭财产面前，诸多子女都有继承权，拥有继承权就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

（三）

封建政府提倡宗族内的互助行为，也有助于减少宗族人口的死亡，使不具有劳动能力者获得一定程度的生活救济，由此弥补了社会救济的不足。

二、家庭、家族政策的消极影响站在今日来审视封建社会家庭宗族政策，其消极影响较积极作用显得更突出些。

（一）

这一政策强化了等级制度。

封建社会作为等级制度社会，统治者对其维护手段有多种。而在家庭、宗族政策中强调晚辈对长晚的绝对服从实际就是培养人们对等级制度的认同感。在统治者看来，人们只有在家庭中服从长上，才可能在社会中顺从官府，而不至于产生犯上作乱之心。

（二）这一政策是对家庭、宗族成员行为的严重束缚。在家庭中，不仅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受到限制，而且思想观念也被禁锢。这是由于政策赋予了家族长广泛的权利，其成员不

— 239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９２。

敢有所妄动。

（三）

这一政策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封闭。

此种状况可谓是该政策所带来的最消极的后果。我们说，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社会封闭、人口不流动的基本制约因素，而政府对家庭、宗族形态的维系措施，又强化了这种特征。

按照这一政策，人们离乡、离土往往被指责为对“孝”观念的违背。前面曾经谈到，均分财产有利于保持家庭成员在本土的生存能力。但这一政策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造成家庭或宗族成员世代相守。因为均分财产使其成员较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所以，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外乡谋生。若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状态，封闭的环境自然就很容易形成并保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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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老年人口政策

老年人口是人口年龄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封建社会，老年人口又成为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历代王朝制订了诸多优待老年人口的政策，并且赋予其重要的社会责任，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与等级制度这一整体目标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第一节　老年人口生活照顾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老年人口在政策上享受到其它人口群体所得不到的照顾。虽然老年人口具体的生活照顾主要由其子孙来承担（因为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然而统治者的政策对于老年人口外部生活环境的改善，减少社会力量的干扰具有积极意义。并且封建政府也作出一些具体生活照顾规定，对老年人口也有一定裨益。

一、老年人口及其亲属徭役的免除在封建社会，徭役是困迫人们的主要社会负担。老年人口虽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从体质上讲已不能再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免除其徭役负担也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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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理所当然的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可以说基本上都做到了。不过，各朝对老年人口年龄的界定却不一致。由此就表现出人们服役时间长短之不同。另外，封建政府还制订有对高龄老年人口亲属徭役免除的规定，以便他们照顾家中老年者。

（一）老年人口免役的年龄性规定这个问题可以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各朝对老年人口所下定义。

实际上，封建国家并没有明确规定老年人口的年龄标准。

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涉及授田、赋役的人丁标准等政策中加以了解。

先秦时期，“国中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①这意味着国中６１以上，乡野６６以上的人才能享受免役待遇。此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秦汉时期２０—５６岁的男丁才被统计在户籍之上，而赋役征收依据就是户籍。由此可见，５７岁以上即可免役。

东西晋及南北朝时，各政权多以６６岁作为年老标准。

这显然和先秦的政策有关。西晋规定六十以内者为正丁，６１—６５为次丁，６６岁以上为老。

至此才可“不事”

②，即不服徭役。

东晋也是如此。北齐强调男子６５岁以下为丁，６６岁以上为老。它还进一步规定６０免力役；６６岁退田，免租调③。这里

①《周礼。乡大夫》。

②《文献通考》卷２，田赋２。

③《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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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免役和免赋分开对待。较之西、东晋，北齐的徭役年龄降低了。北周规定，５９岁以前者“皆任于役”

，６０岁则免①。与北齐的服役年龄相一致。

隋代的政策与北齐一样：６６以上为老，“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②。需要指出：隋开皇十年（５９０年）

，文帝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

，“百姓五十者，输庸停防”

③。可见，徭役年龄又与王朝政局相关。唐代武德七年（６２６年）明确规定６０为老④。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宗广德元年（７６３年）

将老人标准降低为５５岁，以此作为“优民”的措施。

⑤另外在免役年龄上也有变化，高宗开耀年间（６８１—６８２年）

规定：百姓年５０岁者皆免课役。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年）又改为５９岁免役。

⑥这表明唐代的老年标准与服役停止标准渐趋一致。

唐代６０为老的标准被宋以后的王朝所继承。年老即停役，这也成为此后各王朝的政策特色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老年人口年龄标准和免役标准，基本上可以以唐代为界。

即唐以前多采用６６岁为老的标准，唐以后则以６０岁为标准。不过无论唐以前还是以后，各朝免役的年龄标准均有倾向６０岁的特征。由此我们感到，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④《唐会要》卷８５。

⑤《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⑥《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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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制订了老年人口的免役标准，而这个标准却显得太高了。从当时社会的平均年龄来看，大部分人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已作古。

所以可以这样说，以６０岁作为免役标准并没有使大多数人获得益处。这一点恐怕有些王朝的统治者也认识到了，所以他们以６０岁以下免役作为一种“善政”来实施。只是这种政策的实行时间太短。

（二）对高年者亲属的免役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来讲，６０岁以上被作为老年，７０岁以上（有的朝代为８０岁）则被划入高年范围。老年者只能享受本人免役待遇，而高年者的免役范围在一些王朝可以扩展至其亲属。政府此举在于使其有时间去照顾高年亲属的生活起居。

这种政策的滥觞也可追至先秦时期。

《礼记。内则》载：“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这里的“政”

，泛指王事，当然也包括徭役活动。

西汉文帝更将这一政策发扬光大，他“亲自勉以厚天下”

，“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①。其意在于９０以上免其一子徭役，八十以上免其家两口算赋。

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年）

，汉武帝下诏指出：“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所以他下令：“民有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②。那么，这项政策是不是意味着对文

①《汉书》卷５１，《贾山传）。

②《汉书》卷６，《武帝纪》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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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年间所作规定的否认呢？

我们认为不是。

它是指在七十、八十老年人口亲属照顾的基础上，又提高了对九十以上者的优惠标准。或者说是对先秦“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的重申。

三国魏武帝下令：“老耄须侍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

①。这一规定显得苛刻，因为当时年至７０、８０者已不多见，而将亲属免役扩大至９０岁，实际上有取消的味道，或者只限于名义之上。

北魏时比较普遍的政策是８０以上才可享受一子不从役的照顾。

《魏书。食货志》载：“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而《北史》卷３载：太和元年（４７７年）文帝下诏：“七十以上，一子不从役。”这种差异在于，后者是特殊性规定。

北周规定：“其人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一家不从役”。

②它将先秦和汉代的标准又提高了。

唐朝则根据高年者的不同年龄来决定免役数量：“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

③。并且，这些免役者不限于本家。其原则是，“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次取轻色丁”

④。唐开元时（７１３—７４１年）将照顾年龄适当降低，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１８—２２岁）为侍。八十以上令以常式从事“

⑤。另外，天宝八年（７４９年）六月因大赦而下诏：“男子七十，妇人七十五以上，

①《三国志》卷１，《魏书。武帝纪》。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旧唐书》卷４３，《职官》２。

④《大唐会典》卷３，户部。

⑤《新唐书》卷５１，《食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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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

皆给一丁侍“。

①不过，这只是一种特例。

宋代天禧元年（１０１７年）

真宗下诏：“父老年八十者除其徭役”

②。至于如何免役，没有说明。宋嘉祐四年（１０５２年）

十月规定：“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免其一丁”

③。元代也以此为标准。元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的政策是：“老人年八十以上与免一人杂泛，使之侍养”。大德九年（１３０５年）再次重申：“老者年八十以上许存侍丁一名，九十以上许存侍丁二人，并免杂役”

④。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王朝的标准放宽了。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朱元璋下诏：“民年七十之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

⑤。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太祖又下令：“有司存问高年，凡八十以上者皆复其家”

⑥。这一规定并没有被普遍推行。所以明代还有这样的政策：“凡民年八十以上，止有一子，若系有田产应当差役者许令雇人代替出官，无田产者许存侍丁与免杂役”

⑦。那么此规定是不是对洪武元年政策的修改呢？我们认为不是。或者说这是对某种特殊情况的补充性规定。明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还将这种照顾扩大至军户。

“应充军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于附近卫所

①《新唐书》卷５，《玄宗纪》。

②《宋史》卷８，《真宗纪》３。

③《宋史》卷１２，《仁宗纪》４。

④《元典章》卷３。

⑤《明会典》卷２２。

⑥《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⑦万历《明会典》卷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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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军“

①。

清朝在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

即规定：“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

②。清代中后期后，随着丁银摊入田亩，丁口本身所承担的徭役的减少，免役的意义也不如以前那样高了。

中国封建社会徭役之重往往是最为严重的社会弊端。高年者家庭能够通过正当途径豁免一人至数人的徭役，不仅为老年的照顾提供了人力保证，而且减少了其家庭所受苛政的干扰。这也成为老人给家庭带来的一种效益，并进而保证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二、对老年人口的物质赏赐与救济物质赏赐主要是指生活用品的赏赐。由此老年人口中一些人的生活会有所改善。然而，封建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借此体现其对老年人口的重视。当然这也会使老年人口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物质救济在封建社会则主要限于贫穷家庭的老年人口。

（一）物质赏赐这种赏赐的主要对象是老年人口中的高年者。

汉代政府将对高年的物质赏赐作为其以“孝治天下”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文帝指出：“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饱。

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所以他下令：”有司请令其县道，年八

①《明宣宗圣训》卷２。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５，《职役》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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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十以上，赐米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同时，地方当局要做到”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

还要有监督机制，“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①然而汉代的这些政策并非其初创。

而是《礼记》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礼记。内则》言：“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虽得人不煖矣”。而文帝将其赏赐标准提高至八十、九十岁，显然是要缩小范围，同时又能收到某种教化目的。从中我们也可看出，文帝这一政策反映了其对高年人口重视程度之高，物质赏赐之丰盛，致送方式之隆重，以至我们怀疑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否做到这一点。然而作为对极少数人所行施的一种礼节，也有实现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武帝以后的赏赐具有明显的可行性。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

，武帝遣谒者“赐年九十以上帛，人二匹，絮二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②。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

，赏赐年龄降低，即“加年七十以上帛，人二匹”

③。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年）

，“赐高年米，人四石”

④。这以后，汉代史书常有“赐高年帛”的记载。然而，纵观整个西汉王朝，上述赐赏活动主要在皇帝登基举行大典或改换年号时进行，并没有成为一种惯常的行动。

①《汉书》卷４，《文帝纪》。

②《汉书》卷６，《武帝纪》。

③《汉书》卷６，《武帝纪》。

④《汉书》卷６，《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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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汉相比，东汉对高年的赏赐显得较薄。不过其所包含的精神性因素则增多了。按照东汉政策，“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王杖，铺之糜粥。八十、九十有加赐。

王杖长九尺，端以鸠乌为饰。

鸠者，不噎之乌也，欲老人之不噎“

①。这表明其象征性成份较大。即使如此，这种政策也没有得到具体的落实。

安帝元初四年（１７年）

下诏指出：“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

长吏总事，莫有躬亲“

②。

南北朝各政权的赏赐或高或低。

北魏和平四年（４６３年）

，文成帝赐京师人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③。太和三年（４７９年）

，太上皇帝南巡至怀州，所过“赐高年”布帛④。太和四年（４８０年）

，孝文帝诏会京师耆老，赐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麯⑤。

可见这种赏赐多实行于特殊情况下，并且仅限于局部范围。南朝也是如此。南齐永明四年（４８６年）

，武帝车驾籍田，诏“孤老贫穷，赐谷十石”

⑥。

唐代对高年者的赏赐十分普遍。几乎每年有数次。唐贞观三年（６２９年）

，太宗“始御太极殿，”赐８０以上者“粟二斛”

，９０以上者“三斛”

，“百岁加绢二匹”

⑦。但这同样是偶然

①《东汉会要》卷６，礼４。

②《东汉会要》卷６，礼４。

③《北史》卷２，《魏本纪》。

④《北史》卷３，《魏本纪》。

⑤《北史》卷３，《魏本纪》。

⑥《南朝齐会要》，民政。

⑦《新唐书》卷２，《太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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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２。

性活动。唐睿宗景云三年（７１２年）

，因改元“太极”

，下诏“三下大酺五日，特赐老人九十已上绯衫牙笏，八十已上绿衫木笏”

①。唐顺宗（８０５年）即位时，大赦天下并诏令：“百姓九十以上赐米二石，绢两匹，仍令本地长吏就家存问；百岁已上，赐米五石，绢二匹，绵一束，羊酒”

②。在我看来，唐朝帝王在节庆时对老年者的赐赏既是增加气氛的需要，也包含着使其江山、政权长存的味道；或者以此祈望国泰民安。

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中，老年特别是高年本身就具有“吉祥、福祉”的象征。

宋朝、元朝做法与唐代类似。淳化四年（９３年）

，太宗“召赐京城高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塗金带”

③。景德二年，真宗诏集京畿父老于长春殿，“赐帛有差”

④。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１０８年）

，真宗亲临乾元门观酺，赐父老１５００人衣服与茶、采。

⑤元代天历元年（１３２８年）九月，文宗“赐京师耆老七十人币帛”。

⑥较之唐朝、元朝的赐赏举动较少。

相比以上各朝，明代的赏赐标准比较具体。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

规定：“民年八十以上，有司给绢二匹，布二匹，酒一斗，肉十斤”

，并派人“时加存恤”

⑦。天顺二年（１４５８年）

①《旧唐书》卷７，《睿宗纪》。

②《旧唐书》卷１４，《顺宗纪》。

③《宋史》卷５，《太宗纪》。

④《宋史》卷７，《真宗纪》２。

⑤《宋史》卷７，《真宗纪》２。

⑥《元史》卷３３，《文宗纪》２。

⑦万历《明会典》卷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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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规定：“军民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妇，有司给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年九十以上者倍之”。

①天顺八年（１４６４年）改标准为：“民年七十以上者免一丁差役，有司每岁给酒十瓶，肉十斤”

；八十以上者在此基础上增加绵一斤，布二匹；九十以上者给与冠带，每年官府设宴招待一次；百岁以上国家给与棺具②。此外，皇帝平时还遣使者礼问高年，并致赐赏之物。

永乐七年（１４０９年）

，成祖命礼部遣使巡狩经郡县，“存问高年，赐八十以上者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加帛一匹”

③。

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年）

，成祖亲至祀皇陵，“赐耆民年八十以上者人酒六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加帛一匹”

④。

清代的对老年人口的赏赐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百岁以上老人，二是对百岁以下、７０岁以上老人。清代对百岁以上老人的赏赐包含精神与物质两重目的。

清政府规定：凡寿民、寿妇，年龄达到１００岁者，由本地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或巡抚上报皇帝，然后皇帝恩诏赐予旌表匾额并给其建立旌表牌坊⑤。

康熙年间的政策是，每名赏赐建坊银３０两⑥。雍正年间，政府规定，赏赐银两随年龄增加而递增，年至１１０岁增加一倍，１２０岁加两倍。

⑦如果夫妻、兄弟均达到１００岁者，则更受政

①万历《明会典》卷８。

②万历《明会典》卷８。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６６。

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６６。

⑤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１０。

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５礼部。

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５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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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府重视。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广东南海人杨能启１００岁，其妻１０１岁。皇帝特赐“御制诗章”

，并赏御用缎一匹，银２０两。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

，山东章邱人王欣然１０３岁，其弟王瑞然１００岁。高宗下诏，各赏给御用缎一匹，银１０两；并给“熙朝双瑞”匾额。此外，清政府对为其直接效命的官员亲属还有特别规定：满、汉人凡在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父母、妻室有年至百岁者，除给建坊银３０两外，上报皇帝后可加赏银１０两、缎一匹。清朝对７０以上、百岁以下老人的赏赐，并非经常举行。

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年）

清政府规定：军户和百姓中的老人有年至７０—９０岁以上者，“照例赏给钱粮”。如何赏赐却语焉不详。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高宗南巡江浙，特意颁发谕旨：江南、浙江二省如有年龄在７０以上的男女老人，均照以前规定，“一体赏给”。同年，乾隆皇帝在视察关外盛京地区时，对奉天一带的八旗、汉民男女和驻守当地的军队官兵的母亲、妻子年龄在７０岁以上者各赏给布一匹，米一斗；８０岁以上者给绢一匹，米一石；９０岁以上者加倍，１００岁者赏大缎一匹，彭缎二匹。可见，清代的这种赏赐带有特赐性质。

封建社会对老年人口的物资赐赏的社会意义要大于生活意义。这从其所选择的赏赐时机上可以反映出来。除个别王朝外，大部分王朝均把赏赐时间确定在各种大典和巡幸时，作为政治统治的装点和某种气氛的烘托。而具体到这些被赏赐的老年人口身上，他们所获得的关键不在于生活状况的改善，而在于这种待遇使之受到了社会、家庭的尊崇。

（二）对贫穷老年人口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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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特别是其中的高年人口，可能生活于儿孙绕膝、产多地广的大家庭中，但也可能挣扎于孤苦伶仃、贫穷无助的小家庭里。前者的生存当然没有问题，而后者则需得到外界的支持才能使余年的生活困难程度得以缓解。

中国封建社会在整个社会救济活动中，比较注意对老年人口的救济。可以这样说，在众多人口需要救济时，老年人口是政府首先考虑的对象。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九月孝文帝下诏规定：“司州洛阳人年七十以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另外“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亲，贫穷无以自疗者，皆以别坊，造医救护，给太医师四人，预请药物疗之”

①。

宋代皇祐元年，仁宗要求地方州县镇寨，每年于十月初派官“抄检内外老疾贫乏、不能自存之人，从十一月起支，每人日支一升”

；“每五日一次并支，次年正月终止”

②。此外还有特别赐赏。淳化四年（９０年）

，以“雪大寒”

，太宗“遣中使赐孤老贫穷人千钱，米炭”

③。元代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年）规定：“各处孤老凡遇宽恩，人给布帛各一”

④。大德三年（１２９年）成帝又下令：“各处孤老遇天寿节，人给中统钞二贯，永为定例”。至大德六年（１３０２年）又进一步制订出“给孤老死

①《北史》卷３，《魏本纪》３。

②《救荒活民录》卷２。

③《宋史》卷５，《太宗纪》２。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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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棺木钱“的政策。

①可见这里的孤老指缺乏照顾的老年人口。

明代把对贫穷老年者的照顾列入规章。

洪武初规定：“凡耆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官府月给米六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岁加帛一匹，绵一斤。老人若有田产，”能自赡者止给酒肉絮帛“。

这里不仅考虑年龄、家境因素，而且将道德因素也作为一个条件。

永乐二十二年（１４２４年）

，条件予以放宽。民年七十以上，不能自存者有司赡给；八十以上者仍给绢二匹，绵二斤，酒一斗“

，并“时加存问”

②。

清代对贫穷老年人的救济主要是在养济院进行。这一点将在救济政策中涉及。

在封建社会，对贫穷老年人的救助可谓最具实际价值。

这是减少老年人生活困难的有效手段。

不过，具体到各个地方，真正具备封建政府所要求的“贫穷条件”

者恐怕为数不多。

而不少真正属于贫穷之列者又无缘享受这种照顾。并且，对贫穷老年人的赏赐同其他赏赐一样，在许多情况下是作为庆典活动中的一项内容。这就意味着老年人口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多少。然而却不能否认政府此举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因为这使一些老年人感受到政策对他们的关心，同时也会引起老年人口亲属对其生活的关注，从而使老年人口的生存环境得到一定改善。

①《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②万历《明会典》卷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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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人口的刑罚照顾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对老年人口的刑罚照顾主要体现在量刑准则上。即在同样犯罪事实面前，对老年人口，特别是其中的高年者，量刑时予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这既可使老年人口免受和少受皮肉之苦，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身份地位得以维持。

汉代，惠帝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①。这里的“完”指其身驱的完整。因为当时的许多刑法涉及到对身体的毁伤如断足、去膑。孝惠帝三年（前１９２年）又下诏：“高年耆长，人所尊敬也。

其著令，年八十以上，为鞠系者，颂系之“。

②在封建社会，犯罪之人常被捆绑起来游街示众，然后再以施刑。这也是羞辱违法者的方式。

“颂系之”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捆系。汉宣帝时（前７３—４９年）下令减少高年者“连坐”范围。宣帝说：“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

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

③东汉在许多方面继承了西汉的做法。

东汉建武三年（２４年）

规定：“男子八十以上，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

④。

南朝梁甚至作出这样的规定：“老小于律令当得鞭杖罚

①《汉书》卷２１，《惠帝纪》。

②《汉书》卷２３，《刑法志》。

③《汉书》卷２３，《刑法志》。

④《后汉书》卷１上，《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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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半之。其应得法鞭、杖者，以熟靼鞭。小杖过五十者，稍停之“

①。另外，中大同元年（５４６年）梁政府对年老父母连坐也予以限制：“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

，但犯“大逆”罪者除外②。

唐代玄宗时规定：“民年八十以上有罪，皆勿坐”

，同时“侍丁犯法，原之俾终”。

③“侍丁”即前面所提到的照顾高年父母，并免除徭役者。宋代根据高年者的年龄制订不同的处置办法：年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赎”

；八十以上“犯反逆杀人后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

；九十以上，“虽有死罪不加罪型”

④。明清时的政策基本上同宋代一样。

对高年者犯罪虽表现出封建法律的伸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老年者的宽纵，以至会影响封建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中，犯罪者多为青壮年，高年者则很少；加之当时社会高年者比例很低，因而就更不会在社会造成一支受刑法宽容的老年人口队伍。但减少因其子女犯罪而使之连坐的范围，以及适当放宽对侍丁的处罚，却能使老年人口得到实际照顾。

四、封建社会对老年人口优待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对老年人口优待政策的形式远不至上述这

①《隋书》卷２５，《刑法志》。

②《梁书》卷３，《武帝纪》下。

③《新唐书》卷５６，《刑法志》。

④《宋刑统》卷４，名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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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而其主要内容不外乎这三点：徭役、生活和刑法。

总的来看，这三方面内容中，除了徭役是面向当时社会全体老年人口外，其它两项主要针对的是高年人口。而高年人口又是整个老年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这样说，老年人口在封建社会所获得的形式上优待较多。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各朝基本上以６０岁作为老年人口的标准，同时，它也是大部分王朝的免役年龄。这个过高的免役年龄实际意味着老年人口得不到社会多少照顾，因为大部分人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已死去。中国封建社会徭役之沉重由此也可见。生活上的照顾和刑法上的宽容又把一大批老年人口刨除在外，而有幸能享受者又只能于偶然机会获得。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老年人口优待政策没有意义，在一个以农耕为基础、产权私有制、小生产经营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中央集权政府能够制订如此政策，已足以体现其对老年人口，特别是高年人口群体的重视。

并且由此，传统社会的尊老、敬老习俗有了具体的内容。

第二节　提高老年人口社会地位的政策

一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对老年人口所实行的赏赐政策都包含有提高老年人口社会地位的目的。而严格地讲，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群体相对于另一群体而言。具体而言，一个群体要得到高于另一群体的地位，就须拥有较优越的政治、经济等待遇。然而从人的自然属性条件来看，老年人口已经或基本退出社会实际活动领域，如政治、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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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参与。他们的地位主要靠其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丰富来取得。这是就普遍情况而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老年人口社会地位的维护和提高并不完全依靠老年人口个体的努力来实现，而是借助于某种社会力量；同样，政府提高老年人口的地位也不在于使老年人口个体受益，而是为了让整个社会从中获益。

一、举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是中国自先秦以来流行于社会的一种民间仪式，由政府机构出面主持。

其中包含有明显的尊老敬长之意。

《礼记。乡饮酒义》指出：“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此外仪式上还设有礼器；“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正齿位”

①。当然在先秦社会，还有其他形式的乡饮酒礼，如以尊贤礼士为目的乡饮酒礼。然而，后世真正继承的是以尊老、敦俗为主要目的乡饮酒礼，并且愈是往后，此意愈明显。

东汉永平二年（５９年）六月，汉明帝“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同时，“郡县行乡酒礼于学校”。

②由此可见，这是东汉普遍推行乡饮酒礼的开始。

晋泰始六年（２７０年）

，武帝临辟雍，行乡饮酒礼，并下诏：“礼仪之废久矣，乃令复讲肆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

①《通典》卷７３，《礼》３３②《通典》卷７３，《礼》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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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酒“

①。由此可见，汉晋时期中央级的乡饮酒礼，由皇帝亲自出席，地点在太学之中。但却没有形成制度，时兴时废。

北魏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

十月，孝文帝所下诏书中对乡饮酒礼的宗旨作了较明确的说明：“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孟冬十月，人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

②这表明乡饮酒礼形成了以养老、敬老为中心，并伴有多种辐射功能的教化活动。而这一点成为以后王朝乡饮酒礼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唐代贞观六年（６３２年）

，太宗“诏天下行乡饮酒礼③。并且太宗令礼部辑录《乡饮酒礼》书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长官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依礼行之，庶乎时识廉让，人知敬礼“。

④可见其道德意义多么明确。唐史中还有“正齿位”礼的记载，从其举行方式上来看，基本和乡饮酒礼是一个类型，或者是同一仪式的不同名称。即“每年季冬之月，县令为主人，乡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为宾，次一人为介，又其次三宾，又其次为众宾”。

⑤另外，唐代地方向中央贡士时也要举行乡饮酒礼。

此礼虽然在于尊士，但却多有老年参加，贡士们“因与耆艾叙长少焉”

⑥。

①《通典》卷７３，《礼》３３②《北史》卷３，《魏本纪》３。

③《新唐书》卷２，《太宗纪》。

④《唐会要》卷２６。

⑤《大唐开元礼》卷１１８。

⑥《新唐书》卷４４，《选举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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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秦乡饮酒礼继承最好的是明清政府。

明朝政府明确指出：“乡饮之设，所以尊高年，尚有德，兴礼让”。仪式如此重要，所以“敢有渲譁失礼者许扬觯者以礼责之，其或因而致争竞主席者，令众罪之”

①。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

，朱元璋令礼部奏定乡饮酒礼仪，由“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民间里社亦行之”。这是对乡饮酒礼活动的进一步扩展。

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

，朱元璋下诏颁《乡饮酒礼图式》于全国，乡饮酒礼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之”。其具体方式为：“以府州县长吏为主，以乡之致仕官有德行者一人为宾，择年高有德者为撰宾，其次为介……设桌案于堂，上下席位前，陈豆于其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

，明政府重定乡饮酒礼，那就是要“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

“其席坐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纯笃者居于次，叙以长序”。而那些“曾违条犯令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良善之中”

②。可见明代乡饮酒礼的内容较前有所扩大。而明代乡饮酒礼最有特色的是里社乡饮酒礼的举行。里社于“每岁春秋社祭会饮毕”

，行乡饮酒礼。“所用菜肴于一百家内供办”。

“百家内除乞丐外，其余但系年老者，虽至贫亦须上坐；少者虽至富，必序齿下坐，不许搀越，违者以违制论”

③。但“其

①万历《明会典》卷７９。

②《明史》卷５６，《礼志》１０。

③《明会要》卷１４，礼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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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犯之人，虽年长财富，须坐于众宾席末，听讲律受戒谕“

①。显然，里社乡饮酒礼较之州县，实际作用更大，内容更具体，以至“读律令”也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

清代乡饮酒礼中的基本做法与明代相似。

“以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笃实者并之，以次叙齿而别”

②。清代皇帝对乡饮酒礼的意义认识颇深。

雍正帝指出：“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无或废坠，以忝所生”

③。清代官僚陈宏谋认为：“乡饮酒礼”所以“序长幼而崇齿德，敦礼教而和乡里，教孝作忠于是乎在，移风易俗由此而推”

④。

由上可见，封建社会的乡饮酒礼包含有多重目的，但却不能否认，老年人口是这一活动中的中心人物。在一个社会群体活动中将老年者奉为座上宾，无疑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最好途径。在这种场合，老年者处于官敬民仰的位置，社会尊老观念由此得以培养。同时需要指出，乡饮酒礼的主旨是尊老和叙长幼之礼。而所谓叙长幼主要不在于长者对幼者的慈爱，而在于晚辈对尊长者敬重，推而广之，由此可以对民众犯上作乱意识产生抑制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乡饮酒礼在许多朝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中断或废而不举现象普遍存在。唐代在贞观时开始于

①万历《明会典》卷７９。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６８，刑部。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６，礼部，风教。

④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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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举行此礼。而８０年后的开元年间，“乡饮酒之废为日已久”。所以开元六年（７１８年）又重“颁乡饮酒于天下”

①。即使如此，开元十八年（７３０年）

，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说：“窃见以乡饮酒礼颁示天下，比来唯贡举之日，略用其仪。闾里之间，未通其事”

②。明清时，政府虽十分重视，然而各地方“每多怠玩废弛，并不按时举行”

③。甚至“视为具文”。因而清乾隆皇帝责备说：“各省举乡饮，事不划一，且竟有频年阙略不举，致旷废大典者”

④。这种现象所以会出现，我们认为主要在于，乡饮酒礼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官方活动，而不是一种民间礼节。因而它只能在行政力量的干预或组织下，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旦官府怠忽，这种仪式便无人问津了。

同时，尽管中央政府将乡饮酒礼看得很重要，而它在具体的国计民生中并不起什么作用，上级衙门也不会把此列入考核范围，所以官员举办此礼的积极性便无从产生。

二、举行养老礼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乡饮酒礼除尊老以外，还包括励俗等教化目的话，那么养老礼则完全以敬老为主。不过，这种养老礼并非针对全体老年人口，而主要是对三老、五更所行仪式。

关于三老、五更，《通典》作过详细说明，“三老、五更，

①《唐会要》卷２６。

②《通典》卷７３，礼３３。

③《培远堂偶存稿》卷１３。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６，礼部，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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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三代所尊也“。

“三者，道成于三，谓天、地、人也；老者，旧也，寿也”。

“五者，训于五品。更者，更也。五世长久，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妻男女完具者为之。郑玄曰：老更互言之耳。妻男女完具者为之。郑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曰：更，当为舁字之误也。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三公设几，九卿正履，祝骾在前，祝饐在后，使者安车轮，送迎至家，天子独拜于屏。

其明日，三老诣阙谢，以其礼遇太遵故也“。以上对三老、五更的起源以及养老礼的举行方式作了说明，从中可见三老、五更地位之高，尊崇他们的仪式之隆重。而能够在这种仪式中被奉为上宾者为数极少。可谓非常人所能享此礼遇。然而封建政策借此却表明一种姿态，即显示其对老年人口的重视。

东汉明帝时曾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这两人都给于“二千石禄，养终其身”。安帝以鲁不、李充为三老。灵帝以袁逢为三老，赐以王杖。

明帝还“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

①

这种做法被以后许多王朝所仿效。

三国魏高贵乡公即位，“幸太学，命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

②由上可见，三老、五更之礼举行时，每一种基本上只有一人，共二人得此宽遇。

从已获三老、五更之衔者来看，可以说他们都是当时位高望重的老年官僚。

南北朝时也不例外，而北朝尤为重视。北魏于明堂设国

①《通典》卷２０，《职官》２。

②《通典》卷２０，《职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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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位、庶老位于阶下，皇帝“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善”。这里的国老、庶老实际是指陪位之老。

①孝文帝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帝再拜，三老肃拜，给三老上公之禄，五更元卿之禄”

②。北齐规定：“仲冬令辰陈养老礼”

③。实际是三老、五更礼。

“北周养三老礼非常隆重。保定三年（５６３年）

，武帝令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赐其延年杖，并亲临太学“以食之”。

④

唐制，仲秋吉辰，皇帝亲养三老、五更于太学，有关衙门事先奏定，“三师、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为三老，设一人为五更”

⑤。具体礼节与北周相似。宋代的做法基本与前朝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元明清则没有这种仪式。

这可能是这些朝代较之前朝对乡饮酒礼更为重视。即乡饮酒礼中已包含有养老礼的意义。

从上可知，养老礼作为一项专门活动是中央一级的养老大典，尽管获此殊荣者为数不多，但最高统治者不在于借此使某些人获得物质赏赐，而在于用这种方式推崇和敬重高龄有德的老年人，并通过由此产生的轰动效应来激起整个社会的尊老、养老风尚，从而提高老年人口的社会地位。

①《通典》卷６７，《礼》２７。

②《通典》卷６７，《礼》２７。

③《通典》卷６７，《礼》２７。

④《通典》卷２０，《职官》２。

⑤《通典》卷２０，《职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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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授予爵位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崇官心理是全社会普遍的现象。这也是人们改变社会地位的根本途径。封建政府对此也加以利用。老年人口已不可能在社会政治领域有所作为，因而其自身地位已不能以此来改变。

官方授予老年者爵位则成为一个弥补其缺憾的手段。

这使其中一些人由平民跃升为具有某种身份的人，社会地位也大为改观。

（一）职爵的赏赐职爵是以某种具体的官名作爵位的赏赐。授予职爵虽然不似堂堂正正的执印之官威振一方，但却使被授予者享受该品位之官在野时的待遇，更重要的是这种名份会引起四方人士的注目。

从目前来看，北朝开始实行这一政策，北魏太和二十年（４９８年）

二月，文帝宴群臣于华村园，并下诏国老黄者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耋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

①耋年为９０岁以上。同月，孝文帝又下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人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授以令长”。

②北魏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五月，孝文帝巡游陕西一带地区，于途中下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华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华县；七十以上，假

①《魏书》卷７下。

②《魏书》卷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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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县。庶老以上各减一等；七十以上，赐爵三级“。

①这里虽没有道德限制，却将授予范围框定在士人之中，因而也不是普遍的赏赐。不过由此将年龄段降低了。北齐政府于天保九年（５８年）

，“给畿内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各有差”

②。而版授实际也是官职虚衔。虽然被授者只限于京畿地区，而人数却不少。北周建德二年（５７３年）

，武帝指出：“尊年尚齿，列代弘规，序旧酬劳，哲王明范，朕嗣承弘业，郡临万邦，驱此兆庶，寘诸仁寿。军民之间，年多耄耋，眷言衰暮，宜有优崇。可颁授老职，使荣沾邑里”

③。他将授老年职衔的意义表述得何等充分。而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老年人口存在本身多是其“贤明政治”的结果，授予高年者以职爵，主要是为了提高其在民间社会的地位。

唐代直接继承了北朝的做法。而其赏予时间多于节庆之日。唐高宗乾封元年（６６年）正月，因封泰山，大赦天下，改年号。同时他下诏：“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马、县令、妇人郡、县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赐古爵一级。”

④男女并赏是唐代的特色。先天元年（７１２年）

，玄宗改元，“版授九十以上下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马”。

⑤开元十年（７２年）十一月“版授侍老八十以上上县令，妇人县君；九十以

①《魏书》卷７下。

②《北史》卷７，《齐本纪》中７。

③《周书》卷５，《武帝纪》上。

④《新唐书》卷３，《高宗纪》。

⑤《新唐书》卷５，《玄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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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州长吏，妇人郡县；百岁以上上州剌史，妇人郡夫人“。

①

开元二十三（７３５年）正月，大赦天下，规定“侍老百岁以上版授上州剌史，九十以上中州剌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马”。

②顺宗时则有所降低，百姓九十以上，“版授上佐、县君；百岁已上，版授下州剌史、郡君”

③。唐代的版授活动多是为了增加某种节庆气氛。不过，它没有对授予对象作身份、道德上的限制。因而在同一时期，授予面也较大。正因为这样，唐代此举深受后人推称。

（容斋随笔》中载：宋朝之制，“百岁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六年（１７６年）

，以太皇帝万寿之故推恩稍优，遂有增年诡籍以冒荣命者。“

④

可以说，宋代职爵授予已进入了尾声，大中祥符三年（１０１２年）真宗下诏：“赤县父老本府宴犒，年九十者授摄官”

⑤。但这里却未指明授什么职爵。恐怕也如上面所讲，是低品官。

在中国封建社会，授予高年者以职爵可谓这一时期诸种赏赐中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在名誉上，它对老年人地位的提高幅度最大。被授爵者由平民一跃为有官品待遇者。宋代以后对此逐渐废除，并不在于老年人口地位降低，而与科举制有关。科举制造就了一大批士人，而能真正跻身官僚队伍中又是少数。士人靠终身奋斗尚得不到一官半职，给年老者赏

①《新唐书》卷３，《高宗纪》。

②《新唐书》卷３，《高宗纪》。

③《新唐书》卷１４，《顺宗纪》。

④《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

⑤《宋史》卷７，《真宗纪》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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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就令他们难以接受。我们认为，这是将这一制度废止的重要原因。同时由此也可以增加科举的“神圣性”。

（二）一般爵位的授予及其它一般爵位实际是指非品官之爵，秦汉以来的王朝在予以老年者品官爵位的赐赏时，同时又有一般爵位之赏。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不过职爵实行时，一般爵位只能属于较低级的赏赐。而在宋以后，它开始成为唯一的爵位。

北宋端拱元年（９８８年）

，因改元，太宗下令“民年七十以上赐爵一级①。真宗咸平五年（１０２年）

，赐京城百岁老人祝道嵒爵一级②。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１０年）

，赤县父老八十者可享受赐爵一级待遇。

③

明代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规定：“京师、应天府、凤阳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应天、风阳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赐爵乡士”。其待遇是：“与县官平礼，并免杂役，冠带服色别议颁行，正官岁一存问”

④。所谓里士、乡士实际与当时的社区管理制度有关。不过，明代此爵似乎只实行于明初。

《万历明会典》（卷八十）

载：“老年人九十以上者，给与冠带。”冠带待遇则可高可低，而多是名誉性的。天顺二年（１４８５年）又规定：“男子百岁加与冠带荣身。”

⑤

①《宋史》卷５，《太宗纪》２。

②《宋史》卷６，《真宗纪》１。

③《宋史》卷６，《真宗纪》１。

④顾起元：《客坐赘语》卷１。

⑤万历《明会典》卷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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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形式又有变化，赐爵也不再进行。光绪《大清会典》规定：“耋寿至百岁，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具奏；八旗由都统，各省由督抚题请，部覆奉旨旌表者，俱准建场。”寿民给予“升平人瑞”字样，寿妇给予“贞寿之门”字样。兄弟同臻百岁者，给予“熙朝双瑞”字样。夫妇同登百岁者，给予“期颐偕老”字样，均令并建一坊。

“寿至百十岁者，坊银加倍，百二十岁加二倍，百二十岁以上，请旨加赏，不拘成例”

①。

清代对老年人的赏赐变成旌表，而且享受面大大缩小，只有百岁者才能问津。因此我们认为，相对于前朝的爵位或名誉性赐赏，清代显得最低，并且获赏面最小。这种状况可能与清代老年人口总数量增加有关。清王朝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人们的生活环境安定。由此为高龄老年人创造了生活条件。所以清高宗在乾隆六十五年（１７０年）不无得意地说：“国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跻寿寓，升平人瑞，实应昌期，是以每岁直省题报老民老妇，年至百岁及百岁以上者不可胜纪。”

②既然百岁以上者已达到“不可胜纪”的地步，那么八九十岁者更不在少数。这恐怕是清朝政策提高旌表年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否则，政府既花费不起，又招架不住。

四、评价中国封建社会各朝所采取的措施，意在从社会观瞻、礼仪风俗等方面确定老年人口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地位。由此使老年人，特别是高年人在政策上享有其它社会阶层民无法

①见该书卷３０，礼部。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４，礼部，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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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待遇，进而将在农业社会中本来就已较高的老年人口地位抬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可以说由此老年者的地位由自然状态进入到政策加以扶植的状态。

需要指出，尽管这些赐赏或名誉的具体承受者并非全体老年或高年人口，而这却是一种以典型激励全体的方式。即这种政策所包含的意义不在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而在于对全体老年人口社会存在作用的重视。

我们从中更要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对老年人口所实施的礼遇，其深刻用意不在于使老年者在晚年享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照顾，而在于通过对老年人口的推崇来使全体百姓意识到长幼秩序的存在，意识到民对官、对上、对皇帝的服从，进而巩固王朝的统治。

这才是封建政治家的最终目的。

第三节　老年人口在进学、仕宦方面所受优礼政策

封建时代对老年人口在文化、科举上的优礼政策主要限定在老年士人范围中。其具体做法是对年老士人在教育、科举，甚至进入仕途方面给予一定的照顾，以此作为对他们的鼓励，并带动整个社会的习儒、尊儒风气，最终达到帮助统治者进行教化统治的目的。同时这种做法也具有提高老年人口社会地位的作用。

一、授予老年士人官职这种授予并不是虚衔，而是具有实际权力的职位。

（一）优先授予各级学校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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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是封建政府有用意之举。一是因为年老士人研习诸家经典时间长，学识较渊博，所以对“传道、授业、解惑”

之师职能够承担得起来。

二是年老士人毕竟已体衰力减，出任地方行政官职会有力不从心之虞，将教职这些活动范围较小的岗位交予他们，不会对国家行政事务的效能产生影响。

东汉质帝于本初元年（１４６年）

下令郡国举明经，并让其中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送至京城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等五人补郎中，次五人为太子舍人”

①。初平四年（１９０年）

，中央政府考试四十余位老年明经，“上等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等者罢之”。对那些“罢之”者，汉献帝予以开恩录用。他认为：“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资粮，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悯焉。其依科罢者，可为太子舍人”

②。在当时，太子舍人是太子的老师，而郎中则已脱离教职范围。

隋唐科举制实行后，教职常常是政府对老年未中举士人的照顾性职位。五代时，后汉乾祐二年（８４９年）政府规定：“诸色选人，年及七十者，宜注优教官”

③。这是把在晚年科考中成功者从优给予教职。金大定二十八年（１８８年）的政策是：“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给俸与丞簿等”

④。清代乾隆

①《后汉书》卷６，《质帝纪》。

②《后汉书》卷９，《献帝纪》。

③《五代会要》卷２２。

④《金史》卷８，《世宗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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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１７６５年）

，高宗指出：“举人选用知县需次动至三十余年，其壮岁获售者，既不得及锋而用，而晚遇者年力益复就衰，每为轸惜”。所以他下令，“嗣后各该督抚于举人截取领文时，留心验看，如果实在年力已衰，难膺民社者，或该员情愿就教，即于本省呈改，以省跋涉之劳”

①。

不过，对老年士人任以教职，与其说是一种照顾，倒不如说是封建政府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映。用之嫌其老，不用则担心摧其志向。

它表现出封建政府在任人方面所玩弄的权术。

（二）其它官职授予其它官职实为一种不确定的提法。这种任用完全因朝而异。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１３２年）

，任各郡国耆儒九十人为郎、舍人②。阳嘉二年（１３３年）

，顺帝又任京师耆儒６０岁以上４８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③。这种职务并不高，实为秘书之类。

宋代科举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士人，然而却出现了“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捷迟，或老而不得进”的状况。仁宗时规定：“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就黜，皆以名闻”

④。这一制度一直被坚持下来，其中优者被授予官职。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

②《东汉全要》卷２６，《选举》。

③《东汉全要》卷２６，《选举》。

④《宋史》卷１５，《选举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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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洪武时，对老年士人曾有一个特别重视的时期。朱元璋下诏：“举明经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他认为：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他还责备地方官员”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并明确要求：”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至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①。可见其重视程度。而这只是为官府选择顾问，甚至连品级都没有确定。因而其一旦被派至官衙当也不会受到重视。

二、授予科考士人职衔这主要是科举时代对落选老年士人予以的特殊照顾。其中清朝此举最突出。

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会试时，有４０余位年龄在７０、８０以上的举人未被录取。乾隆帝令阅卷大臣重新简阅试卷，从中续取５人。其余未取者俱至礼部验看，“酌量分别给予职衔”

，以奖励其“志切观光之心”

②。乾隆十年（１７４４年）

，８０岁以上下第举人董一世、张虬、阴章被赏予中书职衔，张撝廉等３人予学正衔，并赐前者缎２匹，后者１匹③。乾隆十七年（１７２５年）

，举行万寿恩科会试，其中不少“年臻耄耄尚与观光者”。乾隆帝视其为“场中人瑞”

，因而大发慈悲，下令，“所有八十以上”者皆给翰林院检讨职衔（共３人）

，“七十以

①《典故纪闻》卷４。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贡举。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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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给国子监学正衔（共１０人）

①。这以后还将赏予下第举人８０以上“翰林院检讨职衔”

、７０以上“国子监学正衔”这一临时做法变成制度。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

，赏予９０以上会试者以“都察院都事职衔”

②。此获赏对象在有些年份不为少。

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２年）

，获赏翰林院检讨衔者５２人，学正衔者１２人。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获国子监司业衔３名，检讨衔９５名，学正衔２４名。

③而这种赏赐对老年士人科举热情的激发起到了很大作用。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年）万寿恩科时，各省老年举人，“皓首穷经，观光踊跃，六场完竣者，有三百七十余名之多”

④。

三、赏予落榜士人功名科举时代，生员、监生、举人、进士都是士人的功名，也是许多士人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如举人、进士）。那些屡试不中又入老境者，引起统治者恻隐之心，有时会开恩赏予其功名。而赏予较多、对士人又颇具吸引力的功名是举人。即将落榜老年生监赏予举人功名。

这一活动也是清代举行最多。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顺天万寿恩科乡试时，有８５和９０岁两名老生员参加考试未中，康熙帝指出：“此等年臻耄耄，尚来赴试，不无望恩之意，寿考作人，亦盛典也”。因而他赐其举人，“以满其志”

⑤。此后清政府的赏赐范围越来越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贡举。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贡举。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贡举。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贡举。

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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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并且以７０岁为限。

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

乡试，各省老年生监被赏如下：顺天１０名，江南１７名，江西４名，浙江６名，福建３名，湖北４名，湖南７名，河南７名，山东６名，山西６名，陕西５名，四川６名，广东７名，云南２名，贵州５名。嘉庆十六年则大大增加。顺天３８，山东５８，山西７２，河南２０，陕西１４，江苏３０，安徽２８，浙江２０，江西４４，湖北３３，湖南２８，福建２８，广东７９，广西１９，四川４、云南２６，贵州１名。除举人外，还有副榜举人。

嘉庆八年全国赏副榜举人５２８名，嘉庆十年为５２０名，嘉庆十六年５９１名。

①而被赏予举人功名者并不是参加乡试的７０岁以上生监中的全部。

从中可见老年生监在科考中所占比例不小。同时也说明，科举考试中竞争之激烈。

四、评价在封建时代，从一般意义上讲，老年士人已失去了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主要从身体上角度看）。然而，封建政府又试图造就一个终身读书诵经的士人阶层。如果士人至老无以在政治上显示自己的存在，无疑是对其志向的压抑，并减少后来者对科举的积极性。封建政府深知由此将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赏予老年士人以职、衔和功名则是对这种状况的挽救。

实际上，授予老年士人以官职、官衔和科举功名，对封建政府来说并没有损失什么。而这却使老年士人因此而生感激之情。

因仕途不顺而可能郁积的不满情绪也将因此而消散，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４、礼部，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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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所赋予的教化之责也会更加积极地去完成。

第四节　老年人口的社会职责

中国封建社会对老年人口予以诸多赏赐，并为其社会地位的提高采取了措施。

然而，封建政府对老年人口不光赐予，而且还要“索取”。这种“索取”就是让老年人口承担起各种社会职责，使之成为王朝统治的社会辅助力量。

一、老年人口的教化作用教化政策是封建社会人治政策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让全体百姓在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下生活和活动。然而教化政策仅仅通过地方官来实施会显得势单力薄。而利用老年人口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去协助官方，在社区中宣传、贯彻这一政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目标。

关于老年人口在地方的身份，明代官僚海瑞作过论述。

１、老年人生活于民间，“于民最亲，于耳目最近，谁善谁恶，洞悉之矣”

；２、老年人具有社区管理经验，“以年则老，识则老，而诸练时务则又老”

①。这些条件是地方官所不具备的。不过还有一条，那就是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口在社区的威望较之其他群体都高。这是他们能够服众的重要原因。

秦朝时的三老就被赋予这种以教化为主的使命。汉高祖于二年（前２０５年）二月下诏：各地“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

，每乡一人。同时择乡三老

①《海瑞集》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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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为县之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

①。汉文帝十二年（前１６８年）

，三老的设置更加健全，其主要职责就是崇教化②。汉武帝时将三老责任规定得更加明确。在其巡行时下诏：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诸行在所，朕嘉贤者，乐知其人“

③。东汉政府对三老职责作了更具体的要求，“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匾其门，以兴善行”

④。可见，三老的职责主要在于扬善，以此使百姓做守法有道之民。至于抑恶，则另有他员处置。而实际上，扬善本身就包含着抑恶的目的。汉文帝曾说：“三老，众民之师也”。

⑤这里当然不是指传授知识之师，而是赋予三老用礼教来指导约束百姓之责。汉武帝时又重申了这一点。

武帝于元狩六年（前１１７年）

，遣博士大夫等循行天下，传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

⑥。汉代既然如此重视三老，因而对其中不负责任者也要予以指斥。武帝曾派司马相如“晓谕已蜀，责三老以不教诲之过”

⑦。

汉代以后，三老之名虽然仍然存在，而其教化之责却不重要了。这也是因为政府把它与社区管理之责分割开了，使之变成一种单纯名誉性的爵位。不过，老年人口的教化责任

①《汉书》卷１上，《高祖纪》。

②《汉书》卷１９上，《百官公卿表》７上。

③《汉书》卷６，《武帝纪》６。

④《东汉会要》卷２０。

⑤《汉书》卷４，《文帝纪》４。

⑥《汉书》卷６，《武帝纪》６。

⑦《汉书》、《司马相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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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被统治者所忽视。

前面谈到，北魏就曾令诸州、党、里，“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

；并且对“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

①。这是典型的教化内容。齐建武三年（４９６年）规定：“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授以令长”

②，以担当教化之任。北宋嘉祐五年（１０６０年）

下诏，“补诸州父老百岁以上者十二人州助教”

③。百岁老人如果让其从事教导州学生之责显然已不大可能，而他们用絮絮之语来说教倒是可能的。

值得注意，元代以后，老年人的教化职责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职责范围更加广大。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人们所受徭役等控制减少，流动性增多有关。

在统治者看来，民众的越礼犯分、乃至越轨作乱的可能性增加了。封建社会秩序因而更难维护。

明代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

④。明代地方官也十分注意对老人教化作用的发挥。海瑞在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要求，“坊里长老人将领去近日名臣注赞，朝夕为民解说。

中有不知遵守者和言劝谕，务使必行。

里长每月望日至县，老人每月朔日至县。至日，本县即据圣谕考察各里民事“。

如果“小民不遵圣谕，是里长老人不称职也，小令省改，大则罪责”。

⑤可见，老年者对官僚政治的辅助功

①《北史》卷３，《魏本纪》３。

②《资治通鉴》卷１４０，齐纪６。

③《宋史》卷１２，《仁宗纪》４。

④《明史》卷７７，《食货志》１。

⑤《海瑞集》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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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大。离开了他们，地方教化事务将无从进行。

清朝对老年人口教化作用的重视程度可谓又胜明朝一筹。顺治十六年（１７５９年）规定，地方设乡约里正，其产生办法是：“应会合乡人，公举六十以上，业经告给衣顶，行履无过，德业素著之生员统摄：若无生员，即以有德望六七十以上之平民统摄，每遇朔望，申明诫谕，并施别善恶实行，登记簿册，使之其相鼓舞”。

①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

，圣祖将各地部分老者召至京城，告谕其以孝悌教谕乡人，指出：“若孝弟之念少轻，而求移风易俗，其所厚者薄矣。尔等皆是老者，比回乡中，各晓谕邻里，须先孝悌”。

②雍正以后，清政府更令天下老人在宣讲圣谕广训中起作用③。

二、老年人口的社区管理和治安职能中国封建社会，社区管理基本上采取的是以民治民的方式。而充当各种社区职务的多为老年人。

这一点在教化产部分已经涉及到了。实际上，在先秦时代，这一点就已十分明确。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前６０８年）

何休注出：当时“一里八十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

④。

而秦汉时的三老，北朝时的令长，明清乡约、里长所承担的基本都是社区管理职责中的一部分或者全部。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７，礼部，风教。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７，礼部，风教。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７，礼部，风教。

④《春秋公梁传注疏》卷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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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想特别对元明清时的老人社区管理职责作一说明。海瑞说，明代“一乡之事，皆老人事”

①。

“凡一县之中，谁善谁恶，谁贫谁富，谁困苦，谁逃流，谁人田地有无管业，谁人丁口多少，使（指老人）皆明知”。他甚至认为，“若欲平治天下必自里老始”

②。这一点虽讲的有些绝对，却也显示了老人所具有的社区管理能量。明政府甚至将社仓管理也交予老人去办，所谓“仓设老人监之，富民守之”

③。这反映了官方对老人的信任。清代的社区也不例外。一些地方社仓乡约明确规定：“取私剏寺院改造，里中推年高有德谊者一二人主之，或老乡贯，耆儒，老诸生，皆可”

④。总之离不开一个“老”字。

而治安是社区管理的另一职能。元代之后老人所负责任最大。

元代王结于《善俗要义》中指出：“近来民间争斗日兴，造讦成俗，稍相违忤，便至纷争”。所以要求各县正官及以老人为主的社长，劝谕所在人民，“兴行礼让，叙别尊卑”

⑤。明代，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时曾制订“南赣乡约”。

其主要内容为：“同约中推举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

并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

⑥。具体来

①《海瑞集》上编。

②《海瑞集》上编。

③《典故纪闻》卷５。

④俞森撰《社仓考》。

⑤《吏学指南》（外三种）。

⑥《阳明全书》卷１７，别录，公移。

“南赣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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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约长的职责主要有以下几项：１、彰善纠过，２、限制放债收息标准，３、负责处理本约内危疑难解之事４、劝纳钱粮，５、调解民事纠纷，６、监督当地杂吏胥为所欲为，７、适时教育曾犯过失之人，８、劝男女家长及时为子女完婚，９、丧葬节制。

①可见其职责之广泛。况钟在担任苏州太守时认为，“老人之设，当为寝息词讼”

②。所以他在“严革诸弊榜示”中规定：“民间词讼，主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轻事，及提勘军囚等项。”

“一里之内，推选年高有德老人一名，专一办理，便于细民，便于有司”

③

那么，封建政府利用老人管理社区，是否达到目的了呢？

以明代为例。

顾炎武之语足以使我们明白一些：“近世之老人则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不肯为此；而愿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势以陵百姓者也”

④。

委老人以社区管理之责，只考虑到老人的威望，却未对其实际能力加以评判。如果事无巨细，交其承担，也非他们所能胜任。

三、老人在农耕中的作用让老年人劝导百姓及时耕作，戒饬游民安于田业，是封建时代政府对其所抱有的重要期望。这一方面是因为老人地位高，还在于他们有丰富的田作经验。在农耕社会中，这种

①《阳明全书》卷１７，别录，公移。

“南赣乡约”。

②《况太守集》卷１３。

③《况太守集》卷１３。

④《日知录》卷８，州县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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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传授又对农业生产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代太宗于太平兴国年间（９７６—９８４年）令两京诸路，“许民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其中多为老年人）

，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

；并弄清“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然后该农师与乡之老人、里胥共同召集农夫，“分划旷土，劝令种莳”。另外，“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上告州县，”论罪以儆游惰“

①。

元代统治者也注意发挥老人于劝农耕垦中的作用。元世祖时曾遣十道劝农使。这些人“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老者”为之。他们要“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

②。另外，元代普遍设置的社长也是以劝农为主要职责的。按照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

；“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社长”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业，不致惰废“

③。

明代为了督劝百姓勤于耕垦，于各村实行老人击鼓劝农之制。其方法是：每村置鼓一面，“凡农事岁月，五更击鼓，众人闻声下田”。该管老人点名，“严加督促，不许偷惰游食”。如果“老人不肯督劝，农民穷困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

平时老人还要每月一次手持木铎游行村落，宣讲劝务本之理④。此外，乡村里老也要督促百姓栽种桑、麻、枣、柿、

①《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

②《道园学古录》卷４２，《四部丛刊》本。

③《元典章》卷５１。

④《明太祖实录》卷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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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以便丰衣足食①。

明代政府试图通过让老人督劝百姓来达到增加生产，自给自足，进而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

可以这样说，在老年人口诸种社会职责中，督劝农耕是其最得心应手的活动。这主要是其农业生产经验积累较多使然。

四、政治参与与舆论作用严格地讲，在封建社会，非官之人是不能参与政治活动的。然而，为了表示对民意的尊重，封建统治者有时也摆出听从民众意见的姿态。但这里的民众并不是指广大百姓，而是指其中的老年人口。所以说，封建社会老年人口的政治参与实际是指统治者就某种政事征询其意见，而不是赋予其对政治管理的直接参与之权。舆论作用也是如此，即有些王朝允许老年人口对当地官员政绩予以品评及对地方事务提出看法。

汉武帝元狩六年（前１１７年）下令，三老及举孝弟者要“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郡国有所以为使者，上丞相、御史以闻。”

②由此赋予三老一定限度的建白权。

北朝一些皇帝在明堂举行养老仪式时，有向三老问政的内容。

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形式。

三老也作出不痛不痒的回答。

北魏孝文帝问政时，三老曾对曰：“自古人所崇，莫重于孝顺。

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孝文帝

①《古今图书集成》，《农桑部》。

②《汉书》卷６，《武帝纪》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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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

接着说：“孝顺之道，天地之位。今承三老明言，铭之朕怀”。

五更言：“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经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愿陛下念之，以济黎庶”。孝文帝又言：“五更助三老以言至范敷展德音，当克己复礼，以行来授”

①。

这里需要说明，虽然三老、五更曾为达官，但在养老礼上，在皇帝面前，他们也属于民的范围。北齐养老礼仪式上，“设酒酏于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论五孝六非，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受，礼毕而还”

②。可见这种问政中所答多为大而无当之言。北周保定六年（５６３年）

，武帝在养老礼上自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诲之”。

三老回答道：“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里安，惟陛下念之”

③。同样为一般性说教。

另外，北朝的一些皇帝在巡幸中也有问高年之举。

北魏延和六年（１３４年）

，太武帝拓跋焘巡游至洛阳，“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

④。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正月，孝文帝北巡，“次太原，亲对高年，问所不便。”

⑤这种巡访式的接见，倒可能从老年者那里了解一些地方实际民情。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对老人的舆论作用比较重视，尤其重视他们对地方官的品评意见。唐重拱二年（６８６年）

，狄仁杰为宁州刺史时，左台监察御史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

①《通典》卷２７，《职官》９。

②《通典》卷２７，《职官》９。

③《通典》卷２７，《职官》９。

④《北史》卷２，《魏本纪》２。

⑤《北史》卷３，《魏本纪》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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劾。而入临宁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所以郭翰荐狄仁杰于朝廷，结果被征为冬官待郎。

①唐宣宗一次往城西及谓水打猎，“见父老数十人于佛祠设斋”

，宣宗上前问其何为。

父老答道：他们是醴泉县百姓，该县县令李奭“有异政，百姓借留，诸府乞未替，来此祈佛”。结果此县令被宣宗超擢为怀州刺史。

②可见统治者看来，在非官以外的百姓中，父老、耆老之言最能反映民意。所以也最易成为官僚、乃至皇帝为政的参考材料。

而明代则赋予老人上告地方事务的权利。朱元璋大诰中有“民陈有司贤否”条。其内容为：“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陈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真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连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

③。

明政府还规定要为上京面奏之人开绿灯，各关卡不得阻拦：“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成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知面奏，即时放行，勿得阻当；阻者论如邀截实封律”

④。而明代老人上奏还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年）

，

①《资治通鉴》卷第２０３，唐纪２０。

②王谠：《唐语林》卷２。

③熊鸣岐辑《昭代王章》首卷，第３６条。

④熊鸣岐辑《昭代王章》首卷，第３６条。

— 285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５７２。

山西闻喜县耆民王青上奏：“本县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一石勒折银三两，小民困苦，乞如晋府等府止收本色为便”。

结果宪宗批准：自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年）始，“不许折银及倍收巧取；违者巡抚、布、按二司参奏，与者受者，一体降级调动”

①。宣德四年（１４２９年）

六月，南直隶太湖县耆民奏：“本县十区，初各置粮长一人，一岁更代。今每区设永免粮长三人，而止旧额。粮长既多，徒滋纷扰。乞验各区有粮三千石之上者设三人，不及数者，止设一人”

②。此奏也被中央采纳。况钟宣德六年在苏州知府任上，因母丧需离职。该府所属长洲县、吴县、昆山县、吴江县、常熟县、崇明县等里老纷纷状告，要求朝廷予以“夺情”

，以使其政绩得以保持。结果被皇帝以特例批准：“即令原任直隶苏州府况知府夺情起复，就便经自到任，恭依前敕书管事”

③。可见，明代统治者对老人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采纳。

至清代，一般平民是没有资格上书言事的，老年人口也不例外。

中国封建社会对老年人口舆论的利用可以说包含两重目的：一是为最高统治者决策提供某种参考：二是借此防止地方官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的失误和赎职行为的出现，使之受到某种监督。然而这种利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为统治秩序

①《明英宗实录）卷２１。

②《明宣宗实录》卷５５。

③《况太守集》卷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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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点。因为，帝王维持统治的真正依靠者是官僚，而对官僚行使监视权的是御史。

五、老年人口社会职责特征中国封建社会赋予老年人口的社会职责很广泛，而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充当社区事务的管理者和民意的代表者。

老年人口社会职责之多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特色的深刻反映，是对经验者的尊重。或者可以这样说，重视老年人口在社区管理中的责任是政治家对其已有“权力”的利用，通过赋予其新的权力而形成权力迭加。

中国封建社会对老年人口社区作用的重视，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统治者的求稳心理和保守风格。

在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由于其生理功能的衰减，而导致其观念、风格上的守旧、求稳。因而他们容易同现实统治产生认同感，而不会去充当反叛力量。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的迟滞，社会空气的沉闷。

而封建政府特意强调对老年者舆论作用的发挥，表面上看是尊重民意，实际却包含着压抑民意的目的。因为在社会群体中，真正与政府力量发生碰撞的是青、壮年，诸如徭役、赋税。他们的意见和不满最多，最为强烈。同时他们又是人数最多的部分。而政府将其撇开，选择人数最少，又已退出社会生产领域的老年者，显然是为了减少民意反映的频度。

第五节　小　　结

由上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老年人口政策基本上包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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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部分内容，即老年人口的生活照顾和对老年人口的社会利用。

封建社会老年人口的生活照顾政策有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对老年人口赋役的免除和对高年老年人口一定数量亲属的赋税免除，使他们得以较平静地生活。而对一部分老年人生活上的赐赏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物质待遇。

不过，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封建社会老年人口所获生活照顾缺乏普遍性。即只是一部分高龄老年者才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在当时人口寿命较低的条件下，以６０岁作为免役标准也显得较高。

然而封建政府对老年人口的社会利用却异常重视。他们通过赋予老年人口诸多的社会职务来让其充当社区管理的主要角色。

这就表明，封建政府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传统的、稳定的社会。因为老年人口已经退出了具有创造社会财富的领域，其精力和体力都不允许他们在真正的社区建设上有所作为，而其对传统的认同心理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所以他们对政府的意旨容易接受，并能用传统的精神去框正年轻一代的行为和意识。政府对老年人口的利用也正是看中了他们的这个特征。这种政策更加重了社会的沉闷气氛。

对老年人口的特殊尊重措施，也从另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等级秩序。从一般意义上讲，年龄本与等级无缘。而在封建社会，年龄却与等级联系起来了。在老年人口中，不同年龄者所享有的待遇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封建政府就是要借年龄这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来培养人们对等级的认识。可以这样说，对等级的认识和等级观念的加强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我们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老年者受到年轻者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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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常的现象，而赋予老年者以其它年龄者所不能得到的职责和权利，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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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２。

第七章　人口迁移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我国人口的地域、空间活动范围空前扩大。人口迁移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中国历代王朝政府往往以人口迁移作为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手段，因而他们在组织、引导人口迁移活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口分布上所存在的多寡不均的状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统治者出于对人口秩序的控制，往往又对人口的自由流动予以限制，从而增加了人口迁移的阻力，显示出其政策的矛盾性。不过，从维护王朝根本利益这一点讲，这两个方面又是一致的。

第一节　迁移政策的类型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总是依据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来制订人口迁移政策，有的则是出于某种特殊目的。这里，我们将历代人口迁移政策类型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性迁移政策从政策本身来讲，封建社会历朝政府所制订的人口迁移政策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是从广义方面所言。然而，在此我们所说政治性则将其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内。它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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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封建政府为了削弱敌对政权或反对派的势力，并进而达到加强、稳定其统治基础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一）以削弱敌国为特征的政治性迁移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两个或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出现过多次。敌对的政权除了在军事上互相攻伐外，还通过制订某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对方百姓归顺自己，以此来瓦解对方，达到其政治目的。

这种迁移政策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兼并的活动中就为政治家所采用。商鞅可谓这项政策的始作俑者。他任秦国宰相时，为秦制订招徕邻国百姓进入其境内定居、耕作的政策。当时，“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

这种状况对秦国国力的提高非常不利。

所以秦孝公采用商鞅诱使三晋人归降的建议，“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

①。这样就可使晋人“务本于内”

，而秦人“应敌于外②。

该政策对三晋无地可耕者有很大吸引力，同时“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③。仅数年时间，秦国便“国富民强，天下无敌”。

④虽然这种结局还有其它改革政策的作用，而迁移政策从中所起作用不可怨视。后世人对此评价甚高。

《新唐书》作者指出：“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伙，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故兵强国

①《通典》卷１，《食货》１。

②《通典》卷１，《食货》１。

③《商君书。徕民》。

④《通典》卷１，《食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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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①。

可以这样说，秦国的迁移政策是以利益诱导为前提的。

由此，直接解决了其耕垦劳动力的不足，进而使本国百姓可以腾出手来从事军事训练和征战活动。

秦国的做法为以后的对峙政权所效仿。三国时魏政权咸熙元年（２６４年）规定：“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

②这种待遇非魏本国百姓所能享受，显然带有招徕性质。宋仁宗天圣七年（１０２９年）下诏：“契丹饥民所过给米，分送唐，邓等州，以闲田处之”

③这也是一举两得之策。

金代天辅年间（１７—１１２３年）对辽国前来降附之民实施优待。天辅二年（１８年）

，“辽通、祺、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来归”

，金太祖令“分置诸郡，择膏腴之地处之”。后又规定：“凡降附新民善为存抚，来者各令以便安居，给以官粮，毋就动扰”

④。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已归降者的适当安置来吸引对方更多的人口过来。

元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

的政策是：“宋人归顺及北人陷没来归者皆月给粮食”

⑤。

招徕敌国百姓是削弱其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的重要措施，从而减少自己在征伐战争中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归顺百姓能够为己方的经济恢复提供人力资本。

（二）以削弱反对派力量为目标的政治性迁移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原来的政治对手虽然在军事上

①见该书，卷２１５，上。

②《三国志》卷４，《魏志。陈留王纪》。

③《宋史》卷８，《真宗纪》３。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⑤同上，卷３２，《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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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摧垮，而他们却总是试图积蓄力量，东山再起。新政权常视此为心腹之患，肘腋之忧。

将其迁移至容易控制的地区，就成为不少王朝的政治性迁移政策。“

在先秦社会，有的王朝虽然实行过这一政策，但迁移规模一般都很小。可以说，大规模迁移反对派的王朝，以秦和西汉为突出。秦始皇于公元２２１年统一中国，建都于关中咸阳（今陕西咸阳一带）

，而被他所兼并的六国却在华北、中原地区。失去统治地位的六国贵族仍有很大的潜在势力。秦始皇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年）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①。这些豪富实际就是六国贵族。其中也有一些与贵族关系密切的富商大贾。当时咸阳是秦国政治、军事中心所在。新王朝将六国贵族迁至此，就使其失去了在故地所拥有的“地利”优势，而处于中央政府的密切监督之下。并且，新政权所具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也足以对这些贵族的悖逆心理产生威慑作用。

西汉王朝建立后，继续贯彻这项政策。汉初，王朝国力薄弱，统治基础不稳，北边又受到匈奴政权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六国贵族的力量在秦汉之际的政治冲突中又得到恢复。

刘邦谋士娄敬认为，当时汉朝的形势是“北近胡寇，东有六国贵族”

，“一日有变”

，局面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提出：“将齐诸田，楚昭、屈、景及燕、赵、韩、魏后代及豪桀名家”迁入关中。这样，关东“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以东伐”。娄敬明确指出这是“强本弱末”之术。刘邦对刘敬此

①《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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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分析深表赞许，于高祖九年（前１９８年）

，派娄敬实施这一计划，处六国贵族及诸功臣家十余万口于长陵①。需要指出，汉代对反对派迁移的范围较秦有所扩大，即把它认为对地方政治稳定有威胁者也包括在迁移之列。汉武帝元朔三年（前１２８年）主父偃向武帝提出建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除害”

②。此议被武帝批准推行。因而“徙郡国豪杰及訾之百万以上于茂陵”

③。武帝太始元年（前９６年）

，又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上陵”

④。武帝之后，这类迁移仍在推行。汉宣帝元康元年（前６５年）

，杜陵建立，“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于此”

⑤。成帝鸿嘉二年（前１９年）

，徙郡国豪杰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⑥。上述几大陵寝均在关中地区。

通过这些迁移，关中地区成为失势政治家、豪强、猾吏的聚居地。由此大大减少了地方实力派对中央的威胁，并给郡国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了保证。

我们认为，迁移反对派和地方豪强是秦汉两朝最具特色的人口政策。而所以如此，也和这两个朝代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有关。春秋战国在历史上延续了５００余年，各个诸侯国经过长期的经营，培植了雄厚的贵族势力。

秦以强力在２０余年

①《史记》卷９９，《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史记》卷１１２，《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③《汉书》卷６，《武帝纪》。

④《汉书》卷６，《武帝纪》。

⑤《汉书》卷８，《宣帝纪》。

⑥《汉书》卷１０，《成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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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几个大诸侯国各个击破。而由此所摧毁的只是有形的城堡。六国贵族及其原有民众力图兴复的意识很强烈。处于关中的统治者为克服“鞭长莫及”的困难，将旧贵族迁到京畿之内也未偿不是一个政治良策。而有秦一代如此短暂，并未完成这个使命，只好由继之而兴的汉王朝来继续这一事业。

不过，这一政策也包含有充实关中之意。特别是汉朝，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迁移中将一般百姓也包括在内，因而这种迁移成为变相的徭役，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对这一点汉元帝觉察到了。他说：“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长久之策也”。所以他下令：“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

①。迁移守陵政策，至此进入尾声。

秦汉以后的王朝间或也实行过这政策。前秦苻坚灭前燕慕容暐政权后，“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口于关中”

；②灭姑藏政权后，“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

③。北宋灭北汉后，将其降人迁于邢、洛腹心地区也有加强控制之意。

需要注意的是，元朝也曾对灭亡的宋朝贵族后裔实行过此项政策，不过规模不大。元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

，“迁故宋宗室及其大臣之仕者于内地”

④，但却未指明迁于何处。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

①《汉书》卷９，《元帝纪》。

②《文献通考》卷１０，《户口》。

③《晋书》卷１１３，《苻坚载记》上。

④《元史》卷１３，《世祖纪》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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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元政府又拟进行一次。当时总管府判官白絜矩上书：“宋越氏族，散居江南，百姓教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师”。此议虽被采纳，但却未被落实。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年）四月，江淮行省因而上奏：“令发兼并户偕宋族赴京，人心必致动摇。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宜俟他日行之”

，获得批准①。

这意味着只是暂缓进行，并非取消。

明代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

，“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百七口散处卫府。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田以粮……又以沙漠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

②。这些“山后之民”和“沙漠遗民”中有相当部分是元朝贵族和蒙古族百姓。这种迁移显然在于方便控制。

由此可见，迁移亡国贵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性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建王朝从根本上削弱敌对势力的手段。

特别是新王朝国都与旧政权都城异地而设时尤其如此。然而实际上，统治基础是否稳定关键在于如何争取民心的归向，迁移旧贵族及反对派只能作为巩固政权的辅助性手段。

（三）迁移百姓填充京师在中国封建社会，大的改朝换代战争进行过数十次。新王朝的建立者与旧王朝的维护者往往要进行数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搏斗才能最后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战争中，旧的国都没于兵燹之中，居民死散殆尽。新的统治者无论是复

①《元史》卷１６，《世祖纪》１３。

②《明太祖实录》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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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旧都，还是改建新都，都面临着人口空虚的问题。

所以，执政伊始，他们便靠强制手段从各地招集百姓。这种人口迁移一是可以使都城充实起来，二是借迁入人口之力为百官、军队等特权者的生活消费提供服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等于使国都失去了存在条件。

秦汉时期对关中六国贵族、豪强的迁移除了削弱其势力外，也有实国都之意。以后其他王朝也将战败政权所辖百姓以强力迁至自己都城。

北朝北魏世祖灭北凉政权，“迁凉州百姓三万余家于京师”

①。据《魏书。本纪》载，从道武帝拓跋珪至献文帝拓跋弘共４帝，迁移百姓至京师有数可查者就近２０余万家。北魏天兴元年（３４８年）正月，道武帝“迁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

②；同时令有关衙门“各给耕牛，计口授田”

③。这表明，所迁移的百姓除直接充实都城外，还有一部分被安置于京都附近耕种。后者实际也是充实都城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这样才能使京师解除粮食匮乏之虞。因而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实京城与实京畿是一致的。

隋唐时期政府虽然没向都城长安迁移人口，但对东都洺阳的人口迁移格外重视，以此作为其陪都。隋炀帝即位始建东都，“徙洺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

④，以

①《魏书》卷８９，《沮渠蒙逊传》。

②《魏书》卷２，《太祖纪》③《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④《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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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使东都迅速繁荣起来，满足其奢侈生活之需。唐代武则天称帝时，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天授二年（６９１年）七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①。所以，陪都洛阳在隋唐历史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建陪都在当时也包含有减轻长安的人口压力、供应压力之意。因为当时都城所需物资多由关东、江淮地区通过黄河运至关中，耗费巨大。而陪都位于关东，也可使中央政府直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可以说建陪都也是形势使然。自隋唐以后，我国统一王朝国都均设于关东地区。

元代政府特别注意将各种工匠迁入都城。元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三月，“徙弘州锦工、绣女于京师”

②。至元六十一年（１２８４年）

，“迁江南东工八百家于京师”

③。这显然是为了服务于统治者的生活需要。此外，至正二年（１３４２年）

，迁镇海、八百里、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同时迁奴怀，忒木带儿石码交手人匠八百名赴中都，造船运粮。

④

相比以上各朝，明王朝迁民实都规模更大。并且先后填充过两个都城：南京、北京。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

，朱元璋下令“选取各处富民充实京师”

⑤，还迁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以充包脚夫。

⑥这是对南京的充实。

永乐元年（１４０３

①《唐会要》卷８４。

②《元史》卷５，《世祖纪》２。

③《元史》卷１３，《世祖纪》１０。

④《元史》卷６，《世祖纪》。

⑤《明会典》卷１９。

⑥《明史》卷７７，食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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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又开始了营造新都的活动。他首先从南京“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

①，后又下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卢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

②。可见迁移者来源之广。北京作为一个新建国都（元虽设都于此，但至永乐时，已经中断３０余年）

，无疑需要大量人力。我们从下列史实也可窥见一斑。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

，“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又于山西迁同样数量的百姓入京③。从上也可知，明政府对两个都城的填充时采取的是富民、一般民户同时迁移的策略。所谓一般民户实际是指比较贫穷者，原先所承担的税粮不多，将他们迁移出来不会影响国家在该地区的赋税收入，同时又解除了京城所需各种劳动力问题。那么迁移富民又意在何为呢。史载，明太祖“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④。这是一个原因。不过我们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富户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他们一是能够自我负担迁移费用，减轻国家负担：二是他们到京城后，不用国家救济也能生活下去。

同时，他们所携带的财富对于京师的恢复和繁荣也是不可缺少的。

①顾起元：《客座赘语》卷２。

②《明会典》卷１９。

③《明史》卷６，《成祖纪》。

④《明史》卷７７，食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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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都城是在明故有都城设立，因而没有必要大规模移民。不过，清统治者作为满族而将大批旗人从东北迁至北京及京畿，以此加强了其对广大汉族的控制力量。

虽然从表面上看，封建政府移民填充京师的经济或生活色彩很浓厚，但其根本目的还在政治上。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国都保持较大数量的人口是加强政府对全国控制的需要。明代大官僚高拱对此曾进行过概括。

他说：“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得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可以有赖。祖宗取天下富家填实京师，盖为此也”

①。

高拱所指虽为明代情况，实际也道破了各朝统治者的用意。

我们说，填充京师的迁移政策是政治性迁移，还在于它也是在统治者强力驱使下的迁移。即统治者基本上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迁移百姓，而不是被迁移者的主动选择。这种迁移过程对多数百姓来讲是痛苦的经历。东汉末年，军阀董卓迁洛阳民数百万口于长安，百姓被“步骑驱蹙，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②。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４０７年）

，拓跋焘返回平城时，“统万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才六七”

③。明代更把迁移当成一种苛政。迁往京师的殷实百姓由于“供给日久”

，难以承受，因而“贫乏而逃窜者比比”。所以明政府在宣德年间（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年）

规定：“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

④。而百姓的意愿是不被考虑的。

（四）其它政治性迁移

①《明朝经世文编》卷３０１，高拱：“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

②《后汉书》卷７２，《董卓传》。

③《资治通鉴》卷１２０。

④《明史》卷７７，《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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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性迁移政策不仅限于上面所述。迁移人口守护皇家陵寝也是一项政治性迁移。按照传统社会的迷信观点，王朝盛衰与陵寝的守护、供奉有直接关系。同时这也使帝王死后也有可供役使之人（当然是形式上的）。

汉代移民实关中时，就有不少百姓被迁至帝王陵寝区域。这一政策也被后来王朝所效仿。明代朱元璋祖籍安徽凤阳，其父祖坟墓也位于此。所以明初曾将江南苏、松、杭、嘉、湖富民十四万迁至该地耕种①。由此这里形成明王朝的中都。

前秦苻坚政权为了加强对所属区域的控制，将其族人及其部属十五万户分散迁至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诸方要镇”

，以让他们“不忘旧德，为盘石之宗”

；试图效仿“周朝所以祚隆八百年”之举②。清王朝让八旗兵及其家属分驻各重要城镇也有这种目的。

（五）政治性迁移政策的特点及评价在重视对统治者利益维护的封建社会，政治性迁移成为政府迁移政策的重要方面。

在这一迁移过程中，当一个政权尚未完成其建立王朝的事业，还处于与另一个或数个政权对峙之时，他们便采取利益诱导方式使敌国百姓归属自己。一当完成这项事业，全国版图置于一个政权控制之下，那么政治性迁移的强制性便体现出来。

所以可以这样说，政治性人口迁移是强制性为主、诱导性为辅的政策。

①（清）王逋：《蚓庵琐语》。

②《晋书》卷１１３，《苻坚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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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制性为主的政治性迁移政策使被迁移者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所以百姓没有从这种迁移中获得什么利益，尽管这种迁移对封建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却没有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可以称道的益处，甚至有的迁移则完全是对经济活动的摧残。《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而徙豪杰诸候强族于京师”。由此也可见，这种政治性迁移中，百姓完全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二、军事性迁移政策中国封建社会战乱频繁，战争中的对抗，需要调集军事人员；同时，战争间隙和战后和平时期又需要组织民众防御。

由此，军事性人口迁移政策便应运而生。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秦汉以来所建立的各个王朝的开疆拓土活动在不断进行。与此相对应，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也在伺机向内地延伸其活动区域。

围绕着进攻、防御的战略，历朝政府几乎都制订了自己的军事性迁移政策。

（一）开拓性军事移民政策开拓性军事移民政策主要指封建王朝为扩充自己的统治区域而采取的军事移民政策。这里的开拓性主要体现为封建政府多采取主动的方式向周边地区推进自己的管辖范围。

这一迁移方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而至秦汉时期进入一个新阶段。秦朝建立后，在南北两方实施此战略。秦始皇三十六年（前２１４年）

，向南方边境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并在此建立桂林、象郡、南海等郡，“以谪遣戍”。在北方，秦始皇派大将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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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初县“

①。由此开“谪戍”之先河。所谓“谪戍”在此实际是让贬谪之人去戍守王朝通过武力获取的地区，同时进行某些开垦活动，以巩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史记。匈奴列传》载：“秦灭六国后，始皇命将北击匈奴，”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

②。这可见秦王朝在南北方所迁谪戌力量之大。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发遣由“逋亡人、赘婿、贾人”等组成的军事力量，“略取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南方越地”

，“以一军处番禺之部，一军戍台山之寨”

③。秦王朝的政策表明，它把开疆拓土和移民戍守作为一项活动的两个方面来进行。移民戍守是开疆拓土的保证。否则，它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掠夺。

而秦政府则旨在使其统治范围的增加。

汉代的军事性移民行动继续进行，而其成效较之秦朝更为突出。

汉武帝时这项活动达到高潮。

史称：“汉兵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蹇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面，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西关焉”。

④可见，西汉的开拓性移民在北方和西北较秦的范围更大。当时迁移的对象“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投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⑤。迁徙者甚至直接担当起

①《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卷１１０，《匈奴列传》。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７。

④《议书》卷９６上，《西域传》。

⑤《汉书》卷２８７，《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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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守任务。

迁移本身实际就是对边疆力量的加强。

“汉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①。这说明，秦朝的军事性移民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加强了边防，二是解决了部分内地百姓无地可耕的困难。

可以这样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开拓性移民政策成效最显著的阶段。它奠定了内地中央集权在周边的统治基础。同时也使内地百姓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沟通日益增加。

开拓性军事移民政策多实行于中原王朝统治稳定和强大的时期。一旦其分裂，战争状况出现，各个政治集团间竞相攻伐，无暇顾及边疆。因而魏晋南北朝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隋唐统治时期又有所作为。不过与秦汉无法相比。隋代炀帝即位后，联合铁勒攻破吐谷浑，其首领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二十余万”。

因此吐谷浑“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皆为隋有”。

隋政府于此“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②。唐代也把统治区推进到西域。另外在东北，高宗时攻破高丽。

然而除了迁移军队和犯人戌守外，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移民。

宋明王朝的疆域处于萎缩阶段，开拓性移军无从谈起。

需要指出，元王朝曾经将其版图大大扩展。不过，它往往以占

①《史记》卷１１０，《匈奴列传》。

②《隋书》卷８３，《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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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者的身份去控制这些区域。除了少数蒙古人移居西域、中亚以外，内地其他民族并没有在其军事性移民中起很大作用。

清王朝建立后实现了对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其力量所及，甚至超过秦汉。清中期以后开始向新疆地区移军、移民，使清王朝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更加牢固。

（二）防御性军事移民政策防御性移民主要指中央政府将内地百姓移至边疆地区，而形成一道防御屏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对抗形势经常出现。因而防御性移民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移民行动。不过，这种防御性移民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

１、积极性防御移民所谓积极防御性多民是指中央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移民于边疆地区，加强边防力量，从而遏制周边政权的进攻。

同开拓性移民政策类似，这一种政策也多为强盛王朝所采用。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２１２年）

，为加强对匈奴的防御，秦“徙五万家于云阳”

①。始皇三十六年（前２１１年）

，秦政府又徙内地民于北河、榆中、耐徒三处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记载：秦“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③。这表明，此项迁移带有鼓励性质。而秦王朝通过移民来加强北部防御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史载：秦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然而其后“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

①《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卷１５，《六国表》。

③见《史记》卷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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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扰破，诸秦所徙适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于中国界于故塞“

①。

汉代的“募民实边”为典型的积极性防御移民政策。汉初，北疆对匈奴的防御任务甚重。文帝时，谋臣晁错提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是“当世急务二事”

②。由此可见汉王朝防御任务之重要。晁错还提出将传统的士兵戍守改为移民且耕且守的建议。他认为，“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徙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并且由于“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人久居危难之地”。因而晁错建议：“胡人入驱而能止其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

；“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虎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

③此议将防御中的利害得失分析得头头是道。不过，晁错的思想真正被贯彻的时代是在武帝执政期间。武帝即位后，在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拓疆活动，因而防御任务更为艰巨。光朔二

①《汉书》卷９４上，《匈奴传》。

②《汉书》卷４９，《晁错传》。

③《汉书》卷４９，《晁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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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１２７年）

，武帝下令募民十万口徙朔方①。元狩三年（前１２０年）

，武帝又将山东灾民７０余万迁于西北“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②，将救济与实边结合起来。元狩五年（前１２２年）

，“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③。由此可见，汉代移民实边规模之大。

王夫之对武帝实边政策这样评价：“此策晁错尝言之矣。错（晁错）非其时而为民扰，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故善于因天而转祸为福，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伤者乎”？

④

隋唐时期这种积极性防御移民也有成效。唐朝为了防御北方突厥与西方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实行戍军屯垦。最初唐朝军屯由军镇兵士承担。他们不带家口，有一定期限，时称蕃期。唐玄宗时军屯制变番上戍守改为长期驻防，并允许官兵携带家口。

唐开元十六年（７２８年）

规定：“诸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府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

⑤。

这显然是要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自愿到边境州县耕种，达到充实边防的目的。

明代，洪武年间西南地区防御性移民成效显著。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

，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平定云南，留兵戍守。同时“遣江南闾之民以居之”

⑥。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

，

①《汉书》卷６，《武帝纪》。

②《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③《汉书》卷６，《武帝纪》。

④王夫之：《读通鉴论》，《汉武帝》。

⑤《唐会要》卷８４。

⑥光绪《楚雄县志》卷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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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诏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司选精兵２５００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屯种，以俟征讨”

①。可见这种防御性迁移中包含有为进攻作准备之意。

清朝的民族问题解决得比较好。通过与蒙古联姻等措施解决了整个北方的疆域安全问题。只是在新疆地区实行过防御性移民之策。

积极性防御移民在一些朝代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其突出表现是扩大了中原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生活空间，并为民族间的交流、甚至融合创造了条件。因为这种迁移常常不是统治者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使政府对边防地区的控制永久化。同时这种迁移的对象不仅有军队而且有普通百姓，军队又多携带家眷，因而在边疆地区留有一支既稳定、且不断壮大的人口队伍。这些迁移者进而成为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形成区别原迁出地的风俗。秦汉时向北部移民就产生了这种结果：“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②。明代云南石屏旧为荒芜之区。

“明初置州牧教化导之，复添石屏、宝秀二屯”。这些屯军，“皆江南北人”。他们与土著居民“错杂而居”。该地因而“风俗日变，文物冠裳彬彬与中州侔矣”

③。这也说明，迁移者与土著的影响是相互的。

２、消极性防御移民

①《明史》卷３１３，《云南土司》。

②《汉书》卷２８下，《地理志》。

③乾隆《石屏州志》卷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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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移民在中国封建时代往往是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

特别是当中原政权力量削弱之时，无力负担转运军需之费，只是被动应付。甚至在周边政权的进攻下退却，即把已于边地生活的百姓向内地迁移。

东汉时统治者基本上采取的是这种策略。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３４年）

，迫于匈奴政权的压力，裁定襄郡，并“徙其民于西河”

①。建武十二年（３６年）

，公孙述、卢芳于西北和北部发动叛乱，匈奴趁机支持，并侵入河东地区。因而“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

，无力御边。所以东汉政府于建武十五年（３９年）又徙雁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

②。这次收缩性迁移范围和人口数都很大。

建武二十年（４４年）

，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

③。刘秀政权所奉行的退却移民政策直至建武二十六年（５０年）

才因“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

而暂时中止。并且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等八郡原生活于边地的百姓得以回归本土。即东汉政府“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指内地）

，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④。明帝永平五年（６２年）

，继续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⑤。

至安帝时，东汉边疆移民再度进入退却阶段。安帝永初五年（１１年）

，

①《后汉书》卷１，《光武帝纪》下。

②《后汉书》卷１０，《天文》上。

③《后汉书》卷１，《光武帝纪》下。

④《后汉书》卷１，《光武帝纪》下。

⑤《后汉书》卷２，《明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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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在强盛的羌族面前，东汉边郡、县二千石、令、长等官僚“多内郡人，并无战守意”。所以他们“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中央政府对此无可奈何，“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

而长期于边地居住的百姓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方式，“不乐去旧”

，官兵“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

，强行迁移；加之当时“旱蝗饥荒，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

①。这次退却性移民完全是东汉政府腐败的表现。从而将秦汉以来移民实边成果毁坏殆尽。

王符在《潜夫论。充边》中对此评论说：“边地遂以兵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

魏晋南北朝时，退却性移民仍在继续。西晋光熙五年（３０６年）

，猗庐政权侵扰太原，平北将军刘琨“不能制，徙五县百姓于新兴，以其地居之”


②。

北宋政府在北边采取典型的退却迁移策略。雍熙三年（９８６年）

，宋与契丹交战，宋将曹彬所率军队大败于歧沟关，边地失守。

宋政府故徙云、应、环、朔吏民分置河东、京西③。

由此导致北宋北边防御线彻底溃决。

明政府于整个北方完全采取防御性迁移策略。

《明史》言：“元人北归，屡谋复兴。

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

正统以后，

①《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

②《晋书》卷５，《孝怀帝》。

③《宋史》卷５，《太宗纪》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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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①。其迁移方式，太祖时边卫为“有罪谪戍者”和土著兵负责平时守卫：“遇有警，调他卫军往戍，谓之客兵”。

永乐年间，“始命内地军番戍”

②。由于戍守者逃亡甚多，所以明正统二年（１４３７年）开始部分实行募兵制。

“军余、民壮愿自效者”

，“人给布二匹，月粮四斗”。景泰初，明政府，“遣使分募直隶、山东、河南民壮”

，拨山西义勇守大同③。弘治七年（１４９４年）

，明政府又制订“佥民壮法”。

“州县七八百里以上，县佥二人；五百里，三；三百里，四；百里以上五。有司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

④。

与积极防御移民相反，消极防御型移民使中原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小。而由此产生的退却性移民则主要是统治者担心自己辖区百姓落入敌国之手，加强了对方力量。所以常常不顾百姓的生活习惯而强行迁移，造成了被迁移者生活的困难。

（三）劫掠性军事移民政策劫掠性军事移民主要指中原各政权之间以及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通过互相掳掠人口作为加强自己、削弱对方的手段。

这种政策尤以各政权处于相持阶段时采用为多。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彼此不能消灭对方，各自有势力范围。在

①见该书，卷９１，兵志３。

②《明史》卷９１，《兵志》３。

③《明史》卷９１，《兵志》３。

④见该书，卷９１，兵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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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中取胜一方把对方城乡人口以强力手段迁至自己控制区内。对他们来说，这较之掠夺财物更为重要。

东汉末和三国初，各个军阀式政权互相攻伐，掠夺人口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东汉末，曹操占据中原一带地区。他遣将张辽与乐进拔阴安，“徙其民河南”

①。

后曹军征张鲁政权于汉中。张鲁投降后，曹操徙汉中百姓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

②。这显然是充实自己统治区域的措施。另外，曹操在其控制区域受到其他政权威胁时，为了防止对方的掳掠，总是先将这些地区的人口迁至其统治力量较强区域。如刘备欲进攻魏西北地区时，曹操派将杨阜，“前后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

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

③。蜀国也有类似举动。

建兴六年（２８年）

，由于马谡于街亭失利，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④。至于掠夺性移民政策也为蜀吴政权所采用。

延熙十七年（２５４年）

，“姜维率众出陇西，将所克之狄道、河关、临洪三县民迁于绵竹、繁县”

⑤。可见迁移路途之遥。建安十六年（２０８年）

，孙权派兵西征，结果大胜，“虏其男女数万口”

⑥。

东晋南北朝时，各个政权交相出现，南北对峙。掠民迁移是各政权的主要策略。东晋咸和五年（２３０年）

，后赵与东

①《三国志》卷１７，《魏书。张辽传》。

②《三国志》卷１５，《魏书。张既传》。

③《三国志》卷２５，《魏书。杨阜传》。

④《三国志》卷３５，《蜀书。诸葛亮传》。

⑤《三国志》卷３３，《蜀书。后主传》。

⑥《三国志》卷４７，《吴书。孙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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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战于湖北一带。

后赵军先后攻克夔安、沔南，威胁江夏、义阳，最后掠取汉东百姓七千余家，“迁于幽冀”

①。北朝前燕王慕容元真击败后赵石虎，“掠徙幽、冀二州三万户而还”

；又大破宇文部，“闼地千里”

，“徙其部民九万余家于昌黎”

②。北魏永兴五年（４１３年）

，奚什等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徙二万余家于大宁（今河北涿鹿县）

，计口授田“

③。这表明掠掳迁移的百姓多被用作农业生产活动。

宋辽、宋金、宋元对峙时期，掳掠迁移为各政权普遍采用。辽太祖神册五年（９２０年）

，派军掠宋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

④。

天赞三年（９２４年）

，辽迁宋蓟州民实辽州⑤。金于天辅七年（１２３年）

，攻克宋燕东路，尽徙六州民于其地⑥。

元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２年）

，攻取襄阳，徙该地百姓七万户于河北⑦。

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交战中的各政权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掠夺性迁移作为其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或目的。而这是加强自己、削弱对方的主要手段。特别是那些处于初创发展时期的政权往往借此来壮大自己，把掠夺迁移来的人口作为奴婢和生产者。而对那些被迁移者来说，这种迁移则意味

①《晋书》卷７。

②《魏书》卷９５，《慕容廆传》。

③《魏书》卷３，《太宗纪》。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⑤《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⑥《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⑦《元史》卷８，《世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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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灾难。他们常常要在异方政权的驱迫下，跋涉几百、上千里，路途死亡甚多。一旦到达目的地，他们又被作为战利品被兵将分配，许多人因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实表明，掳略迁移是贱籍产生的重要途径，历史上的杂户、监户、官户，甚至更具体的平齐户，大部分是由掠夺人口所组成。所以说，战争、掳略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关系复杂的重要原因。

三、惩罚性迁移政策将犯罪分子，或统治者认为于社会不利的群体迁移至边远、贫穷之地作为惩罚手段，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项政策。

（一）将惩罚性迁移与开发、保卫边疆相结合的政策。

边疆的开发、保卫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因为当时社会交通不便，从内地至边疆常常要耗时数月；第二是因为边疆地区条件恶劣，或为沙漠不毛之区，或为烟瘴流行之境。因此，只要踏上赴边关之途，人们就有九死一生之虞。封建政府对此也很清楚，要在百姓中普遍征派将有很大阻力。而将罪犯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迁至边疆则是减少阻力的办法。

秦汉时期的边疆开发、保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这部分人承担的。秦南攻扬粤，置戍卒于此。而该地少阴多阳，戍卒不习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

，“秦民见行，如往弃市”。所以秦王朝“因以谪发之”

，名曰“谪戍”。其发迁对象是：吏有谪及赘婿、贾人。

①秦代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经商者被列入处罚之列。秦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年）

，“谪狱吏不

①《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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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①。西汉元狩五年（前１１８年）

，“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②。汉宣帝时，发遣免刑罪人于渠犁一带耕垦积谷，以此为进攻车师作准备③。

东汉的惩罚性迁边政策很明确。东汉永平八年（６５年）

，明帝下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边县”

④。建初七年（８２年）

，东汉政府扩大了范围：“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占著所在”。

⑤永元八年（９６年）

，徙罪犯“诣敦煌戍”

⑥。元初二年（１５年）

安帝下令：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勿输“

⑦。这表明，东汉罪犯徙边已成为一项制度。并且这种迁移是长期性的。他们一般要携带家眷，在官府指定地点垦种以自给。

南朝宋和齐初曾规定，“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至齐永明八年（４９０年）

，由于“百姓怨咨”

，齐武帝下诏：“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

⑧。北魏时犯罪者也以徙边戍守为主。孝文帝时更强化了这一规定。因为当时“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会门充役”之罚⑨。

①《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卷６，《武帝纪》。

③《汉书》卷９６下，《西域传》。

④《东汉会要》卷３５，《刑法上》。

⑤《东汉会要》卷３５，《刑法上》。

⑥《东汉会要》卷３５，《刑法上》。

⑦《东汉会要》卷３５，《刑法上》。

⑧《通典》卷３，《食货》３。

⑨《文献通考》卷１６８。

《刑考》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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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的刑律更加严厉，即将犯罪者“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

①。

唐朝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年）规定：“流罪三等，不限于里数，量配边要之州”。

②徒流年限，最长为１０年。如遇恩赦，可减为六年。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年）

，太宗下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

③。唐宣宗大中四年（８５０年）

规定：“徒流比在天德（位于西北）

者，以十年为限。既遇鸿恩，例减三载，但使循环添换，边不缺人，次第放归，人无怨苦“

④。这反映出唐代犯人在充实边防的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宋代初年，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隶西北边”。后因其多逃亡，并投降到塞外少数民族政权中，甚至“诱西戎为患”。

于是宋太宗下诏，今后罪犯“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州”

，而改为流江南地区。

⑤元代对犯人在死刑之外最重的处罚是“徙迤北地面耕种”

⑥。

明清时期罪犯徙边规模更大。明代逃军、逃匠、逃囚人等，一律发边卫充军。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规定：“将校士卒杂犯死罪者免死，杖发戍边”

⑦。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年）有这样

①《文献通考》卷１６８。

《刑考》７。

②《唐会要》卷４１。

③《旧唐书》卷３，《太宗纪》下。

④《旧唐书》卷１８，《宣宗纪》下。

⑤《文献通考》卷１６８。

《刑考》７。

⑥《通制条格》卷２８。

⑦《续文献通东》卷１３，《刑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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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杂犯死罪及流罪赴北平种田……自今除十恶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

，“然后录为良民”

①。

当时明都城在南京，北平就可谓明朝的北边了。

这一政策也有防止蒙古族侵扰之意。

清代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

前，罪犯多发东北宁古塔。

该地为严寒之区，因而“发往人犯易致毙命”

②。顺治十二年清政府规定：“凡一应流罪皆照律例所定地方发遣，其解部流徙者，改发尚阳堡”

（位于辽东）。

③此后，一般罪轻者发尚阳堡，而罪重者仍发宁古塔、三姓等僻远之区。这些发往者多作为当地兵将的奴仆，从事耕种等活动。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以后，清代又曾一度将蒙古作为发遣之区。雍正帝指出：“罪犯若发往黑龙江、三姓诸处，不过终身为人奴仆而已。朕意嗣后将黑龙江等处人犯，遣往北路军营附近可耕之地，令其开垦效力。在伊身可以努力自新，而于屯田亦甚有益”

④。等到乾隆平定伊犁地区后，新疆更成为罪犯的重要遣戍之地。在实边与改造罪犯相结合这一点上，雍正的认识要显得较高。

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规定：“发送乌鲁木齐人犯原犯死罪，减等发遣者，作为五年；原犯军流改发及种地当差者，作为三年，准入民籍”

，将其“安插昌吉、河东旧堡，指给地亩，耕种纳粮”

⑤。

①《续文献通考》卷１３，《刑考》３。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０３，《刑考》９。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０３，《刑考》９。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７９，户部。

⑤《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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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犯罪者徙往边疆地区，使统治者可收一举两得之效，即既达到了对罪犯的惩戒目的，又充实了边地人口，加强了国防力量。这些迁移者于边境地区耕垦，不但实现了自给，而且又提供给戍守者——军队部分口粮，直接减轻了国家从内地转运的困难。同时由于迁移罪犯相对比较集中，在有些地区还与土著者共处，促进了内地与边境居民的交流。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

，清世宗的言论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盛京为开基之地，宁古塔、黑龙江、三姓等处俱与接壤，向发遣犯安插于此，日积渐多，恐引诱渐染废坏风俗。且将来发遣之人多于本地兵丁，恐有未便”

，所以他下令“嗣后遣犯分发内地边远之区，令地方官严加管束”

①。

这里清帝所担心的“渐染废坏风俗”

，实际就是内地文化的影响。

（二）纯粹惩罚性质的迁移所谓纯粹惩罚性质的迁移是指封建政府对犯罪者完全依照其法律条文或流放，或贬谪。

其中既有边地，也有内地。

总之多为自然条件恶劣之地。

秦始皇九年（前２３８年）

，杀嫪毒及其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

②房陵为何地，为什么要将犯罪者迁于此。

《华阳国志。汉中志》指出：房陵，“其隘地也”。我们认为这里所谓隘地，并非完全是指狭窄之地，而包含着交通闭塞、谋生条件艰难、土地贫瘠等多种意义。汉代宗族大臣有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２０３，《刑考》９。

②《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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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亦多徙此县①。此外，秦灭韩国，“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

②。这也是一种惩罚性迁移。

北周时对惩罚性迁移作了地区或里程上的规定。其等级有五：１。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２。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３。

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４。

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５。

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③。这里的卫服、要服、荒服、镇服和藩服五个等级均依据其与京师的距离来确定。隋文帝令高颍定新律流刑三，即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并进一规定：“应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④。唐代太宗十四年（６４０年）规定：”流罪三等，不限此里数，量配边要之州“

⑤。除了迁至北边外，还有相当部分迁至岭南地区。唐武则天当政时对朋党打击甚厉。天授三年（６９２年）

，杀宗室鄂州剌史嗣郑王琡等６人，嗣膝王修琦等６人免死，流岭南⑥。同年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别驾鄱阳王湮等家室１２人，徙其家于鄂州⑦。

宋代太宗之后，南方成为犯人主要流放地。宋仁宗景祐以前，“以罪贷死者”

，“多配沙门岛”。此岛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于是仁宗改为“广南远恶地牢”

⑧。元代于万历二年

①《华阳国志。汉中志》。

②《汉书》卷２８，下，《地理志》。

③《文献通考》卷１６８，《刑考》。

④《文献通考》卷１６８，《刑考》。

⑤《文献通考》卷１６８，《刑考》。

⑥《资治通鉴》卷２０４。

⑦《文献通考》卷１６８，《刑考》７。

⑧《文献通考》卷１６８，《刑考》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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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９年）七月更定迁徙法，凡应徙者，“验所居远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还。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无过，则量移之；所迁人死，妻子听归土著”

①。

明代流刑“有安置，有迁徙，有口外为民。其重者充军。

充军者明初惟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

②。或言明初，“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脏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

③。清初对犯罪者的流放地主要是东北，以后又扩展至到烟瘴地区当差。具体省份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

，由于“广东崖州、陵水等处水土最恶，每每染病”。所以世宗令改发“内地之饶平、钦州等当差”

；“其云贵广西等地方风土有类此地，亦著改发”。

④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对发遣地点予以区别。即“满洲仍发黑龙江等处……其汉人应改发各省烟瘴地方”。其中“民人有犯如强盗免死、窝盗三人以上之犯发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极边烟瘴地方，其平常发遣人犯酌发云贵川烟瘴少轻地方”

⑤。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清政府又改为：“情罪较轻，无妻室者，酌发云贵川广极边烟瘴地方交与地方官严行管束”

；如有妻室“改发宁古塔、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⑥。

①《文史》卷３３，《文宗纪》２。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３，《户口》２。

③《明史》卷９３，《刑法志》。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０３，《刑考》９。

⑤《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０３，《刑考》９。

⑥《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０４，《刑考》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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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封建政府在这种流刑中对犯人重在惩除，而轻于利用。不过，由于每批罪犯总是要在流放地生活几年，并且他们所进入的多为在正常情况下人迹罕至之地。所以这些罪犯在客观上所起开发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流犯实际上充当了这些地区开发先驱的角色，并为后人的进入创造了条件。一批批犯人以其脚步踏出的道路；他们为了生存而修建的屋舍，开辟的田地，均是后人生存的基础。如岭南地区，“昔号瘴乡，非流人逐客不至”。而至明代，“仕宦乐官其地，商贾愿出其地”

①。东北的开发也浸透着流人的血汗。

四、经济性迁移政策经济性移民主要是封建政府着眼于恢复和发展经济而组织的迁移。在封建社会这也是规模最大的迁移活动。

（一）以战乱和受灾后恢复为特征的经济性迁移在封建社会，大规模的战乱是王朝更替的标志或手段。

而这种战乱往往又是在百姓稠密区进行。因为这些地区是王朝政治、军事中心所在。因而，战争导致大量百姓死难；即或不死，也早已进入偏僻地区躲避。战前的富庶为一派萧条景象所取代。新建政权的首要任务是招募百姓恢复生产，以支撑初创王朝的生存。

在这种形势面前，封建政府会一改对人口流动迁移控制的政策，转而鼓励百姓，特别是鼓励那些无地者到战乱后的荒芜区去开垦，并给以诸多优惠条件。关于这一点，将在本章“迁移组织”作详细介绍和分析。

①叶中甫：《贤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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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狭乡向宽乡移民政策在封建社会，狭乡与宽乡之分主要指人们占有土地的多少。狭乡为百姓人均占有土地较少之地，宽乡则相反。人均占有土地少，则暗含着人口多、人们的赡养能力不足等问题，因而会降低他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狭乡人口为国家提供的赋税数量也会因此受到限制。可以说，这种状态对于国家和百姓均不利。所以一些王朝政府注意对这种人口分布不均局面予以调整。

依当代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在其早期（特别是隋唐以前）

，人与土地的矛盾并不突出。不过在当时，土地在各阶层人口中的分配并不一样，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由此使一大批人无田可耕。

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也很少。人们只有通过多耕作土地维持生存。因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地矛盾的突出。这个问题春秋战国时一些地区即出现。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

①。山东邹鲁一带，“地小人众，俭啬”。总的情况是：“江、淮以南，无冻饥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洒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

②。

这实际也是对秦汉时人口布局的描述。

秦汉政府，特别是汉王朝对此已有认识，并采取了迁移措施。

①《全后汉史》卷４６。

②《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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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关中向四川、从关东向江淮所实行的迁移就在于让狭乡百姓到宽乡去耕垦谋生。

东汉时上述状况依然存在。崔寔于《政论》一文中指出：“今青徐兖冀人稠地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因而他建议，“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

，并称此为“开草辟土振人之术”

①。元和元年（８４年）

，章帝下诏：“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咨听之”

②。这实际等于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百姓的迁移之禁。

西汉以后的政府，对狭乡出生活无以为继百姓的迁移也多予以鼓励。北魏均田制规定：“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

③。北齐天保八年（５７年）

，文宣帝下令“徙冀、定、瀛无田之人”。时称“乐迁”

，“于幽州宽乡处之”

④。即由今天的冀中迁往冀北。“乐迁”就意味着非强制性。隋开皇年间，“天下户口多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开皇三年（５８３年）

，炀帝“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

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⑤。显然，炀帝对狭乡所持苛刻态度意在促使该地人口迁往宽乡。唐朝政

①《全后汉史》卷４６。

②《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③《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④《通典》卷２，《食货》２。

⑤《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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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政策是：“居狭乡者，听其从宽”

①。唐均田制所定宽狭乡的标准是：“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足”是指“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

②均田制还规定：“所给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

；诸庶人，“乐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

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

③这些措施都包含着鼓励人们迁往宽乡之意。

宋元时期只是在个别地区实行过这一政策。南宋绍兴年间（１３１——１１６２年）

，“蜀地狭人伙，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一些官员建议，“乞许人承细，官贷牛、种，八年乃偿，并边免租十年，次边半之；满三年与其半，愿往者给据津发”。

④获高宗批准。元代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

，元政府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

⑤。

明清王朝则主要在建国初年实行这一政策。洪武六年（１３７０年）六月，朱元璋指出：“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

而临濠一带，“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官给牛种舟粮以资遣之，仍三年不征其

①《大唐六典》卷３，尚书户部。

②《大唐六典》卷３，尚书户部。

③《通典》卷２，《田制》下。

④《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⑤《宋史》卷１６，《世祖纪》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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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①这次共迁移四千余户。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年）

，明政府以山西“生齿日繁”

，而将其中泽潞二州民中无田者迁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

；并“户给钱二十锭，以备农具”

②。明政府的这项措施对于加快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一当这一过程完结，明政府便不再实施这一政策。清政府在初期曾鼓励百姓移往四川开垦。因为这里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百姓死亡甚多，出现了“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局面。

康熙年间清政府曾多次下令地方官招外省民前往开垦：“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③。雍正年间，这一政策继续得到贯彻，规定：“各省入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田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亩或旱地增二十五亩；实在老少丁多不能养赡者，临时酌增”

④。而对百姓向沿海地区和东北等边地的迁移，清政府则持限制，甚至禁止的态度。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迁移政策主要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口更好地与土地结合起来，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中心展开的。相对于其他迁移类型，经济性迁移基本上是通过政府引导、百姓自愿响应的办法来进行。因而其强制色彩比较少，从而使迁移者和国家都获得了益处。

①《明太祖实录》卷５３。

②《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③嘉庆《四川通志》卷６２，《食货志》。

④嘉庆《四川通志》卷６２，《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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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迁移组织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中，政府对人口的迁移行为均有干预。可以这样说，封建社会人口的主要迁移活动都是在政府组织下进行的。不过具体的组织方式、官方对移民的控制程度却有不同。这里仅就几种主要的迁移组织方式作一论述。

一、军屯迁移的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军人及其家眷既担负着攻战守卫使命，又负有生产职责。封建国家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提高军队的自给能力，往往在战事平息以后，或者于争战间隙，将一部分军人（有时连同家属）移至戍守地区或其它地旷人稀之处进行耕作。

（一）边地军屯迁移的组织移军于边、且田且守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军事防御政策。

汉朝可谓最早实行这一方针的政府。

汉元鼎六年（前１１年）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①。昭帝始元二年（前８５年）

，“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②由此表明，这些迁往的将士是耕战兼备之人。此外，武帝初通西域后，“自敦煌西至盐水，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

①《汉书》卷２４。

７，《食货志》下。

②《汉书》卷７，《昭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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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者校尉领护“

①。元帝时又于西域置戊已二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

②王莽于始建国三年（１１年）

，以尚书大夫赵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③。设置专门屯田官员负责军屯，表明当时统治者对这一活动的重视。

而东汉移军屯田于边之气势远不如西汉。建武七年（３１年）

，刘秀诏杜茂“引兵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

④其屯田的前沿比西汉大大后移，退至今山西一带。直至永平十六（７３年）

，东汉移军屯田，才稍有起色。明帝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

⑤。然而，仅过了不到５年，建初二年（７７年）

，章帝则宣布“罢伊吾卢屯兵”

⑥。这显然是由于实力不足而不得已为之。

永元十四年（７１年）

，东汉政府趁西戎衰困之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和帝任曹风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以后和帝又令金城长史上官鸿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

其功垂立“

⑦。可没过几年（永初中）

，因西羌叛乱，这一屯田移民举动也被停止。并且永初元年（１０７年）

，安帝罢西域都护，原因是“吏士屯田，其费无已”

⑧。直至顺帝永建元年

①《汉书》卷９６上，《西域传》。

②《后汉书》卷８８，《西域传》。

③《汉书》卷９９中，《王莽传》。

④《后汉书》卷２２，《杜茂传》。

⑤《后汉书》卷８８，《西域传》。

⑥《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⑦《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

⑧《后汉书》卷４７，《梁懂传》。

— 327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７１３。

（１２６年）

，西羌衰弱，“凉州无事”

，汉政府才重新“激河浚渠为屯田”。永建六年（１３１年）

，顺帝“复伊吾屯田”

①。同时于今青海湟中一带设置屯田。至阳嘉元年（１３２年）

，顺帝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

②。总的来说，东汉于西北边地的屯田时兴时废。东汉政府不是以军屯来阻止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往往在这种侵扰面前退却、撤屯。只是在边境平静之时，才又重开屯田。因而其军屯迁移在防御上的作用大大降低了。

三国时各政权则多在双方冲突地区附近移军屯垦。魏政府在邓艾的建议下于淮南北移军屯种：“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

③。这一政策实施后，为灭吴奠定了物质基础。

南北朝的军屯迁移多于南北双方对峙的前沿地区，特别是两淮一带进行。北魏政府于淮北遣发大量军队屯田。宣武帝正始元年（５０４年）

，令义阳太守范绍“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后他命范绍为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④。西魏于同州夏阳县（今陕西韩城一带）

“置２０屯监”

⑤。北周于河州“大营屯田，以省运漕，多设斥候，以备寇戎”。南朝刘宋起初对于设在边地的屯田实行一年三番轮休制，后因此制耽误农时，改为一年一番，

①《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

②《后汉书》卷６，《顺帝纪》。

③《魏书。邓艾传》。

④《魏书》卷７９，《范绍传》。

⑤《周书》卷３５，《薛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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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征戍一年，屯田一年①。此外，齐、梁、陈都有屯田政策。

成效并不十分显著。

隋唐边地屯田主要设于北部和西北，以防御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开皇三年（５８３年）

，因突厥屡次侵入塞外，隋政府令朔州总管赵仲卿在“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

②。

隋炀帝大业四年（６０７年）

，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

③。唐代于北边屯田迁移规模也很可观。调露二年（６８０年）

，河源军经略大使刘仁轨，“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

④。开元五年（７１７年）

，营州都督宋庆礼，于柳城“开屯田八十余所”

⑤。

北宋政府为防御契丹、西夏的进攻，于西北、北部，移军屯种。淳化四年（９３年）

，宋政府以何承矩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黄樊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雄、莫、霸诸州平戎、破虏、顺安诸军戍卒万八千给其役，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

⑥。

真宗咸平四年（１０１年）

，在陕西转运使对综建议下，宋政府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又于军城前后及北至木峡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

：“每砦五百人充屯

①《周书》卷２７，《李贤传》。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④《旧唐收》卷１０９，《黑齿常之传》。

⑤《旧唐书》卷１８５下，《姜师度传》。

⑥《续资治通鉴》卷１６，太宗淳化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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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

①。

元代军人移屯意义甚大。

元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田以守之”

②。足见军人移屯成为元军进攻的阵地和退守的堡垒。这是名副其实的前线屯田。

明代移军屯田于边是军屯的主流。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２年）正月，朱元璋下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

③。在此之前，边疆屯田即已展开。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

，西平侯沐英镇守云南，奉诏屯田，“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

④。

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

，朱元璋遣陕西西安右卫及华阴诸卫官军八千余人往甘肃屯田，“官给农器谷种”

⑤。

实际上明代军屯遍布周边各地，“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耻”

，“在在兴屯矣”

⑥。不过，明代军人移屯的真正发展阶段在洪武、建文、永乐年间，此后主要是维持，甚至陷于衰败状态。

清代典型的军屯迁移于边地开始较晚。清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开始于蒙古、新疆移军屯垦。康熙帝首先让“土默特兵善种地者一千，每旗令台吉、塔布襄一人率往屯种，遣大臣一人监管”

⑦。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年）

，清政府遣官兵在乌

①《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４。

②《元史》卷１０，《兵志》３。

③《明史》卷３，《太祖纪》３。

④《明史》卷１２６，《沐英传》。

⑤《明太祖实录》卷２０７。

⑥《明史》卷７７，《食货志》１。

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７９，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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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古木、云特里河边耕种①。雍正时开始于新疆察罕舁尔、特里、库尔奇勒、扎克拜达里克四处移军屯种②。东北移军屯垦开始于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当时清政府派吉林乌拉兵八百名，阿勒楚喀兵二百名，驿站夫五百名开垦，“日给口粮盐菜银四分，并择熟悉耕作之吉林官五员、领催三十名负责”

③。

规模不太大。而乾隆年间的新疆军屯规模则显得较大。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

，清政府派往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兵丁“已至一万数千”。乾隆帝下令，兵丁中“如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行准其带往；伊等既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其业”。

④并且，乾隆帝对新疆屯田格外重视。他在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指出，“据努三察勘穆垒至乌鲁木齐屯田，约需兵丁六千有奇，绘图呈览。屯田为军食所关，必由近及远，以次增垦”

⑤。至近代，清朝军屯迁移走到了尽头。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

，东三省总督锡良等奏：“江省地广人稀，上年于札赍特蒙旗所属之哈拉火烧地方，试办屯垦，采用屯田之法”。此举“原为实边之计，乃开办逾年，殊鲜成效”。其原因为“择地不审，用人不当；亦以兵民分途已久，强置身戎行之人，作为”躬陇亩之计，实为情形未便，而习所难安“。所以他请”停止兵丁，改招民佃，以变通为补苴，洵足以救前失而图后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７９，户部。

②《清世宗实录》卷５５。

③《清高宗实录》卷１７８。

④《清高宗实录》卷５７２。

⑤《清高宗实录》卷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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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①。

（二）内地军屯迁移的组织与边地军屯迁移相比，内地军屯迁移的规模则相对较小。

不过，在一个政权初创、经济恢复期间，内地移军屯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汉政权主要将军屯重点集中于边地，内地基本未举行。

东汉则不同。刘秀在与敌手的争战活动尚在进行之时，便开始实施屯田政策。

建武四年（２８年）

，诛虏将军刘隆刚讨平李宪，便被刘秀派往武当屯田②。讨虏将军王霸率兵屯田新安；建武六年（３０年）屯田函谷关，以此为攻取荣阳、中牟作准备③。这种屯田完全是为了解决军粮之不足。一旦战火熄灭，其使命便告完结。

南北朝诸政权除了于对峙地区移军屯垦外，有的在其控制区域内实行军屯。北魏太和五年（４８１年）

，徐州刺史薛虎子秦请屯田。他指出：“徐州良田十余万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

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

④。这个建议被文帝接受并推行。

南宋在绍兴五年（１３５年）

，派安抚使王彦“因荆南旷土措置屯田。自蜀买牛千七百头，授官兵耕，营田八百五十顷，分给将士有差”

⑤。

①《宣统政纪》卷３３。

②《后汉书》卷２２，《刘隆传》。

③《后汉书》卷２０，《王霸传》。

④《资治通鉴》卷１３５，《齐纪》１。

⑤《宋史》卷３６８，《王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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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对内地和不带戍守性质的军屯很重视：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

，元政府以益都武卫军千人屯田燕京，官给牛具，发万户石抹乣刺所部千人赴商州屯田①。

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

，发嘉定新附军千人屯田脱里北地。同年五月，迁移丁子峪所驻侍卫军万人屯田昌平②。

大德元年（１２９７年）

，徙襄阳屯田合剌鲁军于南阳屯田③。元统二年（１３４年）

，惠宗设立源、广黎兵屯田万户府，统千户一十三所，每所兵千人“

④。元代的内地军屯遍布各地。并且有元一代一直未停止过。虽然这些内地屯兵以生产为主，但从中也可反映出元政府对军事力量之重视。因为这表明元王朝借此保持着一支庞大的随时可供调遣的武装力量。

明代军屯迁移的重心在边地，而内地也有一些。

《明史》所说的明政府“在在兴屯”

，就包括“大河南北”

⑤。清代内地军屯主要实行于清初。

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

，清政府首先于顺天府实行计兵授田法。每名守兵给可耕地十亩，“官供牛具，种子”

，此后推行于直隶、山东、山西⑥。康熙六年（１６７年）

，清政府于黔、蜀地区“地多人少”处移兵屯种⑦。

（三）军屯迁移组织政策评价

①《元史》卷１０，《世祖纪》。

②《元史》卷１０，《世祖纪》。

③《元史》卷１８，《成宗纪》１。

④《元史》卷３８，《顺帝纪》。

⑤《明史》卷７７，《食货志》。

⑥《清史稿》卷１２０，《食货志》１。

⑦《清太祖实录》卷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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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屯迁移政策被我国封建社会大部分王朝所采用。我们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迁移政策既有可肯定的积极因素，却也存在着一些弊端。

从积极因素来看，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移军屯垦的重点在边疆地区。军人屯垦，与守战相结合，提高了其自给能力，直接加强了国家防御，甚至为进攻敌方创造了条件。

“孝武以屯田定西域”

，这不仅是汉武帝时所取得的成果，而且被后世作为“先世之良式”

①，倍受推崇，并被仿效。以后王朝的屯田虽不如汉代声名显赫，却也起到抑止和镇慑敌对政权的作用。隋代官僚刘权于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他“在边五载，诸羌怀附，岁赋贡入；吐谷浑余烬遁远，道路无壅”

②。唐黑齿常之由于屯田所获甚巨，加强了边防，“其在边七年，吐蕃威服，不敢为患”

③。移军屯田所以能收到这种效果，在于由此可使守边官兵不致有粮草不继之忧。即使在敌方围困之时也能生存并坚守不来。而完全仰仗后方接济则不具有这种优势。

第二，移军屯垦是对国家财力和百姓负担的减轻。在中国封建社会，各朝政府都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们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消耗者。如果供应处于边地的军队所需，转运粮食又成为百姓的一大负担。而移军屯垦，使守备者解决部分或全部粮食，则直接缓解了依靠内地转运形成的紧张局面。

①《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②《隋书》卷６３，《刘权传》。

③《旧唐书》卷１０９，《黑齿常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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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晋平蜀后，“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邓艾建议于陈、蔡之间行军屯，成效显著。所以“晋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①。南朝梁裴邃为西戎校尉时，“开创屯田数千顷，仓禀盈实，省息边远，民吏获安”

②。隋代朔州总管郭衍，于所部恤安镇，“造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金石，民免转输之劳”

③。唐代军丁移屯的目的很明确：“凡边防镇守，转远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年储”

④。明代屯田所收获粮食称为屯田子粒，最高年份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达２３４５０７９９石，相当于全国当年所收赋粮３１２９７０４⑤的７４％。

可见，屯军成为明代一支重要的生产者。清代新疆移军屯垦成效显著。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

，新疆有五处屯田，屯兵共３６００名，耕种３３４５亩，每亩收获１。

９石——１。

４石不等，共收谷３７３４０余石，满足了屯兵自己所需⑥。同样，屯军满足自己所需，也就实现了加强防御的目的。

第三，移军屯垦在王朝初期的经济恢复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每个王朝在初创阶段，荒芜田地甚多，国家税粮征收受到限制。在此时招集百姓开垦是一条措施，而移军屯垦则较民垦便于组织。军人由于其整编制的行动，可以使政府在短

①《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②《梁书》卷２８，《裴邃传》。

③《隋书》卷６１，《郭衍传》。

④《旧唐书》卷４３，《职官志》。

⑤《明太宗实录》卷２５。

⑥《清高宗实录》卷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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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迅速调集具有一定规模的力量开赴荒芜之境。

在东汉、元明清等王朝的初期，军丁移垦的这个优点充分显示出来。

而封建国家也试图在这一活动中将军丁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使用。

军丁移垦的不足。

第一，在一些王朝，移垦的代价太大，因而常常得不偿失。

军丁耕垦可谓白手起家，从工具种子到水利设施兴修，从所用牛马到所住房屋，均需国家在短时间内解决。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隋炀帝经营西域，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

①。大业九年（６１３年）

，隋政府为此“课关中富人，计其资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至万余”

②。而屯田组织得不好，又不能得到什么效益。宋代从景德年间（１０４—１０７年）至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年）

，襄州营田“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

；唐州营田“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全”。而政府“所给吏兵傣禀，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

，所以“得不偿失”

，只好“废以给贫民，顷收半税”

③。这种情况在历朝移军屯田中并非个别。

第二，移军屯垦的组织普遍有虎头蛇尾之势。王朝建立之初，或因边防危急，或因国库空虚，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重视对军屯的组织。而一当这种困难局面过去，中央放松管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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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具体组织官员消极懈怠，甚至化公田所获为私有，任意役使兵丁。这就使屯种效果越来越差，以至屯田组织最终解体。

第三，屯田的军丁往往是作为徭役者参加这一活动。他们抛家舍口，被政府以强制命令形式派往各处戍守耕种；有的屯田兵丁虽带有家眷，但却要忍受繁重的剥削。因而，屯田者的积极性很低，并且有很普遍的逃亡现象。所以，屯田的生产效益难以提高，屯田体系的维持将变得更加困难，以至最终解体。

二、民屯迁移的组织民屯迁移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与军屯迁移相伴随的迁移活动。不过，与军屯相比，民屯实际上是一种半官方组织的迁移。

（一）边防地区的民屯迁移就总的情况而言，边地的民屯迁移较军屯为小。而在有的朝代，民屯对于边疆的充实，和正规军防御的协助也起到重要作用。

汉代的边疆民屯实际开始于汉武帝时。这在前面已有涉及。不过，当时主要还是将百姓迁入新辟州县中生产、生活，并未完全按照屯田组织形式予以管理。

隋唐时的边境民屯有一定规模。隋朔州总管郭衍，因叶谷浑寇边，于河西一带令“百姓立堡，营田积谷”

①。唐开元五年（７１７年）

，营州都督宋庆礼于柳城“开屯田八十余所，招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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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

安流散“

①。唐元和年间（８０６—８２０年）还利用罪犯参加边境屯田。

明代除军丁外，也招募一些百姓赴边屯种。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

，朱元璋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②。明代还有一种民屯叫商屯。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即商人组织人力在边境地区屯种，以所获交予官府，赁证据到盐场购盐③。不过，行至明中叶，此法便废。

另外，明代中期以后，边地军人移垦逐渐趋于废弛。

为挽救此颓势，明政府又开始招募百姓屯垦。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

，大学士杨一清上屯政事宣书，建议“补屯丁”

，即招募百姓，“分发屯田，令其耕种纳粮，不当别差；空闲田地，听尽力开垦，俟三年后方征屯粮”。此议获批准④。这实际是增加了边地军屯中的民屯成份。

清代于西北和东北曾迁移部分民众屯田。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

，清政府以“嘉峪关至达里图可耕之地尚多，肃州之北口外金塔寺地方亦可耕种”

，所以采取“募民耕种”

之策。

圣祖首先让“甘肃、陕西文武大臣及地方官捐输耕种，无论官民愿以己力耕种者，令前往耕种，俟收获之后，人民渐集，酌立卫所”

⑤。

清政府的这一策略是先招民屯种，再设立机构。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前后，清政府还于新疆迁移当地维尔

①《资治通鉴》卷２１。

②《明太祖实录》卷１８６。

③《明史》卷７７，《食货志》１。

④《明世宗实录》卷８５。

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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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百姓屯田伊犁，称“回屯”

①。至雍正年间西北地区移民屯垦便显示出成效。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

，世宗指出：“安西屯垦地亩，今年人力既勤，天时复稔，各种粮谷俱获丰收”。因而他允许百姓将多余谷物粜卖②。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年）

，清政府还于新疆设商屯，并允许耕种者“永为土著”

③。东北民屯开始于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年）

，即于大凌河马厂西北杏山、松山地方所丈泽田万亩，“移闲散宗室，分往居住耕种”。

第一批“愿往者”

１５０户，大小共２０３名。

每名政府“给银１８０两，暂给８０两，治装起程，俟到该处时，再给１００两；每人给地亩３顷，”一半官为开垦，一半著自行从容开垦，或令家人耕种，或募民耕种“

④。足见他们所享受的条件之优惠。这次移民屯垦规模虽不大，却有很大意义。因为如果说满族入关，迁往京城是向城镇迁移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由城市向农村地区、向边疆的迁移，是对城市人口的疏散。对满族来讲这又有回返性迁移的意义。除此之外，乾隆年间清政府还在广东、云南等沿边地区组织人口迁移屯垦⑤。

（二）内地移民屯垦的组织内地移民屯垦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移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迁移百姓屯田于内地各荒芜区域是政府战后和灾后恢复经济的主要政策。

①《清高宗实录》卷６５。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７９。

③《邹韵士：《西陲要略》卷３。

④《清高宗实录》卷１０４。

⑤《清高宗实录》卷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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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３。

封建社会大规模的移民开垦政策最早实行于曹魏时，曹操“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枣祗因此上屯田议，被曹操采纳。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他还在郡国“列置田官”。因而“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

①。这项政策，一直被曹魏统治者执行下去。建安十四年（２０９年）

，政府“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

②。文帝曹丕即位后，“任黄门侍郎卢毓为济阴相兼梁谯二郡太守，组织百姓屯田”

③。

由此可见，曹魏的屯田移民基本上是在郡州县官的组织下进行的。吴、蜀也在其区域仿效曹魏实施屯田，然效果不甚显著。

南北朝时真正于内地迁移百姓屯田并不多。只是个别朝代有兴举。北魏太和十二年（４８８年）

，李彪建议屯田，“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多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

④。可见屯民负担不轻。北魏政府还将战败之民迁移至各州为营田之民，实际是一种民屯⑤。不过他们的身分地位很低。

五代时的内地民屯有一定成效。后梁在各道设置营田正副使，迁移军民混屯。

如河南张金义率所部在洛阳以１８人为

①《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②《六国志》卷１，《魏书。武帝纪》。

③《六国志》卷２２，《魏书。卢毓传》。

④《魏书》卷６２，《李彪传》。

⑤《魏书》卷７上，《高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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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将，１８人为屯判官，进行屯田垦殖，并招抚流散百姓耕作①。

后唐普遍设置营田务。长兴二年（９３１年）明宗下诏：“天下营田务，只许耕无主荒田及召浮客，不得留占属县编户”

②。

这表明，五代屯田主要是对流散、未附籍百姓的利用。

宋代特别是南宋对屯移民较为重视。北宋时由于军屯效果不好，政府将其中一部分改为民屯。

南宋继续这项政策，绍兴六年（１３６年）

，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

③。高宗批准此奏。嘉熙四年（１２４０年）

，宋理宗任孟拱为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民给种”。孟拱在秭归、江口一带屯田２０处，设庄１７０，垦田１８２８０亩④。元代民屯规模不大。至元初年，劝农副使许楫上书建议：“京兆之西，荒野数千顷”。

“如募民立屯田，岁可得谷”

⑤。世祖令予以实施。另外，元政府还于南京、南阳、归德等地置民屯。

明代的内地民屯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各朝中规模最大的。

明初华北、中原、两淮一带因战乱而千里丘壑。移民屯垦成为明政府恢复经济的首要措施。从组织方式上看，明政府对屯垦者也分强制迁移与招募两种。

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

，朱

①《旧五代史》卷６３，《张全义传》。

②《旧五代史》卷４２，《后唐明宗纪》８。

③《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４。

④《宋史》卷４１２，《孟拱传》。

⑤《元史》卷１９１，《许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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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元璋下令将元代后裔３２８６０户迁至北平府所属地区屯种，共置２５４处，开田１３４３顷①。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

，明政府“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２４００余人于泗州屯田”。

②作为降民实际已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去向的权利，只能俯首听命。

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年）

，命江南六郡百姓无田者于淮河地区屯种，“官给钞，户二十钞，使备农具，免其役三年”。

③从自然条件上讲，江南地区要优于淮河流域。这些地方的百姓是不愿离开故土的，所以明政府只好以强迫命令予以迁移。而招募性移民屯田则是官府先将迁移地点布告人口相对稠密地区的百姓，鼓励其中无田者迁移，并给以银两等资助和免役三年的优待。明初对山西等地百姓就采取这种策略。明代的这两种迁移主要实行于洪武年间和永乐三年间，“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④。

清代内地屯田移民实行时间短、范围窄。清初湖南、四川、两广初定，“地方荒土极多”。顺治九年（１６５１年）八月一些官员建议，“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强壮者为兵，其余老弱悉令屯田”。顺治帝认为“此所奏是”

，并令户、兵、工部确议具奏⑤。不过，清政府在内地实行的主要是招民开垦的政策，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移民屯田。

（三）民屯移民评价

①《明太祖实录》卷６６。

②《明太祖实录》卷１４８。

③《明太祖实录》卷１９６。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３。

⑤《清世祖实录）卷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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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民屯移民组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民屯移民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完全由官府组织和半官方组织两种。

前者表现为，政府以军屯方式来管理屯种百姓，如对流散百姓的招集和从地方民众中抽取一定数量的人屯垦就是这种形式。

实际上这种屯田移民在民屯中占较大的比例。

后者为政府募集百姓到指定区域耕种。这些屯田百姓一般隶属于当地州县（但却由特设的屯田官负责）。

在耕作活动中他们也多以家庭为单位。这些屯民实际是国家的佃户。在身份上，他们较前者自由。另外他们将在移屯地定居下来，而前者则不一定。

２、无论哪一种民屯者，其所耕田地均非私有。因而他们的负担较之那些有产百姓为重。不过，那些被募集的屯民在一定情况下也能获得所耕土地的产权。

３、同军屯一样，民屯迁移也是政府试图在短时间内获得收益而采取的措施。即它可以集中百姓力量有计划地对某一地区实施开垦，并可以借助集体力量兴修水利工程，因而它较之于零星招垦容易取得成效。然而当时间一久，民屯所具有的对百姓束缚的弊端也会显示出来，从而限制其积极性的发挥。

４、民屯迁移者所担负的主要是生产职责。

边地和个别附着于军屯的迁移者除外。

５、对民屯迁移，政府虽号称招募，然而在不少朝代也具有强制色彩。元代曾在河南南阳等地大兴屯田，对此元政府官员也承认：“凡屯田人户，皆内地中产之民，远徙失业”。

因其积极性较低，屯政难以维护，所以他们建议将屯民“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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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籍“

①。

三、政府招集、州县管理的迁移组织政策这种迁移组织政策是军屯和民屯迁移组织之外的迁移。

军屯和民屯迁移或多或少被置于军事部门和专门屯田机构负责之下。他们一般不是各州县的编户齐民，或者只是被当地州县兼管，在户籍上另外登记。而由政府招集、州县管理的迁移组织则是把迁移者完全置于迁移所在地政府的控制之下，即这些移民是对当地户口的直接充实。

我们这里所以强调“政府招集”这一前提，是为了说明迁移者的合法性。因为在封建社会非政府招集和组织的迁移行为常被视为非法流动。而政府招集也非随时存在。一般是在战乱和灾后，统治者才会制订这种政策。其目的一是把人口较多地区的百姓募集于人烟稀少之地，一是将流散百姓迅速吸引到田野中来。如果不是这样，封建政府更愿意保持人口的稳定。这里所说的“州县管理”

，则意在表明，政府除了在迁移地点上对迁移者予以引导外，并不对其生产过程、方式加以干预，让当地衙门象对待所辖百姓那样对待他们。

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招募性迁移由于完全通过物质利益来引导，因而它是移民组织方式中最有效、最持久的一种。所谓有效，就在于由于它调动了无田贫民的积极性，因而容易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国魏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这里“土地少雨，常苦乏谷”。徐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

①《元史》卷７，《世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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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①。南宋时，由于“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政府以免税免差相号召，鼓励外乡百姓耕种。结果，“淮北之民”

，“强负而至”淮南②，由此加速了荒残局面的恢复。绍兴二十六年（１５６年）

，高宗下诏“募四川民佃淮南、京西闲田，并边复租十年、次边五年”

③。而招募性移民由于隶属于州县，人身束缚较少。即它使农民保持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所以在封建社会这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迁移措施。在宋朝，这种组织方式常被政府用来取代无法维系下去的屯田移民组织。

宋代治平三年（１０６６年）

，河北屯田司经营数年，得不偿失。英宗下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

④。南宋乾道八年（１７２年）

，孝宗令“罢淮西屯田官兵，募归正人耕佃”

⑤。实际上，这也是不少王朝的做法。元代中统八年（１２６７年）

，因南阳等处屯田没有成效，所以中书省建议，“宜令州郡募民耕佃”

，被世祖采纳⑥。这可谓是元朝政府适应形势而作的改革。

宋元以来，不少政府对招民耕垦也十分留意。辽统和十五年（９７年）

，政府“募民开垦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

⑦。

南宋时淳熙年间（１７４—１１８９年）

，湖北荆南、安、复、岳、

①《晋书》卷２６。

②《宋史》卷７３。

③《宋史》卷３１，《高宗纪》。

④《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４。

⑤《宋史》卷３４，《孝宗纪》２。

⑥《元史》卷７，《世祖纪》。

⑦《辽史》卷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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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汉、沔一带，汙莱弥望，户口稀少“。在政府招募下，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其原因是这些地方”田亩宽而税赋轻“。

“田亩宽”是客观条件，而“税赋轻”则与政府政策直接关连。为使更多的百姓被吸引过来，一些官员要求中央重申绍兴十六年（１４６年）诏书精神，“即以十年为率，年增输一分，……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实安”

①。此议得到高宗批准。

元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

，政府募人开耕江淮荒田，免耕者“一切杂役”

；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

，又募民耕江南旷土及公田，“免其差役三年”

②。

明代政府在其初年，固然以屯田作为迁移百姓的重要手段，而在此之外也有不少完全招募性的移民。

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三月，济南知府陈修及司农官上书：“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垦辟，户率十五亩”。而“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朱元璋批准推行。这显然与屯种不同。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

，针对汉中各县“招谕山民，随地开种，鲜有来者”

，明政府决定减其租赋，宽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渐开垦”

，以收“田益辟而民有恒产”之效③。对有些地区百姓来说，只要政府给予其土地就足以吸引其前往。永乐十五年（１３８２年）

，在政府招募政策号召下，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县民申外山等进京上书：“本处地硗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

①《宋史》卷１７４，《食货志》。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７。

③《明太祖实录》卷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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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昌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对百姓响应号召的行为，政府当然欢迎并满足其要求，”仍免田租一年“

①。由此可见，招募性移民多是百姓自愿的行为。

清代初年政府主要在边地招民开垦，顺治十八年（１６１年）

，云贵总督赵迁臣上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他建议“将无主荒田招民垦种”

，三年起科。

“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

②。该建议被批准实行。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

，河南巡抚王日澡上奏“移民在该省垦田事”时指出：“凡外省民垦田者，如遇他处已往事发，罪止坐本人，勿得株连容隐”。康熙帝今“依议而行”

③。这显然也是对移民的一种照顾和保护。

招募性迁移政策使迁移者获得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广大贫民来说，仅这一点就有很大的诱惑力。如果再辅之以赋税、徭役等优待措施，就更能促使百姓踏上迁移之途，以至安心于新的生活领域。正因为招募性迁移以土地作为吸引手段，因而它的实行范围也多限于荒地较多的王朝初年。

四、小　　结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迁移流动在不同程度上都纳入了政府的控制范围内，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即高度的人身控制与严格的户籍管理所使然。

①《明太宗实录》卷１０６。

②《清世祖实录》卷１０。

③《清圣祖实录》卷１０８。

— 347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７３。

在一般情况下，封建政府更希望百姓过“安土重迁”的生活。因为这是稳定统治的最好方式。然而各个封建王朝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往往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边疆的空虚、外族的内进和战乱、灾荒所造成的良田荒芜常成为一个政权能否保持下去的关键因素。

所以组织移民或防守、屯垦于边关，或开荒于内地，就成为封建王朝所关注的目标。

需要指出，在政府的严格组织下所进行的移民活动对王朝政治、军事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封建国家为此所花代价（人力、物力、财力）却很大，从经济上讲可谓得不偿失。因而常出现虎头蛇尾之势。其原因在于，这种移民是将百姓变成没有活动自由的垦种者；而由政府招募，百姓自愿前往的迁移能够将统治者的要求与百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且避免了百姓自由流动的盲目性。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成功的迁移组织方式。

第三节　自由移民政策

所谓自由移民，即为没有经过封建政府的招募和组织，百姓自己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在统治者看来，人们自由出入于一个地区是流民行径。不过从客观上讲，他们与流民又有不同。因为这些人不是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而从家乡出走，而是由于本地田亩狭小，自然条件恶劣等，想寻找一块较理想的地区作为新的生活领域。他们还有一点与流民不同：流民的流动本身具有临时性质，一当家乡条件改善，他们还要返回；而这些自由移民者在一般情况下是要在所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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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定居下来，以此作为新生活的发祥地和庐墓之所在。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流民与自由移民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这就是说流民也可转化为移民。流民在寻找生存条件时，也有的会在某个地区定居下来，结束其流亡生活。

一、禁止自由移民政策正如在上面所言，封建政府常将自由移民与流民、逃户等同，认为他们的自由迁移是对国家徭役、赋税的规避。所以要加以制止。另一方面，自由移民所进入的地区往往是官方控制力量比较薄弱之处，封建政府担心这些地区会成为不轨分子聚集之所，因而要加以限制。此外，有的王朝还设立特殊的“禁区”

，以阻止人们的移入。

汉代政府在函谷关设立关卡，禁止人们任意出入。只有在灾荒年景，才允许流民进出。这也是限制人们迁移的重要手段。

隋唐及其以前政府禁止百姓从宽乡或京畿之地迁往狭乡和外地。北魏均田制规定：对狭乡百姓，政府“听逐空荒”

；而“其地宽之处，不得无故而迁”

①。唐代的政策是：“自畿内徙畿外，自京里徙余县，皆有禁”

②。同时，对由狭乡徙宽乡者，政府虽允许，但也须事先征得官府的同意，即“徙宽乡者，县覆于州，出境则覆于户部，官以间月达之”

③。狭乡迁宽乡尚有如此复杂的手续，那么宽乡之民向外迁移很显然在

①《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②《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③《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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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之例。

明清时期的政府则设置“禁区”予以限制。

明代政府最突出的举动是禁止百姓迁入荆襄地区。因为荆襄“地连河南、川、陕，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易为屯聚”。所以明政府“自洪武初，申国公邓愈诛夷之后，禁革山场，无人敢入”。不过，这些禁令到永乐、宣德时便开始被打破。

“流移之众，岁集月聚，巢穴其中，无虑百万”

①。而明政府的态度是驱逐、剿杀。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

，负责剿抚的官员对移民中“有贯址姓氏者，谨依诏旨省谕，遣散出山复业”。成化七年（１４７１年）间共迁出“九十三万八千余人”。其余“混处贼巢，无籍检查，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数”

②。而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在该地已不止生活了一代二代。他们本来已经成为当地的固定住户，只是因为明政府在此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移民被作为漏籍者，因而要予以驱除，强制迁出。

清代禁止迁移性政策更多。

东北作为清王朝发祥之地，是最大的禁区。内地民人不得进入其中开垦。为了拦截可能的迁移者，清政府在古北口、喜峰口、山海关等地设有边卡，修筑柳条边，派重兵把守，盘查过往之人。

对由他途闯入者，官兵要予以驱逐。不过清中期以来，山东、河北一带百姓设法进入东北谋生者为数很多。

①《明宣宗实录》卷９３。

②《明宣宗实录》卷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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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自由移民的让步政策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固然采取强制性政策禁止百姓的自由迁移。但也应看到，在强制性政策难以贯彻时，他们也会作出让步。我们称此政为“罚不责众”式的让步政策。其意为，当一个地区聚集的移民数量较多，政府无力将其驱逐回原籍：或者他们被驱回原籍后，仍不能获得有效的谋生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过分持驱逐之策，则会激化移民与政府的矛盾。因而，统治者会将禁止迁移政策变为安抚方针。即对迁移者的现居地予以承认，然后加强管理。这种政策尤以明清时期为突出。

明代对荆襄地区移民就经历了从禁止、强制性驱逐到安抚这样几个不同的政策阶段。

成化七年间（１４７１年）

，明政府对荆襄移民行使驱逐令。然至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年）时，被逐者“多去而复来”

①。

其中不少人已经是“年远无所归”。

②他们只能再返回这个由其经营过多年的“家园”。有鉴于此，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年）十二月，明政府于湖广开设郧阳府，府下设竹山、房山、上津、郧４县。同时设立湖广行都司卫所，让移民“编籍”。因而他们“遂贴然安堵”

，解决了明政府自永乐、宣德以来“每以为忧”的问题③。这项政策一直被明政府贯彻下去。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年）

，荆襄移民在湖广郧、襄、荆三府已成家立业、附籍纳税者达５８２４口；在陕西汉中府，

①《明宪宗实录》卷１５３。

②《明宪宗实录》卷１６０。

③《明宪宗实录》卷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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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已有家业愿附籍者５３４６口①。

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年）

，郧阳又陆续清查出荆、襄、郧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府、州、县移民１１８９７１户，愿附籍者９２３７０户，占总数８２％。

对附籍者官方给予户由，正式纳入国家编户体系②。这表明，对于自由迁移者的安抚政策使政府收一举两得之效，即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得到了大批固定的纳税承役之民。

清王朝的政策也是这样。甚至可以说清政府的政策更具有让步性质。清政府所定禁止百姓迁移进某个地区的法令显得十分严厉。

而一当百姓迁移进去，政府又多持认可的态度。

当然并非完全情愿。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年）

，山东百姓“往口外垦地者十万余”。圣祖认为：“伊等皆联黎庶，既到口外种地生理者，若不容留”

，令其何往。所以他决定对已移入者予以宽容；而对以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种田者”

，山东巡抚负责“查明年貌、姓名、籍贯，造册移送稽察”

③。不过遣返的政策并非严格遵循。不仅在东北地区，而且在蒙古一带也是如此。对蒙古归化城等地，清政府也有“禁止内地百姓前往私垦”之策。然而至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

，归化城的大青山、十五峪有３００余户移垦者。对此，清政府的方针是：“令归化城都统派员会同地方官按年巡查，倘于现有民人外再多容留一人违禁私垦，将容留及私垦之人递回原籍治罪”

④从

①《明孝宗实录》卷１８。

②《明武宗实录》卷１８。

③《康熙圣训》卷８。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５９，《户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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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项政策对先期违禁来者予以安置，而对后到者则要追究责任。实际上一当后来者以大批进入，政府则再作让步。在东北，乾降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

，清政府将本年查出宁古塔种地百姓安插在吉林乌拉伯都纳等处，“将丈出其余地拨给耕种，入籍纳粮”。但“嗣后倘复有流民潜入境地者，将看守边门官员严参议处”

①。

然而在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

，阿勒楚哈、拉林地方又有“迁移民户二百四十二户”。吉林将军傅良奏请“限一年尽行驱逐”。乾隆帝指出：“流寓既有定例之前，应准入籍垦种，一体安插，俾无失所”。至嘉庆年间，敦尔罗斯有内地迁来百姓２３０户，吉林厅有１４５９户。长春厅６９５３户。

这些人“虽是违禁，但均经将军奏令入册安置”

②。

因而可以这样说，清朝在东北移民问题上实际所采取的是被软化了的政策。而移民进入东北开垦荒地，对清王朝也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对江南山区的棚民清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年）

，清政府下令稽查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棚民，规定“凡各省棚民除有家室者准其隶籍编入保甲外，其余单身赁垦人令于原籍州县领给印票并有认识亲族保领，方准租种安插”

③。清政府虽有这些限制，却表明它不是一概禁止。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年）

，清政府对浙江棚民的政策是：“招其租种已逾二十年，现有妻室者，即准令入籍；其年分未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５９，《户口》１。

②《清史稿》卷１２０，《食货志》。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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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

久，业已置产缔姻者，俟扣满年限，亦准呈明入籍“。对那些”并未置产缔姻者分别饬退“。

此外“支身棚民无种山资本，籍称佣工逗留者，均驱逐回籍，此后不准再有增添”

①。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实际等于减少了阻力，缓和了由一律驱除所带来的矛盾。

对于迁往海岛地区者，清政府原则上也持禁止态度。而在众多迁移者进入的事实面前，则予以消极性的承认。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

，山东一省海岛居民即有二万余名。

高宗认为：“此等民人相沿居住，为日既久，人数又多，势难概令迁徙。惟当遵照前旨不准添建房屋，以致日聚日众”

②。在福建、浙江等省，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年）政府规定，“除地处外洋离讯较远，各海岛不准民人居住外，其附近礮台、塘汛搭盖寮房久住民人，令文武员弁实力稽查，照内地民人之例，就近编排保甲，分门牌，开载户口、年岁，设立牌头、甲长、澳保，俾资约束”

③。由此使这些移民成为合法住户。

明清，特别是清代，百姓所以会冒着犯禁之险离乡出外寻找新的生活地区，是当时人口增加过快的反映。移民的家乡人地矛盾日渐突出，人们对灾害的抗御能力逐渐减弱。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迁移至人少地多地区恐怕是摆脱困境的办法。而这个时期的封建政府对此种现实也有所认识，所以从民生角度出发，他们对犯禁而迁移者并没有采取更为严

①《清朝政典类篡》卷３１，《户役》２。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５，《户口》１。

③《清朝政典类篡》卷３１，《政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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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的驱逐措施。但这不等于统治者鼓励这种迁移，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

三、对自由移民的鼓励政策在封建社会，对自由移民的鼓励政策是有特定含义的。

这就是在百姓的自由迁移行为与政府的要求和利益一致时，政府也会予以某些支持，至少不设置障碍。但这里所说的自由迁移也是相对的，因为百姓可以自由前往的地方是政府指定的区域。这种指定实际上也是一种限制。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

，清政府规定，“各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

①。

“准其入籍”

就意味着当地官衙接受其迁移行为。

而这只限于四川，并且是鉴于当地人少地多这个特定现实才作此规定。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

，四川尚未彻底恢复，外省“因逃荒而至者甚众”。世宗下令“四川州县将人户逐一稽查名姓籍贯，果系无力贫民，即量人力多寡，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令其开垦”

②。可见对这些逃移者清政府不予迁还，也是基于该地有荒地可耕。

四、自由移民政策评价由上可见，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自由移民的政策是，以禁止为主，而以接受和承认迁移的现实为辅。

所谓禁止为主就是，统治者将未经允许的迁移视为流民和逃户，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对国家赋役的躲避。所以官府要设法把自由迁移者或拦截于道途，或驱逐于“禁地”

之外。

从

①《清朝政典类篡》卷３。

②《清史稿》卷１２０，食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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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

政策上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政府的一贯主张。

但是，如果百姓的自由迁移行为不会影响迁出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是指不会影响国家的赋役征派；同时，政府又能在迁入地将移民重新有效地控制于版籍之上，那么，他们是会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的。从这个角度看，封建政府的自由移民政策往往是诏令中的严厉与实际处理的变通相结合为特色的。

我们还要看到，在封建社会，自由移民在我国人口布局的调整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当一个王朝对全国保持有效控制时。自由移民受到诸多限制；而一旦发生战乱，政权机构出现更迭，百姓所受人身控制大大削弱，自由迁移便成为人口迁移的主流。即百姓为避乱逃生而远离家乡。历史上，北方百姓的大批南移实际就是这种背景的结果。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的自由迁移也暗含着不自由，即他们不是通过迁出地与迁入地两地经济环境的比较后而择优从之；而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否则就要成为被杀戮、掠夺的对象。如从民族意识上讲，不迁移就意味着要变成亡国之人。所以这种迁移是在政治、生存压力下的“自由流动”。

第四节　小　　结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迁移政策可以说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即既有对人口迁移的组织政策，又有对人口流动行为的阻止法令。至于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采取何种政策，则完全由统治者根据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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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封建社会人口迁移政策的特征在封建社会，人口迁移政策的主流是，政府力图把人口的迁移都控制在政策范围内。实际就是，政府支持、鼓励按照其意愿发展的迁移，而不允许百姓的任意流动。由此，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迁移政策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迁移政策的强制性色彩非常突出。在封建社会，各朝政府所制订的政治性、军事性、惩罚性等迁移政策几乎都是在强制条件下来实施的。即在这种迁移政策面前，被迁移者除了服从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强制性迁移政策更多地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的某种政治需要，而较少顾及被迁移者的利益。

（二）

以边疆防御为目的的迁移和以垦荒为目的的迁移形成政府组织迁移的两个基本方向。其表现形式是，迁移人口的规模大，并且持续的时间不长。对中国封建社会大部分王朝统治者来说，刚刚建立政权时，面临着边防力量空虚和内地荒芜两大问题。而解决的办法是用人口去充实，即迁移百姓。这实际是一个重新调整人口分布的工作。一旦经过十余载乃至几十载的努力，人口的地域构成被重新确立下来，政府所开启的迁移大门便会被关上，从而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限制人口流动的阶段。

（三）

被动地接受百姓自由迁移的事实，这可谓也是封建社会政府迁移政策的一个特征。封建王朝通过户籍手段试图强化百姓安土重迁的内部环境。然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使不少农民失去土地，繁重的赋役会迫使难以承受的百姓逃亡，自然灾害又驱使他们离乡背井。这些都可能成为百姓自由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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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政府组织迁移而言）

的原因。

尽管有些人只是想作暂时的流动，而一当寻找到一块优于其家乡环境的“乐土”

，他们也会割舍对故土的牵挂而定居下来。同时有一些百姓就是抱着彻底改变居住地的心情离乡出走的。所有这些行为中除了受灾而流亡外，都在封建政府的禁止之列。然而，即使封建政府有严密的控制网络，也无法把每一批流动者都拦截于道途。况且，百姓所自由迁入的地区又多为政府行政力量薄弱地区。往往百姓迁至此地数年、乃至十几年，建起新的生存空间时，才将政府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对这种既成事实，统治者采用较多的方式是，勉强予以承认，并尽快将其纳入政府新的管理秩序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迁移所持限制态度的改变，只是借此显示他们对民生的某种关心，并借此减少官民的冲突。

二、中国封建社会移民政策实施的积极意义封建社会人口迁移政策在推动人口流动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

迁移政策推动了我国人口生活空间的扩展。

自先秦以来，我国人口生活的空间就处在不断扩展之中。这不仅体现为一直生活于黄河中下游、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汉族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而且表现在周边地区的民族也向内地推进。

在由此形成的接触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因此也得以交流。历史上这种迁移所导致的人口生活范围的扩大为我们今天的疆域奠定了基础。清人屈大均于《广东新语》中指出：“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涨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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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中州清淑之气“

①。在云南，“明初开滇，江南从戎者多驻其地”

②。因而该地百姓“考其世族源流多肇迹于此”

③（即明初）。由此可见人口迁移政策所起作用之一斑。

（二）

内地人口的迁移政策对人口的分布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次又一次的战乱常将关中、华北、中原等富庶地区变成人口稀少、荒野弥望之区。天灾也常将这一地区的百姓驱除出家园，或死于道途，或转徙他乡。而政府从其它地区迁移百姓开垦荒地，使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得以改变，为社会经济从衰败中恢复创造了条件。

（三）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迁移政策促使全国统一的人文环境的形成。人口的迁移不仅是人口形体的移动，而且伴随着某种文化氛围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组织的迁移多为集体性迁移。这种特色更加明显。由此也促进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交流趋向。

如汉代通过迁山东贵族于关中，因此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

④。元末明初，河南苑、洛、淮、汝、睢、陈、卞、卫一带，人口被“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惟以同户当差者为亲。

同姓为婚，多不避忌，同宗百姓，有力者蓄之为奴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①见该书，卷７。

②光绪《楚雄县志》卷３。

③民国《永定乡土志》郑３。

④《汉书》卷２８，《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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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志绎》的作者王士性指出：“此皆国初（指明初，著者注）徙民实中州时各带其五方土俗而来故也”

①。同时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也包括各地之间生产经验的交流，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见该书，卷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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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口职业政策

人口职业实际是人们谋生的方式。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因而男耕女织也成为人口数量最多的职业。

然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职业并非仅此而已。士、工、商也是当时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可以这样说，士、农、工、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职业。除此之外的其它人口职业均以附属的形式存在。在这一历史时期，上述职业的从事者并没有获得同等的地位和同样的发展机会。其根本原因就是封建政府为此制订了带有倾向性的政策，以便服务于王朝的统治利益。

第一节　封建社会基本职业的划分政策

我们这里所说的基本职业的标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这种职业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所不可缺少，二是这种职业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并且从事者获得了平民的地位（而不是贱民所为）。由此，我们认为，在当时社会，只有士、农、工、商四业符合基本职业的要求。同时，这四业虽显简单，但它们却包括了精神生产者（士）与物质生产者（农、工、商）两大类别。

在中国社会中，四业，特别是农、工、商业在较早的历

— 361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１５３。

史时期就被人们所承认。

《周书》云：“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用，商不出则三宝绝，虞①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对此，司马迁进一步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财饶，原小财鲜”。他在列举了各地山泽水陆所具有的不同物产后又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②。

这里论者主要从物质生产角度论述了农、工、商、虞四业存在的客观必要性。而士作为文化等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和掌握者，其职业存在的必要性更是勿庸置疑了。

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各时代政治家、思想家对士、农、工、商四业的认识更为明确。战国时齐相管仲提出：“定民之居，定人之事”的主张，并对士、农、工、商四业从事者所居地区及从事比例作了安排。即“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互不干扰。进而做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③。由此形成职业上的世袭制。值得注意的是，管仲作齐相还设法把其主张付诸实施，实行“参齐国而伍其鄙”之制。

即农占四民中八分之五居于野，士、工、商占总数额的八分之三而居国。

“又制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六”

④。当然，这里所指的士不同于后世的文士，其中大部分是武士。管仲所作的职业结构分配方案是否被真正得到了落

①“虞”指掌山林川泽生产之官。

②《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

③《国语。齐语》。

④《国语。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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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还有些疑问。不过根据后世一些都城的布局来看，在城市实行这种分区居住、经营的制度是可行的。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职业划分方法不仅为春秋战国时各个政权所通用，而且被秦汉以后的王朝所继承。

西晋初傅玄针对当时“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的状况，建议“亟定其制”。方法是：“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

他还说，“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

①。在他看来，四民各有其职责，缺一不可。

这不仅是他的思想，而且以此作为对当政者的警告。北魏时，又重行管仲相齐时的做法，令都城士、工、商分别居住，道武帝“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工伎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

②。

隋唐以来四业之分更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甚至被载入令典。

《隋书。食货志》云：“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总土地所生，料山泽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时，农商趋时，各本事业”。

《大唐六典》所作规定更为明确，“辩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败者为商”。并且“工商皆为家传其业，以求科者，其织纤组紃之类也”。还有，“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

①《晋书》卷４７，《傅玄传》。

②《资治通鉴》卷１３９，齐纪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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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

①。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政府典章上为士农工商四业分别下定义。这表明四业从事者的在法律上被认可。

在以后王朝的诏令中，士农工商是安定社会、民心的首要职业，是政府在战乱之后恢复经济时所要扶植的主要职业。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对户部官员说：“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壅熙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田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

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

示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各守本业“

②。明英宗在其务农令中要求：“除士、工、商贾并在官供役之人，其余悉令务农，及时耕种”

③。这可谓将士、农、工、商四业置于不可动摇的地位。清代雍正皇帝以为：“上天生民，必各付一业，使为立身之本，故人之生虽智愚不同，强弱异等，莫不择一业以自处。居此者，皆有本分当为之事，籍以有利于身，籍以有用于世……维兹本业，实为先务。凡为士农、为工商以及军伍，业虽不同，而务所当务，则同也”

④。这里更把四民作为人们谋生的手段予以肯定。

我们上面作此分析是为了表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实是整个传统社会）

，士农工商以其功能而被统治者确立为民众

①《大唐六典》卷３，尚书户部。

②《典故纪闻》卷４。

③《明英宗实录》卷２３４。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７，礼部，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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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事的基本职业，同时也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方式。

需要说明，我们把士农工商划入基本职业范畴并不意味着社会中只有这四种职业。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职业门类甚多。元代官僚胡祗遹在其所撰《杂著》一书中将社会职业总括为：农、儒、释、道、医、巫、工匠、弓手、曳刺、祗候、走解、冗吏、冗员、冗衙门、优令、一切坐贾行商、倡伎、贫乞、军站、茶坊、滴肆店、卖药、卖卦、唱词、货郎、阴阳、工宅、善友、五戒、急脚、庙宫杂类、盐灶户、鹰房户、打捕户、一切造作吏役、淘金户、一切不农杂者、豪族巨姓主人奴仆“

①。可见，上面所列职业除士、农、工、商外还有许多。

其中除个别职业外，多数在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性。

不过，在封建社会，这些职业往往被视为杂业，甚至同业。

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并不能享有同四民一样的社会地位，并且常常会被政府驱逐，或责令其改业。

最后有一点还要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业尽管取得了社会基本职业的资格，而政治家并非采用同样的政策来鼓励其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重士农、轻工商。四业从事者的总体地位高于杂业和贱业，而在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差异。这种状况对人口的职业选择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吏学指南》，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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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重农政策与人口职业

自春秋战国时起，重农政策便成为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政府所采取的基本国策。重农政策在人口职业上的主要体现是，统治者力图把更多的百姓驱赶到农业活动中，进而固着于田亩之上。

一、以重农为特征的人口职业政策的形成上面曾经谈到，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是人口的基本职业，并且得到统治者的肯定。然而，在具体的人口就业活动中，政府常把农业人口的发展与工商等其它职业的发展对立起来，即认为工商人口的发展直接影响或者削弱农业人口队伍，并进而影响国家的国力、稳定，乃至社会习俗。

由此形成了历代王朝奉行不替的重农人口职业政策。

（一）春秋战国是重农人口职业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

中国的文化导源于农业，即农耕文明。农业既是人们谋生的方式，也成为人口的主要职业。

夏商以来可谓一直如此。

当时虽然也有工商业，然而在奴隶社会条件下，人们没有人身自由，择业的自由更无从谈起。工商活动成为统治者的专利。

西周以来，奴隶制逐渐趋向瓦解，小农经济开始出现。

进而为自由工商业者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工商活动利润之大非农耕所能比拟。

所以至春秋时期，各地工商城市纷纷兴起，从而对务农者的心理产生干扰，进而吸引其投身其中。

然而，从春秋至战国时期，又是政治上动乱的阶段，诸侯并起，争城掠地活动频繁，并进而升级为互相兼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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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战的后盾是国力，而国力又取决于人力是否众多，粮草等战争资料是否丰足。农民是粮草的主要生产者。所以这一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把富国强兵的目光集中在农业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的扩大上。

齐相管仲的言论很具代表性。他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①。在他看来，与农业相比，工商只能是末作，并且，只有通过耕作生产的物品才对民有利，于国有补；工商作为游食者，耗费农民的生产物，削弱国力。当然从其制国之乡为二十一、工商之乡为六这一理论来看，管仲这里并非主张取消工商业。我们理解，管仲之意为，对城镇居住的工商业者不予干涉，而限制的是从农民中游离出来的工商人口。因为他们不仅减少了原有耕作者的规模，而且对人心起到瓦解作用；管仲作为齐国政治家，辅佐齐桓公改革，通过其思想的贯彻，为齐国争霸奠定了基础。因而齐国也成为其它诸侯国效法的对象。

商鞅作为秦国之相，其重农人口观点较管仲更为激烈。

他为相之初，指责秦国“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路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离亡国之时不远了。为什么呢？

“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寡而

①《管子。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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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食者众，故其国危①。商鞅在此不仅对工商大张挞伐，而且将儒生这类士人也攻击一番。他更进一步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他以从事农业人口的多少，作为国家强弱的标志。

并且，商鞅还将排斥士、工、商的存在作为稳定农心的手段：“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贵也，技艺之足以胡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那么如何达到将民趋之田野的目的呢。

其政策手段是：“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②。还有：“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

③。由此使秦国在短时间成为强国。可以说，这是商鞅思想的胜利。

这一思想也是对其它诸侯国的震动。

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班固于《汉书。食货志》中评价说：“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三国政治家曹操对此更为钦佩：“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并天下……此先代之良式也”

④。

春秋时还有不少思想家对重农人口职业政策提出过看

①《商君书。农战》第三。

②《史记》卷６８，《商君列传》。

③《商君书。勒令》第十四。

④《三国志》卷１，《魏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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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荀子认为，“工商众则国贫”。因而他主张“省工贾，众农夫”

①。韩非也建议当时国君“困末作而利本事”

，②“趋本务而外末作”

③。

总之，我们认为，春秋战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重农人口职业的产业和强化提供了条件，进而对后世政治家人口职业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借鉴。

二、中国封建社会重农人口职业政策能够长期维系的经济根源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余年，重农人口职业政策与这一历史过程相伴随。其原因是什么呢？

（一）农业人口是国家赋税的承担者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基本生活消费品来自农业，更确切地说是由农业人口提供。

农业人口不仅以此来自我满足，而且还须以自己的生产物来向封建国家提供，进而满足军队、官僚贵族的生活需要。政府从农业人口手中索取生产物的名目就是征税、征租、征调等。显然没有广大农业人口的存在，封建国家就不能达到这一目的。

（二）农业人口是国家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在征战、土木之兴、地方管理、官府服务等方面需要大批人丁。农业人口世代生活于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中，并被编入国家户籍之中，便于统治者掌握和

①《荀子》卷８，《君道》。

②《韩非子》卷４，《奸劫。弑臣》。

③《韩非子》卷１９，《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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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他们成为封建政府上述诸多徭设的承担者。相反，工商等业人口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给国家的徭役征派带来不便。

因而历代王朝更愿意让人口较少流动的农业领域保持更多的人口，以便使其徭役征派具有保证。

（三）

保持农业人口的数量优势是封建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府一向把社会稳定视为其统治基础牢固的标志。

在他们看来，农业人口长期居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自给自足（当然是低标准的）

，安贫乐道，因而受外界社会变化的影响较少。更进一步，他们只知道俯首听命于官府，而不会产生犯上作乱行为。特别是这种封闭环境为政府实施什伍制、保甲制等控制手段创造了条件，人们的行为互相牵制。

而流动性强的职业则不具有这些条件，其不稳定因素则显得较大。

（四）保持农业人口的数量优势可以使民风不致败坏中国封建社会有这样一种特征，即虽然统治者生活奢侈，大肆挥霍攫取于民众身上的财富；而对百姓，他们则总是以朴实与勤俭来提倡，认为这是保持社会风气淳良，避免越礼犯分行为出现的重要保证。而工商之业则被认为是诱民于利途的罪魁祸首，是败坏社会风气的根源。如将更多的人口固着于乡村僻壤则可以减少和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五）以保持农业人口来作为百姓自养能力维持的条件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如果农业人口弃农而营工商就会减少生活资料直接生产者的人口，同时增加了纯消费的人口，进而减少以粮食为主的社会财富的储积量。

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会使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加剧。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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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从事田间这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劳动。

由上分析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制订重农人口职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其统治利益的需要。

三、中国封建社会重农人口职业政策的具体表现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重农人口职业政策被历代统治者奉行不替，而这种政策的推行并不仅仅限于帝王的诏令号召，而有着具体的内容，从而在吸引、鼓励人们参与农业生产的活动中起到作用。

（一）以轻税和免税作为鼓励农业人口发展生产的措施中国封建社会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注意把税收和徭役作为重要的调节手段，以此鼓励农业人口增长，并进而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特别是在战火刚息或灾害乍过，统治者能够及时为惊魂未定、食无果腹的百姓寻找一个安定的居处，同时以免税或轻税来吸引流荡于他乡异境的百姓回归土地，促使社会经济的恢复。

汉代初年这方面的措施值得称道。刘邦立国第二年（前２０５年）

正值百废待兴之际。

他把吸引人们进行农耕作为首要任务。

（汉书。食货志》载：刘邦“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这是鉴于商贾税轻不利于调动农业人口的生产积极性而采取的措施。

这一轻税政策在汉文帝时继续得到贯彻。

文帝即位后，“躬修俭节，思安百姓”。鉴于“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①，实际指困迫局面尚未摆脱。所以文帝接受晁错建议，除实行入粟拜爵外，采取“薄赋”政

①《汉书》卷４，《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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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前元二年（前１７８年）

，文帝令免当年百姓田租之半，十二年（前１６８年）

，文帝再免当年农民田租之半①。。文帝曾指出：“以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

，因而规定：“除田之租税”

②。至景帝二年（前１５５年）

，“令民丰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③汉代的轻徭薄赋政策，特别是文景时大幅度地减免赋税政策，对于百姓务农之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史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庚尽满”

④。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的轻税之制自文帝以来“守之不易”。即使汉武帝“南征北伐，东巡西幸，奢靡无度，大司农告竭”时，采取了“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等额外敛财办法，“独于田租，不敢增益，虽至季世，此意未泯”。所以后人认为，这种轻税政策是汉王朝在三代以下，“享国独久”的原因⑤。

东汉初年轻税政策继续执行，建武六年（３０年）

，光武帝刘秀下诏指出：“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税，其令郡国收见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⑥。这表明，刘秀在战争过程中曾于其控制区域实行什一之税。他感到这是重税（即什一之税）

，所以一当战争结束，

①《汉书》卷４，《文帝纪》。

②《汉书》卷４，《文帝纪》。

③《汉书》卷２４上，《食货志》。

④《汉书》卷２４上，《食货志》。

⑤（宋）周密：《齐东野语》卷１。

⑥《后汉书》卷１下，《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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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复旧制，实际为西汉之制。除此之外，东汉皇帝巡行时常把免除沿途地方租税作为一项惠政。

章帝元和三年（８５年）

出巡时下诏指出：“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赋贫民……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祖，以劝农夫之劳”

①。

我们认为，汉代轻税田亩的政策对于抑制工商业人口的增长，扶植农业人口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战国时期尽管是重农职业人口政策产生的时期。然而真正使这一政策得到贯彻的是秦国。在其它诸侯国，商品经济的发达造就了一批工商业人口，并且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所以直到东汉，班固仍说：“时民（指西汉之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

②。因而可以说，两汉所采取的轻税政策具有从工商业领域为农业争夺人口的意义，轻田租直接减轻的耕作者的负担，再加之重税抑工商。所以，两汉重农人口职业政策对于扭转战国百姓趋工商的风气起到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税制较两汉不同。即改革了三十之一和什一之制。魏时规定：国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③。东晋咸和五年（３０年）

，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

④。如果三升相当于１１０的话，那么，四升显然为１１０强（因为魏晋两朝相D距如此之近，亩产量不会有什么差异）。

这表明魏晋时赋税额

①《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②《汉书》卷２４上，《食货志》。

③《三国志》卷１，《魏书。武帝纪》。

④《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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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大高于两汉的轻税标准。

但是客观地看这个租额并不高，也是百姓能够承受的。所以，“晋初，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①。至晋哀帝时“乃减田租，亩收二升”。

因而一直到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

②。

这一政策广为南朝各政权所采用，即“田亩税米二升”

③。

至唐代太宗时仍规定：“亩税米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

④。然而至代宗大历四年（７６９年）

，唐低税政策有了变化。代宗敕令：“京兆府税宜分作两等，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税六升，能耕垦荒地者税二升”

⑤。

所以，我们认为，两汉以来，隋唐以前的中国封建王朝基本采取了轻田税的政策。而这是吸引百姓安心耕垦田间的必要措施。我们这里所说的轻田税主要指政府从土地上所普遍征收的标准税，并不包括户调和其他杂税。当然不排除有的王朝采取轻田税而重户调的政策。

宋代初年一般按照亩输一斗的标准收取谷物，有的地区达到二三斗⑥。乾德四年（９６６年）

，宋政府规定：“民能树艺、

①《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②《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③《通典》卷４，《食货》４。

④《新唐书》卷５，《食货志》１。

⑤《旧唐书》卷１１，《代宗纪》。

⑥沈括：《梦溪笔谈》卷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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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垦者不加征，令佐能劝来者受赏“

①。

元代最低时地税为，上田每亩３升，中田２升半，下田２升，水田每亩５升②。明代太祖时规定官田每亩为５升３合５勺，民田每亩为３升３合５勺，重租之田为８升５合５勺，没官田为１斗２升。

清代田税制又发生改革，摊丁入亩之后，其中又包含一部分丁税。

我们说，中国封建社会各王朝采取了轻税政策，主要着眼于其诏令谕旨所作规定。在每个王朝处于经济恢复阶段时更是如此。可以这样讲，轻税对于减轻农业人口的负担，增强他们在土地上的固着力起到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要看到，一当经济恢复之后，随着王朝统治基础的稳定，正税之外的额外加派却使农业人口难以承受。如明代有“三饷”加派，此外还有“火耗（政府将征收的散碎银两进行集中冶炼成形时的损耗摊派到百姓身上）”

，清代则有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待遇而征收的银两）。

这些又成为驱使百姓逃避他乡，乃至改从他业。

（二）以轻徭作为减轻农业人口负担的措施在中国封建社会，徭役是统治者对农业人口利用的主要手段，而重役则使其难以承受，又常常迫使他们逃亡。因而轻徭同薄赋一样，成为一些有为君主保护农业人口的施政纲领。

从某种意义上讲，轻徭较之薄赋对农业人口的稳定更为重要。因为在封建社会，徭役往往与统治者的穷兵黩武、骄

①《宋史》卷１，《太祖纪》１。

②《元史》卷１４６，《耶津楚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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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淫逸行为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说，被征役者或披甲赴战，或劳作于道途、远乡，死亡常常与其相伴。所以百姓因此而失财丧命，正常的农业活动无法进行。这也成为暴君政治的最突出表现。

在灾乱之后，统治者为恢复国力，更多地采取轻徭之政来鼓励人们耕田、垦荒。汉代文帝时（前１７９—１５７年）

，“偃武修文，丁男三年而一事”

①。隋代开皇年间（５８１—５９９年）

，文帝统一全国后，“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

②。开皇三年（５８３年）

，文帝令成丁“岁役功不过二十日，不役者收庸”

③。开皇十五年（５９５年）

，“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轻赋，百姓年十五者，输庸停防”

④。唐代初年，“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

⑤。

继承了隋代的做法。

宋代建隆三年（９６０年）

，太祖下诏：“郡国不得役道路居民”

⑥。清代实行“摊丁入亩”。

虽然由此增加了有田农户的田亩税赋，但却因而使有田者与无田者都可享受免役的待遇，从而使其有更多的时间耕作于南亩。

（三）以贷粮种、耕牛等来帮助农业人口发展生产，加强其自养能力。

这实际是对农业人口的救济性政策。

在社会诸种职业中，从扶植生产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王朝仅对农业人口采取

①《文献通考》卷１０，户口１。

②《通典》卷５，《食货》５。

③《北史》卷１，《隋本纪》上１。

④《通典》卷５，《食货》５。

⑤《大唐会典》卷３。

⑥《宋史》卷１，《太祖纪》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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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优惠政策。

西汉永光元年（前４３年）

，元帝即位下诏，大赦天下，令百姓“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假之，贷种食如贫民”

①。

东汉永元十六年（１０４年）

，和帝下令：“贫民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

②。同年，和帝遣三府掾分行４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

③。这种政策既是对农业人口的稳定，又提高了其生存能力，避免他们沦为流民。

南朝政权特别对那些欲附农而无资本者给以支持，宋元嘉二十一年（４４年）正月，文帝下诏：“凡欲附农，而种粮匮乏者，并加给贷”。梁普通四年（５２３年）武帝也有同样诏令：“若欲附农而粮种有乏，亦如贷恤，每使优遍”。隋开皇元年（５８１年）

，政府“发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

这种政策多行于荒乱之初，百姓家业荡尽，只能借助外界力量来培植生产条件。

（四）奖励农耕活动中的优秀者中国封建社会政府为了促使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采取了各种奖励性措施。我们认为这种奖励既使受奖者获得某种殊荣，同时政府借此将农业人口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１、免役性奖励。此项奖励可谓最早始于秦国商鞅变法。

即“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④。汉朝继承秦朝之政。惠帝于四年（前１９１年）下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

①《汉书》卷９，《元帝纪》。

②《后汉书》卷４，《和帝纪》。

③《后汉书》卷４，《和帝纪》。

④《史记》卷６８，《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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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①。力田即农民中耕田用功而收获多者。这一政策被东汉直至魏晋南朝各政权所采用。南朝梁元帝于承圣二年（５３年）下诏：“力田之身，在所蠲免”

②。隋朝大业元年（６０５年）炀帝下诏：“孝悌力田，给以优复”

③。

２、授爵性奖励。这主要指政府给予力田者以爵位、品阶等名誉性称号，以此作为一种激励手段。秦国的输粟拜爵就是其中最早的形式。汉代文帝时重新实行。其方法是：输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④。输粟拜爵直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使一些人因此获得了提高地位的待遇，乃至由此进入贵族阶层。

实际上当时“力田”

名目也具有爵位的特征。

南北朝时这一政策继续得到贯彻。

南朝梁时，赐力田次数最多。

梁武帝天监元年（５０２年）

四月改元，赐力田者“人爵二级”

⑤。

此后，在“亲耕籍田”

、“祠南郊”

、“改元”等节庆活动中均有赐赏。北朝后赵石勒当政时，曾派出官员“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大夫”

⑥。而北魏的做法非常类似于西汉。孝昌三年（５２７年）

，明帝诏开“输赏格”

，“输粟入瀛、定、歧、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

①《汉书》卷２，《惠帝纪》。

②《南朝梁会要》本纪。

③《隋书》卷３，《炀帝纪》。

④《通典》卷１１，《食货》１１。

⑤《南朝梁会要》民政。

⑥《晋书》卷１０５，《石勒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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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

①。因而更具吸引力。清代雍正年间实行过授予老农顶带的政策。雍正帝认为农民在诸业从事者中最为辛苦，因此下令地方官每年在本地各乡中选择一两个勤苦俭朴、没有过失的老年农夫，官府给予八品顶带，以资鼓励。同时也要看到，以上授爵在各个时期数量非常有限，而“输粟拜爵”的响应者绝非一般普遍农民。封建统治者借此表明这样一种态度，爵位这种在封建社会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东西，勤奋耕作者也能得到。这无疑对提高农业人口社会地位具有一定作用。

３、一般名誉性鼓励。这种鼓励虽不具有爵位之尊，却可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由此对力田者产生表彰效果。南朝宋元嘉八年（４３１年）

，刘裕鉴于当时“农桑惰业，游食者众”

的状况，下诏要求地方官，“宜思嘉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

②。

宋朝太宗时要求地方官劝课百姓垦田，“居民垦田多少”

，官吏“并书印纸，以示旌赏”

③。元代规定地方社区，“本社内若勤务农桑、增置家产、孝友之人，从社长、保长保举，官司体究得实，申覆上司量加优恤”

④。中国封建社会对力农优秀者的奖励政策表现了统治者在诸业之中对农业人口的特殊态度，以此来激励其生产热情。并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安心服力于南亩。

①《北史）卷４，《魏本纪》４。

②《宋书》卷５，《文帝纪》。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七。

④《大元通制条格》卷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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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劝导政策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农耕人口所采取的“轻徭薄赋”政策，奖励政策等都具有劝导之意。这里，我们想就封建帝王和官僚以其亲身行为作为劝导方式再作论述。

１、亲耕籍田亲耕田即皇帝所参加的籍田礼。这种仪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

《史记集解》中应邵说：“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

①。韦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

②。我们认为，籍田的意义在于，皇帝以此表示自己也是农耕群体中的一分子，并显示其对农业活动的重视，提高农业人口的社会地位。因为很明显，天子尚且要亲身耕田，可见此职业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籍田相对应，皇后要参加亲蚕活动，以示对纺织业的重视。因而在最高统治者的家庭中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职业结构。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

如果说先秦三代尚进行过这种活动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候割据战争则将其中断了。以后最先将这一典礼恢复的当为汉文帝。文帝二年（前１７８年）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制”

③。至汉文帝十三年（前１６７年）

，这一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对此文帝指出：“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④。自此历

①《史记》卷２０，《文帝本纪》。

②《史记》卷２０，《文帝本纪》。

③《史记》卷２０，《文帝本纪》。

④《汉书》卷４，《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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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帝王奉行不替。当然也有时断时续的现象。因而，籍田是否举行也成为帝王对农业是否重视的标志之一。

北魏太祖初定中原之时，“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

“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

，因而他“躬耕籍田，率先百姓”

①。南朝梁普通四年（５２３年）

，武帝“躬耕籍田”

，并下诏说：“耕籍之义大矣哉，粢盛由之而兴，礼节因之以著”。所以他要求官僚“班下远近，广辟良畴，公私田亩，务尽地利”

②。唐代皇帝对此意义认识更深。贞观三年（６２９年）太宗指出：“籍田所以助人力，既义率乎下，而敬在其中，是为先农存乎大典”

③。仪风二年（６７７年）正月，高宗亲耕籍田于北郊。

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年）

，玄宗籍田于龙地。

在统治者看来：“王者不以身率下，则三时怠而生业匮，故籍田行礼书，躬而称地，欲海内知王化尚农也”

④。宋代仁宗对此举甚为重视。史载：仁宗“敦本务农，屡诏劝劭，观稼于郊，岁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

⑤。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年）

，宋仁宗对身旁宰臣说：“朕观古之兴王，皆重农桑以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籍田，庶驱天下游食之民尽归南亩”

⑥。由此可见帝王籍田之用意。

明代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十一月（１３６８年）即欲举行籍田

①《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②《梁书》卷３，《武帝本纪》下。

③《唐大诏令集》卷２４，典礼。

④（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卷２。

⑤《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

⑥（宋）李攸撰《宋朝事类》卷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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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他对廷臣说：“古者天子籍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僃馈，自经丧乱，其礼已废，上无以教，下无以劝。朕蒞祚以来，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为先，故首欲举行之以为天下劝”。所以他决定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

正式行籍田礼①。

由此可见籍田在帝王施政中的地位，其首要目的就是督劝百姓服力田野。

２、设置劝农官皇帝亲派劝农官于各地，或招徕百姓，或提供帮助，或考核地方官员，成为劝农的又一重要措施。

汉代文帝时初置孝弟力田官二千石者一人②。颜师古对此解释说：“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励天下，令各敦行务本”。

③我们从下列政策可以明了两千石的职责。成帝在阳朔四年（前２１年）针对当时“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的现实下诏，“方东作时，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

④。东汉建初元年（７６年）

，刘秀指出：“比年中多瘟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

⑤。另外，西汉末王莽秉政时，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

⑥。

《册府元龟》（卷７０，帝王部）对此记载：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

，“置大司农部丞一十三人，人部一州，劝课农桑”。晋时，司徒负责

①《皇明宝训》卷２，礼让。

②《汉书》卷３，《高后纪》。

③《汉书》卷３，《高后纪》。

④《汉书》卷１０，《成帝纪》。

⑤《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⑥《后汉书》卷２５，《卓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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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州郡播殖”。后因其职责过大，人手不足，武帝令“增置椽属十人”

，①以便扩大督察面。

唐玄宗时，根据御史宇文融建议，设“劝农判官十人”。

这些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畴，招携户口”。

②唐太宗时，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对招民务本颇有认识，太宗任他为京西劝农使，让其“按行陈、许、蔡、颖、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

③。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

，世祖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

，置“劝农司”

，以八人为使。中统九年（１２６８年）

，世祖命劝农官举察勤惰④。这些措施对于农业人口生产环境的改善具有一定作用。因为劝农官的责任无非是协助地方消除干扰农耕活动的因素，使更多的流失人口重新附于田亩之上。

３、调动地方官在督劝农业人口生产中的积极性。

农业人口务农热情如何，同地方官的督导有直接关系。

因而中央政府通过奖勤罚惰来发挥地方官的作用。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２６８年）

的诏令中对地方官的劝农地位予以充分肯定：“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勤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

先之劳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经营职事“。因而他下令以中左典牧种草马，”赐县令长相及郡国丞各一匹“

⑤。

晋太始八年（２７２年）

，司徒

①《晋书》卷３３，《石苞传》。

②《旧唐书》卷１０５，《宇文融传》。

③《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

④《元史》卷９３，《食货志》１。

⑤《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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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苞上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椽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罪，然后黜陟焉”

①。此议被武帝采纳。这一政策一直到东晋仍被奉行。东晋元帝初到建业为晋王时，下令课督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罪”。并且规定“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

②。

南北朝对此政更奉行不殆。宋文帝于元嘉二十年（４３年）下诏指出：“宰守微化导之方，萌庶忘勤分之义”。所以他下令“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

③。南齐永明三年（４８５年）

武帝规定：“守宰、刺史所管地区若耕蚕殊众，足励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

；反之，“其违方骄矜，佚事妨农，亦以名闻。将明赏罚，以劝勤怠”

④。北魏太祖天兴初下令于都城之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负责“劝课农耕，量校出入，以为殿罪”

⑤。

足见其对这项活动的重视。

北齐政府要求地方官，“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十五以上，皆布田亩。桑蚕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至孟冬农闲之时，“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殿罪之科品”。

⑥以上做法表明，封建政府以此来向地方官施加压力；而地方官要想免却被贬黜的命运，只有努力在本辖区内把更多的百姓吸

①《晋书》卷３３，《石苞传》。

②《晋书》卷３３，《石苞传》。

③《宋书》卷５，《文帝纪》。

④《南齐书》卷３，《武帝纪》。

⑤《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⑥《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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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到田亩之中。

宋元以后的王朝更将对官吏课农的考核制度化。即以此作为官吏诸多地方政务中最重要的一项。

金代规定：“辟举县令”时“以六事考之”

，第一为“田野辟”

，第二为“户口增”。

①元代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

，世祖“诏以五事课守令”。

其中，“一曰户口增，二曰田野辟”

②。可见，农耕和户口是封建王朝最为重视的两件事。值得注意的是，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十二月，朱元璋令“以农桑、学校课有司”。这一年，山东日照知县马亮“善督运”

，但“以无课农、兴士效”

，被朱元璋“立命黜之”

③。这生动体现出重视农业、培养士人成为明代地方官的重要职责。

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以农立国的社会，地方官以农务为理政之本务，进而中央以此作为考核其政绩的依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这项政策贯彻的结果是：地方官要取得“殿罪”

之佳绩，就必须设法将更多的百姓驱赶到土地上，以实现粮食增产，进而为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工作作出更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在这项政策面前，那些试图经营工商业的百姓往往被视为“惰民”

，“游手”而被禁止。农业人口的数量由此而更加庞大。

（六）中国封建社会重农人口职业政策的特征。

我们从上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农业人口的重

①《续文献通考》卷４６，《选举考》６。

②《续文献通考》卷４６，《选举考》６。

③《续文献通考》卷４６，《选举考》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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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从一般意义上讲，重农政策的目的旨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增加农业生产。然而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要实现上述目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将人口中尽可能多的百姓驱至田亩之上。

在封建耕作条件下，农业人口成为社会诸种职业人口中劳动强度最大的群体。因而从一这点上讲，想脱离农业而转向他业者并非少数。对此，封建政府也认识到了。它们所采取的“轻徭薄赋”政策就在于以减轻其负担而吸引他业者归之，并稳定已有劳动群体。各种奖励性措施则在于使他们获得诸种职业中最崇高的礼遇。无疑，在当时社会，农业人口所得到的社会性荣誉是各种职业中最多的。同时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官僚对农业人口所采取的劝勉措施，别的职业也无缘享受。

同时也要看到，封建统治者对农业人口的优惠施予在于想从他们那里获取报偿。

当这种施予与报偿相等或接近时，农业人口尚可接受。而予少或根本没有施予，统治者只想从百姓手中索取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让其身驱承受更重的负担时，他们将难以接受，以致走上逃亡之路。因而他们这种行为迫使统治者再度调整其政策。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各朝政府重农的意识是一致的，即他们懂得农业在其统治基础上所承担的份量。然而对农业人口的优惠措施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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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崇士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各朝政府在贯彻重农人口职业政策的同时，还确立了另外一个受重视的职业，即崇士。

所谓崇士，就是把士作为当时社会各业中地位最高的阶层，即士为四民之首。按照我们的认识，封建社会的重农人口职业政策是想让全社会中更多的人口服力田亩，形成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职业格局：而崇士则是为了将其作为社会各种职业在伦理道德规范上的楷模，以便人们效法，从而将士作为政治家统治国家的辅助力量。

一、士职业及其内涵的变化状况在第一节中已经谈到，士作为一种职业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了。不过，具体来讲，什么人可称为士，其内容是什么？

这一点在封建社会的历程中是有变化的。

按照周制：“大学为东胶，小学为虞痒”。又云：“天子曰辟雍，太子、王子、群长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选俊，皆造焉”。这些学校要“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术，凡国子贵游子弟”学习其中①。因此，如果把学校作为培养士的主要场所的话，那么西周时的“士”主要有皇亲、贵族之子和部分“国之造俊”所组成。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士的范围大大扩大，其中不仅有读书为文之士，还人习武征战之士。据统计，当时各色之士合

①《通典》卷５３，礼１３。

— 387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７３。

计有几十种。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认为当时的士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可寻。具体来讲就是，他们都抱有一定的信抑和道德情操。纵使是习武征战之士也并非指那些只知盲目冲杀的走卒，而是抱定要为某个君臣舍命效力之念的人。或者讲他们是兵卒中的有识者。这种群士争相显身扬名的局面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群雄割据。

由此导致西周以来传统道德标准的被打破，人们心目中已没有可以恪守的正宗文化，士人们可以各树旗帜；另一方面，中央王权的削弱，诸侯的竞起，为士人施展其抱负创造了条件，进而带动了士人投身百家争鸣、周游列国的洪流之中。有志者都想以一技之长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可以说，这就是各色各样的士存在的背景和条件。

秦汉时期士的构成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秦始皇对儒士的坑杀及焚书行径，实际是对士人的重大打击。由此使文士纷纷投入反秦的行列之中。继秦而起的汉王朝对士人倍加重视。这不仅表现在政治参与上，而且学校的兴建使士的培养走上正规。汉代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年）于国都设置太学，招收贵族子弟和从全国选拔的优秀者。汉成帝时大学生在校数达３千人①。

东汉质帝时（１４６年）

，梁太后要求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都要派遣子弟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学生”

②。此外，当时的贤良方正、秀才等可被列入士的范围。

①《汉书》卷８８，《儒林传》。

②《后汉书》卷７９，《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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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士被作为一个比较固定的职业是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实行的历史时期。隋代开科举制之先河，到唐代时，科举选士与学校联系起来，这之后，只有官府所办各级学校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而到宋代以后则进一步形成了府县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的科举考试系统。通过不同级别的考试被授予不同的功名，即通过府州县试者为秀才（或称生员）

，乡试为举人，会试和殿试为进士。因而在这以后，只有进入学校，具有功名者才能被称为标准的士。宋朝甚至还规定：“士人服饰有定，即服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襴衫由“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

①。这种做法被以后的王朝所继承。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

，朱元璋“以学校为国储才，而士子之服无异胥吏，宜有以甄别之”。

因而他命“工部以进；”

“帝亲视，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②。这种服饰上的特殊规定就使士与其他社会职业者，在形式上得以区别开来。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的士既有以学校之士为主流的特色，也有以文化、道德方面为主的规定。而越是往后，政府对其构成上的形式要求越明显。

二、士人在封建社会的特殊待遇封建社会对士人地位的推崇并非空洞的，而有着特殊内容。

由于士人这一职业既非创造物质财富的农业、手工业，也不是依靠流通环节获取利润的商业，而主要以读书、为文作

①《宋史》卷１５３，《舆服》。

②《续文献通考》卷５０，《学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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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活动特征。为了使他们这种智力性劳动得到保证，免除其徭役就成为封建政府对士人采取的特殊政策。

在隋唐以前，士人多来自贵族、官僚家庭。他们依靠其父辈的余荫已享受到诸多特权。并且来自一般平民家庭的士人并不稳定，且数量有限。所以当时没有专门对士人的优待性规定。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实行使大批庶民子弟得以进入士人队伍。因而免除其徭役被提上了日程。

唐代规定：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皆免课役”

①。

宋代的政策是：“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如官户法”

②。南宋绍兴十九年（１４９年）

，高宗下诏：“无子女户、得解举人、太学生之独居者并免役”

③。

元代的士人家庭称为儒户。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

，元政府首先对诸路儒户“通义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

④。成宗大先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

下诏：“勉励学校，蠲免儒户差役”

⑤。

明代士人所受待遇最优。政府不但将士人本人徭役免除，而且免其家内二丁徭役。同时还免除本人的赋粮二石和其家内８０亩田的税粮。明嘉宗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免京师士家报金商役”。其原因是：“京师因差役繁重，生员与平民一体，殊失令甲优免二丁之例”。所以熹宗“令查

①《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②《宋史》卷１５７，《选举志》。

③《宋史》卷３０，《高宗纪》。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职役考》。

⑤《宋史》卷３０，《高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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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之家果系父子同胞兄弟一应商役，准与豁免“

①。清代则改为仅免士人本身徭役。

在封建社会，免除徭役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解放。徭役不仅使承受者苦不堪言，而且令其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因为有不少徭役如从军、衙前、里正等是要应役者投资的）。而士人免役使其本人得以逍遥于这种苛政之外，而且其家庭的负担得以大大减轻。至于明代免去士人家内二丁徭役，实际就意味其家内主要男性成员都获得了免役权。这对其家庭经济的正常发展和维护将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也是科举时代人们争相以科考来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原因。

封建社会对士人的另一优待就是给予其一定廪粮，以此来助其学。唐代宗广德初年下诏指出：“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

②。宋代太学除享受朝廷“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外，“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

③。崇宁元年（１０２年）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给常平或系省田宅充养士费，县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

④。金朝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年）

，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

⑤。由此可见其待遇之优厚。元代以后将学生廪膳费用定量供给，国学学生每人每天支面１斤，米

①万历《大明会典》第二册，户部。

②《新唐书》卷４４，《选举志》。

③《宋史》卷１５７，《选举》３。

④《宋史》卷１５７，《选举》３。

⑤《金史》卷１１，《章宗纪》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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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升，油盐酱醋菜蔬柴炭酌给。

①明代，最初，“师生月廪食米六升”。此外，“有司给以鱼肉”。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后改为“月给廪米一石”。

②这个供给量在当时足供士人使用了，甚至对其家庭还有裨补。清代士人所享受的廪膳约为明代的三分之一。

不过，在明清社会，由于生员数量增多，真正能够享受这种廪粮的只是其中少数，即只有当时的廪生才能获得，在此之外入学的增生和附生则与廪粮无缘。

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士人享受的最大优待是徭役的免除。特别在科举时代，士人由此获得专职读书人的资格和地位。这也是他们的人身自由（特别是社会活动）较其它者为多的重要因素。他们因而也不必担心被戴上“漏籍”

、“逃役”等罪名。仅从这一点来讲，就使士人与政府在利益上的冲突大大减少，并且更容易取得某种一致。而对士人提供廪膳，则可使其中一些人更有条件专注于儒家经典的研习上，为政府从中培养高层次的官僚创造了条件。

三、政府对士人的利用政策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在社会造就一个士人队伍，并不完全在于让他们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就失去了政府重视、优待士人的意义。可以明确地说，历代王朝也象通过重农来从农业人口身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一样，崇士则是让士成为政府统治国家的工具。具体来说，他们要将

①（元）

《庙学典礼》卷２。

②《续文献通考》卷５０，《学校》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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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派向两个用场：１、把士进一步培养成封建政府各级衙门成员的后备力量；２、将大多数士作为政府对百姓实施教化的工具。而这两个功能也是在社会中、在其他职业者面前显示其地位的关键环节。

先从入官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士一向是文化典籍的掌握者。而这其中就包含了诸多治国理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文人骚客就在这方面展示了其才华。汉代开始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和文化局面，更为以儒士为主的士人群体投身官场创造了条件。而不少帝王对士人在学识上的优势钦佩不已。宋代仁宗指出：“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

①。明代朱元璋所论更具典型性。他说：“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

②。由此表现出他们对士参政所持欢迎态度。

汉代武帝时，“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候。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③这既是武帝对儒术的推崇，也是对儒士在政治上的任用。此外，董仲舒还建议汉武帝让“诸列候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

④。此议被采纳，从而使汉代从地方士人中选举

①《宋史》卷１５７，《选举志》３。

②《典故纪闻》卷５。

③《史记》卷１２１，《儒林列传》。

④《汉书》５６，《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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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成为定制。而汉代的太学更成为官僚的重要来源。东汉章帝曾言：“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田亩，不系阀阅”

①。这表明出身平民的大量士人被荐举入官途。

三国时，曹操攻占南皮，入士人王修家，发现其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曹操叹曰：“士不妄有名”。于是他“礼拜（王修）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后王修升为魏郡太守②。北周建德六年（５７７年）武帝下诏：“东土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

③。可见，封建统治者对读书士人的重视。需要指出：尽管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使贵族家庭垄断了仕途，但并非彻底否定士人的参政地位。因为士人中也有贵族士人和平民士人之分。

而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实行，更使读书士人即有功名的士成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可以说，在这些朝代的文职官员中，非士人出身者很少。

（二）

士人的教化功能。

作为以中央集权制统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各政权，十分重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和社会风气的引导。然而封建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关仅设至县一级。官员数量也十分有限，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教化工作。

在隋唐以来，士人便被政府用来发挥这种功能。

宋代皇帝认为，“学以善风俗，明人伦”

④；并且向士人提出了以身作则的要求。即：“士有善

①《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②《三国志》卷１１，《王修传》。

③《周书》卷６，《武帝纪》下。

④《宋史》卷１５７，《选举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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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婣，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这被称做”八行“。只有合乎”八行“的生员才能被从地方州县学贡入京师太学①。明代朱元璋对士人的这种作用更为重视。他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在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

，由御史台选举，“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②。可见在这里，教化与学儒是不可分割的。清代皇帝则直接让士人充当圣谕广训的宣讲者。

他认为，法令“只能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

③。所以清政府规定：各省、州县乡屯、巨堡及番寨、土司等处，都要设立讲约处，由从举、贡、生、监中所选拔的约正一人，值月三、四人负责。每月朔望，召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令，以便使“家喻户晓”

④。而当时社会士人有一定数量，并且遍布各地，使其在客观上有条件从事这项工作。

清末官僚黄爵滋对此指出：“一州县为牧为学官者不过数人，若学校之士则大州县率数百人，小亦百余人，使皆能教于民，则开导之所及者广，而且目之所涉者亦悉。凡岁时讲圣谕、律令，讲乡约，官所不能尽达者，士则因而宣之”

⑤。

①《宋史》卷１５７，《选举志》３。

②《典故纪闻》卷３。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７，礼部，风教。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７，礼部，风教。

⑤《黄爵滋奏疏》卷４，综核名实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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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封建社会政府所赋予士人的这两大使命，从群体角度来讲他们基本上完成了。在秦汉以后的社会中，特别是隋唐以来，士人无可置疑地成为官僚的主要后备军，从而在中国封建政治舞台上发挥起重要作用。这也是士人社会地位高于其他职业阶层的根本所在。士人与其它人口职业的差异在于它是一个流动的职业，主要是指士人职业群中的一部分最终分流出去，进入官僚队伍。而这个时候，他们的平民身份就改变了。士人的教化职能也表现出它比其他职业者地位高的特征。因而这种教化，说列底是对农、工、商职业者的教化。士人因为是儒家经典和封建文化的掌握者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资格。

在这种教化过程中，他们是讲道说经者，而其它职业者则处于受教育者地位。这对士人民间地位的提高具有作用。

四、士人职业政策评价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将士人放置在社会基本职业之首，并在社会职责上将其推向远较其它社会职业者为高的地位之上，因而使这个职业群体成为各阶层钦羡的目标。

同时也要看到，在封建社会，士人虽被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然而它的独立存在资格却有着先天的不足。即从职业的谋生性这一点来看，将其作为一个独立职业，条件却不具备。由此便出现这种状况，士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纯粹按照政府所赋予的责任去行事，那么，他们的生存就将出现问题。

因而绝大多数士人只能附着于农、工、商职业之下，即通过其家庭的农、工、商经营来维持其生存。当然也有一些人以教读、作官员幕僚作为谋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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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政府通过其政策造就了一个士人职业，然而却没有能力将其全部吸纳进官僚队伍之中，又没有为其谋生创造条件。因而在许多王朝出现了民间士人经济状况窘迫的局面。

第四节　工商业人口政策

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虽然工商业人口于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被统治者充分肯定，并同“士、农”一道被列为四民。然而，工商业人口的社会地位却不如士、农为高，在个别王朝他们甚至被贬至与奴婢一样的境地。由此对其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限制。

一、贬抑工商业人口政策产生的原因中国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工商业人口的态度并非是一个模式。然而就绝大部分朝代而言，他们在工商业人口的社会地位、经营等方面，均持压抑态度。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依我们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与抑工商是统治者一种政策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对农业人口的重视往往伴随着对工商业人口的抑制；而对工商业人口的抑制的目的又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农业人口队伍。封建社会政府要想在一个稳定的人口总量中增加农业人口的份额，只好采取抑工商政策。这一点在官僚的奏疏中反映很多。东汉光武帝朝的给事中桓谭上疏陈“时政所宜”时指出，“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

；使商贾“专役一已，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

田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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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①。由此他把加强农业的前提放在抑制工商业人口发展上。

南朝梁时郭祖深也曾上疏指出：“今商贾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

②。言外之意是，商贾增多导致男耕女织型社会生产结构的瓦解。北魏延兴六年（４７６年）

，文帝更颁行政令：“工商杂伎，尽听赴农”。

③重农和抑工商政策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二）

在统治者看来，工商人口的行为容易刺激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导致奢侈风气的盛行，进而使社会供求矛盾紧张，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汉代贾谊的观点是对统治者这种忧虑的具体反映。他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④

（三）

工商人口的增加会动摇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务本之心。按照传统社会人们的认识，商贾容易发财致富，然后他们“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

⑤这是东汉人对富商大贾经营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所作出的评价。实际上在统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由上可见，封建社会政府抑工商的主要原因是保本，即

①《后汉书》卷２８上，《桓谭传》②《南史》卷７，《梁本纪》中７。

③《北史》卷３，《魏本纪》。

④《汉书》卷２５，《食货志》。

⑤《后汉书》卷２８上《桓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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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农。

二、封建政府的商业人口政策虽然在封建社会工商往往被视为一体，然而在其具体的政策中，统治者对其实行了有所区别的政策。

（一）对商业人口的惩罚性政策政府利用其行政力量对商业人口予以某种惩处是其限制商业发展的重要步骤。这一政策以隋唐以前为突出。

１、劳役性惩罚将商贾发往边远地区从事开发和戍守是秦汉王朝对商人的打击政策。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①。让商人与罪犯一起充当秦王朝拓疆的先锋。根据汉代晁错所言，秦代在这一过程中，“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

②。可见当时的发遣对象主要是商人及其家属。

西汉武帝时曾发“天下七科谪”于居延、休屠一带戍守。按照《史记正义》中张宴对七科的解释：“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③这是对秦代政策的继承。不过，类似的做法在以后王朝就较少采用了。显然，秦汉王朝征伐性徭役摊派至商贾及其家属身上，既是其扩张的需要，借此也实现了其抑商目的。

①《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卷４８，《晁错传》。

③《史记》卷１２３，《大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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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迁移性惩罚这项政策也为秦汉王朝所实行。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前２１年）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①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六国贵族，但迁移者中也有不少富商。西汉先后多次将资产百万、五百万以上的商贾迁至关中。

②这种迁移意在充实国都及其附近。但对商人的经营也是一个很大冲击。因为他们失去了原先的市场环境和供求渠道。当然也有一些富商大贾在新的地区设法生存下来。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民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

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

于是他求远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③。程郑，则为来自山东的“迁虏”

，后“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④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秦汉移关中民中有不少是富商。

３、赋税上的惩罚加重对商人的税收是封建社会较普遍的抑商措施。

汉代初年刘邦即有“重租税以困辱”商人的政策。此后禁令有所松驰。汉武帝时“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所

①《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卷８，《宣帝纪》。

③《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

④《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

— 400

。

０９３。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以公卿建议继续实行重税商人之政：“诸商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对那些没有市籍的行商，让他们“各以其物自占”。全部以“缗钱二千而一算”为标准征收。同时“商贾人轺车二算”

，高出一般人一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商人“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年，没入缗钱”。有揭举告发者，“以其半界之”

①。汉武帝因此而制订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②，进而“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所以“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③由此商业人口受到严重削弱。

同时也给流通领域带来影响，即所谓“船有算，商者少，物贵”。

④

唐代实行以财产确定户等，以户等作为征收赋税标准的政策。

因此受打击最大的是商业人口。

天宝四年（７４５年）

，玄宗指出：“朕听政之余，精思治本，意有所得，庶益于人；且十一而税，前王令典，农商异宣，旧制犹阙。

今欲其户等，拯贫乏之人，赋役商贾，抑浮惰之业，优劣之际，有深察之明，间里之间无不均之叹“。

⑤唐肃宗时：“民物耗弊，萧然天下”。

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肃宗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另外，“诸道税商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

⑥。这显然是对商业人口的一种勒索。后

①《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②《史记》卷１２，《酷吏列传》。

③《通典》卷１１，《食货》１１。

④《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⑤《唐会要》卷８５。

⑥《新唐书》卷５１，《食货》１。

— 401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１９３。

唐同光二年（９２４年）

，度支奏请榜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

，①交纳给国家。而受此影响最大者当然还是商人。

更重要的是，商贾经常是征税官吏无端勒索的对象，以致他们负担沉重而改业。明孝宗时，各地税关由各府通判管理改为户部官员出理，他们往往“以增课为能事，常法之外，巧立名色。有本课该银十两，劝借秤罚二十四两者…以致客商惧征求，卖船弃业”

②。由上可见税收对商业人口发展的抑制。

（二）对商业人口经营上的抑制中国封建社会为限制商业人口发展，政府对其具体经营也有诸多限制。

而官营商业可谓这一政策中最突出的内容。

汉代武帝时实行均输制度，“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即大农部）。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

③而这一政策达到了抑商为目的，却最终没有能够平抑物价。类似的政策唐宋王朝都曾实行过。

不过，封建社会对商业人口经营活动限制最多还在于将其从流通领域驱回田野。

东汉永平十二年（６９年）

，明帝下诏

①《旧五代史》卷１４６，《食货志》。

②《明会要》卷５７，《食货》５。

③《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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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商人“车服制度，恣极耳目”

，结果出现“田荒不耕，游食者众”的局面。所以，他下令：“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①南朝宋文帝于文嘉二十年（４３年）

明令：“耕桑未广，地多遗，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

②唐代开元时，百姓“莫不轻去其乡”

，所以玄宗敕令，“今欲去其末而归其本，闭其邪而正其德，使法所立，人知向化”。

③明代朱元璋曾发布这样的诏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④虽然这项政策并未真正贯彻，但朱元璋试图对商业人口限制的心理却表露无遗。当然，上述“游民”并不完全是针对工商业者的。因为其中确有一些是不务“士农工商”的惰民。但由此表现出这些统治者试图限制商业人口，并进而增加农业人口的目的却是无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王朝的政府的确制订过禁止商业者经营的政策。晋泰始五年（２６９年）

，司马炎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

⑤北魏太平真君四年（４３年）

，太武帝拓跋焘为发展农业，下令“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因此，“垦田大增”

⑥。隋代文帝曾要求前去赴任的汴州刺史令孤熙：“下车禁游手，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

①《后汉书》卷２，《明帝纪》。

②《南朝宋会要》，《食货》。

③《全唐文》卷２２。

④《明太祖实录》卷２０８。

⑤《册府元龟》卷７０，帝王部，务农。

⑥《北史》卷２，《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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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之，般客停于郊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

①。

需要指出，统治者的这项政策并不是对商业人口作为一种职业者的取消，而只是一种限制。

如果说含有禁止意义话，那么注意的重点是那些本非职业商人，离开田野而去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村人口。在统治者看来，他们的活动既直接减少了耕作者的数量，而且往往是对赋役的逃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会干扰其它务农人口的心绪。

所以政府要加以限制，甚至禁止。

（三）对商业人口社会地位的贬抑这主要表现为封建政府对商人的社会流动加以限制，身份上予以贬低。即他们不能享受农业、士业人口所拥有的一些权利。

１、限制商人参政入士在封建社会，能否参政往往是一个社会集团良贱身份的重要标志。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些王朝，既承认商人的良民地位，却又禁止其参政。这种矛盾性的政策措施实际意味着对经济上致富的商人在政治上予以贬低，以限制其发展，并使其后代改业。

汉代初年政府即规定：“市井之子孙”

，“不得仕宦为吏”

②。市井即是当时商人的代名词。不过，这一政策至武帝时受到动摇。当时，“东郭咸阳以大鬻盐、孔仅以大冶领大司农，桑弘羊以贾人子为御史大夫”。所以后人评论说，因此

①《隋书》卷５６，《令孤熙传》。

②《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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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尽废矣”

①。

但实际上西汉政府未尝宣布过废除此令。

或许武帝此政是对工商及其子弟特殊才能的利用。

但无论如何，严格的规矩却因此被打破。直到绥和二年（前７年）

，汉哀帝即位时，有关衙门上奏：“贾人皆不得为吏，犯者以律论”

②。

因此又得以恢复这项禁令的严肃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商业人口队伍不会很大。不过，即使如此，政府的限制也没作多少放松。北魏承明元年（４７６年）

，孝文帝有如下诏令：“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若阶籍元勋以劳定国者，不从此制”

③。这里北魏将工商与皂隶并称，无疑认为二者是同一档次的社会职业群体。在此北魏政府只是限止其做高官，而不是杜绝其为官之途。同时按照该令，对北魏政权建立作出贡献的“工商皂隶”出身者没有受到限制。实际上这些人已进入贵族阶层，或者已成为当权者。

但我们从中也可看出，北朝对商人入仕限制并不十分严格。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中也可反映出来。北魏太和八年（４８４年）

，孝文帝下令：“百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便宜，勿有所隐”。

④太和九年（４８５年）又重申了这一政策。既然工商人口被赋予了上书言政之权，那么从另一方面反证了其参政之权并未被完全剥夺。

①《文献通考》卷１４，《征榷》１。

②《汉书》卷１１，《哀帝纪》。

③《北史》卷３，《魏本纪》３。

④《北史》卷３，《魏本纪》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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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隋唐宋等王朝这方面的政策是明确的。隋开皇七年（５８７年）规定：“工商不得入仕”

①。唐代的政策是：“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

②。宋代更将这种限制扩展至科举活动中，即凡“命士应举”时，“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举，什伍相保，不许有……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

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做官之人与科举队伍中没有来自工商家庭者。实际上当时不少商人并没有与土地分离，而拥有田产。法令对他们是无法限制的。但由此制造了歧视商人的社会氛围。这一点不能否认。

元明清时期这种限制有所放松。清代专门在商贾集中地建有商学。这实际等于为商人子弟参政敞开了大门。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对商人入仕参政的限制有时紧时松的特点，并且越是往后，这种限制越少。然而即使如此，这项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商人并不甘心政治上所处受压抑的地位，因而商人将经商致富所得钱财用于购置土地，成为地主，从而进入不受限制的农耕人口队伍之中。

因此他们经营上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受到削弱。

这种情况到了元明清时代也未从根本上改变。

２、限制工商人口的服饰及交通工具在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直接与人们的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工商业者在经济上是富有者，他们本

①《通典》卷１４，《选举》２。

②《大唐六典》卷３，尚书，户部。

③《宋史》卷１５，《选举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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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条件借服饰、交通工具来炫耀自己。而统治者则对其予以限制，以防止他们逾制，并形成对等级制度的冲击。通过这一政策，官方达到了贬低其地位的目的。

汉高祖刘邦最早实行这项政策。八年春（前１９９年）

，他下令：“商人勿得衣锦绣绮毂絺纻罽，操兵乘骑马”。

①这就是其不得衣丝乘车政策的由来。它同“重租税”一道成为汉初“困辱”

商业人口的两项重要措施。

不过，在孝惠、高后时代，此令被停止执行②。

汉以后的王朝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得衣丝乘车”政策的影响。前秦虽为少数民族政权，它对商业人口制订了严厉限制政策，“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这可谓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禁令。唐高宗咸亨五年（６７４年）规定：“禁工商乘马”

③。宋代此禁令不是太严，至道元年（９５年）

，太宗下令“许士庶工商服紫”

④。明代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规定：“农民许衣䌷、纱、绢、布”

，而“商贾止衣绢、布”。并且农家有一个为商贾者，“亦不得衣䌷纱”

⑤。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年）武宗下令：“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⑥。

很明显，这种政策就是为了贬低商民的地位。

商贩在此被归入倡优等贱人之列，充分表现出明政府对商人

①《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②《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③《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④《新唐书》卷３，《高宗纪》。

⑤《宋史》卷５，《太宗纪》。

⑥万历《明全典》卷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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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歧视。清朝则没有专门针对商人的类似限制。

封建社会政府对商人地位的贬抑政策从限制其参政角度来看，是要防止官商结合后，商人势力过分膨胀；同时抑制商人进入仕途，也可使政府保持清廉之名。而限制其消费标准则纯粹是为了使商人的形象不致引人注目，或者说得不到人们的称羡。说到底，统治者对商人地位的削弱在于，一方面使其感到为此业没有正当的发展前途，促使其本人及其子弟最终转业；另一方面由此可以压制其他职业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所生“转业”之念，而加强其务本之意。

三、对商业人口的利用和抑商禁令的缓解在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历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工商人口的政策，但仔细来看，这一政策的实际贯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涉及。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既有严厉的抑商政策，也有较松驰的抑商政策。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王朝，而且也表现在同一王朝的不同统治者身上。抑商政策所以有这种特征，我们认为，商业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社会职业，统治者只是防止其发展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使之不致于危及农业人口这个本业部分的发展。如果商业人口在这政府所能接受的状态下生存和发展，那么，统治者不仅不予以限制，而且还予一定程度的扶植，并且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对其加以利用。

（一）对商业人口所采取的保护性政策１、低税政策。

这一点似乎与前面所谈有点矛盾。

实际上，从总体来看，封建政府对商业人口所采取的重税政策多为个别王朝，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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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封建政府财政经济困难之时。除此之外，不少王朝的商税并不太高。当然这是从政策上讲，而不包括官吏的任意苛求。

东晋时，“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并且这一政策“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因此，当时“人竞商贩，不为田业”

①。

“百分收四”

为１２５。

这个税率不算高。

所以人们没感到有压力，纷D纷前去经营商贩之业。

唐代两税法规定“商贾税三十之一”

②。

较前又有降低。金世宗大定二年（１６２年）规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二”

③。

元朝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

规定：“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

④。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再次强调了这一政策⑤。明代初年也制订了低税政策，“凡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取”。

⑥清代乾隆帝曾下诏指出：“朕思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人实沾惠泽，乃朕爱养黎庶之本怀”

⑦，其所实行的也是低税。

以上低税都是各个朝代所制订的最低税，并且多为交易税，而非指商人财产税。从交易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封建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

③王圻：《续文献通考》卷２２，《征榷考》。

④《元史》卷１２，《世祖》９。

⑤《元史》卷１３，《世祖》１０。

⑥王圻：《续文献通考》卷２２，《征榷考》。

⑦《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７，《征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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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税率并不为高，所以它对一般商业人口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很大影响。

２、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免税与免役封建时代的一些王朝，在受灾和特殊情况下，商人也可享受免税待遇。

南宋绍定五年（１２３２年）

，理宗下诏，“京城内外免征商三月”

①。元至元二年（１２６５年）

，世祖下令，“上都商税、酒醋诸课毋征，其榷盐仍旧”

②。而明代部分商品则永远享受免税。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

，朱元璋对户部官员讲：“襄者奸巨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

自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抽分竹木场“

③。明嘉靖末年一条鞭实行后，“将银力二差与户口盐钞并之于地，而丁力反不与焉，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丧乐生之心”

④。我们从一些官僚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商人免役的不满。

“夫工匠庸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资无算，亦以无田免差”

⑤。

清代乾隆年间，对出入各关口的商人也免予征税，特别是在灾害年景，对米豆等经营粮食的商人优先免税⑥。

３、对商人利益一定程度的保护所谓保护商人利益，主要指封建政府对危害商人利益的

①《宋史》卷３１，《高宗纪》８。

②《元史》卷６，《世祖》３。

③王圻：《文献通考》卷２９，《征榷考》。

④《明神宗实录》卷５８。

⑤《明穆宗实录》卷７。

⑥《清文献通考》卷２７：《征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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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权贵、官府杂差、税官等予以限制。不过这种限制只能起作用于一时。实际上在封建时代对商人利益危害最大的是这部分人。

（二）封建政府对商业人口的利用可以这样说，对商业人口的利用封建社会任何王朝都存在。

各个王朝当地方受灾时，富商大贾常是政府劝捐的对象。

即使汉代抑商最重之时也不例外。汉武帝时，山东遭水灾，“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商人相贷假”

①。劝捐既是政府对商人的利用，又包含着他们对商人“请求”的意味。

而利用商人力量从事粮食，特别是军粮的运输成为宋以来王朝的普遍做法。

北宋天禧年间（１０１７—１０２１年）

，政府允许商人入钱粟于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年）

又重申了这一政策②。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１５９年）

，“募商人输米行在诸仓，愿以茶、盐、� 钞等偿直者，听”。

③明代实行开中制度，即政府让商人将粮食贩至沿边粮仓，再发给其盐引；商人凭盐引到盐场领盐贩卖。朱元璋称此是：“以边戍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淮浙盐偿之，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也”

④。而商人确实于其中起到了作用。洪武

①《史记》卷３０，《平准书》②《宋史》卷１８２，《食货志》下。

③《宋史》卷３１，《高宗纪》８。

④《明太祖实录》卷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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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１３８９年）

，普安军民指挥使周骥言：“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军储不为无利”

①。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新疆用兵，“西路军营所需牛羊，多借资于北路商贩”。

②此外，清代各地受灾，政府也多借助商人力量搬运粮食。

当然，这种利用说到底也是对商业人口的变相压迫。因为商人特别是盐商，如果不接受政府的条件，则无法开展其经营活动。即产盐权被政府牢牢控制。

四、关于手工业人口政策的几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职业中的“工”实际就是手工业者。政府对其所持政策基本上和商业人口是一致的。在前面对商业人口政策分析时已部分提到了这一点。这里再就封建政府对其所作特殊规定予以分析。

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纯正的手工业人口队伍并不大。

这是因为，不少手工业者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领域，即他们中许多人于农业生产之余从事手工业活动。如木工、瓦工、石工等工匠，就象不少农民将自己的农产品拿到市场出售一样。还有一种情况是手工业者与商人身份兼有。如商人中的坐商就有不少是这样。前店后厂就是其类型代表。

那么在经营方式上完全独立的手工业者有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否则就不会有众多商人的存在了。前面提到的汉代大铁冶者卓氏、程氏等，就是大手工作坊主。

①《明太祖实录》卷１９７。

②《清高宗实录》卷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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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应看到，在封建社会，典型的手工业者或多或少受到官府控制，即他们或者于官营手工作坊劳作，或者定期到这些作坊做服役式的劳动。因而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受到的待遇并不及商人高。

北魏时规定，“其工、伎巧、驺卒子息，当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

①。这里将手工业者列入贱役之中。晋代也有专门对百工服饰限制的政策：“百工，不得服大绛、紫襈、假髻、真珠、珰珥、文犀、瑇瑁、越叠，以饰路张，乘犊车”

②。

手工业人口地位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商人常与官僚、地主结合在一起，而手工业者却是直接劳动者，并且从事者也需要一定技术。官僚及其子弟不能也不大愿投身这个行业。再者典型的手工业者也不会象商人那样大富大贵起来。他们象农民终年耕作于田间一样，在各种工艺上下着功夫。

总之，我们认为，封建社会中手工业与商业在农业这个“本业”面前都属于“末业”

，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政策对他们都具有限制作用。只是在具体社会地位上，手工业人口较商业人口显得更低。这恐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较商业更不发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五、工商业人口政策评价中国封建社会对工离业人口所采取的政策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

①《魏书》卷４下，《世祖纪》下。

②《太平御览》卷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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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的认识是，封建政府的工商业人口政策常有互相矛盾之处。其表现为，既允许工商业人口作为一种职业人口存在，又限制其发展；既肯定他们在生产、流通领域所起不可缺少的作用，又限制其经营致富后的消费；既赋予他们以平民身份，又不让其享受诸多平民待遇；既有以重税打击的一面，又有用轻税扶植的另一面。由此看来，完全把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人口职业政策说成“打击”

、“抑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有一点却是无疑的，即封建政府总是以其利益为转移来调整工商业人口职业政策。

既然封建时代的工商人口职业政策存在上述特征，那么是否影响我们对这一政策后果的总体评价呢。我们认为，结合这种政策的具体影响和宏观作用，是可以对其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的。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人口所以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

然而，封建政府从根本上对工商业人口的藐视，以及其所采取的政治上压制、文化上排斥排挤、生活上贬低的政策，使商业人口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只是把经商作为谋生的手段，当他们有更高层次的机会可以追求时，就要改弦更张，走上与士官、与农结合的道路。因而独立的工商业人口队伍在中国并没有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第五节　四民之外诸业人口政策

在封建社会，四民之外还有诸种职业。这些职业相对于农工商业显得较杂。封建政府对其发展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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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里仅对其中几个主要职业的政策作一分析介绍。

一、僧道政策从作为一个职业这个角度来讲，封建政府对僧道的发展多采取限制政策。在统治者看来，僧道业人多就意味着服田之人减少，乃至国家赋役人口减少。事实也确实如此。南朝时一些王朝对其不予限制，结果僧尼数量众多。梁武帝时国都建康达１０余万人，郡县更多，史称“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①。北魏正光年间（５２０—５２５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所在编氓，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僧尼之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②。明代永乐皇帝对僧道甚为不满。他说：“国家之民，服田力穑，养父母，出租税以供国用，僧道食于民，何补国家”

③。因而，予僧道以限制也势在必行。

（一）禁止平民私自剃度为僧道封建国家掌握僧道的剃度权是控制其发展的主要措施。

同时籍此可防止人们潜入其中。

宋代规定：“诸私自剃披及私度人为僧道，若伪冒者各徒三年，本师知情徒二年，主首知情杖一百，并还俗”

④。金代也有“禁自披剃为僧、道者”的政策⑤。

明代政策限制较严。永乐六年（１３７３年）规定：“军民子

①《南史》卷７０，《郭祖深传》。

②《魏书》卷１１４，《释老志》。

③《典故纪闻》卷７。

④《庆元条法事类》卷５１。

⑤《金史》卷４６，《食货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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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做工“。

这实际是以劳役来作为征罚手段。劳役结束后，让他们“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花牧马”。如果“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

①。

景泰六年（１４５５年）

，明政府再次严格剃度条件：“今后僧道务要本户丁多，本人持行修洁，不系军匠盐灶等籍，里老保结，呈县覆实，具申府司，奏呈该部，方许收度。如有扶捏诈冒不实者，巡按御史、按察司将本人并保送佥书官吏，一体治罪”

②。这是从剃披手续上加以控制，并以连坐方式来加强有关人员的责任感。

清代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规定：“内外僧道均给度牒（相当于僧道的身份证明）

，“凡寺庙庵观若干处，僧道若干名，各令住持详抅籍贯，具结投僧道官；僧道官加具印结。在京城内外者，均令呈部；在直省者，赴所在地方官呈送汇申抚按解部，颁给度牒，不许冒充混领，事发罪坐经管官”

③。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６年）

清政府对私自出家者加强管理，“凡僧尼道士不领度牒，私自出家者杖八十为民；有将逃亡事故度牒，顶名冒替者，答四十，度牒入官。该管僧道官，皆革职还俗”

④。

封建政府的这些政策对人们随意加入僧道队伍起到一定限制作用。

（二）僧道数量的控制

①万历《明会典》卷１０４。

②《典故纪闻》卷２２。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５０１，礼部，僧道。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５０１，礼部，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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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封建政府主要限定各个不同行政单位寺庙的僧道规模和具体数量。

北魏太武帝（４２４—４５２年）规定：“大州僧道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者十人”

①。

明政府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

②。永乐十六年（１３８３年）这一政策又被重申③。清代康熙四年（１６５年）所作限额较明代又有减少：“兴京、盛京及京师寺庙僧道均遵旨建设外，其前代敕建寺庙各设僧道十名，私建大寺庙各设八名，次等寺庙各设六名，小寺庙各设四名，最小寺庙各设二名”

④。

不过这种法定数量各朝并未完全遵守，寺庙实际拥有僧道要远远超过此数，以致对封建国家社会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不少王朝又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压缩。

唐朝武则天时曾下令“废天下寺院”

，“存者二千六百有奇，废者三万三百有奇，见僧四万二千有奇，尼一万八千有奇”。而这只是“河、洛、关陕、山东、江北数省，未及天下之半”

⑤。由此可见当时僧尼之众。唐武宗于会昌年间（８４１—８４６年）再次“沙汰僧尼，凡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毁招提、蘭若四万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

⑥。元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年）

，

①《魏书》卷１１４，《释老志》。

②《明史》卷７４，《职官志》４。

③万历《明会典》卷１０４。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５０１，礼部，僧道。

⑤于慎行：《谷山笔尘》。

⑥于慎行：《谷山笔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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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４。

浙江嘉兴一路僧道已达２７００人。

所以元政府下令将其“勒归本族，俾供王赋”

，以便“少费民力”

①。明永乐年间（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直隶、浙江军民子弟“披剃为僧赴京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

，对此成祖“怒甚”

，“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

②，以此作为惩罚措施。

不过也要看到，一些王朝僧道数量所以呈增长之势，也与政府政策有关。这除了某些皇帝公开鼓励外，还因为有的统治者以度僧道来获取收入。唐肃宗时，两京陷没，政府经济拮据，因而“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西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③。南宋为缓解国库空虚局面，“岁鬻度牒万”。为此官僚李仲永上奏：‘今岁鬻度牒万，是失万农也。积而累之，农几尽矣，非生财之道“。绍兴十三年（１４３年）

，宋金“既罢兵，遂不复鬻。”

④总的来说，历朝政府所规定的寺庙僧道数量均未被严格执行。

（三）年龄及其它限制对僧道在出家年龄上予以限制也有防止劳动人口流失之意。不过这一政策并未普遍推行。

宋代的出家年龄为男年１９，女年１４以上。

明代规定较严格。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朱元璋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

⑤。另外，洪武六年（１３７３

①《续文献通考》卷１６，《职役》。

②《典故纪闻》卷７。

③《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１５。

⑤万历《明会典》卷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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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政府还规定：“民家女子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

①。清代康熙四年（１６５年）圣祖题准：“本户不及三丁，及十六岁以上，不许出家；违例者治罪。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举者，一并治罪，罢职还俗”

②。

（四）对僧道行为的限制对已成为僧道者，封建政府对其要求是安于寺庙之中，而不能擅自出外活动。其目的是防止其进行鼓惑人心、有碍风化的活动。

北魏延兴二年（４７２年）

，孝文帝下诏规定：“沙门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

③。

“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治罪”

④。唐肃宗时规定更严：“其僧尼道士，非本教主，及齐会请谒，不得妄託事故，辄自往来，非时聚会，并委所由官长勾当，所有犯者准法处分，亦不得因滋搅扰”

⑤。

明代政府曾编制《周知文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内容为僧道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受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此册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隐者罪如之”。宣德时（１４２６年）

，针对僧人“以游方化缘为名，遍历市井乡村，诱惑愚夫愚妇，

①万历《明会典》卷１０４。

②《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９，刑１１，户律，户役。

③《北史》卷３，《魏本纪》３。

④《魏书》卷１１４，《释老志》。

⑤《全唐文》卷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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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４。

靡所不为“

，宣宗下令：“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处，不许出境”

①。清朝规定：“寺观僧道责令僧纲道纪，按季册报。凡有游方僧道，形迹可疑，及为匪不法者禀官查逐，若混留滋事，住持治罪，僧道官革究”

②。

在封建政府看来，僧道的职业活动范围在寺庙之内，而非城乡都市之中。斋戒、静修是僧道本职之所在；而招摇过市，不仅与其身份不合，还会引诱其它阶层者脱离本职，进入这个不事生产的队伍之中。因此，封建政府对其行为的限制，实质目的在于防止其社会影响作用的扩大。

（五）封建社会僧道政策的特征僧道职业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宗教职业，或者说是精神活动性的职业。无论从百姓生活上讲，还是从封建统治者的社会需要来讲，僧道职业都是不可缺少的。

封建政府总的态度是，允许这些宗教职业者存在并从事其宗教范围以内的活动，但却不允许过多的百姓加入其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僧道的来源主要是平民百姓之家，即产生于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的家庭之中。它的增加会直接减少生产人口的数量。

因而政治家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对其加以控制。

从年龄到剃披手续一直到大力削减寺庙道观都是统治者控制僧道这个特殊职业人口数量的手段。

然而出于某种统治目的，封建社会对僧道数量的控制政策并不是一贯的，统治者甚至把

①《典故纪闻》卷５。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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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佛道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同时不少王朝政府的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也驱使大量百姓遁入空门、道观。所以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从职业上对僧道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只能是暂时的做法。不过这对僧道数量的扩展也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二、对从事杂业者的限制政策在封建社会，杂业可以包括许多种。对其中大部分，封建政府都有限制政策。

（一）对习艺业者的政策习艺演唱，本来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但封建政府往往从维护风化角度出发，不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唐代这方面的政策并不详细，高宗显庆六年（６１年）

，“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

①。

这显然只是性别上的限制，并非普遍禁止。宋代规定：“诸以杂言为词曲，或以蕃乐紊乱正声者，杖一百”。

“诸吉凶会集之家”

，“其使艺非雇召者不得辄往”

；“诸士庶之家以童幼为内班者，徒三年，配广南”

②。由此可见，宋代虽然并非对艺业完全禁止，而实际上艺人的活动因而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在民间，当时真正受欢迎的是杂言词曲和引入的蕃乐，同时艺人于街头巷尾以流动方式卖艺，并进入民间婚丧喜庆之家也是其演出的主要方式。

元代对民间艺人的限制更多：“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

①《旧唐书》卷４，《高宗纪》。

②《庆元条法事类》卷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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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弄禽蛇、傀垒、藏擫撇钹、例花钱、击鱼鼓，惑人集众，以卖伪药者禁之，违者重罪之；诸弃本逐末，习用鱼觗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

①。此外，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规定，有资格从艺者“系籍正色乐人”

，“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般唱词话，并行禁约”

②。

清代的政策也有严厉之处。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清政府规定：“凡无业之人在街道打手鼓，锡石毬者，系旗人，鞭五十；系民人，责二十板。”

③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的政策是：“城市乡村有当街搭台，悬灯唱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加号一月”。同时对“不行查拏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

④。措施可谓严厉。另外，对流动于城乡的戏班则要求其改业。清政府指示各地方官，其境内“如有女档班在其境由即行驱逐，或递回原籍，勒令改业，毋使辗转流染”

⑤。

从封建政府对艺业的态度来看，他们担心的是这种职业对风教的冲击，即封建统治者在考虑一种职业能否存在时，更多地注意到其社会影响，而不是从业者的生存需要。

（二）医卜等业政策

①《元史》卷１０５，《刑法志》４。

②《通制条格》卷２７。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０３８，都察院。

④《清朝政典类纂》卷４０。

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礼部，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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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这方面的政策规定载籍者较少。

西汉末，王莽要求医巫卜祝同工商人口一样，“自占所为于其所在之县官”

，并交纳税钱“

①。由此可知，当时统治者已把医卜业作为一种专门性的职业来对待了宋代在太宗淳化三年（９０年）规定：“禁两浙诸州巫师”

②。这显然是出于某种特殊目的，因为它不是对全国巫师的限制。明代规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

③。

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

，朱元璋对从事卜业的资格作了限定：“凡卜筮者旧有禁，惟瞽目卜筮及阴阳人，凭此生理，许开卦肆”。

④同年还规定：“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师巫、音乐等项艺术之人，礼部务要备知，必凭取用。

在外行术占卜之人，听于本乡，不许越境兴造妖氛等事“

⑤。

医卜等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不可缺少的职业。特别是医业为当时社会各阶层所需要。占卜、堪舆等不仅为一般民众所需要，而且也是官僚生活中所不能忽视的方面。因而政府虽对其活动加以限制，但却不能予以禁止。

三、贱业政策贱业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一个职业种类。不过各个时期贱业的内涵却有不同。我们认为，清代政府对贱业所下定义比较具有普遍性，即：“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隶卒

①《汉书》卷２４下，《食货志》。

②《宋史》卷５，《太宗纪》２。

③《典故纪闻》卷４。

④万历《明会典》卷１０４。

⑤《典故纪闻》卷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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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为贱“

①。具体包括：“教坊乐户（包括娼优）

；衙门应役之人，如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奴仆、长随等“

②。贱业地位虽贱，但是作为一种职业又为当时社会所不可缺少。特别是其中不少人供职于官私衙门，还有的为官僚奢侈生活所不可缺少。因而封建政府不可能取消贱业，而试图将其身份禁锢起来。

（一）服饰、交通工具的限制。

以服饰来表明一种职业，并借此标识贵贱，是封建政府的一贯做法。在贱业问题上更是如此。

元代对娼妓的要求是：“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车马”

③。明代规定：“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④。乐工担当承应时，“许穿靴，出外不许。乐人衣服许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颜色。

其余不得穿用。

俳色长乐工俱戴皂头巾，系杂色绦“

⑤。这种做法在许多方面为清代所沿用。

（二）教育入仕限制在封建社会，贱籍出身者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入仕权利，在科举时代尤其如此。他们即使受到自我教育，科考权利也被剥夺，因而就使其读书的意义失去了。

①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籍。

②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籍。

③《大元通制条格》卷９。

④万历《明会典》卷６１。

⑤万历《明会典》卷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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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规定：“倡优之家及患废疾等，不许应试”

①。这实际是隋唐科举以来各朝一直奉行的政策。

清代更为严格：“倡优隶卒及其子孙不准入考捐监，如有变易姓名蒙混应试报捐者，斥革，杖一百”

②。雍正年间由于豁除了乐、丐、惰民等贱籍，对这些人的后代适当放宽了要求。即他们“如报官改业后已越四世，亲友无习贱业者，即准其应考出仕”。对于那些“经本主放”的奴仆，令报明地方官“咨部覆准入籍，其入籍后所生之子孙，准与平民应考”。然而，他们所仕“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至三品”

③。可见这种限制的痕迹难以泯灭。

（三）贱业政策评价在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贱业的限制甚多。

除上述之处，还有婚姻限制（主要是禁止贱业及贱业出身者与良人相婚配）。关于这一点，在婚姻政策一章已有论述。

对贱业的贬低既是封建社会人口职业政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封建等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封建统治者以此将贱业从事者置于社会最低层的位置，以便使政府和拥有财产、特权的个人，对他们加以奴役和驱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贬低贱业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性的剥削关系。

从当代观点来看，贱业中除了极少数职业（如娼妓）外，绝大多数所从事的都是为官私衙门服务的工作，甚至有的行业带有特殊专业色彩（如乐工）。

而封建政府也正是从这一点，

①《通制条格》卷５。

②《吾学录》卷２０，中华书局，四部备要。

③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籍。

— 425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５１４。

即是否被官私所役使来作为贱业与否的主要标准。在封建政策看来，役使与被役使不是正常的社会关系。同时，能够役使他人是财产、权力的象征；而被役使者则意味着无产和不具有平民权利。还要说明，在封建社会一些阶段，那些被役使者即使置有了产业，如没有政府专门的法令，他们也不能即刻获得与平民一样的权利。这也可以说是封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的一种形式。

最后需要指出，中国封建社会虽然贱业人口一直存在，并且在一个历史时期具有世袭性，但是，从较长的历史时期看，贱业的开放性特征还是一直存在的。即在不少情况下（如战乱平息初，新王朝对前朝贱业的否定；大赦等）

，贱业人口也可转为平民人口。这表明了中国职业人口政策为各职业所树立的藩篱并不是很坚固的。而这种伸缩性也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紧张强度。

第六节　小　　结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职业政策是建立在重农、崇士，四民为良、抑制贱杂业的结构之上的。

一、封建社会人口职业政策的基本特征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人口职业实施了高度的控制，因而人口职业的时代烙印非常突出。

（一）以实利为目标是封建政府制订人口职业的基本考虑。所谓“实利”就是统治者最关心能为其直接带来利益的职业。封建社会以农立国，农业人口实际是封建国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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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所以各王朝政府总是试图把国家人口的最大多数驱赶到土地之上。每当战乱和灾后，恢复农业人口队伍往往是统治者的头等治国任务；在平时，一当有稍微多的人口离开田野，政府就会紧张，担心由此减少国家赋税收入和徭役承担者。

（二）

以儒家学说作为制订人口职业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以此作为崇抑人口职业的标准。这可谓封建人口职业政策的又一特征，在传统社会，士人既是儒家学说的传播者（从事教化）

，又是实践者（参与政治）

，因而士人获得了尊崇地位也是无疑问的。同时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工商与士人的行为相对立，即士人为“重义轻利”

者，而工商是“重利轻义”

者；士人“耻言利”

，而工商以逐利为目标。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封建政府贬抑工商业也不会使人感到奇怪。

（三）

封建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等级色彩在人口职业政策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这种等级色彩不仅反映在四民与其它职业之间，即四民职业者的地位明显高于其它职业者，他们是社会的良民。同时在四民之中也有等级差异，即士最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在有些王朝，工商甚至被贬入贱民之伍。

不过，封建社会四民之内的等级从表面看一直存在，而实际上在各个时期也是有差别的。奴对工商地位的贬抑，在每个王朝初期较显著，政府以此来将更多的人口吸引至田亩之中；而在经济恢复之后，社会经济的繁荣需要工商者的大力参与才能实现。这种贬抑政策的强度因而就会减弱。士的地位往往与他们能否入官、入官比例的大小有关。其中的中下层士人长期居留民间，他们地位的崇高性也被打了很大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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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建社会人口职业政策的影响封建社会的人口职业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与我国特有的政治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一）

这种政策将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维持在田亩之上，因而形成了人口职业的畸形发展。

客观地讲，作为农业社会，保持农业人口占社会各职业人口的优势地位也无可非议，或者说这是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要求。但是，我们认为农业人口的增长不应以排斥乃至牺牲其它职业人口的发展为前提。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虽然承认各种职业人口具有存在的价值，而其政策上的倾斜特征十分明显，即重农，轻工商。

在这种职业政策作用下，各种非农职业人口即使可以在短时间内脱离农业，而最终仍把农业作为归宿。因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农业领域一直保持占总职业人口９０％以上的力量。

（二）

这种职业政策对工商业人口实质发展的阻滞是导致中国社会变化缓慢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重士、重农政策作用下，工商业人口中绝大多数人仍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土地之上，而往往不会将其所从事的工商业作为永久的选择。

对于商人来讲，他们多从事利润较大的转运贸易，以求在短时期内发迹后去用资金购置土地。因而他们对全国性商业市场的形成并不感兴趣。而对手工业来讲，他们中不少人多以农闲季节从事简单的制造和修理工作，因而难以形成系统的技术和规模效益。即使有一些专门手工业者，也只限于对奢侈用品的制作，不会有很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崇士政策影响下，农、工、商业从事者要想从辛劳的谋生中（如工商）解脱出来，唯一的正当选择就是进入士之列。在一些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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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商业人口只有在从事农业活动之后才能具备将其子弟培养成士的资格。这就更会促使工商业人口改业。由此，在封建社会中，各阶层中的精英之辈均以跻身士之伍作为奋斗目标；而士人所从事的又多为古典文献的研读，并借此进入官场。即他们的发展方向是与农、工、商等谋生职业相反的，或者说对物质的生产与流通行为毫不相关。我们认为，封建职业人口政策所形成的这种氛围是导致对中国发展有极重要意义的物质文明没有长足进步，并最终延缓中国社会变革步伐的重要原因。

（三）

这种人口职业政策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封闭状态。

封建政策对农业人口的扶植本身就包含强化安士重迁社会的目的。在他们看来，人口职业的流动，特别是农民流出土地会动摇国家的重农人口职业政策。

同时工商业的流动经营，“乘坚策肥”

，招摇过市是传播社会奢靡之习的源泉；同时也影响国家赋役的征收和摊派。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封建政府都更愿意整个社会保持封闭的状态。而这种封闭不仅是对社会变革意识的压抑，而且对人口本身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不利，诸如人口生育率上升，人口素质下降。因而，可以说，这种职业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封闭恐怕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最为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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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流民政策

流民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人口现象。它几乎伴随着每个王朝，流民的出现不仅导致封建国家控制人口的减少，损害王朝的国力，而且会干扰封建秩序，乃至直接威胁和动摇封建帝国的统治基础。因而历代政治家对此非常重视，制订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第一节　流民概念的政策性界定

中国封建社会的流民实际上是流动人口的一种，或者说是一种缺乏组织的流动人口。但从历史上看，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对流民的解释各有差异。

汉代有人把流民称为“亡命”者。颜师古对“亡命”一词所作解释是：“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谓脱其名籍而逃亡”

①。这就是说流民摆脱了封建国家的户籍控制。此解释有其道理。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流民出走他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摆脱政府的户籍束缚，进而借以逃避以此为基础的赋役负担。同时流民逃亡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版籍上户口的

①《汉书》卷３２，《张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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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当然，即使在汉代，逃避赋役并不是人们加入流民行列的唯一原因。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上书指出，当时百姓流亡的七种情况，即“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

①。

《明史》撰者将流民分为两种：“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

②。我们认为，从离乡背井谋求生存之途这个角度来讲，逃户与流民并没有区别。甚至可以说二者并不存在什么区别。下面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明正统五年（１４０年）

四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昌衍上奏皇帝：“山西平定、岢岚、朔、代等州，寿阳、静乐、灵丘等县人民，往往车载幼小男女，牵扶瞽疾老羸，采野菜、煮树皮而食；百十成群，沿途住宿，皆因饥饿而逃者”

③。

清代官僚杨景仁指出：“流民者，饥民也”。他们因“饥馑荐臻，本乡无可觅食，有不得不转徙他方者”

④。这个划分虽然显得不够全面，但却也指出了流民的主体成份。因为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看，饥民在流民队伍中占有的比例最大。

综上所述，依照我们的观点，流民是指那些因饥荒、战

①《汉书》卷７２，《鲍宣传》。

②《明史》卷７７，《食货志》１。

③《明英宗实录》卷６６。

④《清朝经世文编》卷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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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和赋役压迫过重等原因而离开原住地，到外乡寻求生存之路的人。或者也可把流民概括为战乱性流民、饥荒性流民和社会性流民。这几种流民现象或者并发，或者独有其一，常因时而异。一般来讲，新旧王朝更替时期的政治厮杀，会造成大批战乱性流民；自然灾害的流行，粮食减产以至失收，将促使饥荒百姓流亡他乡；而苛政的压迫则驱使人们遁入深山荒徼。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可以对流民作更进一步的解释。

１、流民的行为多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的（不过，小规模的组织倒可能存在，比如一个宗族，一个村庄或众多同乡）。

这里的组织主要是指政府出面组织而言。

当一个地方的百姓遭遇到自然灾害，缺少生活资料，又得不到民间和政府的及时而有效的救济，只好外出逃生。同样，当战乱危及其生命时，他们也会踏上这条道路。这实际是百姓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反过来讲，如果政府出面组织灾民、难民到另一地方去谋生，就不会视之为流民了，而应看成是移民。

２、流民多把他们的流动作为暂时性的措施，即他们是为了躲避某种灾难而流亡。一当这种灾难消除，家乡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那么他们便会返回故园，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这里需要指出，流民可能还有另一种方式来中止其流动生活，即在奔波过程中寻找到一块新的立身安居之地，而不再回归故里。

最后有必要说明，流民的行为方式虽是自发的，但是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到一个比家乡生存条件好的地方去求生。因而，在一个时期，那些未受灾害侵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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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富庶的地方、或者有大量荒芜可垦土地的区域，常常吸引大批流民慕名前往，由此形成一股股流民浪潮，成为历朝统治者深感头痛的社会问题。

第二节　流民的救助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引发流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资料的匮乏。而对身处异乡他途的流民来说，食宿的缺乏乃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在极限范围内加以改变，那么，饥寒交迫的流民或者倒仆于道路，填躯于沟壑；或者会铤而走险，酿成偷窃、抢劫之案，以至揭竿而起。

为防患于未然，历代政府对此采取了一些救助性措施。

一、食物救助政策食物短缺是流民面临的头等问题。

大批流民涌入外境，仅靠乞讨并不能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救助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封建时代不少王朝强调，流民所经过地区的官吏负有赈济流民的职责。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是在接到皇帝诏谕时才如此行事的。这也是浩荡皇恩借以显示的方式。

西汉河平四年（前２５年）

，因黄河水患，成帝下诏，“水伤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国，所在冗食之”

①。东汉永元六年（９４年）

，因灾而出现大量流民。

和帝下诏：“流民所过郡国皆

①《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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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

①。永兴元年（１５３年）秋，东汉３２个郡国发生蝗灾，黄河泛滥成灾，“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汉桓帝下诏：“所在赈给乏绝，安慰居业”

②。在这种大规模的流民出现以后，只有皇帝下诏，才能引起地方官的重视。

北宋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年）

，神宗令青、齐、淄三州给流民粮食③。南宋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

，临安知府受皇帝之命发米３０万石振粜与江淮流民④。元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年）

，汉阴、宁国等路发生大水灾，百姓流移达４５８４７０户之多，世祖要求地方官速赈，共出粟５８２８９石⑤。明清的政策则较正规。明英宗正统十年（１４５年）下诏：“所在有司饲逃民复业及流移就食者”

⑥。清朝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世宗规定，“凡外出流民有应冬月留养者，可动用常平仓谷，大口日经一升，小口五合，按日动支”

⑦。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

高宗更进一步明确：“凡被灾最重地方饥民出外求食，各督抚善为安辑，俟本地灾寝平复，然后送回”

⑧。这就是说，未受灾地区地方官有义务和责任救济灾区流民，而勿须皇帝专门发布诏令。

①《后汉书》卷４，《和帝纪）。

②《后汉书》卷７，《桓帝纪》。

③《宋史》卷１５，《神宗纪》２。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⑤《元史》卷１６，《世祖纪》１３。

⑥《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⑦《清经世文编》卷４，户政。

⑧《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９，刑１１，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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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王朝为了提高赈济水平，防止地方官玩忽职守，常派中央使者直接负责救助工作，东汉永元五年（９３年）和帝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廪三十余郡“

①。南朝宋永初三年（４２２年）

，“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武帝刘裕派官送宁绢万匹，并运荆、雍之米救助②。

明宣德年间（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年）

，山西饥民流入河南，受到当地官员驱逐。宣宗即遣官前往，同该布政使司及府县官“加意抚绥，发廪赈之”

，并下令“敢有逐捕”流民者，“罪之”

③。由此可见，中央官员的督导也显得不可缺少。

当然也有一些负责任的地方官在救流民活动中具有主动精神。宋代官员富弼任青、会知州时，陕西河朔百姓因水灾而流至京东地区者达数十万。富弼“择所部丰稔三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

④。因而大批流民得以生还。

富弼救助流民的方式被以后王朝的地方官所效仿。

除此之外，一些王朝以借贷的方式救助流民。宋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年）

，河北流民入进京师，英宗令贷有司陈粟给他们，每户二石⑤。

在我们看来对于流民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流民身处他乡，并最终要返回家乡，他们于异乡接受贷粮，将来偿还时也会产生困难。而有些朝代的地方官也不愿贷谷于流民，就是担心其不能偿还。金大定二十一年（１８１年）

，世

①《后汉书》卷４。

《和帝纪》。

②《南朝宋会要》，民政。

③《典故纪闻》卷９。

④《宋名臣言行录》五集。

⑤《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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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听说蓟、平、滦等州“乏食”

，命地方官“发粜之食，不能籴者贷之。有司以贫民恐不能偿，止贷有户籍者”。世宗因而再遣人“阅实振贷”。

①这里的贫民中无户籍者实际就是流民。

贷粟与民当然远不如发食于对流民有实际意义。这种政策的实行一方面说明官府仓中藏粮有限，以贷这种有条件的方式作为一种抑制手段；同时也表明这种时候流民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数量也不会太大。

流民尚没有沦入嗷嗷待哺的境地。

政府用这种手段就可将局面控制住。

在食物救助流民时，封建社会还有一项值得称道的措施就是为流民设立粥厂。设粥厂可以使国家用较小的代价救助较多的流民。我们认为，为流民设置粥厂较之为本地灾民设粥厂的效用更大。因为流民多为过路之人，设粥厂于大道旁和城镇中，流民可顺道而取。

更为重要的是流民身处外乡，缺乏柴薪锅灶等物品，赈粥可免去其煎煮之劳。北魏太和七年（４８３年）正月，因冀、定二州发生饥荒，孝文帝下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流民”

②，由此冀州“为粥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定州”为粥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

③。为流民作粥赈济受到宋代皇帝的重视。天禧元年，真宗下令“作淖糜济怀卫流民”。明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年）

，“中州贫民，半无家室”

，显然口成流民。神宗谕令各府州县正官“遍历乡村，集甲里老，举善良以司粥厂，就便多立厂所，每厂收养饥民二

①《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②《北史》卷３，《魏本纪》。

③《北史》卷３，《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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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不拘土著、流移，分别老幼妇女给粥“。

①清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

，山东流民进入京城求食，圣祖命大臣设饭厂数十处，“分行赈煮”。清代京城的粥厂在平时也有设立。接受粥厂救济者中有相当部分是流民。

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

，五城十厂领赈贫民共二万数千人，流民约十之三四，多为顺天府各属及保定、河间、天津等地百姓②。

同救济困窘于家乡的灾民一样，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对于因灾害而出亡的流民救济事宜也很重视。可以说，这类流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灾民，又是流民。他们的流亡是当地社会救济无力所造成，是不得已而为之。因而封建政府不能将其与逃避徭役的流民等而视之，所以调动社会力量予以救助。

二、为流民提供住处渔民对住处的需求虽不如对食物的需求那样迫切，但也是不可缺少的。流民身处异乡，需要有遮风避雨之处，而在寒冷季节则需有御寒之屋。所以，在对流民的救济中，这也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西汉时曾有为流民建宅之举。元始二年（２年）夏，郡国大旱，“青州尤甚，民流之”。平帝因此下令“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③。而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并没有力量为众多流民建新宅，只能暂借闲置屋舍、庙宇及其它

①钟化民：《赈豫纪略》。

②《许乃济奏议》，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２１４页。

③《汉书》卷１２，《平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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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住房作临时安置。唐贞观十一年（６３７年）

，太宗令“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

①。宋代富弼曾为河朔流民腾出公私庐舍十余万间②。

宋仁宗在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年）下诏要求各地：“流民所过，官为舍止之”

③。南宗淳熙十年（１８３年）

，孝宗令江浙沿海郡县流民，“许于寺观及空闲官舍居住”

④。

元代以来政府对此项工作更为重视，元至大二年（１３０４年）

，武宗下诏要求：“诸处流移人民仰所在官司详加检视，流民所至之处，随即系官房舍，并劝谕士官之家，寺观庙宇，权与安存”

⑤。

清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

，高宗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凡遇江南灾民所到之处，即随地安顿留养，或借寺观，或棚厂，使有棲止之所”

⑥。清朝一些地方官对这项工作也有较高认识。在他们看来，为流民提供住所不仅是流民生活所需，而且也可为官方对流民进行管理提供客观条件。即“多置空所，所以处流民而严其法，大荒之时有他郡流民走徙就食者，苦处之不得其道，则流民立死，且或生乱。有司当择寺观，公廨，一切空所，分别安插，每处设一人管其事，立法以绳之。诸如卧所有定，出入有时”

⑦。清代政府还于京师

①《旧唐书》卷３，《太宗纪》下。

②《宋名臣言行录》五集。

③《宋史》卷１１，《仁宗纪》３。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⑤《元典章》，典章３。

⑥《清朝经世文编》卷４１，户政，荒政１。

⑦《清朝经世文编》卷４１，户政，荒政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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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各设置棲流所一处，“安顿贫病流民”

①。

三、其它救济措施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各王朝对一般灾民的救济措施也同样适用于流民。或者说，政府对未流移的灾民所实施的救济项目也同样反映在对流民的救济上。这里择要举几点。

（一）医药救助。流民为谋食而奔波于异乡，常处饥寒交迫状况，更容易受到疾病侵袭。因而他们更需得到社会的救济治疗。东汉永建二年（１２７年）

，顺帝下诏：对荆、豫、兖等州流冗贫民中有疾病者，所在官府“致医药”

②。南宋嘉定二年（１２０９年）三月，宁宗命浙西及沿河诸州“给流民病者药”

③。

（二）

允许流民逐食。

一些王朝当其无力对流民实行有效的食物救济时，便通过开放山林池泽这些平时受政府管理的处所来扩大流民的食物来源。

汉代建初九年六月，郡国蝗、旱，章帝下诏：“其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

④。

永元十一年，和帝遣使“循行郡国，禀贷被灾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

⑤。宋代真宗在大中祥符三年（１０１０年）下诏规定：“天下贫民及渔采者过津渡勿算”

⑥。这是为流民游食提供方便。

①《清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９，刑１１，户律，户役。

②《后汉书》卷６，《顺帝纪》。

③《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④《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⑤《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⑥《宋史》卷７，《真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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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则将正在盲目寻食的流民引导到富裕地区去。大定二年（１６２年）

，世宗指出：“滦州饥民流散食，甚可矜恤”

，所以下令移其于山西，由“富民赡济，仍于道路计口给食”

①。

（三）

兴办工程为流民佣工求食提供条件。

政府也可借此收益。这项政策为宋元以来的政府所采用。这里仅将清朝的政策作一介绍。清政府认为，岁饥之年，百姓转移，生计益艰，所以要求各地方“相时地之宜，庀材鸠工，或架城垣，或溶沟渠，或固堤防，或治仓廨，俾坠于修，而民就庸，赁得食以免于阻饥。事峻则疏报所济饥民与所费工筑之数，由部覆而奏销之”

②。

当然，对流民以工代赈并非将其普遍招用，即有体质壮健者，“则令执工役之事”

③。清代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

，还利用流民搬运粮食。当时陕西流民多至襄阳等地。

清政府规定：“有情愿运送潼关米石者，即给价令其运送。

此令流民就庸以济转输，顺便俾之回籍“④。

我们认为，以工代赈实际是一项有偿性劳役。从救济角度来讲，它有可肯定之处。但是仔细看来，它并不是一个好的救济方式。因为政府所兴之役多为繁重的工程，只有身体壮健之人有条件参加，并获得赈济的物品。而流民队伍动员却由男女老幼组成。这种做法实际把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排除在救济之外。它暗含着政府借此减轻救济负担之意。

①《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②乾隆《大清会典》卷１９。

③《清朝经世文编》卷４１，户政，荒政１。

④《清朝经世文编》卷４１，户政，荒政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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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民救济政策评价流民救济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救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这里将流民救济作为一个专题来论述，是因为流民毕竟是一种有特殊活动方式的灾民，即他们是一种流动性的灾民。并且他们已基本脱离了其家乡所属行政系统的管辖。虽然各地官员对流民负有救济之责，然而，对流民的救济只是他们对社会所作出的一种贡献，并且他们为救济所采取的措施多受命于上峰，乃至帝王的旨令。因而，对流民救济政策的落实不及对灾民救济政策的贯彻效果好。

同时也要看到，流民实际是重灾民。他们所受到的生存威胁较之其它灾民更大，这也意味着他们给社会给统治者造成的压力最重。

流民行为的本身就具有引人注意的社会效果。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政府不能忽视流民的存在，他们要给地方官员施加压力，以便通过救济来将流民队伍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内。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封建社会的流民救济政策在缓和流民与政府的矛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节　流民还籍政策

在封建社会，流民的流动性生活，使他们与生产活动脱离。这种状况既影响流民本身自给能力的恢复，又导致国家失去纳税服役人口。同时，流民不附版籍，游离于政府管理体系之外，使封建王朝的治安秩序得不到保证。因而只要有可能，政府总是设法促使流民返回家乡，以求将其重新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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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国家控制网络中。由此这类流动人口又被重新附着于封建户籍之中。

一、以免赋役作为吸引流民返籍的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招抚流民还乡是整个流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招抚是指封建政府以优惠条件吸引流民返回故里。流民逃离家乡，失去了生产的基础，自然也就不具备纳税交租的能力，况且有的流民就是为逃避重租苛税而离家的。因而免租税既为流民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又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一）免租税的时间范围各个王朝对流民租税的免除一般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

东汉和帝永元六年（９４年）

规定，流民“就贼归还者，复一岁田租、更租”

①。永初四年（１０年）

，和帝“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

②一般来讲，田租是私人之租，更租为官租。南朝梁天监十七年（５１８年）

，武帝下诏：“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

③宋代淳化四年（９３年）

以前流民免租税政策较宽：流民“回归五年始令输租调如平民”

；淮南、两浙等处，流民在五年之外“只令输十分之七”。

条件可谓优越。官方称此政是为了“劳来安集，欲济之于仁

①《后汉书》卷４，《和帝纪》。

②《后汉书》卷５，《安帝纪》。

③《梁书》卷２，《武帝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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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之域“。淳化年后，政府认为，宽限促使百姓”谋于转徙“

，而“国计亏损”。所以决定“革顽嚣”

，“特给复一年，限满不复”

①。但在个别地方仍实行给复二年之制。淳化二年（９１年）

，太宗下诏：“陕西诸州长吏设法招诱流亡，复业者计口贷粟，仍给复二年”

②。南宋由于战乱频仍，流亡者众，为安抚他们，政府制订了更为宽限的政策：“两淮之民未复业者，复其租十年”。

③这可能是封建社会对流民期限最长的免租税政策。而此政策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因为两淮为宋金交战的前线地区，不如此不足以将流民吸引回来。而流民归来本身也具有填充边境、加强防御力量的作用。辽、金政权对其境内流民也多采取免租税一年之策。辽太康二年（１０７６年）

“免西京流民租赋一年”

④。大安十年（１０９４年）

，辽政府免除玉田、密云流民租赋一年⑤。

这种短限的租赋免除对流民还乡不会有很大吸引。

明代的免税政策颇严。即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规定：凡复业小民，饥窘者免二年租税⑥。

免租赋的意义在于，流民刚刚返乡，生产尚未恢复，同时还要制备生产、生活工具，租税免除则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生存压力，为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条件。然

①《宋大诏令集》卷１８５。

②《宋史》卷３，《太宗纪》。

③《宋史》卷３１，《高宗纪》８。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３，《国用》。

⑤《续文献通考》卷３３，《国用》。

⑥《明宣宗实录》卷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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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免租税期限过长，则使政府失去了招抚流民归籍的价值。

因而大部分王朝总把这个期限放置在较短的时间内。

（二）赋役并免封建社会，赋役是百姓为国家承担的两项义务。赋役并免就是免役流民的差役和赋税。

差役繁重对百姓形成的压力较之赋税更严重，甚至可以说是非自然灾害情况下百姓逃亡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一些王朝将免差役作为首要惠民政策。南朝梁大通元年（５２７年）

下诏，“凡因事流移他境者，并听复宅业，蠲役五年；尤贫之家，勿收三调”。这意味着差役适用于每个流民，而赋税仅限于贫穷者。也有一些政权没有这种财富上的差别。后唐天成三年（９２８年）规定：“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

①。后晋则在免役时间上有所区别。天福八年（９４３年）规定，流民中天福五年（９４０年）已逃移者，放一年夏税一半租税，并放一年杂差遣②。

宋代仁宗时的政策是：“民被灾而流者”

，“优其蠲复，缓其期招之”

③。

我们从不少朝代的免赋役政策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流民的这项政策并非是一贯的。

即多是对某种特殊情况的考虑。

唐代宗大历元年（７６６年）十一月，因改元而大赦，给复流民归业者三年④。这里的“给复”

，以我们的理解包含赋与役两种。

①《五代会要》卷２５。

②《五代会要》卷２０。

③《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④《新唐书》卷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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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下诏：“逃户复业者免差税三年”

①。

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

，“免诸路逃移户明年差税”

②。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

，“以保定、真定、河间民流不止，悉免今年差税”

③。由此可见，元政府对流民差税的免除没有统一的政策性规定。明代也是如此。明初规定：凡是逃亡民户，官府“督令还本籍复出，赐复一年”

④。永乐六年（１４０８年）

，太宗下诏，“流民来归者复三年”

⑤。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

，改为一年。

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２５年）为十年。

⑥这表明封建时代免流民赋役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流民的形势。流民问题严重，则予以宽大之政；反之则苛刻些。

（三）逋欠租税的免除这是将流民所欠国家租税免除。与前两种相比，此项免除对流民来说是最低限的照顾。流民还乡，当年租税尚无力交纳，欠税更无力负担。因而逋欠租税的免除应该是封建政府对流民吸引的最起码的条件。对于流民来说，欠税常像一种阴影，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一种物质性的压力—具体的钱粮，而且还给流民（心里）留下一种精神性的恐惧—拖欠国家钱粮之罪。对那些为躲避赋蠲而逃亡的流民尤其如此。免除逋欠则可缓解流民的紧张心绪。

①《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③《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④《明史》卷７７，《食货志》１。

⑤《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⑥《续文献通考》卷１７，职役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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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

东汉永初四年（１０年）人，安帝下诏指出：“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缟”

①。可见这是有条件的蠲免。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１５９年）

高宗下令：除湖州、平江、绍兴流民公私逋负②。这意味着将流民所欠官税和私租一律免除。明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

，朱元璋规定，自今“逃亡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等物，悉与蠲免”

③。清朝政府曾大规模地普蠲全国积欠钱粮。

因而对流民也不例外。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２年）

，山西太原、大同灾民多流亡，圣祖下令“除逋赋二万四千四万两”

④。

同免赋役政策一样，免逋欠在许多王朝也不是始终如一地贯彻的。

以明代为例，明初每有永免逃民复业者逋欠之令，至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十一月，河北博野等县流民初复业者进京上书，“有司督征逋粮刍甚急，无所措办，乞姑缓期”。

皇帝下诏户部通告各郡县，对流民“善绥抚。如再有科扰，重罪之”

⑤。

但这并不表明将复业流民逋欠免除。

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二月，山西巡抚张政指出：“各处民人，先有逃徙，荒废田土。逋欠税粮，近奉诏书赦宥，令其复业，所有积逋，悉为蠲免。欢腾远迩，莫不来归”。他还说：“臣往山西，经历定兴诸县，所见民人，多复愁泪。盖是初逃之时，有司惧罪，

①《后汉书》卷５，《安帝纪》。

②《宋史》卷３１，《高宗纪》８。

③《明太祖实录》卷１２４。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５，国用６。

⑤《明宣宗实录》卷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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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申达。户部不开豁，仍征前所逋租“

①。可见，对流民的免役是政府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

总的来说，豁免流民的赋役是吸引其归籍的有效手段。

特别是对那些难以承受官府赋役负担的流民是这样。而从降低流民返籍后的生活压力这一点来看，无论哪种形式的流民都会受益。同时，较之于用强力手段驱迫流民还籍，蠲免其赋役则是一种利益导向，由此可缓解政府与流民之间的矛盾，进而促进国家户籍人口的增加。

二、资助流民返乡流民身处异乡，可谓一贫如洗，如果离家乡过远，要返回原籍，路途饮食之费非其所能负担。因而，社会资助十分重要。

封建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适当予以返乡流民钱浪，也成为不少王朝推动流民问题解决的重要措施。同时这也成为促使流民回籍的动力之一。

东汉永元十五年（１０３年）

，和帝诏令：“流民欲还归本而无粮食者，过所实禀之”

，疾病加致医药②。这意味着，流民所过州县，官方负有向其提供食物之责。元代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

，真定以南地区大旱，百姓流移甚多。世祖令地方官：流民“流移江南者，给之粮，使还乡里”

③。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１年）规定：流民还乡者官给“行粮”

④。

①《明宣宗实录》卷１４。

②《后汉书》卷１，《和帝纪》。

③《续资治通鉴》卷１８。

④《元典章》典章五，圣政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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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４。

而宋代以后的不少王朝则将所济钱粮直接交与流民。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

，神宗下诏：流民所在，令州县晓谕丁壮，各愿归业者，并听保结，经所属给银，每程人给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妇女准此①。元政府天历二年（１３２９年）规定：“蒙古饥民之聚京师者，遣往居庸关，给钞一锭，布一匹”

②。明代景泰三年（１４５０年）

，河南流民复业者，政府计口给食③。

但却未指明多少。成化六年（１４７０年）所作规定较明确，“流民愿归原籍者，政府给予印信文凭，沿途军卫有司每口给口粮三升”。不仅如此，流民返籍后无房屋者，地方衙门设法给其造草房４间，并再给其口粮，每大口３斗，小口１。

５斗④。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

的政策则改为一次性发给流民。

“各灾伤地方守巡官查审流民，大口给谷二三斗，小口一二斗，令各还原籍”

⑤。

清代政府特别注意将流民送还原籍。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世宗谕令：直隶、山东、河南流民有就食京师者，著五城御史察询口数，量给盘费，送本籍。具体银两为，“每口每程给银六分，老病不能行走者加给三分”

，作为脚力费，并派官护送。地方官要逐程出具收结，转送至原籍。中途如患病，令地方官留养医治，“病痊日再行转送”

⑥。

可见清代此项政府

①《救荒活民书》卷１。

②《续文献通考》卷３２。

③《续文献通考》卷３２。

④《明会典》卷２１。

⑤《明会典》卷２１。

⑥《清经世文编》卷４１，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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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之细。乾隆初，清政府作出全面的规定：“嗣后送流民路费，每大口日给制钱二十文，小口减半，老病者照例给脚力三分，水程照大小口应给之数减半给与船价”

①。另外，康熙七年（１６８年）

，清政府还特别注意四川流民的还乡问题，规定：“现任文武大小各官，有能捐资迁移四川流民归籍，”每百家以上者加二级；六百家以上者加三级；七百家以上者不论俸满即升“

②。

资助流民返乡，是促使流民尽快返乡的物质条件，在交通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尤其如此。

三、以减罪免罪相吸引流民拖欠钱粮，脱离户籍，仅从这一点，封建国家就可以治其罪。不过，流民之罪更多的是其中一些人加入与政府对抗的队伍，以至落草为寇。为减少这批人的对立情绪，促使其附籍于家乡，因而赦免其反叛之罪也成为封建政府惯常的做法。

南朝梁天监十七年（５２８年）

，武帝下诏规定：“遁叛之身，罪无轻重，并许首出，还复民伍。”

③北魏世祖时屡次发令：“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

④唐代肃宗在“安史之乱”末年，为缓和与流民的矛盾，宣布“天下流人皆释之”

⑤。

①《清经世文编》卷４１，户政。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８，户都，户口。

③《南朝梁会要》民政。

④《魏书》卷４上，《世祖纪》４。

⑤《新唐书》卷５６，《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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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４。

在动乱年代，流民往往作为政府统治秩序的干扰和破坏者而存在。赦免其罪，意味着他们可以作为国家编户齐民而归籍。

这也是统治者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措施。

同时，社会秩序由此也可得以稳定。

四、赎还流民还乡流民在流亡途中常常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为了生存下去，或自卖，或卖妻鬻子。这成为他们不得已的选择。而在当时社会，被卖者多沦为他人的奴婢。

封建政府出于道德、伦理和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考虑。

（因为流民本为良人，卖良为贱也会增加良贱者之间的比例差距，导致社会关系更加紧张）

，有时也会以官资将卖身流民赎出，并送之回乡。这项政策既是对流民利益的保护，同时也不损害有产者（买奴婢之户）的利益。

唐贞观二年（６２８年）

，山东旱灾，太宗“遣使振恤饥民，鬻子者出金宝赎还之”。

①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１０１０年）下诏：“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

②。金代熙宗皇统二年（１４２年）规定：“陕西蒲、解、汝等处岁饥，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

③

与上述王朝相比，明代的政策更全面，明正统时（１４３６—１４９年）

，湖北黄州等府连年大旱，百姓流移甚众，“其子女或为人奴，或被略卖”。英宗下令，“有司赎还，令得完聚。”

④

①《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

②《宋史》卷７，《真宗纪》２。

③《续文献通者》卷３２，《国用》３。

④《明英宗实录》卷６。

— 450

。

０４。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正统九年（１４９４年）西安等府，百姓流离，“至将男女鬻卖，以给日用。”政府规定：“凡鬻卖男女，官为赎还。”

①万历时，河南饥民多鬻妻卖子，政府共赎还４３６３人；同时鼓励民间富户赎还，“其尚义给还，与民间奉行得赎者，殆以万计”

②。

赎还流民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因为它不仅对流民的生活有所裨益，而且是对流民所具有的平民身份的保护。

同时，由于私人奴婢往往不载入封建版籍，不承担国家赋役，因而，从长远意义上看，赎还流民子女也是增加政府直接控制人口数量的措施。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举动，封建政府可以将其一贯标榜的“为民父母”精神显示出来，激励其百姓对其生感戴之心。由此社会秩序将会变得稳定。

五、强制流民还籍政策可以这样说，上述几种流民还籍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利益导向，即没有明显的强制色彩。而有些王朝的统治者则采取诱胁并用之策，促使流民返乡。

（一）以刑罚相威胁北魏世祖时在利益诱导政策实行的同时，也有强制性规定。其中有：“流道之民，皆令还本，违者配徙边镇。”

③这是对不服从劝告者所采取的措施。

金代在宣宗之前（１２１３—１２３年）

，“军旅不息”

，“所在为虚，户口耗减”。宣宗即位后于兴定元年（１２１７年）招逃户

①《明英宗实录》卷６。

②钟化民：《振豫纪略》。

③《魏书》卷４，《世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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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复出，限时一月，“违而不来者，然后捕获治罪，而以所遗地赐人。”兴定四年（１２０年）

，河南因饥荒，百姓逃亡，官方下令招徕，并限定期限。

“至兴定五年（１２１年）三月不复业者论如律”。

①

明代宣德时（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年）各处“间有灾伤，人民乏食，”因而“多致流徒”。

“朝廷累免差役，谕令复业，而顽民不遵者多；并且，”官吏里甲，或徇私情，或受贿赂，为之隐蔽。“所以兵部尚书张本建议：”请严禁令，责限回还。“宣宗最后决定：”愚民玩法，因当法。

且与约限三月，违者罪之“

②。

（２）押解和强制性驱逐从现有资料来看，明代此法采用较多。这也反映了当时流民问题之严重，同时也说明政府解决流民问题的迫切心情。

明代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

规定，“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

③这可谓软硬兼施。成化年间（１４６５年）

，陕西平凉、延庆、庆阳等府百姓，“因年荒贼扰，逃移外郡十有七八”。由此导致了国家赋役征派的困难。明政府因而规定：“逃民近而知所向者，让原籍府县派人押还”

；“远而无定在者”

，通知该地区巡抚官员“勘实遣回”

④。另外，明成化初，“荆襄寇乱，流民百万”

，明政府下令驱逐。其中“弗率者戎边”

，因而“死者无算”

⑤。

①《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１。

②《明宣宗实录》卷６９。

③万历《明会典》卷２０。

④《明宪宗实录》卷５０。

⑤《明史》卷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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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强制性流民政策深刻地反映了统治者对流民的不满和不安心理。流民脱离封建管理系统，不纳钱粮，不承担赋役，引起政府的不满；而流民极易受反对政府势力的操纵，走上反抗统治秩序的道路，由此又使政府深感不安。所以他们竭力想尽快将流民重新纳入其统治力量所及范围。

六、以提供生产资料相吸引这可以说是吸引流民还乡的最后一个步骤。在许多情况下它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那些因灾离开家乡的流民，除土地、房屋以外的生产、生活资料外，可谓四壁皆空；而那些躲避赋役的流民因长期离乡，生产活动也无法组织起来。如果不对返乡流民的生产活动予以资助，使其迅速恢复自给能力，那么，流民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这一点，不少王朝也意识到了。

汉代宣帝地节三年（前６７）

规定，“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①。可见这是一种综合性的资助，东汉末年，关中流入荆州的“十余万家”百姓，“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

，而担心“无以为业”。

曹操接受部下卫凯建议，以官盐销售所得钱币购置犁牛等生产资料吸引流民。

因此，“流民果还，关中丰富”

②。

明行英宗时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田粮”

③。成化六年（１４７０年）规定：流民返乡，“每户给

①《汉书》卷８，《宣帝纪》。

②《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③《明史》卷７７，《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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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牛二支，量给种子，审验原业土地给与耕种，优免粮差。五年，仍给下贴执照。“

①这也是对流民返乡的全面资助。

七、流民返乡政策评价中国封建社会所采取流民返乡政策总的来说，是以利益导向为主，辅之以强迫性措施。那些颠沛流离、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流民，一旦获悉家乡生活环境改善，在政府优惠政策的鼓动下，是会踏上归途的。如果这项政策贯彻得好，那么其对流民的吸引力会更大。而流民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寻找到一块要好于家乡生活、生产环境的地方，得以安顿下来；再加上官府的控制力量薄弱，赋役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因此，他们宁愿在这里生存下去，并繁衍后代。官府返乡政策因而也不会收到多大成效。所以，一些王朝只好借助于强力。

流民返乡政策，说到底是封建国家对服役纳税人口的招抚，而由此也使大批生活没有保障的人得以返回故里，重新开始比较安定的生活，因而也可减少人口死亡，促进人口的生息增长。

第四节　流民财产处置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流民中相当一部分是拥有或多或少财产的。这些财产主要是房屋和土地。只是因为天灾人祸，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继续生活、生产的条件，不得不离乡背井。

而

①万历《明会典》卷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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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动产仍然留在原地，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无主”之户。那么对这些财产如何处置呢？如果因流民未能返回而长期抛荒，将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会影响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如果过早地将这些财产重新分配，会激起流民的不满，并使其归途由此中断。同时这也不符合封建政府对有产者利益保护的原则。

因而可以说这是当时社会一个敏感的问题。

对此，封建社会各朝往往根据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处置。

一、无条件地归还流民产业所谓无条件就是指流民只要返回家乡，原有产业即可归还。可以说这也是吸引流民还乡的重要措施。

南朝梁大同元年（５３５年）规定：流民还籍后，“旧业若在，皆悉还之”

①。大同七年（５４１年）武帝又下诏：“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还田宅，蠲课五年”

②。五代时后唐对流民财产所采取的保护性措施较好，一旦流民返回予以全部归还。

长兴三年（９３２年）后唐政府规定：“诸处凡有今年为经水涝逃户，庄园屋舍桑枣一物以上，并可指挥州县，散下乡村，委逐村节级邻保人，分明文簿，各管所在，不得辄令毁拆屋舍，斩伐树木，及散失动使什物等。

候本户归业者，却还原数，责令交付讫，具无欠少罪结状，申本州县。如原数内称有事欠少，许归业户陈状诉论，所犯节级并乡邻保人等，并科违敕之罪，仍勒备偿。或至来年春入务后，有逃户未归者，其桑

①《南朝梁会要》民政，复除。

②《南朝梁会要》民政，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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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土即许邻保人请佃，供输租税，种后本主归来，亦准上指挥，至秋收后还之。“

①这里首先肯定了原主流民对其财产拥有的权利不可剥夺，地方官及其乡邻，均有保护原主房屋田产等的责任。同时，这一规定又把一定限度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即流民出走后，无人耕种时可由其邻人代耕，产物除供官私租税外，余归耕种人。这样也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宋代初年，四川一带“久经兵火，百姓弃业避难”。当地官府将该流民之业作为旷土。

“权耕屯以给军食，及民归业，占据不还。”宋仁宗于景祜二年（１０３５年）下诏：“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所在州县屯官随即归还；其有违戾，许民越诉，重罪之。”

②可见，宋代对流民产业的态度是在流民仍拥有该产业的契券的前提下才予以承认并予归还，否则将不列为考虑范围。

元代对流民财产的处置也显得很宽大。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规定：“民户或困于公役，或逼于私债，逃窜失业，谅非得已，今后如有复业者，将原抛事产尽行给付，仍免一切拖欠差税。若有私债，权从倚阁，三年之后，依数归还。”

③

这里对流民私产持无条件归还态度，公债一律免除，而私债只是规定缓偿。这也反映了统治者对私产保护的一致性。元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成宗下诏指出：“逃移户违弃乡井，盖非得已，仰本管官司用心招诱复业者，……其原抛事产随即给

①《五代会要》卷２５。

②《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③《元典章》典章３，圣政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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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有昏赖抵占者断罪“

①。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元政府甚至作出这样的规定：流民“据原抛事产租赁钱物，官为知数，复业自给付。”

②由此表明，元代对流民私产的保护从政策上讲是认真的。

无条件地保护流民私产政策既表现了封建政府对流民的照顾，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整个私有权的保护。其积极意义是消除了流民返乡的后顾之忧。

不过因此也会带来消极因素，即虽然这种方式不影响他人的使用，但却对使用者的投资心理产生不利作用。因为他们可能担心田主随时会返回。

二、限制流民拥有财产的年限这种政策是指政府要求流民在一定时间返回。如在规定期内返回，其对财产拥有所有权；如超过期限，那么其所有权则要转移给新主。此处理办法实际是对第一种（既无条件还流民财产）方法的修改。实行这种政策的王朝一般对生产活动比较重视。

唐代高宗针对各地“逃人田宅因被贱卖”的现象，于永隆元年下记：“其逃人田宅，不得辄容卖买。其地在，依乡原例，租纳州县仓，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课。”

③唐代宗中期以后出现了逃户多、客民也多的现象。或者可以这样说。流民在其家乡被作为逃户对待，而在其流人地则又成为客民，由有产者变成无产音。这种现象进而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为了

①《元典章》典章３，圣政３。

②《元典章》典章３，圣政３。

③《唐大诏令集》卷１１０，《永隆元年训励风俗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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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逃户田被抛荒闲置。而客户又无田可种的状况，代宗于广德二年（７６３年）

作出了限制流民对其原有产业拥有所有权的范围和时间的规定：“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还，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

①。这实际是指对流民产业所有权的部分否定。

其积极意义在于它便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调动客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它同时也照顾到返乡流民的一些利益，即政府虽然不承认其对原有财产的所有权，但用其它方式予以补偿。不过，所补偿田地在地理位置、灌溉设施、肥瘠等方面恐将不如原有土地。流民的损失可能就在这里。唐宣宗时，这些政策又有变化。主要原因是：“天下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

，“被邻人与所由等计会，虽云代纳税钱，悉将所伐毁拆”

；流民“归复，多以荡尽，因致荒废，遂成闲田”。所以宣宗下诏：从今后，“如有此色，勒乡村耆老与所由并邻近等同田产人，且为佃莳与纳税钱。如五年内不来复业者，任便收租佃者为主，逃户不在理论之限”。同时还规定：逃户“屋宇桑田树木等，权佃人；逃户未归，五年内不得辄有毁除斫伐。如有违犯，据口量情科责，并科所由等不检校之罪”

②。

这项规定照顾到流民和继后耕种者双方的利益。

后周对流民财产的处置措施比较详尽。

周显德二年（９５年）正月规定：“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业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

①《唐会要》卷８５，逃户。

②《册府元龟》卷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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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田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这些土地的承佃者，”如是自出力别盖造到屋舍，及栽种到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

如五周年外归田者，庄田除本户坟莹外，不在交付。“

①此外，后周对其北疆地区的流民有特殊照顾措施。

这些地方，“自契丹离乱，乡村人户多被番军打虏向北”。后“多有百姓自番界回来，其庄田已被别户请射，无处归託。”

因而政府规定：“今后如有五周年内，其本主还来认识，不以桑土荒熟，并庄园三分中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同样，“承佃户如是自出力别盖造到房屋，及栽种到树木园圃，并不在给还之限。如十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本除本户坟莹外，不在交还。”

②

宋代对后周政策有所继承。前面曾谈到宋代交还流民产业的条件是流民持有契券。而即使如此，也需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宋仁宗时规定（天圣初）

：“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二年而后收赋，减旧额之半。”

③这个规定从字面上看，十年内还乡流民的财产全部归还。如果是这样，宋代的规定较之后周为优越。

南宋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

少卿方庭实上书说：“中原士民南奔并州十四年，出违十年之限及流徙僻远卒未能归者，望诏有司别立年限。”

④这表明宋代保留流民所有权十年的政策一直被坚持下来。此时作出新

①《五代会要》卷２５。

②《五代会要》卷２５。

③《文献通考》卷４，《田赋考》。

④《宋史》卷１７９，《食货志》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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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自新复降赦日为始，再期五年，如期满无人认者，见佃人依旧承佃。”

①。

即该期限延长为十五年。

这显然也是基于当时特殊情况的考虑。在不少地方，南宋政府并未拘泥于这项规定。如宋绍兴五年制订变通性政策，即潭、鼎、岳、沣、荆南归业之民，“其田民佃者，以附近闲田与之，免三年租税；无产愿受闲田者，亦与之。”

②

依据流民返乡时间远近作为其保有产业的政策，照顾到了国家、流民、承佃者三方面的利益。同时对那些拥有产业的流民也会产生心理压力，促使其尽早返乡。

三、流民产业不再归还政策这种政策多实行于改朝换代的战乱之后，原有产业的户主或者死亡，或者逃离。封建政府为加快荒田地的开发，普遍采取招垦措施，这实际是对原有田主所有权的否定。

明朝于建国初年就采取这种政策，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规定：“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已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已业，免徭役三年”

③。我们认为，这种政策的实行是新王朝权威的显示。夺取政权的新王朝最具体的权力显示就是重新分配土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当然这种政策实施的客观条件是荒芜土地较多。具体来说无主荒地较多。即它不完全是对有主土

①《宋史》卷１７９，《食货志》下１。

②《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③《明太祖实录》卷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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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再分配。

清王朝初期也有类似的政策。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

规定：“宜严禁阻挠，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

①

需要指出，从表面来看，这种政策似乎对流民复业产生不利，实际从大环境上讲，则是对流民开垦荒地的鼓励。因为她否定的是个别有产流民的土地所有权，而肯定的是大多数流民对无主荒地的开垦权利，是促使闲散百姓重新附着于土地、载名于户籍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措施。

四、流民产业政策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流民产业政策既是对流民财产所有权的调整，也是对国家经济的调整。

通过对流民财产所有权的调整，封建国家可以借此吸引流民重新回归家乡，实际是重新回复到封建秩序之中。由此实现一种双向交流，即政府承认流民的产业所有权，而流民则认可政府对其所拥有的管理权。

封建政府对流民财产权拥有时间的长短所作的调整，既考虑到封建社会私有制的特征，也注重到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从后者出发。封建国家不可能对流民土地所有权作永久保留，即使在同一朝代也是如此。当然各个朝代对此所持方针也有温和与激烈之分。而决定的因素取决于，在一个时期究竟拥有财产的流民多，还是无产者多。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往往采用倾向有产者，以宽容的态度吸引流民

①《清圣祖实录》卷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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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回籍；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政府则敢于实行否认产主利益的政策，以土地的普遍再分配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五节　流民招抚政策

封建社会政府对流民的招抚政策主要表现为，不强求流民返回原籍，或者在流动处所将其就地安置，或选择有荒芜土地的州县让流民前往开垦，或组织他们参与其它谋生活动。

同时这也是让流民在本籍之外重新附籍的措施。

对那些无地、少地的流民，或来自自然条件较恶劣地区者，这项政策尤具吸引力。

一、耕垦或招抚在封建社会，组织流民耕垦既可提高他们的生活自救能力，又可使封建国家以新的方式获得服役纳税人口。在宋元以前，各地普遍存在荒芜土地，因而，组织流民耕垦也成为封建国家采用最多的招抚政策。

汉代每遇大的灾害，总会引起大批百姓离乡谋生。汉政府在无力将其驱回原籍时，便以赐田作为吸引其归业的措施。

甚至统治者将一些皇家苑池之地也贡献出来。元风二年（前７８年）春正月，汉昭帝下诏。

“罢中牟苑，赋贫民。”

①这些“贫民”实际是流民。地节二年（前７８年）

，宣帝下诏，“池未御幸者，假与贫民。”

②初元元年（前４８年）春正月，汉

①《汉书》卷７，《昭帝纪》。

②《汉书》卷８，《宣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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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令“以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赁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①这年四月，关东“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元帝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

②东汉王朝继续贯彻这一政策。建初元年（７６年）七月，章帝下诏：“上林池　田赋与贫人。”

③永初元年（７６年）

，安帝“以广城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永初三年（７８年）

安帝又下诏：“鸿池假与贫民”

；“上林、广城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

④这里，帝王为招抚流民归业可谓尽心尽力，但同时也反映了两汉统治者所建造、霸占的田园之多。既然帝王将游乐宝地都贡献出来了，那么对其他荒闲无主土地就更不会吝惜了。东汉明帝和平九年（６６年）四月下诏：“郡国以公田赐贫民各有差。”

⑤元和二年（８６年）

，章帝指出：“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以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

⑥由此可见招抚流民耕垦荒闲土地是两汉政府社会救济的重要内容。

晋代，江西一带拥有大量良田，因灾歉，原有耕作者投奔他处。晋元帝接受后军将军应詹建议，“简流人，兴复农官”。并且，实行“功劳报赏，如魏氏（即曹魏）故事。一年

①《汉书》卷９，《元帝纪》。

②《汉书》卷９，《元帝纪》。

③《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④《后汉书》卷５，《安帝纪》。

⑤《后汉书》卷２，《明帝纪》。

⑥《后汉书》卷２，《明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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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

①同时在寿春一带“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

②。可见，组织流民参与耕垦成为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

后晋天福八年（９４３年）石敬塘下诏：“自灾沴以来，户口流散，如归业者，切在抚安，其浮客人户，有桑土者，仍收为正户。”

③后周时，沿边百姓，“适因灾沴，遂至流亡。”他们“抛弃乡园，扶携老幼，未有安泊之地”。因而它规定：“沧、景、德管内，甚有河淤退滩之土，蒿莱无主之田，颇多膏腴，少人耕种，可令新来百姓，量力佃莳，”并且令“所在关津口岸不得阻滞。”

④

北宋、南宋荒芜土地甚多。因而招抚流民垦殖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

至道年间（９５—９９７年）

，太宗接受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建议：“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受田土，收附版籍。”同时，所附州县“未得议其差役；乏粮种者，令司农收官钱给借”

，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

⑤这表明宋政府试图通过此途将流民和浮客变为国家的佃户，以达到直接增加其赋役人口的目的。宋仁宗时，“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

⑥。所以天圣

①《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②《晋书》卷２６，《食货志》。

③《五代会要》卷２０。

④周太祖：《抚恤沿边民数敕》，《全唐文》卷１２３。

⑤《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⑥《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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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１０２３—１０３２年）

，“帝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

①并且这些措施也收到一定成效。如京西唐、邓一带地区“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后经地方官招集，“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

②

元代虽然加强了人口的行为控制，而对流民归业也有支持性政策。元大德九年（１３０５年）二月成宗下诏：“往年流民趁食他乡，不能还业者，所在官司常加优恤，有官田愿种者，以便给之，并免差税三年。”

③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荒芜土地减少。因而，统治者对流民于外乡归业不甚支持。

不过，在两朝统治初期，仍贯彻了招民耕垦的政策。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朱元璋甚至表现出很宽宏的举动。他说：“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即今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

④清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年）

，为加速经济恢复，政府今各省“兼募流民，编甲给照，垦荒为业”

，并且“毋预征和派，六年后按熟地征派。”

⑤

组织流民于外乡耕垦，在一定程度讲，是把这种流动性人口变成迁移性人口。与迁移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并不是把百姓从其原籍有目的地组织至荒芜地区开发，而是拦截流民

①《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②《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上１。

③《元典章》典章３，圣政２。

④《明太祖实录》卷２０８。

⑤《清史稿》卷１０，《食货志》。

— 465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５４。

于道途，以此作为解决流民问题的手段。同时，这种利用政策也包括了对一些流民在某些地区自发性垦殖行为的承认。

然而对此，统治者往往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由此可以表明，流民是封建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

二、将流民编入兵伍这也是封建政府利用与控制相结合的政策。

所谓利用，在于用流民弥补封建国家军事力量之不足；而控制则在于借此束缚流民中的桀骜之辈，减少流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最先将流民编入兵伍者当数东汉末年的刘焉政权。

当时，军阀混战，南阳、三辅民数十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益州兵’。”

①

这一政策尤为北宋、南宋统治者所重视。

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年）十二月，神宗令京东路招募河北流民，置教阅厢军二十指挥②。元符元年（１０９８年）因河北发生大水灾，宋政府招募流民，在大名府等二十二州“创置马军广威、步军保捷”两军③。另外，富弼任青会知州时，河朔大水。流民至京东，约数十万。富民除采取救济措施外，从中为朝廷“募而为兵又万余人”。

④数量可谓不少。南宋嘉熙二年（１２３８年）。

理宗接受吴潜之言，利用流民力量抗击元军，从十余万流民中择强

①《后汉书》卷２５，《刘焉传》。

②《宋史》卷１８７，《兵志》１。

③《宋史》卷１８７，《兵志》１。

④《宋名臣言行录》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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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二万为兵①。另外，金朝大安之年，完颜永济令山西流民少壮者充军。

②明洪武四年（１３７９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吴王左相靖海侯关祯“籍温、台、庆元方民遣兵及兰秀山流民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分戍各卫。”

③

封建时代，人们从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食粮机会。

流民没有生活来源，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加入兵伍也未尝不是一个暂时摆脱饥饿困境的办法。而对统治者来讲，从流民中募集士卒要较平时在地方招募容易得多。

三、流民入籍政策这里的入籍主要指各朝对流民于归业之地入籍的政策。

实际上，政府组织流民耕垦就包含着让他们于垦殖地入籍的内容。这里，我们再将政策作专门说明。

汉代流民的入籍政策较宽。这和当时的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各地尚有大批荒芜土地未尽开垦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统治者的务实政策有关。汉鸿嘉四年（前１７年）

，关东地区“水旱为灾，”流冗者众“。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关，辄籍内“

④。东汉永平二年（６０年）和元初元年（１４年）

，政府以诱赏方式让流民自占。颜师古解释说，“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也。”

⑤实际就是让流民于所流处地入籍为编户。

东汉永初二年（１０９年）政府甚至有“流民欲占者人一级”的

①《宋史》卷４２，《理宗纪》。

②《金史》卷１４，《宜宗纪》。

③《国榷》卷４５７。

④《汉书》卷１０，《成帝纪》。

⑤《汉书》卷８，《宣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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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①这是鼓励流民入籍的措施。

南朝梁对流民入籍与否采取完全任其自愿的态度。天监十七年（５１９）规定；流民“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

②

明代，政府的流民入籍政策比较复杂。明初，凡逃亡民户官府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

③明英宗时规定：“凡逃民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回还者，许就所在官司报籍，三年一体当差。”

④嘉靖九年世宗要求各地方：“查勘各属流民，置有产业，住种年久者，准令附籍当差，其余各省令回籍生理。”

⑤万历《明会典》（卷１９）

“附籍人户”中有这样的规定：“今后大造之年，各该州县如有流民在彼寄住年久，置有田产家业，不愿还乡者，有照流民事例，行文原籍查勘明白，许令收造该州县册内，填入格眼，照例当差纳粮”

；但不许提为畸零等项名色及破调容隐，作为贴户，查出依律治罪。还有，“其不愿入籍者就令还乡，仍行该州县安辑得所，免其杂泛差役三年。”

⑥可见，明代对流民入籍的主要条件有两项：一是置有产业，二是居住年久。

而这两项条件又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流民作为无产者进入一个新的地区在短时期内是难以“置有产业”的。不过，明代政府这一政策并没有被真正贯彻，明

①《后汉书》卷５，《安帝纪》。

②《梁书》卷２，《武帝纪》。

③《明史》卷７７，《食货志》。

④《明英宗实录》卷８９。

⑤万历《明会典》卷１９。

⑥《明会典》卷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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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对荆裹流民的驱除显然并没有按照上述原则办事。

清代也只是在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

规定：“凡外省新旧流民俱编入册籍，与土著一体当差”。清初还规定：“饥民转徙，得入籍占田”

①。清初以后内地严厉的保甲措施对流民入籍予以限制；而在边疆地区，对自我组织前往开发的百姓清政府也视为流民加以驱赶。

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对流民的入籍存在着前松后紧的特征。唐宋以前，各地荒芜土地较多。鉴于流民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政府比较重视对流民的组织，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其入籍不甚控制。明清以来，在流民入籍问题上，统治者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因而即使有些地方仍存在大量未开垦荒地，政府也设法予以限制。

第六节　流民政策评价

中国封建社会各朝政府对流民问题十分重视，从上面的论述中已可看到。实际上，在封建社会各种社会问题中，流民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流民是一种重灾民，即天灾人祸造成灾民的出现；而流民一般又多为灾民中生活更困难者。因而他们敢于冲破封建户籍制度的控制，为生存而奔走。

这同时意味着流民行为对封建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

不过这还不是冲突性的破坏。封建政府也意识到流民问题不及时解决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那些在流民面前还能正

①嘉庆《四川通志》卷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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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转的封建政府，都会努力调动其力量来设法抑制流民范围的扩展。

一、流民问题的抑制性措施对缓和社会矛盾具有积极意义。

上面曾谈到，流民就是陷入困境中的灾民。流民行为本身就具有对现存控制秩序否定的意义。而这是他们为争取生存采取的措施。当他们通过乞讨的手段也无法获得生活资料时，其进一步的选择就是抢劫。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政府方面的救助就成为缓和这种紧张局面的唯一有效手段。

（二）

流民的招抚政策使国家重新获得编户齐民，为灾后的恢复提供了人力条件。对于那些迫于自然灾害和战争之祸而出走他乡的流民来说，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返回家乡。政府以食物救助和减免赋役的政策来吸引流民，加快了他们与土地重新结合的进程，更进一步也为新的户籍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三）流民的迁移政策成为我国人口布局调整的主要方式。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流民问题更多地出现在传统耕作区。

这些地区往往也是人口稠密区。

由于人均占有土地的减少，直接造成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降低。

百姓日常生活常有不虞之感，仓储更显不足。

在自然灾害中，他们要想生存只能逃往他境。

对此，一些王朝的政府也有认识。

他们采取因势利导之策，将其迁至荒芜土地比较多的地区垦种。这样，既使流民得到救助，又使国家人口稀少地区的居民得到充实。

二、流民政策的不足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在处理流民问题上更多地不是从民生

— 470

。

０６４。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角度出发，而是从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着眼。因而其政策表现是：重在控制而轻于疏导。

（一）

将流民驱回原籍是政府采用最多的形式，即使那些已在他乡寻找到新的生存之地者也不例外。在政府看来，流民出走他乡，既减少了其原居地的户口，使国家失去了服役人丁；又增加了外境户口控制的难度，形成人口管理上的混乱。所以，只要有可能，政府总是把驱逐流民返回家乡作为最终目的，甚至不惜采取强硬措施。而这种驱逐又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即政府与流民之间矛盾的加剧。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与流民的之间的冲突由这种原因产生。这就是，流民寻找到新的耕作之地得以定居下来，而政府视他们为逃避赋役者而不接受其选择，要予以强行驱赶；流民为了保护已拥有的利益而组织力量反抗，政府又选将遣卒前来镇压。因此，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流民与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冲突。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冲突的责任完全在政府身上。

（二）

封建政府对流民的招抚重在让其重新成为国家的纳税服役之民。

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

对那些逃避赋役的流民尤其如此。这一点就连一些帝王也不得不承认。明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

，直隶保定府博野县流民“初复业者诣阙言：有司督征所逋粮刍甚急，无所措办，乞姑缓期。”宣宗指出：“比下诏，凡逃民复业者，令有司绥抚，免其征徭，乃不体朕意，又督责之；不能安生，乌得不逃？”

①明正统二年（１４３７年）

四月，巡抚河南监察御史苑恪上奏指出：

①《明宣宗实录》卷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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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

“归德、陈州、项城、鹿邑逃民五百四十余户，先已寄籍。近闻官司取勘，仍各逃移。”

①这也表明，中央的流民招抚政策在地方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

（三）在封建社会，天灾所造成的流民常有不可避免性。

而赋役沉重使流民逃亡，其责任则完全在政府一边。从这一角度来讲，封建政府也是流民的制造者，宋代仁宗康定元年（１０３９年）欧阳修上奏指出：“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悉言。请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

②明代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户都尚书葛守礼奏言：“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者，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而征派不均也。夫田亩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

今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故民弃田以避役。“

③因而可以这样说，由自然灾害所形成的流民问题较容易解决，而由社会矛盾所造成的流民问题却很难在短时期解决。因为后者与封建政府掌握人丁、利用人丁、招抚人丁的目的联系在一起。

（四）

封建政府对流民问题的解决能力也十分有限。

对由灾害而导致的大规模流民更是如此。饥民因灾害而出走，这本身就说明封建政府仓储能力的不足。而流民在外乡，政府所能救助的物资也很有限。所以不少流民或颠仆于道途，或埋骨于荒野，而真正获得救助生还于家乡者是其中一部分人。

①《明英宗实录》卷２９。

②《续资治通鉴》卷１２９，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

③《明穆宗实录》卷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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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讲，饥民从家乡逃出，只是延缓了死亡的时间。

因而对灾荒流民的最有效的救助还在于建立充足的粮食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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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人口救济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

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导致供给人口生存的消费品数量（主要是粮食和衣物）经常处于不足状态。因此，对于大多数人口来说，封建社会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社会。

而且在这一历史阶段，自然灾害频仍，战乱迭起。由此直接干扰了农业活动的进行。百姓本来就感不足的生活条件会更显窘迫，乃至他们成为嗷嗷待哺的灾民、饥民。具体到某一个家庭，除了要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外，还要受其成员自身变化的制约，如劳动力的强弱变化以至丧失等等。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某种社会力量的支持，那么就会使陷入困境中人口的生存受到威胁，甚至会大量死亡，导致封建国家赋役人口的减少，更进一步会使封建经济产生衰退。

同时，在社会财富分配贫富悬殊的情况下，会激化有产者与无产者，生计有保障者与无法生存者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各朝政府比较注重采取各种形式的救济政策，并以此作为稳定统治基础的手段。

第一节　自然灾害下的人口生存救济政策

自然灾害一直是对我国人口的生存威胁最大的因素。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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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以前，我国人口的分布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南朝时渐趋江淮，然而，直到唐末，我国人口的分布中心并没有越过长江。到明清时，华北、中原仍是我国主要的人口稠密区。因此，可以说，自先秦到明清，黄淮地区一直是我国人口主要的分布区。而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又以春旱、夏涝为主要特征，对农业生产经营非常不利。一当灾害发生，农作物很容易出现歉收，甚至绝产的局面，给人们的生计带来困难。我们作此分析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社会救济的责任非常重大。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论。实际上，在农耕经济下，无论黄淮，还是江南，人口的生存环境均受到自然灾害的干预。在一定条件下，他们都需要得到外界的救济。

一、食物性救济政策食物性救济主要是指封建政府为解决受灾百姓的生活问题而采取的紧急对策。而生活性救济政策的核心是粮食等物资的提供。那么，封建政府为此实行了哪些政策？

（一）开仓赈济这是指政府将位于灾区的官仓打开，向灾民发放粮食、衣物。此种方法也是封建时代最普遍的救济措施。

汉高后六年（前１８２年）

，天下旱蝗，政府发仓庾以赈贫民①。北魏太和十六年（４８９年）

，州镇十五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

②宋代，“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

③明

①《史记》卷１０，《文帝纪》。

②《北史》卷３，《魏本纪》卷７７。

③《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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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规定：“凡遇岁饥，先发仓廪赈贷，然后具奏。”

①这表现出统治者对救灾的急迫性有足够的认识。

然而，在许多王朝，官仓的开启之权似乎并不掌握在地方官手中，而是在皇帝诏谕之下，由特派大使去行使。这既是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的反映，也是最高统治者借此敛取“爱民”

、“善政”

之誉的手段。

董煟对此解释说，“人主身居九重，每患下情不能上达，故遣使。”

②这当然也是一种目的。

汉元帝初元二年（前４７年）

，关东大饥，“齐地人相食”。

元帝下诏：“民有菜色，已诏使吏虚仓廪，开府库赈救，赐寒者衣。”

③而这种赈济的及时性无疑会降低。三国魏黄初二年（２１年）

“冀州大蝗，多饥”。文帝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赈之”。

④隋开皇十七、十八年间（５９７～５９８年）

，山东频年霜雨，百姓“所在沉溺。”

开皇十八年（５９８年）

，“天子遣使，”

“困乏者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

⑤可见，从另一角度来看，天子所派大使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对于官仓谷物的调剂会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因为其使命就是开仓赈民，由此可减少完全依赖地方官所造成的扯皮、推诿现象。宋代还在诸路设置常驻性的赈灾大使，“一有水旱，而诸司悉以上闻，”

⑥制订对策。

①万历《明会典》卷１７。

②《救荒活民书》卷１。

③《汉书》卷９，《元帝纪》。

④《救荒活民书》卷１。

⑤《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⑥《救荒活民书》，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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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无论是地方官开仓放粮，还是特使持节散赈，在封建社会这是最有效的救济措施。

因为相对于其它方法，这项措施能在较短时间内实行。

不过，这项政策的贯彻前提是，灾区官仓存有可供赈济的粮食，否则将会是无源之水。

同时，在大灾之年，本地官仓有限的积蓄难以满足受灾人口的需求。

因而只好借助于其它办法。

（二）调剂外地粮食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饥民遍野。当地府库所存粮食对于众多的受灾人口来说，可谓杯水车薪。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从产粮区或无灾区调运粮食等物品。这个方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救济的主要政策。

隋唐以前，粮食调剂多在黄淮各地之间进行。汉初元元年（前４８年）

，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①魏青龙二年（２３５年）

，关东大饥，明帝运长安粟五百石斛输于京师。

②因为当时的都城设于关东地区的洛阳。由于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优势还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南方一些地区受灾时，还需从北方府州运粮救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年）

，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邑乘船”。文帝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数百万斛“赐五郡遭水民。”

③

隋唐以后，随着社会中心的南移，江南地区谷物生产量

①《汉书》卷９，《元帝纪》。

②《晋书》卷１，《宣帝纪》。

③《南朝宋会要》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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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因而不仅官僚、军队的消费开始仰仗南方；而且救济北方灾民的谷物也从南方大量调运。唐时，关中由于“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①宋代规定，其救济程序首先立足于本地仓储，“不足，则遣使驰傅发省仓，或转漕粟于他路。”

②而转漕来源主要是江南地区。

元明清时期，江南漕米在救济中的作用更显重要。横贯南北的大运河成为一条畅通无阻的运粮道路（其中元代海运占较大比例）。

如果在北方地区灾害发生时才转运东南之粟，无疑会形成远水不救近火之势。所以这些朝代往往以截漕作为一项迅速便捷的措施。截漕就是将正在行进中的运粮船队拨往距灾区最近的口岸，再转给灾民。明代洪武、永乐及其它时期，遇灾除发放预备仓外，“又时时截起运。”

③清代，通过截漕，“赈粜频施，远近生民，赖以存活者，不知凡几。”

④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

，山东受灾，皇帝“差户部贤能司官驰驿速往截留漕运尾船米五十万石，”交与山东地方官，赈济灾民⑤。清朝官员曾统计，康熙年间共截漕粮２４０万石，雍正时为２９０余万石，乾隆前２３年内达１３２０余万石⑥。

但这不是说，隋唐以后，调剂东南之粮，成为唯一的接济灾区人口的手段。事实上，北方地区之间的中产区与灾区

①《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３。

②《宋史》卷１８，《哲宗纪》。

③《明史》卷７８，《食货志》２。

④《清经世文编》卷３９，户政。

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１。

⑥《清高宗实录》卷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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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粮食调剂一直在进行。特别是各地所建常平仓存储的官米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

（三）施粥之策向灾民施粥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采取的赈济措施。这种政策多是在突发性灾害中，官府所采取的临时性策略。

东汉兴平元年（１９４年）三辅大旱，献帝派侍御史侯汶“出太仓来豆，为饥人作糜粥。”

①这实际是早期的旋粥救济方法。宋代施粥政策很普遍。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年）

，真宗下诏，“淮南给饥民粥，麦登乃止。”

②宋仁宗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令“开封府界诸县作糜粥以济饥民，诸灾伤州军亦如之。”

③金承安二年（１９７年）因雪灾，章宗将一千石米赐普济院，“令为粥，以食贫民。”

④天兴元年（１２３２年）

，金政府“赐贫民粥。”

⑤在封建社会的救济活动中，施粥往往是一种辅助性措施。因而它不象发粮政策那样普遍。所以并不是每个朝代都采取这种措施。如明代，“赈粥之法自世宗始。”

⑥

相较以上各朝，清代对施粥政策比较重视。清代一些地方官所定救荒策规定：“饥荒已极，不能赈米，当设法施粥。”

并且要“因里设粥厂。”因为粥厂如果过分集中，劳饥民“远行”

，“恐半途仆毙。”

同时粥厂管理也要加强，即由专人管理，

①《后汉书》卷９，《献帝纪》。

②《宋史》卷８，《真宗纪》３。

③《宋史》卷９，《仁宗纪》。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⑤《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⑥《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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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施粥三次①。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

，清政府特遣大臣前往直隶赞皇等４２州县向饥民发米，“各州县煮粥赈济。”

②

我们认为，对受灾地区的人口来说，施粥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即当地官府拿不出较多的粮食来向灾民发放，用施粥之法可收到以较少的粮食救助较多人口之效。同时在大灾之年，借此也可等待外界援助的到来。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施粥具有缓解灾情的作用。

（四）救济办法的具体实施中国封建社会对受灾人口的救济有多种形式，政府往往根据灾情轻重来确定其采取哪一种方式。

１、向灾区人口无偿提供粮食等物品。

这种方式主要针对受大灾地区的人口。不过，对其粮食的提供也是有一定标准的。

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１００年）

，“舞阳大水，赐被水尤贫者谷，人三斛。”

③永寿元年（１５５年）南阳发大水，“坏败庐舍，亡失谷食，”对尤贫者，政府给廪，“人二斛。”

④那么一斛为一个什么量制呢？按《汉书。律历志》（上）载：“十升为斗，十斗百斛。”另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统计，东汉时一升为当代０。

１９８１升，那么１斛为１００升，相当于现在１９。

８１升，合今斗不足两斗（今一斗为１２斤）。两斛才近４８

①《清朝经世文编》卷４１，户政，荒政。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③《后汉书》卷４，《和帝纪》。

④《后汉书》卷７，《桓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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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可见当时的“人三斛”

，“人二斛”

，只能勉强满足灾民两三个月的生活需要。

唐朝政府所提供给灾民的救济史籍中较少人均数量的记载，即多为救济总量。唐贞元八年（７９２年）十二月，德宗下诏，“赐遭水县乏绝户米三十万石。”

①贞元十年（７９４年）七月，蔡、早、光三州“春水夏旱”

，政府“赐帛五万段，米十万石，盐三千石。”

②宪宗初即位敕令：“申、光、蔡、陈、许两道比遭亢旱，宜加赈恤。申、光、蔡，赈米十万石，陈、许五万石”

③。

宋代基本上以人为单位分配救济粮。

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

，政府赈济扬州饥民，“人米一斛，十岁以下者半之”

④。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９年）

，真宗下诏：“赐秦人被水粟，人一斛。”

⑤

皇祐元年（１０４９年）十一月，仁宗下令：“河北被灾民人以及笃疾不能自存者人赐米一石，酒一斗。”

⑥宋代的一升相当现代０。

６４１升，１斛则为６６。

４１升，６。

６４１斗，约８０斤。较汉代的救济量为高。另外，一石为１０斗，１０斗为１００升，合现在６６。

４１升。从这一点来看，宋代一斛与一石之数一样。

明清时对赈济数量的规定更加明确。

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确定：“灾伤去处，散粮则例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

①《旧唐书》卷１３，《德宗纪》。

②《旧唐书》卷１３，《德宗纪》。

③《旧唐书》卷１４，《宪宗纪》。

④《宋史》卷１，《太祖纪》。

⑤《宋史》卷７，《真宗纪》。

⑥《宋史》卷１１，《仁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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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与。“

①明代，１升约合现在１。

０７３７升。

由此可见其斗量也较现在为大。

经计算，大口六斗为７７斤，小口三斗为３７斤。这个标准为两个月口粮所需。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

，明政府又将一些地区的赈济数减少：“苏松等府水渰去处给米则例，每大口米一斗，六岁至十四岁六升，九岁以下不与。每户有大口以上者，止与一石。”

②清朝较明朝有所增加。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规定，“山东省被灾，动谷散赈，大口月给谷三斗，小口月给一斗五升，各给三月。”

③

就现有材料来看，清王朝的赈济措施较为得力。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

，江南沿海地区受灾。清世宗令督抚负责赈济，“定议大赈三次，每次以一月为期”

；后又认为“二三月间正青黄不接之时，尚须筹划接济，资其力作，庶可无误春耕，著再加赈四十日。”

④当然，各地灾情不同，所获粟米也不一样，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规定，地方如遇水旱，即行抚恤，先赈一月，再行查明户口。受灾六分者极贫赈一月，连续抚恤两个月；受灾七八分者，极贫加赈两月，共抚恤两个月；次贫加赈一月，共两个月；受灾九分者，极贫加赈一月，被灾十分者，极贫加赈四个月，连续抚恤共五个月；次贫加赈三个月，共四个月。“

⑤同时还规定，“地方连年积歉，抑或灾出非常，得将凡属应行赈恤事宜，该督抚因时因地妥议题明，除

①《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②万历《明会典》卷１７。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１，户部。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１，户部。

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１，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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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被偏灾，照例赈济外，其有不能照常办理者，或将极贫加赈自五六月至七八月不等，次贫加赈自三四月至五六月不等。“

①这里所提到的受灾分数是按毁伤程度（特别是庄稼、人畜等财产毁伤情况来确定；而极贫、次贫是按受灾人口的家庭财产来估算）。

由此可见，清代的赈济政策有其可肯定之外，即一个地方受灾后，首先普赈一个月（不分其分数及家庭贫富，因为自然灾害会给一个地区的每个家庭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

，然后再进一步确立救济对象。

２、以粜粮为特色的救济政策粜粮是政府将官仓所储米谷按平价卖与受灾百姓。这种政策多适用于那些灾势已经显露端倪，粮食开始短缺，物价上涨，百姓生活已感拮据，但还没到饥寒交迫的地步。特别是在逐渐发展的旱灾产生时，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如果政府能及时采取措施，则可控制灾情，减少人口的流亡。

政府粜粮与灾民必须以较雄厚的仓储为后盾。不过在常平仓建立之前，这项措施并没有得到有力贯彻。或者可以这样说，隋唐之后，粜粮救济才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隋开皇五年（５８５年）

，隋政府“运山东之粟，置常年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

②唐德宗贞元十四年（７９８年）

，“以岁凶谷贵，政府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开场粜以惠民。”

③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年）

，政府又出太仓米１８万石，粜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１，户部。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旧唐书》卷１３，《德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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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京畿诸县①。元和九年（８１４年）

，因“谷贵”

，宪宗令“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以惠饥民。”

②可见，隋唐时的粜粮规模很大，不过范围却不广。

唐代主要集中于京师一带，那些居于穷乡僻壤的百姓便无缘享受到粜粮之惠政。

宋代粜粮政策得到较普遍的实行。诸州岁歉时，平粜常平、惠民诸仓粟成为重要救济手段③。神宗即位以后，“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粜便司、广惠仓粟以赈民。”

④南宋绍兴二十九年（１５９年）

诸处守臣拨常平仓米二分赈粟⑤。

绍兴三十一年（１６１年）

高宗让临安府并属以常平米“减时价之半，赈粜十日”

⑥。咸淳七年（１２６５年）度宗下诏“以咸淳三年以前诸路义米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余石减价发粜”

⑦。由此表明宋代粜粮规模之大。

元代对粜粮救济政策奉行不贷。至元二年（１２６５年）益都大蝗饥，世祖命减价“粜官粟以赈。”

⑧嗣后至元二十四年七月（１２８７年）真定路饥荒，政府又发沿河仓粟与灾民。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

“胶州连岁大水，民采橡而食”

，世祖命减价粜米。

⑨需要指出的是，元政府于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

①《旧唐书》卷１３，《德宗纪》。

②《旧唐书》卷１５，《宪宗纪》。

③《宋史》卷１８，《食货志》６。

④《宋史》卷１８，《食货志》６。

⑤《宋史》卷１８，《食货志》６。

⑥《宋史》卷１８，《食货志》６。

⑦《宋史》卷１８，《食货志》６。

⑧《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⑨《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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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京师设置正规的赈粜机构，分遣官吏发海运米，减时价粜与贫民：“凡白米每石减钞五两，南粳米减钞三两”

，“岁以为常”。成宗元贞年间（１２９５—１２９７年）

，“以京师米贵，益广其制，”所设粜米之肆由３所增至３０所，发粮７万石粜卖，成宗时年粮达５０万石。

①从中可见漕运米在粜粮政策中所起作用。

明清时期除了继承前代的粜粮救济政策外，特别重视截漕米赈粜，清代尤其如此，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年）

，清政府截留湖北漕粮四万五千石分发淮安等处平粜“以济民”。

这种举动可谓成为清王朝救济黄、淮和华北地区之灾的惯常做法。

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对产漕粮地区屡施宽大之政。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

高宗巡游南方时，降旨让江浙等省“每年各截漕粮十万石，以资平粜之用。”

②漕米平粜在明清社会救济中起到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粜粮之政也是封建社会救济人口的有效手段。

３。赈贷性质的救济政策赈贷即官府贷谷物和钱给灾民，到一定期限再让其还予官府。

赈贷谷物对于那些因灾而处于拮据状态的百姓来讲，较之接受粜粮，更易得到益处。因而这一政策也得到广泛的推行。

这一政策在汉代即开始实行，西汉本始四年（前７０年）

，因粮食减产，宣帝遣使者到各地“赈贷因乏”

，为解决官仓谷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５，户都，蠲恤。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５，户都，蠲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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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４。

物之不足，宣帝号召“函相以下至都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

①。

需要指出的是，在隋唐以后，借贷和平粜政策一样，基本上都仰仗于官仓——常平仓和民间仓库——社义仓。这两项工作可谓互相使用。

唐宪宗元和六年（８１１年）

，“以京畿民贫，贷常平仓粟二十四万石，诸道府州依次赈贷。”

②赈贷在不少情况下也会被放免，即不再归还。

元和七年（８１２年）

，宪宗下诏：“其元和六年春赈百姓粟二十四万石，并宜放免。”

③

宋代地方荒歉时，“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赈给之，无分主客户”

④。或言“粜给借贷责之常平。”

⑤宋淳化二年（９１年）

，太宗下诏：“永、兴、凤翔、同、华、陕等州岁旱，以官仓粟贷给百姓，”

“人五斗”

⑥。这表明贷粟也有一定数量限制。明代，“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

⑦明朝洪武年间，孝感发生饥荒，朱元璋令地方官：以预备仓赈贷，并派特使赶往监督。

同时指示户都：“自今岁饥，先发仓庚以贷，然后闻，著为令。”可见赈贷在明朝救济中的地位。并且明朝的赈贷之粮来自预备仓。“

⑧

①《汉书》卷８９，《宣帝纪》。

②《旧唐书》卷１４，《宪宗纪》。

③《旧唐书》卷１４，《宪宗纪》。

④《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

⑤《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

⑥《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⑦《明史》卷７８，《食货志》２。

⑧《明史》卷７８，《食货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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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直接赈济、粜粮、贷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受灾人口实施食物救济的三种主要方式。而这三种方式在各个朝代，往往是穿插使用，同时又互有侧重。直接赈济政策实行于受大范围、突发性灾害威胁的百姓，是对灾民生活乃至生存帮助最大的救济活动；而粜粟则对被逐渐发展的灾情困扰的人口起到安抚作用；贷粟实际介乎于两者之间，在重灾和轻灾面前，封建政府都可能采用。这三种方式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封建国家的国力。

二、货币救济政策在食物之外，货币救济也是封建政府一项政策。

不过，货币救济的根本目的还在于让受灾者用钱去购置生活用品。那么为什么封建政府不直接以钱购物来实施救济呢。

实际上，历代王朝所提供给灾民的粮食等物品中，有不少是通过中央拨款来购置的。而有的王朝在此之外，仍向灾民提供货币。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作为私有制社会，封建王朝的贫富差距十分明显。灾害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粮食储存的多少，大土地所有者往往在灾荒之年仍有大批粮食囤积。同时，受灾地区的商业仍然存在。灾民得到政府所赈货币，即可购买其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二是发放货币是一个比较便捷的救灾手段。政府可能只用较少的人力就可把几百万钱发至灾民手中，而把数千上万石谷物交给灾民，则需花相当时日，特别是从外地转运粮食时，尤其如此。不过，一当出现大规模的灾害，特别是洪涝之灾，发放货币对受灾者来讲没有什么裨益。正因为放钱赈济具有局限性，因而它不是封建社会普遍采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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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北宋天圣七年（１０２９年）六月，湖北大水，仁宗令三司刑部郎中钟离瑾为河北抚使，让其“所至发官廪以赈乏。其被溺之家，见存三口者，给钱二千；不及者半之。”

①这表明，对受灾者给钱与放粮是同时进行的。

淳熙十二年（１８５年）

孝宗诏以緍钱四十万赈恤在京军民，宝祐元年（１２５３年）理宗令出緍钱二百万救济杭州城军民②。发放货币在城市具有客观条件，辽、金政权都实行过这一政策。

元代发钞救济之法比较普遍。当然也是和放粮相伴而行的。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年）八月，山西平阳、太原地震，成宗遣使前往，分道赈恤，放钞９６５００余锭③或言，“元之世，凡卫士贫乏及灾饥，皆以粮钞赈之。”

④足见，粮食和货币成为元政府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至顺元年（１３０年）中书省指出：“迩者诸处民饥，累常赈救，去岁赈钞百三十四万九千六百余锭，粮二十五万一千七百余石。”

⑤那么钞的发放数量以人平均应为多少呢？元代资料很少有具体说明。至顺元年（１３０年）

，中原一带大饥，灾民达“六十七万六千户”

，一百一万二千余口。

政府发救济钱“九万锭，”

⑥１０人不到１钞。

后至正二年（１３４３年）

，杭州发生火灾，受灾者二万二千余户，

①《救荒活民书》卷１。

②《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③《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⑤《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⑥《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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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发钞户一锭①。

明朝初年也实行发锭之制。

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

，朱元璋下令山东灾伤处，户给钞５锭②。此后则以赈米为多。唐朝为钱粮并行。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

，云南、贵州新入清朝版图，政府发银十五万两赈济穷民。这显然有笼络之意。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

，清政府拨户部库银三十万两赈直隶饥民；③三十年（１６９１年）

，陕西二十七州县灾，政府拨山西银二十万两赴陕充赈。可见，同粮食一样，官府库银也可以互相调拨，表现出中央政权的作用。关于给银数量也没有统一标准。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

，淮扬等府受灾，政府发江苏布政司库银十万两充赈，“大口月给银三钱，小口半之。”

④

我们认为，货币救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措施实行。但在灾区大的生活环境不被破坏的情况下，诸如民间物资供应渠道尚存，灾民还可在原有家庭居制中勉强维持生计等。这种救济对于解决灾民目前困难会起到帮助作用。

三、医疗救济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医疗水平很低。在自然灾害中，疾病、瘟疫往往相伴而生，给饥寒交迫中的灾民生命带来很大威胁。

民间行医者少，药物不足，使诸多受灾人口得不到救治而致残、

①《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②《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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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４。

致死，因而政府的医药性救济措施，对减少百姓的死亡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派遣医疗特使前往灾区这主要指在灾区疾病、瘟疫流行和发生伤损时，皇帝派御医前往巡诊。东汉元初六年（１９年）

，会稽大疫，安帝派光禄大夫率太医“循行疾病。”

①北魏延昌元年（５１２年）

，肆州因地震，导致百姓“死伤甚多。”

宣帝遣太医、折伤医前往，“并给所需药就疗。”

②唐贞观十年（６３６年）

，关内、河东疾病流行，太宗命“医药疗之。”

③北宋淳化三年（９２年）

，宋太宗令太医署良医“视京城病者，赐钱五十万具药，中黄门一人按礼之。”淳化五年（９４年）

，“都城大疫，太宗分遣医官煮药给病者。”

④

一些地方官也能在本辖区受灾时，或亲身或组织行医者予以治疗。东汉建武十四年（３８年）

，会稽大疫，当地督邮钟离意，“独身隐亲，径给医药，所部多所全活。”

⑤清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

，河南开封、归德、汝宁府属一些州县百姓在入夏之后，“偶受时气”流行之害。河南巡抚鹿祐令“该地方官延医制药，普门施救”

，结果“渐次消弭。”

⑥

在封建社会，皇帝遣御医巡诊灾区也只能是在疫、病、伤

①《后汉书》卷５，《安帝纪》。

②《北史》卷４，《魏本纪》。

③《旧唐书）卷３，《太宗纪》下。

④《宋史》卷５，《太宗纪》２。

⑤《后汉书》卷４１，《钟离意传》。

⑥《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２册，档案出版社，８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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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严重情况下才有可能。这种方式也只表明皇帝对此类灾情的重视，并以此来推动地方的救治工作。因为仅靠几名御医是不会解决很大问题的，只能籍此起到倡导作用。

（二）致送药物即中央遣派使者携带药物发给受灾者。

在疾疫流行时，患者所需多为常用药物。而众多普通百姓却难以获得，因此常仰赖外界支持。

东汉时，遇地方疾疫流行时，皇帝多派使者携药物赶赴灾区。元嘉元年（１５１年）

，京师疾疫流行，桓帝派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

①建宁四年（１７１年）

，地方大疫，灵帝派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②这一做法也被南朝政府所采用。元嘉四年（４２７年）

，京师疾疫发生，宋文帝“遣使存问，给医药。”

③

唐天宝初，玄宗亲撰广济方，发予州县，“救人急患。”

以此作为对疾病的防御性措施。开宝五年（７４６年）

，玄宗担心“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闾阎之内或有不知，倘有医疗失时，因致夭横。”所以他下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条录，出村坊要处榜示。”

④目的是使百姓家喻户晓，提高自治、自救能力。在医疗状况落后的条件下，这种做法带有普及医药知识的性质。

①《后汉书》卷７，《桓帝纪》。

②《后汉书》卷８，《灵帝纪》。

③《南朝宋会要》，本纪。

④《唐大诏令集》卷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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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

宋朝的做法类似唐朝，并且政府常将药和药方一并发与灾民。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９年）

，真宗令医官院处方并药“赐河北避疫边民。”

①庆历年间，宋仁宗“哀病者乏方药”

，因而向全国颁发“庆历善救方。”

②

明清统治者也把赐药方作为一项重要救济措施。明代嘉靖皇帝还亲为灾民配制药方，名叫“如意饮，”

“每药一剂，盛以锦囊，盖以嘉靖钱文，为煎药之费。”

③清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

，京城内外百姓，为“时疾所染，却”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弊者。“道光皇帝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等机构，”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

④

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整体医疗水平不高，而中草药的使用传统却很深厚。

这些药物对于教治急性传染病有很好疗效。

统治者对此加以利用，并组织、推广。所以这也是减少百姓死亡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建立医疗机构，救治灾民和无钱治病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政府并没有建立公共医疗机构，仅有的医院实际是皇家的私人医院。

除特殊情况外，其并不对百姓开放。

北魏永平三年（５１０年）

，宣帝下令，“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医救疗”

；并要有关部

①《宋史》卷５，《太宗纪》。

②《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６。

③张瀚：《松窗梦语》卷５。

④《许乃济奏议》，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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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集诸医工，惟简精要”者参与这项工作①。可见该馆带有早期医院性质。

唐代玄宗因考虑到“远路僻州，医术全少，下人疾苦，无可恃赖”的状况，于天元十一年（７５２年）下令，“天下诸州县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禄事，每州写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

②可以说这是封建社会政府较早普遍设立的医疗官员，或者可称其为准医疗机构。

宋代正式设立地方惠民药局。这当可称为一种比较正规的医疗机构。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１５１年）

，高宗令诸州建惠民药局，官给医书③。

惠民药局的责任是，“疗贫民疾病。”

④金代也有此举。天兴二年（１２３３年）于京城设惠民局，“以太医数人，更直病人，官给以药。”

⑤这里，太医俨然成为惠民药局的门诊大夫。

元代对惠民局设置较重视。

元太宗九年（１２３７年）

，元政府“始于燕京等十路置惠民局。”

⑥“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调，所设良医，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给钞本，亦验民户多寡以为等差。”其中腹里３７８０锭，河南行省１１５０锭，湖广１１５０锭，辽阳、四川、陕西均２４０锭，江西３００锭，江浙２６１５锭，云南、真郥１１５００索。元成宗大德三年（１２９

①《北史》卷４，《魏本纪》４。

②《唐大诏令集》卷１１４，政３。

③《宋史》卷３０，《高宗纪》。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⑤《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⑥《元史》卷９６，《食货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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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

年）五月下诏指出：“贫民疾病，失于救疗，坐待其弊，良可悯焉”。故他认为设惠民局“庶使贫乏疾病之人不致失所。”

①

由此可见惠民药局之宗旨。

明代于洪武四年置惠民药局。

②宣德二年（１４２８年）

规定：“天下军民贫病者，惠民药局给与医药。”

③这说明明代惠民药局的设置也有一定普遍性。否则其不能承担起向“天下军民”致送药物之责。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政府一向以“惠民”相标榜，对惠民局之设却不重视。

客观地说，封建政府通过设立药局，由专人负责，作为常设机构，不断地向灾民和疾病者提供药物，能够减少百姓的死亡。然而，其设立范围比较集中，最低到路府一级，并且人数有限。对于方圆数百里的百姓并不能起到多大救助作用。再加上有些朝代不时中断，官吏办理不认真，就更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四、人口迁移救济政策迁移救济政策也为中国封建社会许多王朝所采用。中国自秦王朝统一和西汉王朝对疆域的拓展后，版土更加广大。

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宋元以前，人口分布的此盈彼虚状况十分明显。因而当一个地区发生自然灾害时，中央政府有可能将灾区人口迁移至较富庶的未受灾地区。另外，迁移救济多发生在灾情严重，政府无力就地对灾民进行钱粮援助之

①《通制条格》卷２１。

②《国榷》卷４，太祖洪武四年，４１９页。

③万历《明会典》卷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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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一）移民于富裕地区就食所谓就食，本意是指让灾民到未受灾地区去解决生活问题。

这一政策早在先秦时期，就成为统治者的一项救济措施，《周礼》载：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谷。

①

汉代中原、关中是人口稠密区，而四川、江南尚处于初期开发阶段，人口稀少。移灾民就食于这两地是汉代迁移救济的一个特色。汉高祖二年（前２０５年）

，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于是刘邦下令灾民“就食蜀汉”

②。关中在地理上距蜀汉较近。与此同时，山东（汉代主要指广大中原华北地区）常遭受黄河水患，“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受灾范围达一二千里。刘邦下诏：“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

③

北魏政府对迁移就食也很重视。永兴、神瑞年间（４０９—４１６年）

，关中地区“频有水旱”。明帝令“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北魏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

，魏全国春夏大旱，代地尤为严重，再加上牛疫流行，“民馁死者多。”孝文帝下诏，各地开仓赈贷，并“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过给粮廪，所至三长赡养之。”

④可见其对灾民就食的组织工

①《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②《汉书》卷１，《高祖帝》上。

③《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④《通典》卷１，《食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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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

作做得很细。

隋唐继续奉行这一政策。

开皇五年（５８５年）

，关中大旱，百姓饥馑。隋文帝令官员买牛驴６００余头，分给灾民，“尤贫者，令往山东就食。”

①由此给救济者提供了“交通工具”。

唐代明确规定，地方“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

②因而它形成了一种制度。总章三年（６７０年）

，唐全国４０余州发生旱灾和霜虫灾，“百姓饥乏”。高宗下诏，灾民可“任往诸州逐食。”

③开耀二年（６８２年）

，“河南、河北大水。”

高宗再下诏，“许遭水处往江、淮已南就食。”

④可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才会主动放弃对百姓的人身控制。

需要指出：唐代还有这样一种政策：即皇帝带头就食。

“唐西都岁不登，关中之粟不足以供万乘。皇帝荒年则幸东都。”所以“自高宗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时，且有逐粮天子之语”。后来“元宗溺以苟安，不出长安。”

⑤

金代、元代也实行过此政，金大定三年（１６３年）滦州饥民，“流散逐食，甚可矜恤”。世宗命地方官员将灾民“移于山西，富民赡济”

；并“于道路给食。”

⑥同年他还下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⑦。

元代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

，

①《资治通鉴》卷１３６。

②《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③《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④《旧唐书》卷５，《高宗纪》下。

⑤《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⑥《金史》卷６，《世宗纪》。

⑦《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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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迁曳提即地贫民就食河南①。

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

，中央又移八八部曲饥民就食甘州②；同年十二月，徙瓮吉剌民户中贫乏者就食六盘③。

可见，移民救济规模较大的要数隋唐以前各朝。这也与上述王朝的人口分布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人口控制上的灵活姿态。明清时期较少采取此项政策，并且常把受灾谋生的百姓视为流民加以驱逐。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朝代除边疆之外，内地的空余土地已不多见，没有条件接纳就食之民，同时也表明这两朝的政治统治加强了。

总之，移民就食不同于灾民自己漫无目的流亡逐食，而是官方事先确定好就食地区，甚至沿途给与一定的照顾的转移。事实上这是一项很有成效的救济措施。虽然，这种迁移本是临时性的，然而，只要有可能，不少人则在就食地定居下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迁移者。汉初刘邦对就食江淮地区的百姓就有此规定：其（指就食百姓）

“欲留，留处。”

④

（二）将受灾百姓迁移至条件较好的地区耕作谋生。

这一政策与就食救济不同之处是，在实行之初，政府把灾民作为一种迁移人口来对待。如果说就食迁移是比较急迫的迁移活动的话，那么，移民耕作则相对和缓一些。它多是把那些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百姓生计难以保证，并常常给政

①《元史》卷９６，《食货志》４。

②《元史》卷１５，《世祖纪》１２。

③《元史》卷１５，《世祖纪》１２。

④《汉书》卷３０，《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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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４。

府带来救济压力地区的人口迁移出去，以图达到治本的目的。

西汉和东汉政府为此所作努力值得一提。汉初的移民就食实际已包含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汉代明确提出移灾民开垦谋生是在汉景帝时。景帝元年（前１５６年）下诏指出：“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

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軗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①。这表明，汉代自此放松了对那些因贫困、灾伤，在原地不得谋生，而欲迁至外乡百姓的活动限制。不过，这种迁移也多是在政府组织下进行的。元狩三年（前１２６年）

，“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武帝首先派使者“虚郡国仓癐以振贫民。”

然“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

于是“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达七十余万口。其“衣食皆仰给县官，”官府“假以产业。使者分部护之”

②。这说明，迁移灾民对封建政府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救济办法。元和元年（８４年）章帝下诏指出：“自牛疫以来，谷食连少”

；“其令郡国募人之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埫，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同时还规定，“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

③来去自由，条件可谓优厚。东汉永初年间（１０７—１１３年）

，天下“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所以安帝下令，”尤贫乏者，徙置荆、扬熟郡，既省转运之费，县

①《汉书》卷５，《景帝纪》。

②《汉书》卷３０，《平准书》。

③《后汉书》卷３２，《樊宏传附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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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百姓各安其所。“

①

在以后的王朗，除了国初百废待兴时，采取上述措施外，一般控制百姓的迁移耕垦行为。

五、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生存救济政策评价上面我们就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百姓的生存所采取的救济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实际上，各个王朝具体的救济措施不止这些。但主要不外乎此。那么，如何评价这些政策呢？

我们认为，对封建社会救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必须加以肯定。

１、生存救济措施挽救了一部分百姓的生命。

在农耕经济下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在我国地理气候条件下的旱涝等天灾，往往波及范围广，损失重。受灾者的生存资料，特别是粮食，出现严重的短缺乃至枯竭。政府的救济则在相当程度上为灾民提供了生存希望和可能。而由此存活的灾民数量在各朝也不一样。但有一点却是无疑的，即那些官方仓储丰富、地方官贯彻救济政策得力的王朝，救济成效更明显些。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兴盛王朝在相当程度上与其良好的救济政策给百姓创造的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有关，由此更进一步促使人口增长。

２、生存救济政策缓和了紧张的社会关系。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众多饥民可谓在死亡线上挣扎。如果灾民不能通过正常手段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救助，那么他们很容易走上靠偷、抢等非法行为获取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官方的适时救济，则会

①《后汉书》卷３，《章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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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４。

使百姓生感激之心，稳定其浮噪、绝望的情绪，成为封建国家的良民。

３、政府的救济使地方保留住一支恢复生产的队伍。

在封建社会，受灾人口在当地无法生存时，其第一反应就是逃离家园，到外乡谋生，以至加入流民队伍。国家的救济措施则可使灾民放弃这一选择。一旦灾害消除，他们即可投入到恢复生产的活动之中，进而继续承担国家的赋役负担。

我们在评价封建国家救济政策的优点时使用了保留性的语言，意在表明这一时期对百姓所采取的救济措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因而没有取得它本应取得的成就。

１、封建官僚的懈怠和舞弊行为限制了政府救济作用的发挥。我们从下面事例可以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东汉兴平元年（１９４年）

，汉献帝令侍御史侯汶用太仓米豆为饥民煮粥，然而却没有收到救济之效。百姓“经日而死者无降”。献帝怀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

①在京城皇帝脚下，赈济官员尚敢舞弊，于外乡更可想而知。由于封建行政管理上存在种种漏洞，缺乏对赈济过程的监督，所以很容易出现贪脏枉法官员。当然，也有不少以仁政为怀的官员会去尽心尽力地恪守职责。

２、封建社会的救济的具体过程存在重形式、轻实绩，重近城、轻远乡的问题。封建时代交通落后，救济物品多集中于城镇，众多饥饿百姓难以赶赴几十里，乃至上百里去领赈粮、赈粥。并且赈济活动多由特派使者负责，他们往往匆匆

①《后汉书》卷９，《献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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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匆匆而去，难于对赈济对象有确切的了解，只是将钱粮发下而已，并没有使真正的饥民获得救助。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赈饥遣使”得人，“则民不劳矣；若其不可者，饥非一邑，而生死之命，悬于旦夕，施之不急，则未能远遍，而馁者已死矣。施之急，则甫下车而即发金粟，唯近郭之人得踰一分而沾濡，而远郊不至，且府吏里胥，党不籍之游民，未尝饥而冒受。大臣奉使尊高，不与民亲，安能知疾苦之为何人。而以有限之金粟，专肉白骨邪！此徒费国而无救于民之大病也。”

①

３、封建社会的救济活动多开始于灾害已成之后。

在当时信息传递缓慢的情况下，中央更是在灾民死亡、流徙时才制订出救济方案。因而真正获得救济的只是灾民中的一部分。

４、封建国家的国力就如同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庭，只能应付一般性的灾害，在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面前，百姓并不能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他们的选择是，或者坐以待毖，或者流亡他乡，或者成为强盗。在每个王朝的末期，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总之，我们认为，封建社会的救济政策虽然未使全体灾民获得生存的机会，然而，由此也为社会保留了必要数量的人口，进而成为国家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并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①见该书卷２１，《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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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第二节　劝赈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的劝赈政策是指政府鼓励和奖励私人对受灾人口的救济。这也是统治者借以弥补其财力、物力不足而采取的措施。

一、以爵位相劝以爵位相劝带有卖官鬻爵的味道。但由于劝赈的结果能增强政府的救济能力，因而也为不少王朝所采用。

我们认为，以官爵劝赈的滥觞是秦国曾实行过的输粟拜爵之制，以此作为其重农政策的一部分。汉代武帝时又加以扩展。即当时的输粟拜爵是与统治者的富国强兵政策相连的，以后进而扩大到赈济活动之中。

西汉永始二年（前１６年）

，关东“比岁不登”。

皇帝下诏：“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赈赡者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若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亦迁二等，民补郎；十万以上，家无出租赋三岁；万以上一年”

①。这表明，汉代捐钱和粮均可享受赐爵待遇。在西汉，爵不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而且“得高爵与免罪”

②。因而，以爵位劝赈具有一定吸引力。唐代肃宗时，“百姓残于兵盗，料至钱七十”

；甚至鬻籺为粮。因而

①《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②《汉书》卷２４上，《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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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乞食者属路”。

于是肃宗下诏：“能赈贫民者，宠以爵秩”

①。

宋代也有此规定：“富民出钱粟，酬以官爵”

；同时规定“若举放以济贫乏者，秋成，官为理偿”

②。南宋时，内外用兵，国家经济凋弊，所以政府赈给贫穷之力不足，“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

，并称其为“权宜不得已之策”

③。

赐捐赈者爵位，对封建政府来说并不付出什么代价，而却能因此救活不少饥民，可谓一举多得。在国家救济力量不足的封建社会，这未尝不是可行之举。

二、以官职相劝以官职相劝较之爵位相劝更具吸引力。唐代此项劝赈政策并不十分明确。元和十二年（８１７年）宪宗下诏：“以定州饥，募人入粟受官及减选、超资”

④。所以这也被统治者作为劝赈的手段。

宋代官位劝赈实行较多，南宋尤为突出。

绍兴元年（１３６年）

，高宗下诏：“出粟粜米者各有差”。其办法为，“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副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与进武校尉；二万石以上，取旨优赏；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

⑤。

这种劝赈的办法是让处在灾区的富户直接将所存粟谷平价或低价粜卖与灾民。而官府则予以协助，掌握其捐粜数量，然后以量定赏。乾道二年（１７１年）

，湖南、江西旱，政府再立

①《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②《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上６。

③《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上６。

④《旧唐书》卷１５，《宪宗纪》下。

⑤《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上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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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格“以劝积粟之家”

①。该规定为：“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限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进士补迪功郎。

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资；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资；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

五千石以上，文武臣并取者优与推恩“

②。

足见其规定之具体，赏赐之广。景定二年（１２６１年）

，政府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诱人入京贩粜，并指示“赏格比乾道七年加优”

③。但具体内容不甚清楚。不过从中可见宋代劝赈方式之多。

金代贞祐二年（１２１３年）

，京中“贫民阙食者众”。

宣宗令有关官员制订“权宜鬻恩例格”。

如能“赡给贫人者”

，官员可以“进官、升职”

；“丁忧人许应举求仕”。结果，“入草粟各有数，全活甚众”

④。

元代对此也很重视。

元政府规定：“所有人户能施米赈饥，减价准粜者，量其多寡，赏以官爵”

⑤。泰定二年（１３２５年）

九月，元政府又将这项政策具体化了：“募富民入粟拜官，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从九品。”

⑥当

①《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上６。

②《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上６。

③《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上６。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⑤《吏学指南》外二种。

⑥《元史》卷２９，《泰定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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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江南、山东人中“已有能奉行者，随即受命作官人矣”

①。至顺二年（１３１年）

，益都路民宋德让、赵仁，各输米三百石赈济胶州饥民，结果被依例授官②。

明代政府以官位劝赈政策实行于中期以后，并且所受多为散官。

宪宗时的捐纳条例规定：“军民纳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

③。至弘治年间，劝赈成为政府救灾的重要手段。

所以当时吏部尚书王恕指责说：“比年来一遇灾歉辄行捐例，则人既以财进身。

欲其砥廉隅为循吏，岂可得也“。

④所以孝宗曾于弘治五年（１４９２年）下令“停纳粟例”。明武宗时又定为：“富民纳粟赈济，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

⑤，较宪宗时提高一级。

世宗时为增加激励性，更改为“捐谷”多者授官正七品⑥。清代的政策是：“缙绅士民有敦任恤之风者，遇岁之不登或输粟或输银，籴谷或助官拯饥，或依官价减等粜，或利及亲婣，或施乡里，由州县而官而习道而督抚为表其间，视所输之多寡，以为差等。

过二三百石者以闻于朝，官予纪录，民予品衔。

以旌奖之。“

⑦这表明清政府在劝赈中，一般不予实衔。乾嘉年间，安徽寿州绅士孙蟠、孙克任先后捐银九千余两。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

，仁宗下令：孙蟠由原捐知县衔赏道员衔，孙克

①《元史》卷２９，《泰定帝纪》。

②《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③《明史》卷７８，《食货志》卷２。

④《续文献通考》卷４３，选举卷１０。

⑤《明史》卷７８，《食货志》卷２。

⑥《明史》卷７８，《食货志》卷２。

⑦乾隆《大清会典》卷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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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则由原捐布政司理问衔加给同知衔。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

，孙蟠、孙克任再捐一万六千余两，“煮粥赈济”。仁宗命地方官“就近颁给匾额，并加赏大缎二匹，以示鼓励”。

①

由上可见，政府以官职、官衔劝赈时，注意将所予职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即以低品官职或官衔为主。这恐怕是政府担心开口过大，会影响正常的选官制度的进行。同时我们也可发现，具有条件响应官方这一劝赈号召并非一般的富民。

宋元规定的低限标准多在千石以上，明清时期也在数百石以上。而这往往需要百亩、数百亩，乃至千亩地的收入。由此足以说明，所谓的富民，实际是当时的大地产者。

三、以功名相劝在隋唐以后的科举时代，功名也成为人们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因而它也被政府用作劝赈的方式。而较普遍地实行这些措施的主要是明清王朝。

明宪宗时捐纳条例规定：“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

②然而这些政策曾受到时人指责，认为它会“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趋于柩”。所以明政府一度停止执行。但官府仓储不足，救济能力有限，所以又不得不开捐，并将其扩展到其它用途之中。史载，明中期后，“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又率往例行之，讫不能止”

③。清代也有捐监政策，不过所捐只是一种入监资格（实际明代后期的捐监也多为资格之捐）。

同明代一样，清代的捐监也从赈灾扩大到其它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４０３，礼部、风教。

②《明史》卷２８，《食货志》。

③《续文献通考》卷４３，《选举考》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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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之中。除监生之外，清代政府还赏予赈灾贡献大的人以举人衔（嘉庆以后才见实行）。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

，直隶省南部各州县缺雨歉收，该地绅士捐银买米，设厂煮赈。其中南官县廪生齐如骧捐银１２００两。嘉庆帝认为此人“急公好义，尤为可嘉”

，加恩赏给其举人，并准许他参加会试①。

不过这种功名赏赐没有广泛推行。

四、以名誉相劝封建社会是一个重名分的社会，而名分又与社会地位相连，在民间社会尤其如此。所以，名誉性劝赈也能激发一些人的赈济热情。

元代劝赈以授予官职为主，而对于其中“不愿仕者”

，政府则“旌之”

②。

“旌”即为旌表，或立牌坊于门，或赐匾额于室。明代武宗时规定：富民出千石以上赈济者，政府表其门。

世宗时的政策则分设不同档次，即“义民出谷至二十石者给冠带”

；捐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③。冠带是对个人的名誉性奖励，而立坊则是对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表彰。明代还规定：“若民家能自收养至二十口以上者，给与冠带”

④。清代劝赈中也以名誉性奖励为突出。

其主要政策为：“凡士民或养恤孤贫，或捐赀赡族，助赈荒歉……实于地方有裨益者，八旗由都统具奏，各省由督抚具奏，均选册送部；捐银至千两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５，礼部，贡举。

②《元史》卷２９，《泰定帝纪》。

③《明史》卷７８，《食货志》。

④万历《明会典》卷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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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或捐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给予‘乐善好施’字样“

①。

当然，这种名誉中也包含某种具体价值。明代规定：“敕奖为义民，免本户杂役”

②。不过，总的来说，给予捐赈者以名誉是封建政府最廉价的劝赈政策。然而，对捐献者来讲却有重要意义。可以这样说，此种方式是统治者对当时社会人们的心理和价值标准的巧妙利用。同时，这也反映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有“济贫”和“崇善举”的行为基础。

五、其它劝赈政策中国封建社会被统治者普遍运用的劝赈策略主要为以上数种。

不过，在一些王朝还有一些特殊性的政策曾被采用过。

这里有必要一提，金朝曾有贱户捐赈可免为良民之规。贞祐二年（１２１４年）

，为救济京城饥民，政府规定：“监户入粟可以为良”

③。明政府在景泰四年（１４５３年）规定：“纳米可以赎罪”。其内容为，“囚犯于缺粮州县仓纳米赈济，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徙减三分之一，递减至笞罪为五斗”

④。

六、劝赈政策评价劝赈政策是封建国家本身粮食储备不多、无力承担救济责任时对社会力量（或称民间力量）的发动。说穿了，劝赈政策的实现是平民或作为个体的官员与封建政府（最高统治

①光绪《大清会典》卷３０，礼部。

②《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③《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④《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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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作的一笔交易。因为它给双方带来了利益，并最终使灾民受惠，所以，较之政府说教式的鼓动要有效得多。因而劝赈尽管带有卖官鬻爵性质，其目的还是值得肯定的。

《元史》作者对此评价说：“夫入粟补官，虽非先王之政，然荒札之余，民赖其助者多矣。”

①

由于响应劝赈者多为身在灾区，或接近灾区的富户。因而，由他们参加赈济要较之官方调粮赈济容易收到实效。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地理上的优势，使救济之粮迅速发放给灾民。并且有些义民往往亲身参加这一过程，不象官粮较多地受到胥吏的染指，因而也可提高赈济水平。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富民与穷者的矛盾可在某种程度上缓和。

同时也要看到，劝赈，特别是以官位相劝也会产生副作用。它使财富与官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为吏政的败坏埋下隐患。另外，在封建时代，劝赈政策往往扩大化，即封建政府在军事征讨、兴办河工、甚至筑宫建殿时都可能采取劝赈措施，并由粮捐变为钱捐，从而加速封建政治的腐败进程，导致新的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三节　特殊人口群体的救济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自然灾害中涌现的大量灾民需要救济外，一般年景下也总有一批衣食不足的人口存在于社会。

他们寄希望于政府的救助。还有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统治

①《元史》卷９６，《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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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其加以救济，一方面可以减少其生存困难；另一方面则可把某种道德、伦理精神贯彻进去，以此作为引导社会风俗趋向的方式。

一、对鳏寡孤独者的救济政策鳏寡孤独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是较其他社会群体生存困难的群体。因为他们中以老幼为多数。这部分人不仅缺乏自给自足的谋生能力，而且由于其家庭结构的不完整，来自亲属的赡养也极少。因而社会救济显得非常重要。

（一）对鳏寡孤独的基本救济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对鳏寡孤独的救济政策出现较早。可以这样说，许多封建王朝不管其能否做到，却都在政策上规定了照顾他们的条文。

《管子。入国篇》载：先秦时，“凡国都有掌孤，凡孤幼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亲戚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这里对孤幼者主要鼓励其亲朋收养，而国家予以协助。

汉代的救济政策比较健全。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前１２８年）对鳏寡孤独的救济标准同“年九十以上”的高年老人一样，即“帛人二匹，絮三斤”

①。汉宣帝地节三年（前６７年）

下诏指出：“鳏寡孤独，朕所怜也”。所以要求地方二千石官僚“严敕吏谨视遇，毋令失职”

②；“贫不能自存者，国家给其粟”

，“人五斛”。

③三国魏政权的政策更显优惠：“吏民男女，

①《汉书》卷６，《武帝纪》。

②《汉书》卷８，《宣帝纪》。

③《后汉书》卷１，《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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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官方廪食终身“

；若年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政府抚养“至十二止”

①。

南北朝各政权也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南朝梁普通二年（５２１年）

规定：“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

②。同年武帝还下令于京师置孤独园，使“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

③。这种方式类似于当代的托幼所和养老院。但在当时恐怕只能是个样板，不大可能推广于地方。北魏则让社区三长负起照顾之责。太和十年（４８６年）政府下令，孤独等“贫穷不能自在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④。

唐代太宗时将鳏寡数量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个指标，即“鳏寡少者进考，如增户法”

⑤。这可能从鳏寡的婚配角度考虑较多。不过由此也可增强其生活自理能力。唐德宗实行两税法时，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恂独不济者”

；并严令，“敢有加叙，以枉法论”

⑥。这实际是对鳏寡孤独社会负担的免除。

宋代明确规定：“凡鳏寡孤独等人”

，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如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之以官屋；并以户绝财产充其用，不限月；以乞丐法给米豆，不足则以常

①《三国志》卷１，《魏书。武帝纪》。

②《梁书》卷３，《武帝纪》。

③《梁书》卷３，《武帝纪》。

④《魏书》卷１１０。

⑤《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⑥《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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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钱“

①。天圣七年（１０２９年）仁宗还规定：天下孤独疾病者，致医药存视②。

元代政府制订的鳏寡孤独政策很详细。元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有这样的条文：“鳏寡孤独老弱不能自存之人，仰所在官司支给养济粮”

，并让各地方每处立养济院一所，有官房者用官房，无官房者建造一所，“专一收养”

③。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元政府规定：鳏寡孤独“仰所在官司常加存视，除常例依粮请给外，虑或不足，仰中书省酌量添给”。中央后定为在原有二两基础上，添中统钞一两。并且，如“遇天寿圣节，每名支给中统钞二两，永为定例”

④。另外，元代还有济众院，“以处鳏寡孤独者”

，政府给其粮和柴薪⑤。

明清时这方面的政策也不少。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朱元璋下诏：孤寡者，“官养之，毋失所”

⑥。。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

，朱元璋又说：“吾在民间，目击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乱离遇此，心必恻然……郡县其访求无告者给屋舍衣食”

⑦。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

，明政府规定：“贫民鳏寡孤独者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

⑧。可见，明朝初年鳏寡孤

①《宋史》卷１７８，《食货志》上６。

②《宋史》卷９，《仁宗纪》。

③《元典章》，《典章》３。

④《元典章》，《典章》３。

⑤《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⑥《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⑦《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⑧《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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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所享受待遇之高。另外，明代内地普遍设有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等人。即地方州县一级均设有这种机构。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年）

还把这一政策扩大至沿边地区，“各边卫设养济院、漏泽园”

①。清朝初年于个别地方设置养济院，以后才逐渐扩至全国。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世宗强调：各处养济院所有鳏寡孤独等人“有司留心以时养赡，毋致失所”。

②清代养济院的救济标准为每人每年钱３。

６两左右，或米３。

６石左右③。这个标准基本能满足收养者日常生活需要。

我们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对鳏寡孤独者的照顾政策是认真的。由于这些政策多靠地方官去执行，所以有些王朝还制订了处罚性条令，即对不认真办理者予以惩处。如元朝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规定，地方官对“应收养者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仰御史台按察司计点究治”

④。明代有“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

⑤的政策。清代也有类似规定。那么，是不是封建社会的鳏寡孤独者都得到收养呢？或者他们都受到国家钱粮的照顾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真正获得救助者，是他们中的极贫者，并且其中相当部分已经外出流浪、乞讨，才引起官府的注意而予以收养；或者是其中居住城填及其附近地区者。那些栖身于僻乡陋隅者，终年乃至终身不离

①《国榷》卷５。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６９，户部，蠲恤。

④《元典章》典章三，圣政。

⑤《明会典》卷１３４。

— 513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３０５。

本土者，不大可能成为政府救助的对象。另外，我们从官方所设孤贫数量限额上也可窥见一斑。明代歙县养济院所设孤老名额如下：天顺八年（１４６４年）１２名，成化七年（１４７１年）

３３名，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

４４名，成化十三年（１４８７年）９名①。清代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

，广西镇安府所属州县孤贫各为４名，②而一个州县的孤贫者远不止这些。如果再加上地方官不认真落实，那么就难发挥其作用了。明永乐二十二年（１３８９年）

，太宗指出：“皇考（指朱元璋）临御数诏，有司存养鳏寡，郡道皆有养济院。比闻率是文具，居屋败坏，肉粟布絮不以时给，而守令不以为意”

③。可见，地方官如不重视，又没有有效的监督，那么政策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然而，总的来说，封建社会这一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毕竟减少了一部分鳏寡孤独者的困难，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救济作用；同时避免了一些人因自给不足而可能造成的死亡。并且，在一些朝代，即使个别州县一级所收养的孤贫者显得不多，而具体到一省的总数却也有一定规模。如清代乾隆时直隶共收养７２８５名，山东５３５６名，福建４１８９名，广东４６７６名④。

（二）临时性赐赏政策临时性赐赏即谓并非制度性的政策。这项政策一方面具

①弘治《徽州府志》卷５。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６９，户部，蠲恤。

③《明仁宗宝训》卷１１。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６９，户部，蠲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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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象征意义，即封建政府以此来表现其对鳏寡孤独者的关心；另一方面，对那些遭遇自然灾害、生活更为困难的鳏寡孤独者来说，这项政策也能给其以很大帮助。

１。

派遣使臣赴地方存问鳏寡孤独。

汉代政府实行这一举动较多。元狩六年（前１１７年）

，汉武帝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

①。

汉宣帝于地节四年（前６６年）

，遣大中大夫十二人“循行天下”。他们虽负有多项使命，而“存问鳏寡”是其主要职责②。这以后的王朝，派特使存问鳏寡孤独的政策比较少了。有些王朝偶然行之。辽代保定八年（９７６年）

，景宗“遣五使廉问四方鳏寡孤独及贫乏失职者，振之”。

③

２。

特赐鳏寡孤独粟帛等物品。

特赐就意味着这不是经常性的活动，而多作为改元、皇帝登基等喜庆活动中的一项内容。东汉明帝永平元年（５８年）

，因改元，赐“鳏寡孤独无能自存者谷，每人五斛”。

④南朝齐建元元年（４７９年）

，也因改元，皇帝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每人五斛⑤。这项政策为不少王朝所承继。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不例外。金太宗二十九年（１８９年）

，章宗继位后下诏：“赐鳏寡孤独，人绢一匹，米一石”

⑥。

①《汉书》卷６，《武帝纪》。

②《汉书》卷８，《宣帝纪》。

③《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考》３。

④《后汉书》卷２，《明帝纪》。

⑤《南朝齐会要》，民政。

⑥《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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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制订向鳏寡孤独倾斜的灾害救济政策。所谓“倾斜”

，是指一些王朝在救济时，注意将鳏寡孤独作为重点救济对象。

汉宣帝黄龙元年（前４９年）

，关东地区“谷不登，民多困乏，赐鳏寡孤独帛二匹”

①。

东汉建武六年（３０年）

，各地水旱蝗虫为灾，刘秀下诏：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贫不能自养者，“二千石勉从循抚，无令失职”

②。

“无令失职”实际是指不使其生计无着落。元代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年）

，京师米贵，出现饥荒。世宗下令，“减米直粜”与饥民，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给之”

③。这显然是对后者的特别照顾。在自然灾害中，鳏寡孤独者生活自救能力最差，因而他们更需要得到外界的救助。政府将他们作为重点救济对象，是减少死亡、提高救济效率的最好办法。

（三）鳏寡孤独救济政策评价对鳏寡孤独实施救济实际使封建政府抓住了社会救济工作重点。

需要指出，在鳏寡孤独群体中，封建政府注意最多的还是其中的老年人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鳏寡孤独救济政策实际上是封建社会老年人口政策的一部分。

同老年人口的赏赐性救济一样，对鳏寡孤独者的救济，也是封建政府教化政策的一个方面。他们要以此来表现其对社会最困难人口群体的关心，进面赢得更多的美誉，激发百姓

①《汉书》卷９，《元帝纪》。

②《后汉书》卷１，《光武帝纪》。

③《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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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激之情。

当然也应看到，这项政策的实行对改善鳏寡孤独者的生活环境，提高其生存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此政策也可促使整个社会对这部分人口的注意。

二、对残疾者的救济政策残疾者也是任何社会为数不少的社会特殊人口群体。其生存自理能力差，需要政府为他们制订出与常人不同的政策。

北周、唐等朝政府特别给予残疾人口赋役上的照顾。北周规定：“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

①。唐朝对其政策很明确：“废疾、笃疾者免课役”

②。另外，北魏还有特别免役措施，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

，孝文帝巡幸至肆州，“路见眇跛，停驾亲问，赐衣服，复终其身”

③。

在生存上给予救济也是各朝救济政策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可以说，大部分王朝将残疾者与鳏寡孤独等放在同一层次上予以救助。如东汉永平二年（５９年）规定：“鳏寡孤独、笃癃给粟，人十斛”

④。北魏时，癃老、笃疾等“贫穷不能自存者”

，也是三长迭养的对象⑤。元朝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规定：“诸路鳏寡废疾之人月给米二斗”

⑥。

宋代初年特别注意对因战争而残存者的救助。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

，仁宗下诏：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③《北史）卷３，《魏本纪》３。

④《后汉书》卷２，《明帝纪》。

⑤《魏书》卷１１０，《食货志》。

⑥《续文献通考》卷３２，《国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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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军因战伤废疾不能自存者，政府月给米，人三斗”

①。

清代，各府州设立养济院“以收养鳏寡孤独疲癃残疾之穷民”

②。由上可见，对这几类人的救济封建政府所制订的为一体化政策。

有些朝代对残疾者有单独规定。明成化时，京师街市，“多有疲癃残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号”。宪宗下令：“对他们无问老幼男女，有无家及外来者，顺天府尹尽数收入养济院记名，设法养赡，毋令失所”

③。这也说明，残疾者得到有效救助者同样为少数。否则他们不会流落都城街头，待皇帝下令后才能找到归宿。

三、对穷困者的救助政策贫穷者在封建社会是一个包容广泛的群体，无论受灾与否，这类人都会存在。他们或者经济上再生产能力降低；或者失去田产，缺乏谋生手段；或者其家庭没有劳动力，生活自理有困难。其中有的流落村镇街市。因而封建政府对其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对生产遇到困难的贫穷之家，政府多贷予其钱粮，或免除其赋税。这种情况也多与灾害相关。只是这种灾害并未使一个地区百姓的生活普遍遇到困难，因而政府优先救助贫困者。汉元帝初元元年（前４８年）下诏：“振业贫民，訾不满千钱者贷种食”

④。东汉章帝建初六年（８１年）下诏，“贫民有

①《宋史》卷９，《仁宗纪》１。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③《典故纪闻》卷１４。

④《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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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业而匿乏者贷种，种勿收责“

①。意为免其偿还。这种政策显然是让贫民能够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提高生活自理能力，进而承担国家赋役。所以这也是以后各朝普遍采取的政策。

还有一种贫困者是指出外乞讨者。明代京师景泰时“日有颠连无告穷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唤钱粮，一城之内，四关之中，无处无之。一遇寒冻，必有冻饿而死者”。所以明政府规定：“人给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审其原籍，有亲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给与口粮，递送还宗；若无亲戚者，在京以没官房给之”

；并令天下各官街门，“遇有穷民，一体矜恤”

②。清代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

设饭厂“以赈穷民”

③。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

，因担心五城贫中就食者有冻馁于道者，高宗令各铺总甲每日分巡各该管处所，遇即引赴普济堂或棲流所，使其“晚就棲宿，日出就赈，春融听其去留”

④。不过，这种救济无论人数还是范围均很有限。

清代甚至还有对节孝者的救济政策。清政府认为“孝子节妇中有食贫守志，难以存立之人，或至饥寒失所，较之泛常孤贫尤宜矜恤”。所以乾隆十年（１７４４年）规定：“各地督抚分饬州县覆核，取具邻佑印证，官各给详报，酌给口粮，俾存活有资，不致失所”

⑤。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

，广东省城恤嫠公局确定，于粮道库储普济堂经费项下，每年动支银５００两，

①《文献通考》卷２６，《国用》４。

②《典故纪闻》卷１２。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６７。户部，蠲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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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５。

“按现在查出节妇之数以老年年久者一千二百五十口作为定额”

，每年每口给养赡银四两，余俟缺出挨次充补①。对节孝者表彰，秦汉以来各朝均有，而对其救济，显然也不止有清一朝。

四、特殊人口群体救济政策的特征特殊人口群体的生存能力较低，应该得到社会力量的救助。我们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可以看出，历朝政府在政策上对这部分人口是重视的。这也是自诩为天下民父母的最高统治者借以显示其关心民瘼的重要手段。并且，封建政府为此还设立了多种形式的管理机构，这可视为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

封建社会特殊人口群体救济政策的制订及其机构的建立，对于减少这批人的死亡，增强其生活自理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有助于引导整个社会对其关怀和救助风气的形成。

然而这项工作的实际情况远没有达到所要求的程度。

这一方面因为，救助他们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封建政府难以负担，因而只能使其中极少部分获得照顾；另一方面，该项政策的具体落实一是由地方胥吏去进行，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剋扣救助钱粮具有一定普遍性，因而使救助成效大为降低。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４６，《国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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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防御性人口救济政策

防御性人口救济政策是指，封建政府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提高整个社会克服灾害的能力，并最终减少人口在灾害中的损失而采取的一些措施。防御性人口救济政策的实质是，增加国家和民间的粮食储备，减少不必要的粮食消费。

一、常平仓、社义仓的设置常平仓、社义仓是封建国家为防止灾害而直接组织或在民间倡导的仓储形式。在当时社会救灾活动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常平仓的设置中国封建社会的常平仓，具有平抑物价，以丰补歉，提高人们抗御灾害能力的功能；同时在灾害严重之时，它又是政府发放救济谷物的主要来源。

１。隋唐前常平仓的设置就目前资料来看，常平仓在隋唐前并非官府常设之仓，而多为偶然设之；或只在部分地区设立。即使如此，其作用已被人们所认识。

汉宣帝时是常平仓创始时期。当时“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请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人便之”

①。由此可知常平仓的功能。而时间不长，至元帝初元

①《通典》卷１２，《食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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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五年（前４４年）

，政府“罢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

①。这之后未见设置。至东汉永平五年（５８年）

，明帝开始设立此仓②。西晋武帝时（２５６——２９０年）

，“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粜法，用帛市谷，以为粮储”

，并于泰始五年（２６９年）

，正式设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③。南朝宋时，尚云庆以当时“岁有水旱”

，“议立常平仓以救民急，文帝纳其言，而事不行”

④。直到齐永明中（４８３——４９３年）

，武帝以“天下米谷布帛贱”

，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永明六年（４８８年）此政付诸实施。武帝“诏出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

；此外扬州发币１９１０万，南徐州２００万，南荆河州２００万，江州５００万，郢州５００万，湘州２００万，司州２５０万，西荆河州２５０万，南兖州２５０万，雍州５００万，分别于当地购置粮、帛等物质，存入常平仓⑤。北周虽无常平仓之名，而其所建仓之功能也类似常平仓：“司仓掌办入谷之物，以量国用。

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之，秋敛之。“

⑥

由上可见，汉至南北朝，常平仓在各朝中时兴时废。这是因为由于常平仓管理不善，常平仓的积极作用没有显示出来。东汉官僚刘般指出：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

①《汉书》卷９，《元帝纪》。

②《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③《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④《南朝宋会要》，食货。

⑤《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⑥《陶书》卷２４，《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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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

①。实际这成为人们否定常平仓设立价值的主要观点。

２。隋唐以后常平仓的设置隋唐以后，常平仓逐渐被作为国家常设性的仓储手段。

但隋唐时期，常平仓尚处于向正规仓储过渡阶段。隋唐政府于京师置常平监②。

这表明了其重视态度。

隋帝于陕州置常平仓，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京师提供米谷③。

常平仓的功能并不突出。唐高祖于武德五年（６２２年）

，废常平监。常平仓的设置也就此搁置下来。至唐太宗时开始于部分州府设立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④。唐高宗永徽六年（６５５年）

，“京东两市，置常平仓”

⑤。玄宗开元二年（７１４年）下令：“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

；“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

⑥开元七年（７１９年）

，唐政府在州一级设常平仓。其规模是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

⑦可见，唐代中期以前常平仓并没于州县普遍设立。即使这样，也还有废止之时。唐德宗时，赵赞提出，军兴后，“常平仓废垂三十年”

⑧。唐文宗太和九年（８２７年）规定：“以天下回残钱置常

①《后汉书》卷３９，《刘般传》。

②《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③《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④《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⑤《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⑥《旧唐书》卷４９，《食货志》下。

⑦《旧唐书》卷４９，《食货志》下。

⑧《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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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平仓，义仓本钱，岁增市之。

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①。足见文宗对常平仓的重视，即将其列入官员政绩考核之中。总的来看，唐代常平仓非遇水旱，一直设置着。只是在前期仅于州级以上单位设置。

宋代常平仓设置于淳化三年（９２年）。当时，“京畿大穰”。

政府分遣使臣于四城置场，“增价以籴，虚近仓储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

②。景德年间的政策对此规定较细，并有严格的组织。当时于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

“计户口多寡，量留上供钱二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员主之，每岁夏秋视市价量增以籴，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

，而沿边州县不置③。

仓中存粮数量为：“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户虽多，止五万石。三千以上不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粟。灾伤州郡粜粟，斗毋过百钱”。对经管有成效的官员予以奖励：“当职官于元约数外籴及一倍已上者，并与理为劳绩”。

④。

由于宋政府的重视，常平仓谷不断增加。天禧五年（１０２１年）

，诸路总籴数１８３００余斛，粜２４３００余斛⑤。

治平三年（１０６６年）

，常平仓入谷５５１０４８石，出粜４７１５７石⑥。。熙宁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

⑦。

另外，景祐年间（１０３４——１０３８

①《新唐书》卷５２，《食货志》。

②《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③《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④《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⑤《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⑥《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⑦《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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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淮南路转运副使吴遵信建议下，宋政府将该路常平钱由４７万多增至２００万，“他毋得移用”。原因是该路“丁口五十万，岁饥不足以救恤”

①这也反映出当时常平仓与救灾活动关系之密切，说明宋政府能够从民生角度来考虑和调整常平仓的设置。宋王朝还对常平仓的借贷方式作过规定。即常平仓主要是贷于百姓中下户。如“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

②。相较于北宋、南宋常平仓的设置并不十分普遍。

元代于各路府置常平仓，最早设立于世祖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其方法是：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元政府规定，以和籴粮及诸河仓所拨粮储于常平仓。

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

，政府以铁课籴粮充常平仓③。

明代常平侯的职能被预备仓所取代。这一点在下面将谈到。另外，明政府在个别地方设立过常平仓，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

，福建有人倡议建常平仓，神宗命予嘉奖。显然这带有民间性质④。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年）

，神宗命于边镜设常平仓。他认为，常平仓“有裨边镇”

，要求官员认真实行，“仍载入考成”

⑤。除此之外，明代常平仓没有大的举动。

清代常平仓比较正规。顺治十七年（１６０年）清政府规

①《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②《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③《元史》卷９６，《食货志》。

④《续文献通考》卷２７，《市籴》３。

⑤《续文献通考》卷２７，《市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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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定：“常平仓谷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出息，务期便民。

如遇凶荒，即按数给散灾户贫民“

①。

其收储办法因朝而异。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年）

圣祖确定常平仓存谷数额，大县５００石，中县４００石，小县３００石。

“偶遇荒歉，即以此项给散。其留仓余滕者，皆于每年三、四月照市价平粜，五月初旬，将平粜价银尽数解存道库；九月初旬，各州县仍领出籴新谷还仓。”

②这说明，清代常平仓存谷周期以一年为限，每年粜旧籴新。由此可防止谷物的霉坏。至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

，清政府将存仓谷数额定量改为，山东、山西大州县２００石，中州县６００石，小州县２００石；江西大州县１２００石，江苏、四川大体保持五六千石的水平。为鼓励多存，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年）规定，州县官“于额储外加买储仓，准其议叙。”

③雍正年间全国１９省常平仓存粮额达４４００万石④。

雍正时全国人丁为２５７万⑤（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

，常平仓谷人丁平均约１。

７石。在一个地方发生一般自然灾害时，它能够起到一定救济之效。雍正时政府还对常平仓谷的发放办法作了规定，凡有平粜州县多立厂所，预先确定日期，让附近村庄居民“赴厂籴米”

，该州县官要“亲行监籴，毋使穷民有远涉守候之苦”。在歉收之年，平粜比例是“存七粜三”

，“尚有不足，则酌量详报，不必拘定粜三之数”

⑥。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５，户部。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５，户部。

③《清史集》卷１２１，《食货志》２。

④《清史集》卷１２１，《食货志》２。

⑤《清世宗实录》卷５１。

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７５，户部，蠲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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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自汉代以来，常平仓便成为政府缓解灾年粮食紧张局面的重要调节器，并且越是往后，封建政府的此项政策越健全。常平仓的管理甚至成为地方政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义仓的设置社义仓实际是一种社区仓储手段，不过它是在政府倡导下举办的，其管理方式也受制于各级地方衙门。

义仓在封建社会始出现于隋文帝开皇五年（５８５年）

，当时工部尚书长孙平上奏：“古者三年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有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义仓粮食来源是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储之。即委社仓，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使用义仓谷物的方法是：”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长孙平之奏被文帝采纳，成为隋王朝义仓设置的指南。

史称自义仓设，“诸州储峙委积”

①。而在开皇十五年（５９５年）

，义仓官办性质大大增强，文帝以为义仓储在民间，多有费损，“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

②。因此他规定，“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

③。

开皇十六年（５９６年）

政策又改为：“秦、渭、河、郭、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

，并于当县安置，还有：“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

①《隋书》卷２４，《食货志》。

②《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③《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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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①。这就使义仓的社区特征失去了，成为实际的官仓。由此也会限制社仓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作用的发挥。

唐代的社义仓政策实行于贞观初。太宗接受尚书左示戴胄建议而设立义仓。

同时按照户部尚书韩仲良所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水旱”。唐朝“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②。唐高宗永徽二年（６５１年）。对义仓之粮的来源作出规定，他认为，“义仓据地取税，实是劳烦”。

“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

③。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年）

又恢复到唐贞观年间的做法：“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每据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户以下递减各有差”

④。

宋代义仓最早设立于乾德初年。其集粮方式为“岁输二税，石别一斗”。如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闻”

⑤。从中可见义仓的官办性质。然而不久因“输送烦劳”

，宋政府又“罢之”

⑥。约七十年后的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

，仁宗接受集贤校王琪建议，“命天

①《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②《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③《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④《通典》卷１２，《食货》１２。

⑤《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⑥《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 528

。

８１５。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下立义仓“

，由上三等户输粟，然“已而复罢”

①。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

，神宗下诏：“开封府界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法”。

熙宁十一年（１０７８年）

，此法先在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推行。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

，该法又被废除②。至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

，哲宗下诏：“除广南东西外，并复置义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已上免输，所储专充赈济，辄移用者论如法”

③。

可见北宋并未将义仓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

南宋社仓法较北宋有变化。乾道八年（１７２年）根据户部侍郎杨倓建议：“义仓在法夏秋，正税斗输五合，不斗者免输。

凡丰熟县九成以上即输一斗“

④。庆元元年（１９５年）

，宁宗下诏：“户部右曹专领义仓”。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年）规定：“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考其盈亏，以议殿罪”

⑤。这既表现出南宋政府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义仓被完全置于地方官控制之下。

相比之下，元代的社义仓更有社区性质。元代，“立义仓于乡社”。

“其法，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

⑥。可见其聚粟方式较

①《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②《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③《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④《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⑤《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⑥《元史》卷９６，《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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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不同，同时突出其民间特征。《善俗要义》对此指出，“岁稍有收成，随社人户合照依条画，各验口数，每口存留义粮一斗，或谷、或杂色物斛。社众商议于本社有抵业信实之家，如法收贮，勿致损坏。倘遇凶年，还验原纳口数，支散食用。所在官司，过往军马，不敢支升合”。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定，以口为单位而不是以丁为单位收贮。支收时也要按纳粮口数发放。因而这种社仓既反映了公益性，又强调其自助性。

明代社仓建立较晚。明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世宗令抚按设社仓。首先建立社仓组织。

“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然后，“每朔望令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每斗加耗五合”。还规定义仓由“上户主其事”。如发生饥荒，“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赈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而如果社仓发生亏空，“罚社首出一岁之米”

①。

明代的这一规定具有官督民办特征。

清代社仓政策实行于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

其法市镇立义仓，乡村立社仓。

“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

②。以此来使社仓得到发展。而社仓真正被推行开来是在康熙末年。社仓最初集粮主要为官劝民捐。所谓官劝民捐如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清政府议定

①《清史稿》卷１２１，《食货志》。

②《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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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省社仓劝谕之例：“凡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差徭。

多捐一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绅衿能捐谷四十石，令州县给匾；捐六十石，知府给匾；捐八十石者本道给匾；其富民好义，比绅衿多捐二十石者亦照绅衿例，次递给匾；捐至二百五十石，咨部给以顶带荣身。

凡给匾民家，永免差役“

①。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

，清政府根据江苏巡抚何天培条奏实行社仓事宜五事：１。

社仓借贷散赈，预造排门细册存案。凡不务农业、游手好闲之人不许借给。

２。

正副社长外，再举一身家殷实之人总司其事。

３。州县官不许干预出纳，如有抑勒挪借，许社长据实陈告。

４。

所需纸张笔墨须募乐输，或官拔罚项充用，不得科敛扰累。

５。

积谷既多，恐滋浥烂，应于夏秋之交减价平粜，秋收后照时价买补；②不过，清政府在雍正年间也曾利用火耗银为社仓采办谷物。即于通省加工火耗内应行裁减。

“每两五分之数，且暂行征收，发与民间采买谷石，分贮社仓，俟籴买数足即行裁减”

③。这实际是加诸百姓的一种摊派。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在云南，针对社仓谷数有限的状况清政府批准从当地常平仓等官仓中拔与每仓五百石或八百石作为社本，令社长一并经管，出借穷民。

“秋成加一还仓，小歉免其取息加于社仓项下。积贮俟积有千石，仍将原动常平仓等谷归还原款”

④。这表明官方也实际掌握着社仓之粮的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３４，《市籴》３。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３２，《市籴》４。

③《清朝文献通考》，卷３２，《市籴》４。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３２，《市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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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之权。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

，清政府以山西米价昂贵，令发社仓积谷二十余万石，照例出借外，“余皆酌减价值及时发粜”

①。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集粮，还是放谷，清代社仓都是在官府的控制下进行的。雍正以后尤其如此。不过，这也反映了清政府对此项活动的重视程度较高。

（三）其它仓储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常平仓和社义仓具有防御性救济功能之外，还有两种仓即惠民仓、预备仓，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设立。惠民仓之名最早出现于五代后周。显德年间（９５—９５９年）

，政府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

②。宋代将此法继承下来，淳代年间（９０——９９４年）

，宋朝有惠民仓法。

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

，宋仁宗令全国普遍设置。其谷物来源为：将户绝之田，募人耕种，“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此仓即惠民仓。存储数量为：“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二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一万石”

③。嘉祐四年（１０５９年）

，惠民仓隶属中央司农寺，地方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发放办法是：“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

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

④。由此可见，惠民仓是官府控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３６，《市籴》３。

②《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③《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④《宋史》卷１７６，《食货志》上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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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仓，其发放对象是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贫病之人。

预备仓为明代所设。在洪武初期，预备仓尚有官督民管性质。朱元璋曾选耆民“运钞籴米以备赈济，即令掌之。天下州县多所储备，后渐废弛”

①。

从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年）

起，朱元璋“命遣官运钞市籴以备赈”

②，这使预备仓完全在官方掌握之下。永乐中，成祖令将预备仓移置城内③，实际这时的预备仓已成为常平仓。对此，仁宗于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六月申明预备仓旧制时指出：“预备仓储，正为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为良法”

④。弘治时政府为预备仓所确立的存储标准为：“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同时对地方官要以此作为考核项目之一。官员考满之时，稽其多寡以为殿罪。

“不及三分者夺俸，六分以上降调”

⑤。然而由于管理不善，嘉靖初，预备仓已到了“无粒米”的地步。政府将额定仓储降为“府积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为率”。

万历中，实际存谷更少，“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仅百石，有司沿为具文”。明政府虽“屡下诏申饬，率以虚数欺罔而已”

⑥。另外，关于明代预备仓谷使用办法，正统时的政策为：“凡赈饥米一石，俟有年，纳稻谷二石五斗还官”

⑦。可见

①《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②《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③《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④《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⑤《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⑥《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⑦《明史》卷７９，《食货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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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息过１５０％，因而对穷民这可称得上是一种高利贷。

（四）常平仓、社义仓政策执行效果评价常平仓、社义仓的主要功能是为生活出现困难的人口提供救济，特别是灾荒年代所出现的粮食短缺使百姓无以为继。

这种救济尤其重要。

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些仓储设施积谷于米荒之时，而散粮于灾成之日，对于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减少百姓的流亡，恢复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必须承认，在前面所提到的政府对百姓的食物救济中，其所提供的米谷相当部分来自常平仓（包括广惠、预备诸仓）

，而社义仓更以其较分散设置的特征使社区百姓受益。特别是在隋唐以来，上述诸仓的这些作用更为突出。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在唐末以来的增长相对较快，这与救济性仓库的设置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清朝，人口增长迅速，如果没有相对健全的措施来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灾害实行有效防御，那么要获得这种增长速度也是不大可能的。因而可以这样说，粮食投资的直接效益就是减少人口死亡，促使总人口增长。这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

然而也应看到，仓储这种防御性救济措施，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发挥它所应发挥的作用。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从统治者本身来讲，各个王朝对这一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隋唐以前基本上是时兴时废，这就不可能使其作用充分发挥。隋唐以来的大多数王朝把仓储作为一项基本行政措施来对待，可地方官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高下其手，不能使储量达到规定水平，遇到灾害，便会捉襟见肘。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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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的管理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粮食腐烂变质。宋代董煟指出：“今之常平仓义仓，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积久不发，化为埃尘”

①。

２。

仓储设置地点不合理。在封建社会，常平仓大多设置于州县一级行政衙门所在地。社义仓在唐宋时被集中于州县府治。而一个县方圆百里。在交通不便时，受灾人口支取贷粮、领救济粮也存在很大困难。所以人们说：“常平仓赈米，其弊在于不能遍及乡村”

②。因而“无实惠及民”

；或者“平粜但惠近民，不能惠远民”

③。

３。

仓储集粮渠道不甚顺畅。尤以社仓为甚。社仓筹粮途径不一。有些王朝以劝捐为主，这就决定了社仓来源先天的不足。如清代地方官为充实粮仓，“邀集豪富、绅缙，肆筵设席。册名乐输，其实勉强。又其甚者，按粮科配，于额征之外，勒输若干，及其久也以册为仓，并无实在”

④

总之，我们认为，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利用政治体制特征普遍地设立救济性仓储机构，并把其作为官员事务性工作的重要一项，因而成为当时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救济手段。

第五节　小　　结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救济政策涉及到诸多方面

①《救荒活民书》卷１。

②《救荒活民书》卷２。

③《清经世文编》卷４２，户政。

④《清经世文编》卷４０，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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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一个生活资料短缺的社会中，封建政府能够运用社会力量来对各种生活困难人口实施救济，其意义也值得肯定。

社会救济政策是封建社会缓和社会矛盾最有效的手段。

在传统社会中，生存无保障是人们面临的最大危机。自然灾害的频仍是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封建社会的私有制性质就决定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其中包括土地及其生产物——粮食。所以它导致了人们在同一地区、同样的灾害中感受和压力的差异。

一旦一部分受灾者的生存条件被破坏，而另一部分人却可悠然享乐，社会冲突常常不可避免。这种冲突既有针对官府的，也有直接指豪门大户的。封建时代的许多冲突与这种对抗性的形势有密切关系。而封建政府或者直接开仓赈济，或者组织、劝谕富户粜贷粮食，对这种爆炸性局面的缓和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救济政策也可使政府获得“济民于水火”等赞誉，大大缓解百姓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

对非自然灾害中贫穷无助社会群体的救济政策主要不在于使这些人获得生活保障（因为对此封建政府也确实难以做到）

，而在于向全民倡导一种关注他们生存条件的风尚。

这也是维护统治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方面。

同时也要看到，封建社会人口救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减少了人口的死亡、流散，从而为封建国家保存住一定数量的生产人口，进而使之成为统治者的赋役人口。可以说这成为王朝付出救济代价后所获得的最大收益。

需要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救济政策的具体落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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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人满意。否则，就不会出现成千上万的百姓在饥荒中死亡的现象。而这种结果也可从两方面去分析。即一方面当时各朝政府对救济组织的不力。封建国家除了个别王朝外，绝大多数王朝统治者并没有为防灾而储存足够多的粮食物资。

灾害一旦降临便会捉襟见肘，只能用有限的物品去维持少数灾民苟延残喘。同时，封建政府对灾害的反应能力不是健全灵敏的。他们往往不是防大患于小萌，而常常是当局面难以控制时才引起注意、重视，救灾效果当然不会理想。

第三，执行救灾使命的官员的草率、舞弊是降低救灾成效的具体原因。

所谓草率是指他们只把有限的钱粮发放完毕就算达到目的，没有区别灾情轻重、灾民领粮的途径等因素，所以使那些最急需救助者陷于无人问津之地，以至坐以待毙；而舞弊则表现为官吏以赈灾钱粮化为已有，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在当时社会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也非短缺的社会经济所能对付。中国封建社会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不仅表现为受灾人口范围广大，而且灾害持续时间长。对社会中大多数人口来讲，其小农家庭往往不能生产出可供抵御严重灾害的粮食，而封建政府藏粮又十分有限。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人口饥饿而死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所以自然灾害成为引起封建社会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救济政策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口的死亡，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有效的救济政策帮助封建政府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我们甚至认为，当封建王朝能够组织社会救济时就意味着其政府机器还能正常运作；而一当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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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个能力时，改朝换代的时代就将到来。这也被历代王朝的更替历史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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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民族人口政策

少数民族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同内地民族（主要是汉族）处于对抗、交往、融合的过程中。各个时期的中央政权（无论是汉族所建立，还是少数民族所建立）

和地方政权均有自己的民族人口政策。由此对民族人口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民族人口政策主要是统治者对涉及到两个不同民族人口利益的一些方面所作出的决定，而在人口学上能体现民族人口利益的内容特别表现在迁移、婚姻等方面。

因而，在本章，我们对民族人口的分析论述也主要着眼于这些方面。

第一节　民族人口迁移政策

在封建社会历史上，各民族的迁移运动一直在进行。各个时期的政权对民族迁移既有制止的一面，又有允许、甚至强制迁移的另一面。因而使民族人口迁移政策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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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５。

一、汉族中央政府的民族人口迁移政策这种政策，无论是汉族为主的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方性政权都曾采用过。

（一）汉族中央政权的强制性迁移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汉族主要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和华北、江淮地区。而少数民族则生活于这周围的地区。秦汉以前尤其如此。而在秦汉和其后的历史时期，汉族的生活空间不断向四周扩展，少数民族则试图进入内地。由此便发生了彼此间的冲突。在冲突中，将战败俘获的民族迁移靠近内地的区域以加强管理，成为中央政府比较普遍的做法。

两汉时期（公元前２０６年——公元前２２０年）的这一政策尤为突出。

元封元年汉武帝将东越族从其故土江浙一带，迁移至江淮间。汉政府认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

①；不以此，将会“为后世患”

②。足见，汉武帝是从统治利益角度出发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武帝元封三年（前１０８年）

，西北武都“氐人反”

，汉武帝遣将平息，并将一部分氐人迁移至酒泉郡③。

东汉王朝（２５——２２０年）

更将这一政策推向高潮。

在南方，建武二十五年（４９年）

，“南郡反叛”。刘秀“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种人于江夏”

④。

《后汉书。南蛮传》这样记

①《史记》卷１１４，《东越列传》②《汉书》卷６，《武帝纪》。

③《汉书》卷６，《武帝纪》。

④《后汉书》卷１下，《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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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此事；汉“徙其种人（南郡蛮）七万余口置于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

①。一次将一个种族的七万余众迁移过来，可见规模之大，同时其强制性色彩更显突出。永元十四年（１０２年）

，和帝又对另一支蛮族实施迁移。当时（即永元十六年，１０１年）

，“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

东汉政府于永元十四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在西南，西汉末年，邛人长贵自立为邛谷王，攻杀当地郡守。

建武十九年（４３年）

东汉政府派刘尚攻破邛郡，“徙其家属于成都”

②。在西北，永平元年（５８年）

，汉政府派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出滇吾于西川，大破之“

，“滇吾远引去，余悉赦降，徙七千口置三辅”

③。此外，汉政府对投降者也予迁移。

和帝时，“羌川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

，他们被“分徙汉阳、安定、陇西”

④。在北方，东汉永元八年（９６年）

，已经归顺汉室的匈奴右温禺犊王乌居战率千人“遂复反叛，出塞外山谷间，为吏民害”。永元九年（９７年）汉将庞奋、冯柱与诸郡兵攻击乌居战，迫其投降。和帝下令徙乌居战部下以及“诸还降者二万余人于安定、北地”

⑤。在西方，建武十一年（公元３５年）

“先零诸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降之”。光武

①《后汉书》卷８６，《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卷８６，《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

④《后汉书》卷８７，《西羌传》。

⑤《后汉书》卷８９，《南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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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将其“徙置于天水、陇西、扶凤三郡”

①。由上可见，东汉政府对周边民族的强制性迁移遍布南、西、北等地区。

三国时各政权同样采取了这一政策。在北方，建安十一年，曹操大败蹋顿于柳城，“其余遗并皆降”。然后曹操将其与乌丸万余落，全部迁于内地，“族居中国”。曹操还让乌丸首领率部下参加他所进行的征讨战争，因此“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②，为曹操扩充地盘作出了贡献。在西面，曹操因担心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因而让氐人“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

“徙氐五万余出居扶凤、天水界”

③。此次虽名为劝徙，实际也是强迫。正始元年（２４０年）

，魏政府还令其将郭淮讨羌速当等，“按抚柔氏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

④。蜀国也在建兴十四年（２３６年）

，徙武都氐王副健及氐民四万余户于广都⑤。吴国则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族采取了强行驱逐之策。山越族居于山区。由于“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

，并且“逋亡宿恶，咸共逃窜”

，“时观间隙，出为寇盗”

，“自汉以来，不能羁也”

⑥。吴臣诸葛恪以为，山越民“多果劲”

，“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

，并请缨抚绥。结果孙权任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他通过毁山越人庄稼，“使之生计不继”的办法，迫使其出山归顺，

①《后汉书》卷８９，《南匈奴传》。

②《三国志》卷３０，《魏志。乌丸传》。

③《三国志》卷１５，《魏志。张既传》。

④《三国志》卷２６，《魏志。郭淮传》。

⑤《三国志》卷３３，《蜀志。后主传》。

⑥《三国志》卷６４，《吴书。诸葛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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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出外县”

①。

吴政权进而让山越族“疆者为兵，嬴者补户”

②。

吴借此可谓收一举两得之效。

东晋南北朝以来，这种迁移继续进行。南朝宋元嘉（公元３０年）后期，沈庆之进攻南蛮族，其中大部分被迁移至建康，作为营户。此外宋政府还将征湖阳所获蛮族万余口迁至广陵。雍州刺吏武陵王骏“讨缘沔蛮，将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

③。

较之汉和三国，南朝对少数民族的内迁目的更实际。

即对其直接加于役使，并从身份上予以贬低。而这个时期，北朝基本上是各少数民放建立的政权。对其迁移政策将另外说明。

唐代主要对北部的突厥人和东北的高丽人实施强制性迁移。隋唐时（公元５８１——９０７年）

，两朝政府均对东北的高丽政权实施征伐，但却未达到目的。后高丽贵族上层发生内哄而使国势衰弱。高宗总章元年，唐将李勣乘高丽内部发生争斗之际，“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

④。唐政府认为，“高丽之民多离叛者”

，所以将其人口２８２００徙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

；而“留其贫弱者，伊守安东”

⑤。

《旧唐书》对此记载为：总章二年，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

①《三国志》卷６４，《吴书。诸葛恪传》。

②《三国志》卷５８，《吴书。陆逊》。

③《宋书》卷５，《文帝纪》。

④《旧唐书》卷５，《高宗纪》下。

⑤《资治通鉴》卷２０１，唐纪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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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

①。当时，归降的高丽人户共为“六十九万七千”。可见，迁移者不到１２０，显然其中D多为具有反叛意识的高丽贵族。从长白山下将高丽族众迁于淮河之滨，行程数千里，对被迁移者来说，无异于一场浩劫。

同时这也反映了唐政权对高丽贵族势力所存在的余悸。

宋代以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汉族政权对周边民族不仅控制力逐渐丧失，而且威慑力也大大减弱。因而其已没有能力对少数民族的贵族及民众实施迁移之策。相反，由于周边民族不断强盛，他们向内地主动推进的欲望和能力大大增强，甚至在以汉族为主的区域内建立了两个较大的地方政权（辽、金）和两个全国性的王朝（元、清）。

我们认为，隋唐及其以前各少数民族政权所以能对周边民族实施强制性迁移，除了其力量较强外，还因为当时内地具有容纳这些民族的地理条件。从上面可以看出，汉族政权强制少数民族政权迁入的地方多为处于初期开发或根本未开发的地方。这意味着，大批汉族还没有定居于这些地区。如西部的陇西、扶风、天水，南部的江夏。所以将少数民族迁移该地，也可以促进荒芜土地的开垦。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接近中央政治经济中心区域，被迁移者如有叛逆之行，政府可迅速调集力量平息。

二、鼓励降服少数民族内迁在中国封建社会，汉族政权除了使用强力将少数民族迁至内地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温和的策略，即鼓励周边民族

①《旧唐书》卷５，《高宗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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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

这些民族或因在周边地区与其它民族的冲突中失利，或因遭受灾害而引起生活困难，或因内部争权而失势，或仰慕中央政权的强大（当然也有慑于中央政权的威力）等等，常生归服、投充之心。对此，汉族政权则或出于怀柔目的，或由于生恻隐之心，或为显示其宽大胸怀，而对要求降服、内迁的少数民族持欢迎态度。当然，中央政权也可借此对这些民族的控制，减少敌对势力。

西汉建元三年（１３８年）

，东南的闽越政权出兵攻打邻近的东瓯政权。

汉武帝“遂发兵浮海救东瓯”。

闽越兵闻讯而撤。

为免遭侵扰之苦，“东瓯请举国徙中国”。武帝应允，“及悉举众来，处江淮间”

①。元朔元年（１２８年）

，东夷秽君南闾等，“率口二十万人降”。汉政府专为其设苍海郡进行管理。东汉时来归、来降求内属的民族更多。

东汉各朝一律予以安置。

建武二十五年（４９年）

，“乌桓大人率众内属”

②。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款五原塞降”

③。

永元九年（９７年）

，匈奴逢候“部众饥穷，又为鲜卑所击，无所归，窜逃入塞者络绎不绝”

④。东汉政府都予收留。三国时魏帝曹丕拜牵招为持节护鲜卑校尉，屯昌平。牵招“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

⑤。

魏黄初年间（２１——２６年）

，荆州牧夏候尚，积极招募蛮夷归降，“五六年间，降

①《史记》卷１１４，《东越列传》。

②《后汉书》卷１下，《先武帝纪》下。

③《后汉书》卷８９，《南匈奴传》。

④《后汉书》卷８９，《南匈奴传》。

⑤《三国志》卷２６，《魏书。牵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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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５。

附数千家“

；并让他们在处于“残荒”状态的荆南一带进行开垦。

景元四年（２６３年）十一月，魏帝以“诸候献捷交至”

，兴奋异常，指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仇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

①。他以此来夸耀其盛德大义所起的作用，从中也可看出其对外族归附者的态度。

隋唐时对归附者也加以适当安置。隋炀帝时，吐谷浑部众来降者“十余万”。隋政府“置郡县镇戍”

②。唐代贞观（６２７——６４４年）初，“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齋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二十万人”

③。可见，“四夷降附”也成为史家推崇唐盛世的依据之一。唐贞观八年（６３４年）

，突厥首领颉利死，部众分裂，“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来降者尚十余万”。

太宗接受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者安置于朔方的幽州至灵州一带，并建顺、裕、化、长四州为都督府。此外，唐政府“剖颉利可汗故地”

，“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擢酋豪为将军、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

④。由此建立了汉中央政府节制、在具体事务上突厥自己管理自己的系统。唐天宝（７４２——７５６年）初，同罗族首领阿布思率总下万余帐来降，唐政府“处之朔方河南之地”

⑤。另外，因天灾来避难的少数民族灾民，唐政府也给予救济和安置。武则天执政（公元６８４——７０４年）初年漠北地

①《晋书》卷２，《文帝纪》。

②《隋书》卷８３，《吐谷浑》。

③《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

④《新唐书》卷２１５，《突厥传》上。

⑤《通典》卷１９，《边防》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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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连续三年大旱，“野皆赤地，少有生草”

，因此“羊马死耗十至七八”。干旱迫使该地少数民族南迁。唐政府于同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之南）侨置安北都护府加以安置。其中铁勒部各处“比者归化，首尾相仍，携幼扶老，已过数万”

①。

宋代在西北、北方与西夏、辽、金处于对峙状态，并且无力战胜对方，因而也不会吸引对方归附。在南方，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年）

，抚水州蛮首领指挥使蒙但挈族来归，被徙于桂州安置②。

值得指出的是，唐宋以前的汉族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归降事宜是很重视的。有些王朝对其还采用了优惠政策。西汉武帝时，迁至内地的少数民族“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马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

③。皇帝节省口粮以接济内迁民族，并不完全是汉王朝已穷困到这种地步。这只是一种象征姿态。由此也反映了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笼络之意。唐代则从赋役、田地上给内迁民族以照顾。其政策很明确：“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

④。而唐政府对从少数民族地区迁回的汉族则仅给予“复五年”的优待⑤。这明显表现出区别对待的态度。宋代则制订了禁止对刚刚归附的少数民族以苛税搔扰的政策：“诸新归顺蕃族，熟户而辄乞取其财务者徒二年，二贯徒三年，十贯加一等。

过一百贯者斩。

若

①《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②《宋史》卷４９５，《蛮夷传》。

③《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④《新唐书》卷５１，《食货志》１。

⑤《通典》卷６，《食货》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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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５。

无故勾呼迨扰者徒二年，禁留拘系者加一等，三日以上又加一等。因致逃叛，流三千里。其归顺满三年者，有犯依常法“

①。这就是说，对附籍不到三年的少数民族，宋政府用特殊政策予以保护。若已满三年，就要采取与土著汉人一样的法令。上述王朝的优惠政策，其目的是要让归顺民族在中央政府的指定地区安居乐业，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中。同时此政策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周边民族迁于内地，而这也是减少民族冲突的一条良策。

（三）汉族中央政府民族迁移政策评价由上可见，汉族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所采取的内迁政策主要体现在唐宋之前，而魏晋以前尤其广泛。无论是强制性迁移政策，还是招抚性迁移政策都有这种阶段特征。

强制性迁移政策对被迁移者来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说到底，这是战胜民族对战败民族的迁移。作为已被剥夺武装权力的民族，他们对迁移命令只有服从一条路可走。在长途跋涉之中，其损失是可想而知的。

而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少数民族失去了原先可以依靠的地利优势，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所以从行政体制上讲，强制性迁移实际是将少数民族从中央行政力量不及或较弱的地区迁至行政力量所及并能实施直接管理的地区，把原先自成体系的民族“独立王国”变成直接所命于中央的州县单位。

招抚性迁移政策在方式上与强制性政策完全不同。它对迁移者的利益考虑较多，因而很少长距离的迁移，并且在迁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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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过程中也能得到中央政府的协助。所以这种方式易为周边民族所接受。由此，中央不仅达到“怀柔”的目的，而且利用少数民族充实了其人口稀少地区。同时少数民族借此政策改善了生存环境，甚至摆脱了某种危险境地。从管理体制上看，招抚性迁移政策更强调维持少数民族原有体制的完整性。

但其首领的更替和官员的任免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唐代太宗时，中书令温彦博对东汉刘秀迁匈奴政策所作评价就很具典型性。他说：“汉建武时，置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扞薮，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

①。

由此也可见招抚政策的特征。

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汉族中央政府无论采取哪一种政策，其本意都在于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而从方式和结果上看，招抚性迁移政策是值得称道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它给迁移者较少造成痛苦，而且对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给予较多的尊重。

然而，这种迁移对民族关系的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上述无论哪一种迁移，实际都对民族交往的距离起到了缩短作用。

即周边民族内移，使之与汉民族的交往更方便了。

这样可使民族间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到交流，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认为，当时的迁移也的确起到了这种作用。然而也应看到，其所产生的另一个作用，即促使民族矛盾的加剧，从而演变成一场史称“五胡乱华”的悲剧。那么，“五胡乱华”是不是少数民族内迁的直接后果呢？我们认为对此应

①《旧唐书》卷１９４上，《突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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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５。

作具体分析。从客观上讲，民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生活方式、风俗的不同。汉魏以来迁入关中、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周边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基本上以原始部落制为主，有的则刚进入奴隶社会。而汉族地区则早已进入封建社会，并且以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

这就决定了汉族与周边民族在社会形态、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则会对民族交流、融合产生影响，形成潜在的民族矛盾。特别是当时的社会中，汉族中存在“侮其（少数民族）轻弱”的现象，因而“使其怨恨之气毒以骨髓”

①。这种状态很难使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建立真正融洽的关系。不过这还不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在于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即汉族政权将少数民族迁入内地是为了对其加以控制，甚至利用。如“魏（曹魏）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权宜之计，一时之势”

②。而少数民族首领，在其力量衰弱之时，也会俯首听从汉族政权之令，任其迁移摆布。一当强弱之势发生变化，他们将不甘于所处地位，揭竿反抗，乃至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这些表明，在当时社会，民族之间互相信任的关系并没真正建立起来，而是以实力作后盾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占主导地位。

可以说，这是导致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因而，我们感到，在当时社会中，民族之间风俗、文化存在差异，再加上民族上层互相信

①《晋书》卷５６，《江统传》。

②《晋书》卷５６，《江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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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政治关系难以建立，所以硬性把一个民族迁移至内地不是一个好的民族政策。

而这一点是着眼于一个历史时期而言，或者说是从社会稳定这一角度而言。从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看，这种迁移是造成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也是华夏民族不断壮大的途径。

二、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人口迁移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对民族人口的迁移也很重视。他们甚至较汉族政权对此要求更迫切。因为少数民族本身人口较少，一个民族政权要发展生产，常遇到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在征发徭役过程中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因而他们将其他民族的人口纳入自己版籍的愿望十分强烈。

象汉族政权一样，少数民族政权在民族人口迁移上也有强制性与招抚性两项政策。

（一）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制性民族人口迁移政策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制性迁移政策主要实行于北方和西方的民族之中。在这此地区，一些民族于周边，甚至延伸至黄河流域的内地，曾建立了力量强大的政权。加之他们的骑射能力很强，因而在快速进攻中常使对方猝不及防，从而能够掳获大量人口，并迁移至自己辖区。

秦汉时期，汉族政权与匈奴政权处于对峙状态，以掠夺方式迁移汉族人口是匈奴政权的一个重要政策。西汉高后七年冬（前１８１年）

，匈奴“寇狄道，略两千余人”

①。文帝前元十四年间（前１６６年）

，匈奴派１４万骑入上郡、北地及辽东，

①《汉书》卷３，《高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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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杀略人民甚多，云中、辽东最甚，掠万余人”

①。武帝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年）

，匈奴二万骑寇汉边郡，“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

②。类似记载在西汉史册上很多。这表明在同一历史时期，生活在匈奴地区的汉人不下数万之众。东汉时，匈奴与汉王朝的冲突时起时停。而匈奴政权对汉族人口的掠夺迁移也未放弃。不过，较之西汉，匈奴国势有所衰弱，因此掠夺人口的数量也大为减少。

东汉末和三国时，中原混战，汉族政权无力外顾。周边政权则借此得以发展，并实行大规模的掠夺迁移战略。建安十一年（公元２０６年）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万户”

③。这实际是把整个幽州民户席卷而去。

不过，我们认为，从三国开始，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已经不满足将汉族百姓掠夺迁移至其原生活地（特别是游牧地区）

，而是在主动向汉族地区推进过程中实施这一政策。

并且还有一个变化是，各民族政权不仅把汉族人口作为掠夺迁移对象，而且诸个民族政权互以对方人口作为掠夺迁移对象。

这种状况到东晋北朝历史时期可谓进入高潮。

东晋咸和三年（公元３２８年）

，后赵首领石勒遣其子石虎平定河西诸羌，又攻克上卦，“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二州”

④。东晋咸和八年（３３年）

，石虎又徙“秦、雍民及氐羌

①《汉书》卷９４上，《匈奴传》。

②《汉书》卷９４上，《匈奴传》。

③《三国志》卷１，《魏书。武帝纪》。

④《晋书》卷１０５，《石勒载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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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万于关东“

①。咸和九年（３４年）石虎“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

②与此同时，鲜卑慕容部本居辽东，“以辽东僻远，徙于陡河（今辽宁义县）之青山”

③。至慕容元真时，势力渐强大，“元真袭石虎，至于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

，掠徙幽、冀二州三万户而还……又大破宇文，闼地千里，徙其部民五万余家于昌黎“

④。这些迁移者主要被统治民族用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前燕慕容皝执政时，“依魏晋旧法”

，给内徙的高句丽和鲜卑宇文部、段部百姓苑囿之地及耕牛，“令其耕种”

⑤。它也反映了内迁民族在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上的汉化。

北朝时各政权又继承了其前各民族政权的做法。其中以北魏为突出。延兴元年（公元４７１年）

，北魏所辖“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

，孝文帝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斩首三万余，徙其遗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

⑥。延兴二年（４７２年）三月，“连川敕勒谋叛”

，结果被“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

⑦。这显然是对被镇压民族的控制手段。当然它也包含了利用其从事耕种的目的。

北齐天保四年（５３年）

，高洋“亲戎北讨契丹”

，“奋击大破之，虏十余万口”

，“所虏

①《资治通鉴》卷９５，晋纪１７。

②《魏书》卷９５，《徒何幕容廆传》。

③《魏书》卷９５，《徒何幕容廆传》。

④《魏书》卷９５，《徒何幕容廆传》。

⑤《晋书》卷１０９，《慕容皝载纪》。

⑥《魏书》卷７，《高祖纪》。

⑦《魏书》卷７，《高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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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

生口，皆分置诸州“

①。

隋唐时，突厥族则以汉族为主要抢夺对象。

《旧唐书》载，“隋乱，华民（指汉人）多没于虏（指突厥）。”所以贞观五年（６３１年）

，唐太宗下诏，“遣使者以金帛赎男女八万口，还为平民”

②。由此可见，突厥掳略迁移汉族人口之多。同时也表明这些汉人在突厥政权下地位之低。因为突厥当时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故被掳略者只能沦为奴隶身份。也正因为突厥政权对奴隶的大量需要，所以其抢夺欲望更为强烈。武则天时，默啜可汗侵扰赵、定等州，强迁当地汉族人口八九万。

不仅如此，突厥政权利用其强大威力，掳略周围其它民族人口。

武则天通天元年（６９６年）

，默啜可汗攻克契丹属地，“尽俘其家口而还”

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削弱，周边民族内侵之举增加。唐玄宗时曾与唐和亲的吐蕃占据青海、甘肃、宁夏一带。永泰元年（７６５年）

，吐蕃军“大掠京畿男女数万计”

④。德宗贞元年三年（７８７年）

，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民界民庶，徙于安化峡西”。后吐蕃又克华亭，唐兵将其击退。吐蕃兵撤退时，“俘掠邠、泾、陇等州民户殆尽”

⑤。

唐末五代至宋以来，周边少数民族的力量更为强大。因而，其对中原汉族的掳略和其间民族政权彼此对人口的争夺更为激烈。尤其在这些民族政权创建初期最为突出。唐昭宗

①《北史》卷９４，《契丹传》。

②《旧唐书》卷３，《太宗纪》下。

③《通典》卷１９８，《边防》１４。

④《旧唐书》卷１１，《代宗纪》。

⑤《旧唐书》卷１２，《德宗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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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复二年（９０２年）

，辽太祖攻下河东、河北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

①。

唐哀帝天祐二年（９０５年）

，辽兵击败北汉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还”

②。神册元年（９１６年）辽“平突厥、吐浑、党项、吐蕃、沙陀诸部，俘其户万五千六百”

③。神册五年（９２０年）

十月，辽将后晋天德军百姓迁于阴山之南④。

可见，辽政权对攻克地区采取整州、整族式迁移。

仅仅１０余年，到天赞元年（９２２年）

，辽政权境内便出现“户口滋繁”的状况。

而这主要是由于掠夺性迁移所致。

至金代仍以此为方针。

天辅七年（１２３年）

，金兵攻取燕京路，“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

⑤。天会元年（１２３年）

，金太宗徙迁、润、来、隰四州之民于沈州⑥。然而相对于辽、金，元朝在初期阶段所进行的这种掠夺性迁移活动显然较少。我们认为，其原因为，辽金在其初创时期尽管显得强盛，然而较之庞大的宋王朝，国力毕竟不可匹敌。

所以他们无力与之作长期抗衡，只能进行掠夺式的迁移。同时这也是其加强国力的措施。而元朝兴起时所遇到的是衰弱的金朝和南宋王朝。在进攻中，他们不仅能占领一个区域，而且还可以保守新获地盘，即将所得一州一郡并入版图，因而迁移人口的重要性不是太大。另外一点就是，辽、金与宋王朝对峙时他们已经是汉化程度很

①《旧唐书》卷１２，《德宗纪》上。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③《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④《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⑤《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⑥《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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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政权。其境内基本上已进入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而元统治者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前，游牧仍是其主要生活方式。

他们并不需要掠夺很多的人口为其耕种。

明末偏于东北一隅的后金政权也曾在汉族居住区掳略人口。后金政权在完成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后，便开始向关内发展。当其还不能将庞大的明王朝推翻时，以掠夺人口作为加强自己、动摇和削弱明统治的重要手段。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

，改金为清、自称皇帝的皇太极派武英郡王阿济格越长城，进攻、搔扰明京南保定一带，“克十二城，获人畜十八万有奇”

①。崇德四年（１６３９年）

，皇太极再次发动攻势，在华北一带分左右翼两路劫掠，共俘获人口５０万②。崇德八年（１６４３年）

，清军又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攻克明３府、１８州、６７县，“俘人民二十六万九千口”

③。可见这种掠夺性迁移规模之大。

同汉族一样，少数民族政权的掳略性迁移对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人口也是一场灾难。同时，还要看到，当时汉族统治区域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时，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那些未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处于原始部落制和奴隶制阶段。

对于被抢夺者，其中相当部分被变成其社会中地位最低下的奴隶。如匈奴，“其攻战”

，“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

④。对汉族百姓来说，从身份上讲，这是一种倒退。

①王先谦《东华录》卷３。

②王氏《东华录》卷４。

③王氏《东华录》卷１１。

④《汉书》卷９４上，《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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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抚性迁移政策招抚性迁移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加强自己的手段。

在汉代，就有一些汉人逃入匈奴地区，匈奴政权也予以接纳。而逃亡者身份也有多种：有军人，史称“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也有奴婢，”边人奴婢悉苦，欲亡者多，日“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

，因而“时有亡出塞者”

；有盗贼犯法之人，“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①。可见，这几种人都是被迫，即被汉族政权的高压政策和某种法令逼迫而逃。不过通过这种方式逃出者不会太多，在当时，汉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较匈奴为高，两个民族间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差异，再加上匈奴所处大漠南北自然条件恶劣。因而，不到不得已地步汉人是不会走这条路的。

需要指出，汉族人逃至周边民族地区后，将中原文化传播过去，对民族交流起到很大作用。东汉末，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鲜卑轲比能部”。这些汉族人于其中“教作兵器铠盾”。鲜卑因而“颇学文字，故其（轲比能）勒御部众，拟则中国”

②。唐末，“藩镇骄横，互相并吞邻藩”

，造成长期的动乱。因而“燕人军士多亡归契丹，契丹日益强大。”

③很显然，这些汉人不仅为契丹增加了人丁、军卒，而且将汉族的军政制度、兵械制造技艺也带了过去。

实际上，一个民族政权以某种优惠条件吸引另一个民族

①《汉书》卷９４上，《匈奴传》。

②《三国志》卷３０，《魏书。鲜卑轲比能》。

③《契丹国志》卷１。

— 557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７４５。

的人口归顺自己，也为各政权竞相采用。北魏天兴五年（３４２年）

，越勒弗莫率其部万余家内居于魏国之境①。北魏延兴年间（４７１—４７６年）

，大阳蛮首领桓诞“拥沔水以北，滍水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内属”。

孝文帝“嘉之”

，拜诞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

②。这种优惠政策产生连锁反映。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

，襄阳蛮首领雷婆思等“率其部内徙，居于太和川”

③。正光年间（５２０—５２５年）

，“叔兴拥所部南叛”。其首领成龙“强率数千户内附，被拜刺史。”与此同时，“蛮帅田中生率户二千内徙扬州，拜为郡导”

④。辽初，其首领阿保机对境内女真族的发展感到忧虑，“乃诱其强宗大户数千户，移至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

⑤。以此作为一种控制策略。但所采用的是“诱使”

，而非强制。元代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年）

，世祖令“忙安仓及净州预粮五万石，以备弘吉剌新徙部民及西人内附者廪给。”

⑥这显然也是一种招诱策略。当然对那些归顺者或已成为其所属百姓的民族则要让他们参与创造财富的活动。

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年）

，世祖下诏：“旧隶乃颜胜纳合儿女直户，虚縻廪食，今屯田扬州”。

⑦

①《北史》卷１，《魏本纪》。

②《北史》卷９５。

③《北史》卷３，《魏本纪》。

④《北史》卷９５。

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甲集。

⑥《元史》卷７。

⑦《元史》卷１７。

— 558

。

８４５。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少数民族政权招抚性迁移策略是加强其统治基础，增强其国力的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借此减少敌对民族的势力，化干戈为玉帛，为其政权的长期稳定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民族人口婚姻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民族人口之间的婚姻也显得很复杂。这意味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在民族间婚姻的禁止与允许问题上所持立场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很难以一言概之。

一、汉族政权的民族人口婚姻政策在中国传统社会，按照正统思想的观点，少数民族是夷狄之族，而婚姻作为别贵贱的重要手段，汉族与其它民族间的婚姻因而多被禁止。不过，各朝对此禁止程度却有不同。

在魏晋之前，官方法律条款中对这一点说明很少。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限制不严（其可能性很小）

，或者因为违反者很少，没有必要加以限制。直到唐宋时，这方面的规定才明确起来。

《唐律。卫禁律》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共为外人”

，“共为婚姻者，流二千里”。另外，国内官人百姓，不得与蕃客交往，“如作婚姻，同上法”。但对蕃人限制不甚严格。唐贞观二年（６２８年）下诏：“诸蕃使人所娶汉妇为妾，并不得将蕃”

①。这只是禁止蕃使人将其汉妾带出境外，但却不禁其与汉族妇女婚配。

宋代也有类似规定，“诸蕃商娶中国人为妾及雇为人力女使将入蕃者徒一年，将国中所生子孙入蕃者减

①《唐会要》卷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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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

①。唐宋王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令，依我们所见，这既是汉政府对蕃商的某种优待，同时也具有将其汉化之意。

在这些王朝看来，允许蕃商娶汉妇显示其宽容精神；而禁止其将汉妻妾带入其境，则是为了防止汉人沦入贱地。另外，对一般边境地区民族通婚（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婚姻）

，宋政府是禁止的。

宋至道元年规定：“禁西北缘边诸州民与内地戎婚娶”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７３）对此所载更明确，户部言：“归明人（实际是指投降的外族）除三路及沿边不得婚嫁，余州听其嫁娶。”此建议被皇帝批准。

元代蒙古族最高统治者对此规定并不严格，但一些汉族地方官却制订了近似舆论性的限制。官僚王结在其所著《善俗要义》“正婚姻条”中指出：“闻府中人家有苟贪财贿，甘与异类为婚者，此乃风俗薄恶，家法污秽之极，可羞可贱，而他处所无有也”

，“良家女子安忍配异类之身乎”

，因而规定：“今后凡议婚姻，钦依元（同”原“

，著者注）定聘礼，选择气类相同良善之家“

③。这项规定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却可对此种婚姻起到很大干预作用。

明代的政策很明确，蒙古、色目人“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

；但“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婢”

④。这项政策的特征是，民族外婚不禁，而内婚则受到限制。当然受限制的主要为蒙古、色目一方。很显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７８，《太宗纪》。

②《宋史》卷５，《太宗纪》。

③《善俗要义》。

④《明会典》卷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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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明政府意在借此加快把蒙古、色目这两个前朝的统治民族迅速与汉族融为一体的步伐。这样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被涂上一层政治色彩。

由此可见，尽管在社会观念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婚姻受到歧视，而在汉族中央政权的法令上，对汉族与居于内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并没有作严厉的限制，甚至有的还持鼓励态度。

当然政治家们有其特定的目的。不过由此也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婚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二、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婚姻政策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人口婚姻基本分禁止与允许两种。

需要指出，一些民族在禁止政策上不仅限制本民族与汉族的通婚，而且限制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婚姻，以此作为一种防范措施。

秦汉时期周边民族政权的婚姻政策记载很少。不过从一些具体事例上可见，这种禁令的确不严厉。匈奴政权就曾允许羁留于匈奴辖境中的汉人娶其族人。张骞在出使西域途中被俘，匈奴首领“予妻，有子”

①。苏武出使匈奴被拘执，他也有“胡妇”

，并生一子②。这表明，匈奴是允许其族人与汉人通婚的。需要说明的是，张骞与苏武是汉朝高级官员。这种通婚多为赐婚，以便诱使其变节。此种事例是否具备普遍性还不能作肯定的说明，但我们却也没有见到相反的事例。

史籍上记载明确的民族婚姻政策至五代、宋元时期开始

①《汉书》卷６，《张骞传）。

②《汉书》卷５４，《苏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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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来。

辽代契丹政权最初对其族人与汉族通婚持禁止态度。这种政策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比如防止契丹人沾染汉习。

然而随着契丹人进入华北一带，与汉人接触增多，加之汉族政治、文化制度比较先进，契丹政权也希望学习，乃至效仿。

因而在通婚上也采取软化性的政策。辽会同三年（公元９４０年）

，耶律德光下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议，听与汉人婚姻”

①。这只是部分解禁。辽大安十年（公元１０９４年）六月，道宗下令，“禁边民与番部为婚”

②。这里的边民是指汉族，蕃部则指其它少数民族。显然这是一种防范性措施。不过整个辽代并没有将契丹人与汉人的婚姻之禁完全解除。金代在世宗以前（１６１—１１８９年）

，基本上也奉行与辽代相似的政策。

明昌二年（１９１年）

，章宗“以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和，从尚书省奏，许民户与屯田户递相婚姻”

③。

“民户”在此指一股土著汉民，屯田户则为契丹等少数民族。金政府以此作为民族关系改善的一种因素。

泰和六年（１２０６年）

，章宗又重申了这一政策：“屯田民户与所居民户为婚姻者听”

④。

这项政策实际上把汉族与契丹等民族的禁婚令放弃了。

元代法令并没有明确禁止民族婚姻的政策。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

，元政府规定，“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

①《辽史》卷４，《太宗纪》下。

②《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１。

③《续文献通考》卷１２，户口１。

④《金史》卷１２，《章宗纪》。

— 562

。

２５。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

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

①。其意在于，族内婚姻者按本民族婚姻习俗办理，若族外婚者则按照男方所在民族习俗办理。

此外，没有进一步的限制。

清王朝作为满族所建立的政权，对民族人口婚姻所作限制颇多。

在满族与汉族婚姻上清政府（包括入关前的后金）

并没有采取固定不变的政策。天聪六年正月，后金政府为拉拢和安抚归降的明朝官兵，规定，“凡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至明之兵士，察汉民女子寡妇及八贝勒以下庄头女子，令其给配。其余更令殷家商贾，分给婚配。”

②天聪六年（１６３２年）二月，此今即付诸实施。后金规定：“以大凌河归降俘获汉人分录副将下各五十名，参将下各十五名，游击下各十名，尽令移居沈阳，以国中妇女千口分配之。

其余令国中诸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之以妻室，善抚养之“

③。由于有这个传统，所以直到清初全国性政权建立后，清政府对满汉通婚仍持宽容和鼓励态度。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

世祖下令：“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

④。

然而在８０年后的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

初年，清政府又予以禁止。

直至光绪末年（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年）

，清政府才改弦更张，“令满汉通婚”

⑤。

不过，婚姻的渠道一旦打开，

①《通制条规》卷３，《户令》１。

②王先谦：《东华录》卷２，中华书局。

１８０年，３２页。

③王先谦：《东华录》卷２，中华书局。

１８０年，３３页。

④《清世宗实录》卷４０。

⑤徐珂：《清裨类钞》，婚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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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再想堵住就很困难。所以乾隆初年的禁止令并没有将已有通婚途径堵塞住。民间通婚仍然不断。

在其它民族间通婚问题上，清政府则更多地采取禁止态度。

１。

限制蒙古族与汉族及其它民族通婚。清代实行满蒙联姻，为了维护这种联盟，清政府对其他民族与之通婚持排斥态度。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倘私相嫁娶，查出将所嫁之妇离异，还与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例治罪。知情主婚及说合之蒙古人等，各罚牲畜十九”

①。

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

，清政府批准：“将禁止民人娶蒙古妇女之例停止。”

②而至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

清政府又强化了这一禁令：“嗣后将民人娶蒙古妇女之处严行禁止；其已经娶过者，任伊等两家情愿，均令陆续带回原籍”。禁止后仍有犯者，“一经旁人告发，将所娶之妇离异，还母家；将主聘妇女之人枷号三月，满日鞭一百；将违例之民亦枷号三月，满日鞭一百，解回原籍；失察之该台吉罚三九牲畜，该札萨克罚俸六月，倘该札萨克台吉自行查出，免其议处”

③。同时，蒙古上层贵族还不能与邻近其它部落贸易之人结亲。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

，清政府规定：“蒙古王以下至闲散蒙古，违禁与喀尔喀、额鲁特、唐古特、巴尔呼等贸易结亲者，照定例治罪”。另外，“四十九旗协理旗务人等及归化城二旗都院，至闲散蒙古，量其品级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７８，《理藩院》。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７８，《理藩院》。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７８，《理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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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罪①。

２、对南方民族与汉人通婚的禁止。清代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年）

特别对西南地区民族婚姻予以限制：“滇省永昌之潞江、顺宁之湎宁二处向来往近边之人，或耕或贩，查明男妇户口，照内地保甲例编造册档，并严禁与附近猡夷结亲”

②。这种政策完全是出于地方安全考虑，即防止汉族与该地区少数民族结亲后，任意出入当地村寨，影响清政府的管理。

《大清律例统纂集成》（卷１０）所载禁令范围更广：“福建台湾地方人民，不得与蕃人结亲，违者离异。其商贾客民未经入籍苗疆，踪迹无定者，概不许与苗民结亲”。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

，清政府对新疆的汉民也作出限制：“寄居伊犁之安集延，超过十年以上者，准其编入伊犁种地民户”

，“但不准娶妻置产”

③。

同时对其它民族间的婚姻也予以限制，“稽查居住卡内之安集延每月增减人数，不准与回子联姻”

④。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民族人口婚姻上也反映出其将社会秩序与统治稳定放在首位的心理。这也可以理解，清最高统治者来自一个只有数百万人口的民族，采取这种政策也是其分而治之方针的一部分。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对于迁往内地生活的少数民族，清政府并没有作限制。清代改土归流时曾将一部分云南少数民族迁至江苏一带，对他们，清政府“听其与民婚嫁入籍”

⑤。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７８，《理藩院》。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２５８，《户部》。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９３，《理藩院》。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９３，《理藩院》。

⑤光绪《大清会典》卷１７，《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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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人口婚姻的防范心理较重，从统治民族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担心本民族被汉族等比其数量规模大的民族在婚姻过程中所同化，失去其民族优势地位。对其它民族通婚的限制则多出于安全和秩序考虑。而一些民族对婚姻的解禁则表现出他们对不可扭控的婚姻趋势的承认。

三、民族上层的政治性联姻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婚姻涂抹上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民族间的和亲更不例外。这种婚姻虽然主要限于民族上层，但却给民间婚姻带来影响。

（一）汉族政权所采取的上层联姻政策民族上层联姻政策常被汉族政权作为缓解民族矛盾的手段。或者说，这是汉族政权在国力不足，不能在军事上征服对方时而采取的政策。

和亲政策肇始于汉朝，并主要针对北方的匈奴族。

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兵强马壮，号称“控弦四十万骑”。这给汉边带来很大威胁。刘邦“数苦北边”。谋士娄敬建议：“陛下诚能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心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因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可勿战而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对此刘邦深表赞许，“娶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使敬往结和亲约”。史称，“和亲既结，匈奴果暂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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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①。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许久。这是因为汉政权往往把和亲作为不得已之策，一当力量稍微强大，便予放弃。同时，对匈奴来讲，和亲背后必须有丰厚的赐赏，否则对其没有多大意义。因而汉朝的和亲活动时续时断。汉文帝（公元前１７９——１５７年）时，匈奴又“并暴边境，多杀吏民”。为此，汉朝两次与匈奴结亲②。汉武帝（前１４０——８７年）时，王朝力量壮大，多次征伐匈奴，和亲复又中断。这之后，汉朝的和亲活动并未彻底放弃。

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呼韩邪来朝见，宫女王昭君被作为公主赐配单于，生有二子。

呼韩邪死后，汉成帝敕令王昭君“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即嫁予呼韩邪前妻之子）

③。此外，汉朝还与西域各国和亲。汉武帝时，乌孙国强盛，为抑制匈奴势力，武帝“妻以公主”

④。至东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仍然实行下去。

唐代是汉政权实施和亲政策的又一个高潮。与汉代不同的是，唐代和亲政策重在对周边民族予以笼络，以使其与中央王朝建立稳定的关系。不过，从根本上讲，唐政府也是想借此消弭周边民族侵扰边境的隐患。在这一点上，与汉代没有什么不同。由于唐王朝力量较大，所以，唐代和亲多为少数民族首先提出。在最初，唐政府常持傲视态度，不予接受。

贞观八年（６３４年）

，吐蕃“始遣使者来朝”

，其首领“闻突厥、

①《汉书》卷４３，《娄敬传》。

②《汉书》卷４１，《文帝纪》。

③《后汉书》卷１１９，《南匈奴传》。

④《汉书》卷６１，《张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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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币求昏（同婚，著者注）

，帝不许“

①。后吐蕃“固请昏，许之”。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６４１年）

，“妻以宗女文成公主”

②。景龙三年（７０７年）

，中宗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嫁与吐蕃王③。另外唐初就与突厥政权有和亲关系，并且这种婚姻关系是双向的。唐武则天当政（６８４——７０４年）

，她曾下令淮阳王武延秀“聘突厥默啜可汗女为妃”

④。中宗时（７０５——７１０年）

，唐与突厥重又开战，“帝诏绝婚”。睿宗即位（７１０年）

，突厥可汗“又请和亲”

，“诏取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下嫁”

⑤。

玄宗即位（７１２年）

，再绝突厥和亲。默啜“乃遣子杨我支特勒入宿卫，因求婚，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

⑥。可见这种婚姻关系基础并不牢固，同时也说明联姻并不能彻底制止民族冲突，只是冲突的缓冲剂。

此外唐王朝还与北方的回鹘、契丹等族建立过和亲关系。

唐帝曾三次分别将宁国公主、襄穆公主、安定公主嫁与回鹘可汗。开元五年（７１７年）

，玄宗以宗女为永乐公主，嫁与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⑦。

而宋明王朝则很少采取和亲政策。

宋王朝曾向周边的辽、

①《新唐书》卷２１６上，《吐蕃传》上。

②《新唐书》卷２１６上，《吐蕃传》上。

③《新唐书》卷２１６上，《吐蕃传》上。

④《新唐书》卷２１５上，《突厥传》上。

⑤《新唐书》卷２１５上，《突厥传》上。

⑥《新唐书》卷２１５上，《突厥传》上。

⑦《旧唐书》卷８，《玄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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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政权“割地赠款”

，甚至建立过兄弟关系“

（即宋王为兄，周边政权为弟）等，但却不曾有联姻举动。这种状况可能与少数民族保持本民族传统习俗的愿望比较强烈有关。不过，也应看到辽、金等政权实际是汉化比较重的民族。在其境内有大量汉族，统治者可以凭借其权力任意役使汉族女子。

和亲政策在后世往往受到人们的贬斥。西汉娄敬因首倡和亲成为受指责最多的人。

《新唐书》的作者对汉代和亲政策作如下评价，“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帝女之号与胡媪并御；蒸母报子，从其污俗；中国异于蛮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毁节异类，垢辱甚也”

①。这是就伦理、风俗上的差异而对和亲政策的否定。

《新唐书》作者还从另一角度即从政治角度提出了看法：“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弑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上安计而为计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

②。说到底，就是汉政府以此作为权宜之计。

我们说，和亲政策从人口角度上实现了两个种族的交流。

因而可以说，和亲使命的担当者也是种族交流的先驱，由此使两个民族婚姻上紧闭的大门得以松动并打开。所以，我们说，和亲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汉族政权对民族通婚行为的承认。这或许也是汉唐王朝法令上没有对民族间婚姻实施禁止政策的一个原因。而如果要通过和亲政策来实现两个民族间永久的和平却是不可能的。民族冲突说到底是不同政治集团

①《新唐书》卷２１５上，《突厥传》上。

②《新唐书》卷２１５上，《突厥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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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间的冲突，而冲突的背后又是基于各自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力量因素。当二者力量，特别是边防上的力量均衡时，民族间相安无事的局面就可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和亲政策才能对和平局面起到维护作用；否则，只能成为形式上的联系，而不可能以此使二者真正拧结在一起。

（二）民族政权的和亲政策民族政权同汉族政权的和亲政策在上面实际已涉及到了。这为所言是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政策。较之与汉族的和亲政策，民族政权之间的此项政策更为普遍。这是因为，汉族政权在和亲问题上对伦理、名分考虑较多，实行时常非本心所愿意。而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则较少这种顾虑。特别是在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比较接近。因而通婚政策有实行的社会基础。

北朝北魏时，蠕蠕族居于大漠南北，成为一支强盛民族，并与北魏保持良好关系。太昌元年（５３２年）

，其首领阿那瓖遣使朝贡北魏，并为长子请尚公主。永熙二年（５３３年）

，孝武皇帝下诏以范阳王海之长女瑯琊公主许之。然而“未及成婚，帝（武帝）入关”。北魏分裂，继起的“东西魏竞结阿那瓖为婚好”。

西魏文帝以孝武时舍人元翼女称为化政公主，妻予阿那瓖兄弟塔塞。同时，文帝“自纳阿那瓖女为后，加以金帛诱之”

①。可见这也是一种政治利用政策。唐时，回鹘部坚昆支“本强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

②。宋

①《北史》卷９８，《蠕蠕传》。

②《新唐书》卷２１７上，《回鹘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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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辽人以公主下嫁李氏（西夏）

，世修朝贡不绝“

①。清朝时，满族和蒙古族上层更以婚姻缔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关系，使蒙古族成为满族治理中国的重要助手。可以说，满蒙结合是中国历史上以民族婚姻结盟中最牢固的形式。

（三）主动采取通婚政策的民族政权这种政策是指一个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主动与其它民族实施联姻。在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的王朝并不多。

而北魏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具有代表性。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把与汉族通婚作为其改革的重要内容。不过其婚配对象主要在汉族世家大族中选择。魏文帝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守伯、晋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②。此外规定皇帝的六个兄弟必须在汉族大姓中选择配偶，即“长弟咸阳王禧聘颖州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娉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颖川王雍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洋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③。北魏政府所采取的这项政策是为了加速其种族的汉化过程，建立与汉族贵族联合的统治政权，以便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当然这项政策只限于贵族之中，不过它也是对民间两族婚姻行为的带动和鼓励。

四、民族人口婚姻政策评价在封建社会，婚姻行为总受到当时政治的、等级的、习

①《金史》卷１３４，《外国传》上。

②《资治通鉴》卷１４０，《齐纪》６。

③《魏书》卷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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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等多种因素制约。族内婚是这样，族外婚也是如此。

民族人口的婚姻作为一种族际婚受到政治性因素和风俗习惯更多的制约。不过，从秦汉以来的各个民族政权所采取的政策来看，民族人口婚姻渠道有时畅时滞的特征，然而并没有被堵死。从习俗上讲，各民族的统治者，特别是汉族统治者并没有把民族婚姻行为视作大逆不道之举，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鼓励。因而，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人口婚姻所设置的障碍远较汉族为多，而这只能解释为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封建社会的政治性婚姻一和亲、联姻行为尽管规模、人数都很有限，然而由此却成为民族关系改善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也是对民族间文化、风俗交流的巨大促进，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对种族间所存在的婚姻壁垒的冲击，并进而带动了民间民族人口婚姻的进行。

还要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各民族政权采取对民族人口婚姻的允许和鼓励政策是对民族融合现状的承认，特别是在民族人口之间有较大量接触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而对这种婚姻的抑制政策尽管能减少民族间婚配现象的发生，但却不能阻止民族融合的趋势，即民间婚姻在这种禁令下仍然存在。同时，由于汉民族所具有的较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因而这种婚姻融合更多的是朝着他族接受汉族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的汉族包含有历史上多种民族的成份。或者说汉民族的血脉中流淌着多种民族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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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族人口融合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民族人口的融合上，一直存在着融合与反融合两种政策。实际上对于汉族政权来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融合过程中，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被汉族所融合。而对此顾虑最多的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一点，本章在少数民族的婚姻政策已有涉及。在此，我们着重对民族政权在风俗、文化等方面所持态度再作分析。

一、有利于民族人口融合的政策在历史上，主动在习俗、文化上鼓励民族融合的民族政权并不多。

北魏是最早全面推行这一政策的王朝。北魏最高统治者来自鲜卑族。

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消灭了其它民族政权，将整个北方统一于北魏版图中。孝文帝执政时更致力于使北魏强大起来，因此实行了一系列向汉俗转化的改革。太和十八年（公元４９４年）

，他开始“革衣服之制”

①。衣服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最重要的标志。改革则使鲜卑与汉族的形式差异消失了。第二项改革是迁都，即将北魏国都从平城迁移中原洛阳。由此既可以加强北魏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便于保卫与南朝对峙的边境；同时也可使鲜卑人生活于汉民族中间，起到加速汉化的作用。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

，孝文帝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

“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

①《魏书》卷７，《高祖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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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人“

①。第三，改习汉语。孝文帝将这项改革与“名正言顺，礼乐兴”

，进而“远追商、周”

，传政权于“百世”等愿望联系起来。因而他要求：鲜卑之人，“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延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黜革”

②。第四，改姓汉姓和通婚。孝文帝将皇族改姓元，“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因而改跖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蔺氏为贺氏，独孤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

“其余所改，不可胜计”

③。孝文帝为了表明其改俗的决心，还对违反此命令的太子恂实施处罚。因为文帝“赐之（太子）衣冠，恂常私著胡服”

；并密谋造反。最后文帝将其废为庶人。

唐代吐蕃虽未完全更制，却于弄赞当政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效仿汉俗。文成公主下嫁时，“弄赞率兵次柏海迎亲”。他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媿沮”。而“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止，自褫氈罽，袭纨绡，为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

④这种措施对于缩小两个民族习俗和心理上的距离具有很大作用。

西夏凉祚为王时，对母族讹庞专权不满，将其讨灭；进而“请去番礼，从汉仪”。宋嘉佑六年（１０６０年）

，凉祚上书

①《资治通鉴》卷１４０，《齐纪》６。

②《资治通鉴》卷１４０，《齐纪》６。

③《资治通鉴》卷１４０，《齐纪》６。

④《新唐书》卷２１６，《吐蕃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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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

；并要求宋廷赐九经等书①。宋仁宗即予批准。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民族政权，主动要求汉化（特别是在语言、风俗上）历史上并不多。大多数民族政权把保持民族特色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手段，但却不能排除周边民族以及进入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文化的接受。

二、对民族人口融合的防范措施对民族人口融合的防范措施是一种反融合政策。在民族政权的政策中，与融合之政相比，反融合是其主流政策。

（一）文字名称上的防范措施语言是一个民族人口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是一个民族借此与其它民族区别的声音标志。文字和姓氏名称则是对语言的具体反映。因而那些注重保持民族特色的民族政权都制订了有关政策。

金代政权进入汉族地区后，其民族（女真人）不可避免受到汉族语言文字的影响。大定十三年（１７３年）

，金世宗“命歌者歌女直（即女真，著者注，下同）词”

，并以此教导太子及诸王。他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他还指出：“汝辈自幼惟习汉人习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

②。为不使女直语言被遗弃，世宗规定官衙门中，“女直人

①《宋史》卷４８５，《夏国传》。

②《金史》卷７，《世宗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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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

①。同时要求，“女直人毋得译称汉姓”

②。

大定二十七年（１８７年）

世宗又强调：“女直人不得称汉姓，犯者抵罪”

③。明昌二年（公元１１９１年）

，章宗再次下令：“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

④；并禁止女真人称本朝人及本朝语言为“蕃”

，“违者杖之”

⑤。汉人与女真人在外观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从姓氏上予以区别则可使政府在户籍等方面对其加以分别。然而女真政府禁令频发，也正说明当时违例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

清代皇帝对满语、满姓的保持十分重视。乾隆帝在一次召见宗室贵族活动中，发现满公宁盛额不能以满语应对，这使乾隆帝吃惊不小。因为“宗室以满语为国家根本，而宗室贵胄有不解者，风俗攸关”。所以他下令，增设宗室“十岁以上者小考之例。于十月中，钦派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考试满语，”优奖劣罚“

⑥。对姓氏上的改动同样予以限制。乾隆帝二十年（１７５５年）

指出：“向来满洲名氏惟取清语之与汉字对音者，书写汉字，不得依附汉姓牵混”

；对已经发生者，“令悉行改正”

；以后再有混写现象，“当重惩其罪”

⑦。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针对八旗满洲、蒙古中“竟有将本姓丢弃，

①《金史》卷８，《世宗纪》中。

②《金史》卷８，《世宗纪》中。

③《金史》卷８，《世宗纪》中。

④《金史》卷８，《世宗纪》中。

⑤《金史》卷８，《世宗纪》中。

⑥《清稗类钞》考试类。

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１４９，《八旗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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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语所染者“（如钮祜禄姓，直呼为郎姓）。乾隆帝指出：”姓氏乃旗人之本，甚关紧要。今若不整顿，任意流下，必致各忘本姓，至于无知“。因而他要求：”嗣后凡有引见等姓氏，俱于绿头牌缮写；仅限一年，一年后经朕问及不回奏，定将该管大臣一并治罪“

①。清政府对与其联盟的蒙古族改字行为也不放过。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它规定：“嗣后蒙古人，止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须取用汉人名义”。甚至不准蒙古人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其子弟，“违者照不应重私罪议处”

②。

（二）服饰之禁服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形式标志，或者说是民族特色显示的最直观具体的标志。

金代，政府将服饰保持列为与语言同等重要的地位。金大定二十七年（１８７年）

，世宗下诏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

③。章宗于泰和七年（１２０７年）再次下诏：“女直人不得学南人装束”

④。这些禁令在世宗之前没有见到。后金太宗在崇德二年（１６３７年）

谈及保持本民族习俗重要性时指出：“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人衣冠，尽忘本国语”

⑤。这表明，金代从世宗时开始注重对本民族服制的保持。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对服饰要求最严厉的王朝。它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１４９，《八旗都统》。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９３，《理藩院》。

③《金史》卷８１，《世宗纪》下。

④《金史》卷１２《章宗纪》中。

⑤《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４０，《王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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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求本民族人保持服制装束，而且在入关之初于全国范围内推行“剃发，易衣冠”之制，即全体汉族人民着满族装，留满式发型。

即让汉族在衣着习俗上，必须与满族保持一致。

清政府为推行此政策所采取的残酷镇压措施，形成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三）习俗之禁习俗主要指各民族人口不同的居住、娱乐、生活乃至交通等方式。这也是体现民族特色的重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中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简单、朴实，且尚武习气甚浓。他们常视汉俗为奢侈。为保持其纯朴风尚，一些民族制订了保护本民族习俗的政策。

金代大定十三年（１７３年）三月，世宗对金国都自会宁迁至永安后，“女直人寝忘旧风”表示担心，并特别对汉乐提出了看法：“朕时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因而他“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

①。不过，世宗当时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而后金及入关后所建立的清王朝对其民族风尚的保持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崇德二年（１６３年）

，皇太极即指出：“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足，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

“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他还说，“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耳”

②。如果说后金尚处于与明王朝敌对状态，有必要

①《金史》卷７，《世宗纪》中。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４０，《王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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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上习骑射的话；那么，入关之后，清王朝保持满俗主要是为了不使其统治地位丧失，并防止被汉俗所同化。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１年）

，高宗指出：“闻得满洲大臣内乘轿者甚多。

各部院大臣乘轿事系向来体制，至武职大臣等操演官兵，教习马步射，非文职大臣可比……此关系我满洲旧习，著严行禁止“

①。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高宗又缩小了坐轿者范围，“嗣后止准王等与满洲一品大臣等照常坐轿，其余概令骑马……倘都统与部院二品以下堂官等，再有坐轿者，御史等指名参奏，朕必将违禁者治罪，断不轻贷”

②。

清政府对与其结盟的蒙古人也有习俗上的限制。嘉庆帝在十二年（１８０７年）指出：“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戏听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应交理蕃院通饬内外诸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为管束，俾各遵旧俗，仍留心严查。”

③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年）

，仁宗对蒙古王公“眷养优伶，大改敦朴旧习，殊为忘本”

之习深为不满，指出：“嗣后各蒙古部挑取幼丁演戏之事，著永远禁止”

④。

（四）民族融合防范措施评价中国封建社会对民族融合的防范主要是各少数民族政权防止本民族人口受汉族文字、服饰及习俗的影响，借此保持其民族的特色，并进而维护其统治民族的特殊地位。

从心理讲，民族政权统治者不愿使自己这个处于统治地位民族的风俗向被统治民族转移。而当他们面对一个较自己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宗人府》。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宗人府》。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９３，《理藩院》。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９３，《理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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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庞大、文化发达的民族时，又没有什么办法使对方接受自己的习俗；至于行政强力只能解决形式上的问题（如清朝的剃发、易衣冠）。

他们所能采取的方针就是限制本民族人口效仿汉语、汉服、汉习。

然而，一个民族如果仍生活在其习俗借以产生的环境中，并且处在与一个先进民族不相往来的封闭环境中尚可将这种习俗维持下去。如果这个民族离开了其世代生长的地区，进入一个与自己生活方式不同的地方。那么，即使该民族是统治民族也无法将其习俗（包括语言等）长期保持下去，而最终使自己淹没于所面对的被统治民族之中。他们的防范政策只能起到对融合过程的延缓作用。

当然也应看到，这种融合也并非一个民族完全吃掉另一个民族。实际它在融合过程中彼此也有互补。无论语言、服饰、风俗都是如此，只不过有主次之分。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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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我于一九九二年完成本书书稿，原想它能顺利面世。不意近年学术书出版困难颇多，对于我这个资历浅者，更是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深悉青年学者出书难之窘境，斥资设立“青年学者文库”。此奖掖后进之举令人感奋。

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周明俊老师对拙作出版的大力支持和金泓、朱渊寿同志的热心帮助。田雪原教授、沙吉才教授、王维志教授为本书出版而热情推荐；郭松义教授在百忙中审读了拙著全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著者　于１９４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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